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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很少有人怀疑，当代政治哲学随着1971年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而发生了转变。它的问题和方法，它的论证方式和题域，为上个世纪后25年乃至这个世纪的社会与政治哲学设置了议程。然而，约翰·罗尔斯对哲学的贡献不能单单以《正义论》及其相关出版物的影响来衡量。作为一名从1962年直到1991年的哈佛大学教授，他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研究道德哲学的进路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通过他们，影响了人们今天以何种方式理解这门学科。罗尔斯尤其在教学中对道德哲学史投入了非同一般的精力。他关于道德哲学史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就“我们如何生活”所引起的许多最棘手的问题来说，我们在伟大的经典著作中发现了最杰出的思想家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努力。无论这些努力存在多少瑕疵，任何时候都必须抵制对这些文本的肤浅的批评——因为这并不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如果在研究这些思想家时，人们在头脑中思考的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对某些课题的回应（虽然这些课题未必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那么，跨世纪的丰富的思想交流将有可能实现。罗尔斯在哈佛的讲座就是一个有力的示范，它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投入可以从中获得多少教益。纵观罗尔斯的出版物，哲学史对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他对这一历史的终其一生的研究，其出色成果却很少为人所知。眼前的这本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就是为了让其哲学成就中的重要部分被人们广泛地了解。

罗尔斯在他的30年哈佛生涯中开设了许多道德和政治哲学课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向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伦理学导论课。在1977年以前，这门课考察了历史上的诸多人物，一般有亚里士多德、康德和密尔，有时也包括休谟、西季威克或者罗斯。这门课有时被称作伦理学，有时也叫道德心理学。就像罗尔斯讲授的那样，道德心理学并不是伦理学的一个学术分支，而是专门研究道德观念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即：它怎样将道德推理组织起来；它所预设的人的观念；以及道德观念的社会作用。这些方面再加上关于正当的大量说明，道德心理学就算完成了对一种道德观念的实践部分的建构，而且通常包含了它最独特的贡献。

这门课的完整计划是描述道德推理的四种基本类型：至善论、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康德式的建构主义。在这四种类型里，罗尔斯分别阐述了来自历史文本的观点，同时也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回答：我们如何慎思——合理地和合乎道德地慎思？在信仰和动机的诸多原则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吗？首要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如何渐渐地欲求按照它们去行动？对这些问题的充分回答，总是离不开对道德观念的社会作用的叙述。罗尔斯认为，社会作用经常被错误地局限在人们寻找原则来裁决竞争性的主张这方面。而对社会作用的进一步考察，需要我们思考，一个道德观念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可以成为社会公共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即：它如何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彼此是理性而合理的人。这些就是罗尔斯认为道德哲学作为一个拥有自身方法的哲学分支而能够回答的诸类问题。其他类型的问题，例如有关实在论或意义的问题，并不是道德哲学最擅长的，对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特有问题的进展来说也不是必要的。
 
[1]



这门课在1970年代中期有所改变，罗尔斯开始重点关注康德的道德理论。这一改变与罗尔斯这段时期的工作是一致的，这些工作促成了1980年的杜威讲座（“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建构主义”，发表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杜威讲座中，罗尔斯关心的是“更加清晰地阐述《正义论》中的康德根源”，以及详细阐述康德形式的建构主义，他认为，康德建构主义的缺失阻碍了“道德理论的进步”。
 
[2]

 罗尔斯第一次讲授新的康德内容是在1974年春天的研究生研讨会上，主题是道德善（Moral Goodness）。1977年春天，罗尔斯开设了“康德讲座”的第一个系列。

讲座大约进行到一个半星期时，罗尔斯同情那些拼命记笔记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们，允许他的讲义可以让所有需要的学生得到。第一批手写讲义复印件的价格是40美分。罗尔斯尚未发表的作品过去也常常在学生和朋友间流传，这要么是他自己分发给学生的，要么是像在1960年代那样，由研究生助教把他们自己的课程笔记的“复制品”分发出去的。从1978年开始，罗尔斯定期准备并更新康德讲义，以作为课堂材料的一部分。这些讲义笔记从罗尔斯的学生辈流传到这些学生在其他地方的学生那里，由此获得了一种其自身的生命力。本书的讲义正是来自1991年最后一批课程材料。

罗尔斯的讲义在1979、1987和1991年经历了重大的改动（在这些年间的其他年份里，即使有观点被修改和更正，这些讲义还是在实质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第一版讲义的组织原则是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提供一个解读。十份讲义中有八份是关于《原理》的；另外有一份是导论性的，有时关于直觉主义，有时关于西季威克、道德心理学或建构主义。第十份讲义则讨论理性事实。在讨论《原理》时，罗尔斯把大量的注意力倾注于定言命令的公式上，以及它作为一个道德判断程序所引起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困难。到了1980年代中期，罗尔斯增加了有关休谟和莱布尼茨的讲义（四份关于休谟，两份关于莱布尼茨），康德讲义的内容也大致变成了现在的形式，只有四份讲义是关于《原理》的，还有六份则讨论正当的优先性、建构主义、理性事实、自由、《只在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道德心理学，以及理性的统一。1991年，作为人为德性的正义成为有关休谟的第五份讲义，此外还增加了两份有关黑格尔的讲义（尽管罗尔斯并没有分发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讲义）。
 
[3]



罗尔斯在重新思考康德讲义时，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思想。一是，他过去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对它的不同解读上，曲解了康德对于道德理论的贡献。许多重要的概念只是在《实践理性批判》、《只在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和《德性论》中才被提出来。此外，罗尔斯开始认为，对定言命令程序之细节的商讨，还不如理解这样一个程序究竟与什么有关这个问题来得重要，换言之，康德是怎么认为一个形式化的程序可以模拟一种关于理性的非工具性的观念。第二个重要的决定是采用自由的主题以及康德解决基础问题的建构主义措施。
 
[4]

 在这里，罗尔斯主张，《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不是最后的著作，也不是最好的著作。在康德讲义中这种侧重点的转变，部分地促成了罗尔斯将有关莱布尼茨的讲义加入进来。莱布尼茨是康德时代在德国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物，而康德关注的话题也是莱布尼茨的关注点，甚至当康德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观点时，“这样一个事实依然存在，即：莱布尼茨的思想常常以显著和细微的方式塑造着康德成熟时期的学说”（Leibniz I，§1）。尤其是莱布尼茨对信仰与理性信念的哲学调和，他的至善论和他的自由观。对罗尔斯来说，为了以一种严肃的方式理解康德式的建构主义，人们必须带着某些历史特征来了解他那个时代理性主义思想的强项与弱项。

一个延伸出来的有关休谟特别是《人性论》第二卷的讨论，总是康德讲义的一部分。虽然将康德与休谟的道德心理学 （一个是另一个的陪衬）加以比较十分常见，但是，在这些比较中，对休谟的看法却往往是肤浅的：作为原始存在以及我们利益和目标之来源的情感，理性的纯粹工具性的角色，等等。相比之下，罗尔斯细密地考察了休谟的道德心理学（尤其注重休谟对于理性直觉主义的批判），从《人性论》文本中谨慎地引出了一个休谟关于慎思和实践推理的丰富而有层次的叙述。休谟的观点恰恰是强有力的，也是资源丰富的。尽管如此，罗尔斯仍然指明了，正是休谟基于欲望角度来研究慎思的局限性，激发了康德理性主义道德心理学中的核心思想，即把依赖于原则的欲望看成是实践理性研究的基础（HumeⅡ，§5）。

在一系列以康德为主的讲义里加入黑格尔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定下了解读康德的论调长达150多年。但是，罗尔斯对黑格尔的主要兴趣却不是反驳他的批评（对罗尔斯来说，反驳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一切，仔细阅读康德才是充分有效的）。让罗尔斯感兴趣的是黑格尔的伦理生活（Sittlichkeit）概念。正是这个概念让黑格尔得以为道德（以及道德哲学）详述一个具有广泛社会作用的观念，对这个观念的第一次探讨是在康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作品中。从某种意义上看，黑格尔讲义在康德道德思想和罗尔斯本人作品中的自由主义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例如：认为人是“扎根于并由他们所赖以生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体系所塑造的”（Hegel I）；宗教在世俗社会中的位置；哲学在公共伦理生活中的作用。和大多数人不同，罗尔斯把黑格尔解读为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一分子，而他对于黑格尔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传统的完整形态是什么样子。当然，在阅读黑格尔讲义时，人们尽可以全面地把握罗尔斯研究历史文本的方法。也许里面有一两个观点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家之言，可是，如果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一流的哲学家要提出它们，并能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话，那么，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罗尔斯向学生们讲授哲学文本的目标和方法来说，没有人比他本人更具有说服力。1997年，罗尔斯对自己的教学做了一个让人赞叹的叙述。这段文字出现在罗尔斯缅怀他的朋友兼同事德雷本（Burton Dreben）的文字结尾。

当讲述洛克、卢梭、康德或密尔时，我总是尽力做到两件事。第一件是，给出他们在自己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并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我时常引用科林伍德的这句话：“政治理论史并不是一部对一个相同问题提供不同回答的历史，而是一部其问题多少在不断变化、其解决方案也在不断改变的历史。”
 
[5]

 ……我力图做的第二件事，是用我认为最有力的形式来呈现每一位作者的思想。我将密尔对西季威克的这句评论牢记在心：“一个学说不能算是被评价了，除非它是以其最好的形式被评价的。”
 
[6]

 我并不是说（无论如何不是故意的），我自己认为一位作者应该说些什么，而是说在我认为对文本做了最合理之解读的情况下，这位作者实际上说了一些什么。文本必须得到了解和尊重，学说必须以其最佳的形式呈现出来。将文本撇在一边似乎是一种冒犯，也是一种造作。如果我偏离了这一点（即使没有什么害处），那么，我也必须说这是一种冒犯。我相信，以这种方式来授课，可以让作者的观点更有力也更令人信服，成为一个更加值得研究的对象。

我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些作者比我聪明许多。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我要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来研究他们？如果我在他们的论证中发现了一个错误，我就假设那些作者也发现了，而且肯定有所解决。但是，在哪里呢？我寻找他们的解决之道，而不是我自己的。某些时候，他们的解决之道是有历史局限的：在他们的时代，这个问题不需要提出来，或者并没有出现，于是也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讨论。或者有部分文本被我忽略了，或者还没有读过。我假设从来没有这些简单的错误，至少不是那些关系甚大的错误。

在这么做时，我遵循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B866中所说的话，即，哲学仅仅是一门关于可能科学的思想，它并不存在于具体形态中：“我们不可能学习哲学，原因是，它在哪里，谁拥有它，我们又如何认识它？我们只能学习哲学化地思考，即，将理性的才能以合乎其普遍原则的方式运用于某些实际存在的哲学努力，然而，却总是保留理性的调查权、确认权，以及在其根本来源上拒绝这些原则的权利。”于是，我们通过研究范例来学习道德和政治哲学（或者哲学中的任何一部分），他们是一些已经在哲学领域做出珍贵努力的著名人物。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超越他们的路径……

结果就变成了，我不太愿意对这些范例提出反对意见。这样做固然很容易，可是却也容易错过精华部分。然而，指出同一传统内部后来者试图克服的困难，以及被其他传统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却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康德，我几乎不做任何批评。我集中自己的精力来理解他，以便有能力将他的思想描述给学生们。有时，我也会讨论那些著名的对其学说的反对意见，例如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和密尔的反对意见。考查这些批评是有益的，也有助于澄清康德的观点。然而，就我对康德学说整体所获得的理解来说，我从来没有感到满意过。我还不能充分地领悟他关于自由意志和理性宗教的思想，这必定是他核心思想的一部分。所有伟大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位于我们之外，不管我们使出多大的力气来把握他们的思想。在康德这里，这个距离不知何故对我来说经常是更加遥远。就像伟大的作曲家和艺术家莫扎特、贝多芬、普桑和特纳一样，他们超越了嫉妒。在讲座中，向学生展现这一点，表达出这种意思，并且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认真对待文本思想，把它看成是值得抱以敬意和尊重的，我们才能做到这些。这有时可能是一种敬重，然而，它与谄媚以及不加批判地把文本和作者当成权威来接受却是迥然有别的。所有真正的哲学都寻求公平的批判，依赖不断反思的公共评论。
 
[7]



罗尔斯从未打算将他的讲义出版。在他看来，它们并不是严谨的学术作品，而只是用来帮助自己和学生去理解和欣赏道德哲学史中重要人物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康德。他经常说，有太多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有很多内容还很晦涩，故而不是对所有人都有价值。只是在经历了很多年的抵触之后，他才终于同意让这个项目开展下去。最终打动他的是这样两个考量。第一是不公平。对于那些可以从讲义中受益的人来说，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它们。如果你没有某位在哈佛学习伦理学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你也许就拿不到这些讲义。第二点考量是，这份讲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几代版本。不论罗尔斯认为那个最终版本有多么不完美，他也清楚，在过去那些时间里，这些讲义一直在完善中。流传下来的版本应当是最好的，这一点很重要，而他过去向学生发放讲义时的大方，却保证了那些老版的讲义会一直流传开来。当罗尔斯同意让这些讲义出版时，他的条件是不能改动讲义的格式：它们必须保持讲义的形式，即，保持当初发给学生时的页面风格和表达。由此一来，对这些讲义的编辑工作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除了整理晦涩的缩写、核查引文，以及清理教学手稿中不可避免的粗糙之外，这份讲义保持了罗尔斯在1991年发放时的原样。
 
[8]

 它们被提供给研究这一主题的学生，并展现出老一辈的学术精神，在这里，最优秀的教学成果被更加平实地保存了下来，它同时也是最完善的作品。

* * * * *

下文指出贯穿这份讲义中的文本引用。在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引用方式上，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康德文集有一个普鲁士科学院的版本，在引用时指出这个版本中相应的卷数和页码是现在标准的学术做法。除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之外，这个做法在对康德所有著作的引用中都得到了遵循。在引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时，讲义保持了罗尔斯教学时的做法，也就是通过指出哪一章哪一段来参考文本（例如GrⅠ：4是指《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一章中的第四段）。普鲁士科学院版本（卷4）的页码则被附在括号里（也就是GrⅠ：4 ［394］）。虽然这样做有时会让一页纸上堆满了数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因为罗尔斯讨论的这些论证是以一系列段落展开来的。（在课上，罗尔斯是用章节和段落体系来引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功利主义》。）打算认真研究康德讲义的人们，可以遵循罗尔斯对其学生的指引，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上用数字标出段落，以Ⅰ作为第一章的开始，以次类推。

书中大部分译文遵照了罗尔斯在教学时使用的版本。我们纠正了一些手抄本中看起来肯定是错误的出入。还有一些情况是，罗尔斯显然故意改变了译文，这大多数发生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段落里，这些也被保存了下来。

感谢Glenn Branch、Amanda Heller和Donna Bouvier，他们在编辑和准备这份手稿时提供了很多帮助；另外，还要感谢Ben Auspitz在索引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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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两份关于黑格尔的讲义。


关于原著的一点说明

除非是有另外的说明，否则康德的作品一律根据《康德全集》（通常也被称作“科学院版”）中的卷数和页码来引用。这个版本最早是在1900年由普鲁士科学院开始出版。对《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引用除了根据研究院版第四卷中的页码之外，还根据书中的章目和段落；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按照惯例同时标出第一版和第二版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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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近现代道德哲学，1600—1800

§1 古典道德哲学与近现代道德哲学的区别

1.我从古典道德哲学与近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个明显区别开始。古典道德哲学，我是指古希腊道德哲学，主要是雅典和生活在那里的哲学家们的学说，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的成员们。近现代道德哲学，我是指从1600年至1800年这一时期的道德哲学，不过，我们还应该将一些16世纪的作家包含进来，例如对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蒙田。

西季威克在《伦理学方法》第一卷中谈到善（good）的概念时说，直到那时他还在讨论被英语作家频繁使用的正当（rightness）概念。他把这个概念以及与它类似的概念看成是包含了理性的一种要求或命令。理性被认为是无条件地规定了某些行为，要么就是指向某个隐秘的目的。西季威克说，人们有可能把道德理想看成是有吸引力的，看做是明确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善，而不可能把它当作理性的一种要求或命令。良善行为，或行为的正当性，并没有被看成理性的一种要求或命令，而是被看成行为本身就具有某种益处，而不只是实现某种隐秘善的手段。

西季威克认为，道德哲学中希腊学派的基本伦理观是这样的：

与近现代不同的是，古代伦理学争论的主要特点可以追溯到，在表达共同的道德行为判断时使用的是一个一般概念（善）而非具体概念（正当）。德行或正当行为，通常被（希腊人）认为仅仅是善的一个种类：于是……第一个问题……当我们努力将行为系统化时，就变成了如何决定这一种类的善与其他种类的善之间的关系。（Methods
 ，7th
 ed.［London，1907］，pp.105—106）

西季威克继续说道，我们很难理解希腊道德哲学，除非我们将近现代伦理学中“准法律的”或法条式的概念放置一边，不去追问“什么是职责，它的基础在哪里？”，而是去追问“在人们认为善的那些事物中，哪些是真正的善，或者是最高的善？”，或者说，“被我们称作德性的这种善，即我们称赞的那些行为和性格品质，与其他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种针对不同善之间相对价值的评价方式，以判断它们如何与最高的善联系在一起或对其有所增进。

2.让我们同意在古典与近现代的道德哲学之间存在这个区别。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古代人追问的是一条通往真正幸福或最高善（the highest good）的最合理的道路，他们考察德行和作为性格特征的德性（例如本身就是一种善的勇敢、节制、智慧和正义这些德性）如何与最高的善联系在一起，不管是作为手段，还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还是两者都有；近现代人追问的却主要是（至少首先是），哪些在他们看来是正当理性的权威规定，以及这些规定所产生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仅仅是在发出这些追问之后，他们的注意力才转移到这些规定允许我们追求和珍视的那些善上。

现在，我们假设古典与近现代的道德哲学之间存在这一点区别，并不等于我们假设这种区别是深刻的。确实，这个区别可能根本就不深刻，而只是跟一些被用来阐述和整理道德领域的语词有关。决定这些语词的也许是一些历史事件，进一步的考察表明，由这些语词所表达的两组概念在这种意义上是等同的，即：我们能用一组概念表达出来的道德思想也能用另一组概念表达出来，即使不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承认了这一点，以下这些就成为可能：在特定的、带有其主要问题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使用一组而不是另一组概念可以引导我们以一种具体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而且，这又会引导我们发现古典与近现代的道德哲学在道德学说上的具体区别。或者，历史背景本身有可能指出哪一组语词更为恰当和相称。

§2 希腊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

1.我从这样一个推测开始（我不应该说它不只是个推测）：历史和文化背景诠释了希腊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我先说明这一点：苏格拉底说，当道德哲学开始时，希腊宗教是一个跟公共社会实践、市民节日和公共庆典有关的市民宗教。只要一个人以众所期待的方式参与礼仪和认可它们，那么，他信仰什么这些细节就不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做已经被人做过的事；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社会成员；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乐于承担一个好市民该有的市民职责，例如，在陪审团服务，或者在战争中划舰船。这不是一个基督教意义上的拯救性的宗教，当时也不存在布施必要恩典途径的牧师阶层；事实上，永生和永远的拯救这些思想在古典文化中并没有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此外，这样一个市民宗教文化并没有以一个宗教文本为基础，像圣经、古兰经，或印度宗教里的吠陀经。希腊人颂扬荷马，荷马史诗也是他们接受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可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来就不是宗教典籍。希腊道德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批评荷马，拒绝荷马式的英勇斗士的理想，拒绝在早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仍然具有广泛影响的封建贵族理想。

确实，在古典世界里，反宗教人士和无神论者让人害怕并被认为是有危险的，他们对市民虔敬行为的拒绝往往被公开示众。这是因为希腊人认为这样的行为表明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也不是别人可以指望的可靠的市民朋友。取笑神灵的人招致遗弃，然而，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信仰，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袒露无遗地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参加公共的市民实践。

为了理解这一点，请记住，希腊城邦根据我们的了解是一个非常小的、十分单一的社会。例如，即使将妇女、儿童、外邦人和奴隶都算进来，雅典也只有大约30万人口。能够参加集会和运用政治权利的人数只有35000（都是出生在指定市区内的成年男子）。城邦中的市民宗教是城邦安排中为了维护社会凝聚与和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因此，希腊道德哲学是在城邦市民宗教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其中，荷马史诗与诸神和英雄们起了一个核心的作用。这个宗教并没有包含其他的可以反对这些诸神和英雄的最高善的思想。英雄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坦然地追求成功和荣誉、权力和财富、社会地位和声望。虽然他们并不是对家庭、朋友和随从的福祉漠不关心，可是，这些需要处在一个次要的地位。当阿基里斯在帐篷里自私冷漠和发脾气时，他并没有失去他的英雄品质；当他因为普特洛克勒斯被杀而返回战场时，他不是为了普特洛克勒斯而哀伤，而是为了自己没有能力保护随从而感到不安。至于那些诸神，从道德上看，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他们是永生的，他们的生活是相对快乐和安全的。

希腊哲学拒绝了荷马理想，因为它是一个逝去年代的生活方式的特征；由于它发现市民宗教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力量，因此，希腊哲学必须为它自己研制出有关人类生活的最高善的理念，该理念还必须适合5世纪雅典这个不同的社会。于是，最高善的理念就十分自然地位于希腊道德哲学的核心位置，它提出了市民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

3.结语：时间不允许我们进一步讨论希腊哲学中的道德观，我在这里只是概括性地说明几点。

他们关注最高善这个理念，认为它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理想，是对我们真正幸福的合理追求。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这种善看成是针对个人的一种善。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因为这种主张而遭遇了批评，他认为，正义地去行动不是说我们应该牺牲自己的善来满足正义之要求，而是说如果我们拒绝这些主张就会失去我们自己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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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处理方式也与此类似。

再者，他们认为德行是在良善生活里和其他善一起占有一个位置的一种善，他们寻找一个最高善的观念来作为理性行动的判断基础。

最后，道德哲学总是对自由的和受过规训的理性本身的运用。它没有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更不用说是启示了，因为市民宗教并没有为它提供一个竞争对手。在追求道德理想时，它更适合5世纪雅典的社会和文化，而不是荷马时代的。希腊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或多或少是自足自立的。

§3 近现代道德哲学的背景

1.我先和前面一样从历史和文化背景开始。我认为，有三大重要历史发展说明了近现代时期道德哲学的性质。

首先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它基本上造就了近现代的世界。宗教改革运动瓦解了中世纪的宗教大一统局面，引发了宗教多元主义和对后世产生的所有那些后果。这反过来又孕育了其他类型的多元主义。到18世纪末，多元主义已成为当代生活的一个基本而稳固的特征。正如黑格尔承认的那样，多元主义使宗教自由成为可能，虽然这肯定不是路德和加尔文的用意。（参见《法哲学》§270，p.302f，即一段长篇大论的结尾处。）

其次是近现代国家和其中央管理机构的发展。最初，近现代国家是以高度中央集权的形式由君主们统治。他们拥有庞大的权力，竭尽所能地专制，只有在万不得已或有利于他们的情况下，才将权力与贵族或新兴的中产阶级分享。在欧洲不同的国土上，近现代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和路线发展了起来。到16世纪末，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已经稳固地建立了中央政府，而德国和意大利直到19世纪才建立起来。（普鲁士和奥地利到18世纪时已经是当然的强国，在谁将统一德国这个问题上也是当仁不让的竞争对手，虽然这个问题到1870年才最终被俾斯麦解决。）

最后是开始于17世纪的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当然它的重要源头是希腊和伊斯兰思想）。近现代科学，我是指哥白尼和开普勒所推动的天文学的发展，以及牛顿物理学的发展；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牛顿和莱布尼茨所推动的数学分析（微积分）的发展。没有数学分析，物理学的发展将是不可能的。数学和物理学的进步并驾齐驱。

当然，这三个主要的发展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而且引起了一条我们在任何细节方面都不可能摸清，甚至也无法理解的巨大的结果链。（想一想亨利八世吧，这位专制君主渴望得子的念头怎样导致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2.现在谈一谈在宗教方面与古典世界的对比。中世纪的基督教具有希腊市民宗教所没有的五个重要特征：

它是一个权威性的
 宗教，而且这个权威是制度化的，有教皇制，中央集权的、几乎是专制，尽管有时候它也受到了挑战，例如在14、15世纪的大公会议时期。

它是一个拯救性的
 宗教，是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并且这种拯救要求真正的信仰，就像教会教导的那样。

因而，它是一个学说性的
 宗教，具有要求人们相信的教义。

它是一个有牧师的
 宗教，在布施恩典途径方面，牧师拥有唯一的权威，对拯救来说，他们通常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它是一个扩张性的
 宗教，也就是这样一个让人皈依的宗教，它不承认自己的权威有任何疆域的限制，即使在世界上它没有达到的地方。

因此，与古典道德哲学相比，中世纪教会的道德哲学并不是一个对自由的、受过规训的理性本身之运用的结果。这倒不是说它的道德哲学就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说它是非理性的；而是说它从属于教会的权威，并且主要是由神职人员和修会来操作，目的是为了满足教会在实践中对道德神学的需要。

此外，教会理论把我们的道德职责和义务看成是立足于神法的基础上。它们是上帝所创制的那些法律的衍生物，这位上帝创造了我们所有人，时刻维护着我们的存在，是我们永久服从的对象。如果我们像阿奎那那样认为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理性，那么，这些法律就是神圣理性的要求或规定。正是从基督教这里，一个有关理性是一种要求或命令的思想进入了近现代道德哲学，它明确了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或者，如果我们像司各脱和奥卡姆那样采取一种自愿主义的视角，那么，这些要求就是神圣意志所发出的命令。我们发现，不只是苏亚雷斯、贝拉明、莫利纳和其他晚期经院学者表达了这些看法，在新教作者格老秀斯、普芬道夫和洛克那里也能找到这样的观点。

因此，在17世纪，义务概念被普遍认为是建立在自然法或神法的基础上。这一法律是对我们握到合法权威的作为造物主的上帝颁布给我们的；它是神圣理性或神圣意志的一种命令，引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去遵守它，否则便以惩罚论处。虽然法律只是命令了什么对我们和人类社会来说是有益处的，然而，根据这一法律去行动，并不是因为履行义务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而是因为这一法律是上帝颁布的，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权威。（参见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k.Ⅱ，ch.28，§§4—15。）

3.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后果。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后果，我们必须考察，对于一个像中世纪基督教这样富有权威性、拯救性和扩张性的宗教来说，它是怎样走向瓦解的。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必须考察同一社会内处于竞争地位的那些富有权威性和拯救性的宗教的面貌，这些宗教在某些方式上不同于它们从中分裂出来的那个原始的宗教，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却又具有与它相同的许多特征。路德和加尔文既独断专行也不宽容，就像教会曾经有的那样，对于那些必须决定是做新教徒还是继续做天主教徒的人来说，这是一段恐怖时期。因为一旦原始的宗教分崩离析，那么，哪一个宗教能带领我们走向拯救？

我将下面两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它们更多的是与政治哲学有关。一个是对宽容的争议，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起源；另一个是为民族国家的主权确立宪法界限的努力，这是自由主义的第二个起源。不过，它们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处在这一时期道德哲学背景中的主要议题。宗教改革运动引发了宗教战争这种严重的冲突，这是希腊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它提出的不只是关于如何生活的希腊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与信奉另一个拥有权威性和拯救性的宗教的人们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新问题，它的一种尖锐的提问方式是：在所有这些条件下，人类社会如何成为可能？

§4 近现代道德哲学的问题

1.我认为，我们这个时期的道德哲学和希腊道德哲学一样，深深地受到它所赖以发展的宗教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具体说来是受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形势的影响。到18世纪时，许多一流的作家都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教会权威的道德知识基础，它可以被有理性和有良知的普通人所获得。然后，他们希望发展出一整套概念和原则，用它们来描述自主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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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阐述：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一方面存在传统的教会观点，认为没有神启我们就不能知道那些我们必须遵守的、明确我们职责和义务的对与错的原则。即使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知道这些原则，但也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能知道它们在具体情境下的后果。所以，大多数人必须由那些少数人（也许是神职人员）来引导，而且是以惩罚作为威胁来遵守它们。另一方面则存在一个与新教激进面更加相投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否认在神与信徒之间还有一个教会权威的介入。这种观点认为，道德原则和规范一般对正常的、有理性的人来说都是可以获得的（不同学派对此做了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知道我们的道德职责和义务，也完全有能力来履行它们。

2.在上一段陈述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问题：

第一，对我们做出要求的道德秩序，是产生于一个外部源头，还是以某种方式（作为理性或情感，抑或两者都有）产生于人性本身以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需要？

第二，关于我们如何行动的知识或意识，只能被某些人或者一小部分人（例如神职人员）直接获得，还是对每一位具有正常理性能力和良知的人来说都是可以获得的？

第三，必须由某个外部动机来劝说或强迫，我们才能让自己合乎道德的要求呢，还是我们本身就是这样被构造的，在我们的天性中有足够的动机来引领我们按照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去行动，而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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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在这里使用的术语是既含糊又模棱两可。像“外部动机”、“人性本身”、“具有正常理性能力和良知的人”等诸如此类的术语，它们的意思并不清楚。正像我们在考察具体文本时将要看到的那样，近现代时期发展出不同的道德哲学传统，这些术语就是从这些哲学传统对它们进行解释或拒绝的方式中获得了自身的含义。

这里，我认为道德哲学传统本身就是一系列传统的组合，例如自然法、道德感学派、理性直觉主义学派和功利主义学派的传统。这些传统之所以能被整合入同一个传统，乃是因为它们使用了一套被共同理解的词汇和术语。除此之外，它们还对彼此的观点和论证做出了回答和调整，因此，它们之间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通向进一步发展的理性讨论。

3.请看上面三个问题，我们应该注意，这一时期的作家多少都同意什么在事实上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什么是好的或坏的。关于道德的内容，关于与权利、职责和义务等有关的首要原则方面，他们并没有产生分歧，确实没有。他们没有人怀疑财产应该得到尊重；他们所有人都肯定忠于承诺和契约的德性，还有诚实、仁慈和布施以及其他很多方面的德性。对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道德的内容，而在于它的基础：我们如何知道它，如何按照它去行动。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考察了具体的道德问题。道德感学派的沙夫茨伯里、巴特勒和哈奇森给出了一种回答；理性直觉主义者克拉克、普赖斯和里德也给出了一种回答；莱布尼茨和克鲁休斯则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

再回到上面三个问题上。在每一个问题里，休谟和康德都以不同的方式肯定了第二条选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道德秩序是以某种方式产生于人性本身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需要。他们还认为，关于我们如何行动的知识或意识，可以被每一位具有正常理性能力和良知的人直接获得。最后，他们认为，我们是这样被构造的，在我们的天性中有足够的动机来引领我们按照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去行动，而不需要借助任何外部制裁，更不要说来自上帝或国家的奖赏或惩罚。确实，休谟和康德根据我们的理解都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拥有道德知识，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必须以此类惩罚手段为后盾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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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道德哲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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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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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1.我们研究的这些著作家，每一位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很关注近现代科学、基督教和普遍接受的道德信念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的近现代科学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是指牛顿物理学。问题是：如何在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中来理解哥白尼和伽利略、牛顿和惠更斯以及其他人的发现。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却面临了一个共同的难题。在这三个人中，斯宾诺莎的方式在某些方面是最激进的：他的泛神论包含了关于世界的新科学和决定论的观点，同时也保留了一个宗教（尽管是异端的）学说的重要元素。斯宾诺莎的观点是莱布尼茨和康德都不能接受的，他们警惕自己不陷入所谓的斯宾诺莎主义，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这一点。（同样在17世纪晚期，人们也是这样避免陷入霍布斯主义。）莱布尼茨尤其担忧这一点，一些人认为，他并没有成功地避免斯宾诺莎主义，在他的观点里依然有深深的斯宾诺莎痕迹。

在我们研究的这些作家中，就保守派的最佳含义来说，莱布尼茨是一位伟大的保守派。换言之，他完全接受了正统的基督教理论及其道德观，此外，他正视并掌握了他那个时代的新科学（而且确实有所贡献），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哲学神学观里。他是一位伟大的保守派，就像阿奎那在13世纪那样：阿奎那正视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他宏伟的《神学大全》里，他重申了基督教神学观，并利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来为自己的目标和意图服务。同样的，莱布尼茨将近现代科学融入传统的哲学神学观，试图在这个被放大和修改后的体系里解决所有突出的难题。例如，他把新科学运用到他对真理的定义、对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的区分、对自由意志和上帝前定知识的叙述，以及他在《神正论》中对上帝之正当性的辩护中。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莱布尼茨的道德哲学（我应该叫它形而上学至善论）不如其他人那样有原创性，可是尽管如此，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说，与休谟和康德的相比，这个学说更具有指导意义。

2.我们研究的作家都关心近现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但是，休谟似乎是一个例外。事实上，休谟是与他们大不相同的，因为他试图完全抛弃宗教的上帝来进行。休谟相信自然的创造者，可是，这个造物主既不是基督教中的上帝，也不是我们祈祷或崇敬的对象。相比之下，斯宾诺莎提出的则是一个泛神论的观点，当然这也是一个宗教观，虽然它与正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大相径庭。休谟的观点没有掺杂任何宗教上帝，也没有为此抒写挽歌或表达一种失落感。休谟的特点在于他对宗教没有任何需要；此外，他认为宗教信仰带来的坏处要多于它的好处，因为它对哲学造成一种腐蚀性的影响，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善用哲学意味着用它来缓和我们的情感，让我们远离那些夸大其词的、会扰乱我们自然倾向进程的观点。他说道（T：272［接近第一卷最后一节的末尾处］）：“一般而言，宗教中的错误是危险的；哲学中的错误却只是荒谬的。”

在《道德原理研究》中，休谟对基督教德性有一段极其尖锐的评论。他认为，每一种对我们或其他人来说不管是有用的还是让人愉悦的品质，都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被允许成为个人优点或良好性格的东西。除此之外，当我们“脱离迷信和错误宗教的虚妄假象而根据天生的没有偏见的理性来判断事物时”，没有其他的品质会被认为是良善的。然后，他列举了他所谓的“僧侣式的德性……禁欲、禁食、赎罪、苦行、克己、谦逊、沉默和独居”。他说，有见识的人们拒绝这些德性，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用途：既不能增进我们在世间的财富，也不能让我们成为社会中更好的成员；既不能让我们成为和别人相处时更有趣的人物，也不能提升我们自我愉悦的能力。僧侣式的德性在实际生活中是有害的。于是，他总结说：“一个阴郁、轻率的宗教狂热分子，死后也许会在日历中占有一个位置，可是，他活着时极少被身边人和社会所接纳，除非是那些和他一样狂热、消沉的人们。”（E：Ⅱ：270）

我认为，尽管休谟的观点（在传统意义上）完全是非宗教的，但是他也始终意识到了这一非宗教的特征。在加尔文教派的苏格兰地区，他几乎不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他完全知道他正走向他周遭文化的对立面。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有意让自己的观点世俗化。在一个加尔文教区的绅士家庭中长大后，休谟在一个很早的年龄（大约12岁？）就抛弃了他受之引导的宗教，这也算是解决成长问题的一个办法。

3.为了支持我已经说过的，请注意：鉴于多元民主社会中的深刻分歧和各种丰富多样的观点，我们今天时常感到对道德哲学之反思的一种需要。我们的分歧延伸到了我们必须对影响所有人的立法进行投票的政治领域。我们的任务是去发现和阐明我们共同理解的公共基础。不过，这并不是休谟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也不是康德的方式）。

休谟的道德怀疑主义并不是源于他受人类道德判断之多样性的触动。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他认为，人们天生在其道德判断上可以多少达成一致，而且同意某些性格品质是良善或邪恶的，恰恰是对宗教的狂热和迷信导致了分歧，更不要说是政治权力的腐化了。进而言之，休谟的道德怀疑主义并没有奠基在一个所谓的对道德判断和科学判断的对比上。他并没有持一个典型的现代观点（通常是实证主义的），认为科学是理性的并建立在有效证据的基础上，而道德是与理性无关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只是情感和利益的一种表达。我们确信（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休谟认为道德差异不是基于理性，而且他的一个富于挑衅和夸张意味的名句是：“理性是、而且应该只是情感的奴隶。”（T：415）不过，休谟认为，与此类似的某个东西即科学是真的：他的怀疑主义延伸到了理性、知性和感性的领域。休谟的道德怀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被称作对自然的信仰主义。

现在，正如我下次将要简略说明的，休谟认为，当理性和知性去发展自身而没有习俗和想象（也就是我们天性中的仁慈原则）来调节时，它们将走向自我毁灭。我们不能按照有保证的怀疑主义来生活，幸运的是，一旦我们离开自己的研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按照我们天生的因习俗和想象而产生的信念来行动。休谟追求怀疑主义的反思（也就是哲学），这是因为当我们离开自己的研究时，不是所有的信念都会返回来。特别是我们的盲从和迷信（我们传统的宗教信念）不会回来；我们因此而在道德上更加快乐和幸福。于是，重点在于：休谟的怀疑主义（道德怀疑主义只是休谟怀疑主义的一部分）属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怀疑主义，这种生活方式被休谟看成是对传统宗教生活方式的鲜明对照。因此，休谟不只是简单地抛弃了那个宗教，而是以一种生活方式取代了它，这似乎是他从未抛弃过的。看起来，这种生活方式似乎非常地适合他。

§6 康德论科学与宗教

1.于是，面对现代科学、传统宗教和普遍接受的道德信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休谟和斯宾诺莎一样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解决措施。康德不能接受休谟的措施，就像他不能接受斯宾诺莎的一样。然而，就我刚才指出的关于休谟的那些要点来说，康德和休谟多少有点相像。康德同样没有因为我们道德判断中的差异和冲突而烦恼，他假设他所称谓的“一般人类理性（gemein Menschenvernunft）”——也就是我们都享有的东西，多少是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判断，即使哲学家所拥有的（道德）原则也不会与普通人类理性所拥有的那些有所不同（GrⅠ：20［415］；KP 5：404）。

还有一点和休谟类似的是，康德认为科学与道德处于同等的地位。如果对休谟来说，它们都是与感觉和情感有关，那么对康德而言，它们都是理性的形式，一个是理论理性，另一个是（纯粹）实践理性。当然，这从根本上反对了休谟的怀疑主义。然而，重点在于，现代观点（例如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认为科学是理性的而道德不是，与这一观点形成对比的却是，康德（像休谟那样）并没有把科学抬升到损害道德思想和判断的地步。当然，康德调和科学与传统宗教以及普遍接受的道德信念的方式，基本上是与休谟相对立的。他的努力措施可以在三大《批判》里找到，还有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许多著作。今天我就不再讲述它了，而是谈一谈我们将要研究的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主题。

2.你们会首先注意到，尽管我们的讨论是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所发现的定言命令开始，但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只是我们对康德三部分研究中的其中一部分。诚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是重要的，可是，它并不能从整体上充分地说明康德的道德学说。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关于道德律的完全分析式的合理描述，该描述是通过发展出一个隐含在我们常识道德判断中的“道德概念”来完成的。就像康德自己说的（GrⅡ90：［445］），《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第二章和第一章一样，都“只是分析性的”。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他依然需要指出道德律具有“客观实在性”，换言之，它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在实际中可以应用于我们之上的。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三章中，康德力图表明这一点，可是我相信，他后来抛弃了他在该章中所尝试的论证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第二个《批判》中他关于理性事实的学说。正是这个理性事实表明了道德律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个事实的意义是我们的第二个主题。

第三个主题即实践信仰的主题可以大致阐述如下。康德始终关切人类理性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在第一个《批判》里，是人类主体获得给定对象之知识和探索自然秩序的自我意识；在第二个《批判》里，是人类主体慎思地行动以根据对象的观念来产生对象的自我意识。他认为，除了以分析的方式清晰阐明道德律的内容并指出它的客观实在性之外，我们还必须考察某些与根据该法则去行动而密切相关的信念，就维系我们对法则的忠诚来说，这些信念是必要的。在第二个《批判》里，他把这些信念作为公设来谈论，它们一共有三个：自由、上帝和永生。这些信念的性质，以及康德如何认为它们对我们的道德自我意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则是我们的第三个主题。

这第三个主题的另一部分是“理性之统一”和理性结构中的“实践理性之优先性”。这牵涉的问题有：理论观点与实践观点怎样地结合在一起；如何以一种合理的（当然是一致的）方式来调节每一个理性形式的合法主张。康德认为，实际上只存在一个理性，根据对它的不同运用产生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即：是获得给定对象的知识还是根据那些对象的观念来产生对象（Gr Pref：Ⅱ［391］；KP 5：119ff.）。这就是他的理性之统一的理论。这种统一的一个方面是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对它的讨论带来了作为辩护的哲学的思想。和莱布尼茨一样，康德想调和科学与实践信仰，以捍卫一个而抵抗另一个。

因此，总的来说，我希望覆盖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三个主要部分，思考实践理性的观点是怎样与理论理性的观点联结起来，从而给出一个融贯的、作为整体之理性的观念。我相信，过度地关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会模糊康德在这三个主要问题上的重要观点，而且定言命令的具体细节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并不是很重要。只要对这个命令的描述满足了某些条件，它就能帮助解说理性事实、理性之统一和实践理性之优先性的学说，该学说将带我们走进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

§7 论研究历史文本

1.如果（a）我们认为哲学是由一些多少确定的（也许随着时间而有所增加的）课题或问题所架构的，如果（b）我们就这些问题怎样才算是被理想解决的标准达成了一致，如果（c）我们认为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正随着时间流逝而取得了稳步的进展，那么，我们也许对哲学史就不会有多少兴趣了。我说哲学兴趣，是因为我们确实可能对了解伟大的哲学人物有一种兴趣，就像数学家想去了解高斯和黎曼，而物理学家则对牛顿和爱因斯坦感兴趣一样。不过，我们并没有假设对这些人物的研究在今天还能极大地帮助我们解决自己的难题，尽管它当然有可能。我们还是要去阅读哲学史，庆祝它的进展也鼓励自己往前走，而且，我们还要向那些获得哲学成就的人们表示敬意，因为这对支撑和鼓励哲学作为一项不断前进的集体事业来说极其重要，虽然这种敬意对我们的哲学反思本身而言却是无关紧要的。

尽管如此，认为哲学是由一组固定问题所架构，这些问题的解决标准可以达成一致，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哲学进展到哪一步，以及现有理论达到了哪一步，这种思想本身就存在争议。一方面，即使存在一些多少确定的哲学问题和答案（大致可以用一些重要的议题标出来），这些问题和答案也会在作者赖以研究它们的思想体系里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一思想体系有它自己的要求，并以此来限制那些对所谓标准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只要存在多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就像现在这样，就不会存在有关哲学进展的一致标准。于是，研究历史文本（尽力把握作者的总体观点）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了解哲学问题是如何在它们得以提出的思想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乃至被定型的。这是发人深省的，不只是在于这种研究本身，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在于它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尽管也许是尚不明确和不能清楚表达的，正是在这个体系里，我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这种自我澄清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哪些问题是我们真正想到解决的，哪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合理期待被解决的，以及其他等等。

2.如果我们就这样泛泛而谈而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那么我们很难切实地探讨这些事情。所以，我不这样做。当讲座继续往下进行时，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一位作者的思想背景体系和基本目标怎样影响了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人们首先关注这些问题的理由。我已经提出，休谟、莱布尼茨和康德关注道德哲学的理由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不过，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一点却需要进入细节部分，这个必须等一等。

最后一点忠告：我将为每一位我们研究的作家提供一个大体解释。尽管我是尽我所能地在做这一点，但是，我片刻也没有认为我的解读就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其他的解读都有可能，而且，有的几乎无疑是更好的，只是我并不知道这些内容是什么。我们所研究的这些著作的美妙特征，部分在于它们的深度以及它们和我们对话的多种方式。我不想对这些方式做任何干预。如果我提出了一种解读路径，那么，这不光是为了阐明作者的思想背景体系，而且也是为了鼓励你们研究出一种更好的解读方式，它将比我的解读更贴近文本面貌，也更能把握总体思想。




 [1]
 Terence Irwin，Classical Though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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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强调新教，乃是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是新教徒。例如在发展自然法方面的一流作家格老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和洛克是新教徒；如果我们把莱布尼茨排除在外，德国阵营中的沃尔夫、克鲁休斯、康德和黑格尔也是。克鲁休斯和康德是虔信派教徒，黑格尔宣称自己是路德宗信徒，尽管他肯定是高度离经叛道的一位。鉴于英国宗教改革的缘故，我们认为英国道德感学派的作家（沙夫茨伯里、巴特勒、哈奇森、休谟、斯密）和合理直觉主义学派的作家一样（克拉克、普赖斯和里德）都是新教徒（至少在他们的成长时期）。诚然，天主教会中一直都有道德哲学的实践，不过在这一时期里，它是由经院牧师（例如苏亚雷斯、贝拉明和莫利纳）来操作而且是以决疑法的形式，它最终是用来引导其他的牧师例如告解神父和忠告者的。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事务，它不是针对普通信徒，除非这依然是理论指导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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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面最后两段中参照了施内温德的观点，参见：J.B.Schneewind， Moral Philosophy from Montaigne to Kant：An Anth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intro.to Vol.Ⅰ，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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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内温德是这么说康德的（同上，p.29），但我认为它对休谟也适用。


休谟（一）：心理化的道德与情感

§1 背景：怀疑主义和对自然的信仰主义

1.有关休谟的生平我就不说太多了。他生于1711年，逝于1776年，去世那年恰逢《独立宣言》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他出生在贝里克郡的一个苏格兰绅士家庭，该郡恰好从英格兰东海岸穿过苏格兰边界。无论用哪一种标准来衡量，休谟都是一位早慧的天才。他先是在家中接受了家庭教师的辅导，然后在12岁那年进入爱丁堡大学，离开爱丁堡时，就像当时司空见惯的那样，他并没有拿任何学位，那时他大约14或15岁。休谟全部的正式教育就是这些。虽然他的家人希望他进入法律界，但是，在他18岁即1729年时，他杜绝了所有跟从事法律有关的借口，开始埋头于写作后来成为《人性论》的那本书。

休谟说，这项工作在他15岁时即1726年离开大学前就开始构思了，写作计划的制订是在他21岁即1732年之前，全部写完是在25岁即1736年前。这些日期数字可能未必完全准确，但是无论如何，它们是非比寻常的。《人性论》的最终完成是在1736到1737年间，休谟在法国安茹的拉弗来什这一年，1735年时他还在法国的理姆斯（Reims）。1737年底，休谟返回英格兰，大约在此后一年对这本书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以上这些惊人的事实让人无言以对。（卷一和卷二于1739年面世，卷三出版于1740年。）

2.和其他一流的哲学家一样，休谟并不容易被解读。在不同时期他被解读的方式截然不同。19世纪后期，格林和布拉德雷（在英国理念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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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带头把他理解成一位激进的怀疑论者（延续18世纪苏格兰批评家里德和贝蒂对休谟的批评），认为他的观点不过是经验主义中的归谬法。到20世纪，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包括石里克和卡尔纳普）把休谟看成是他们伟大的先驱，而肯普·史密斯在他极其重要的研究《大卫·休谟的哲学》（这本书为解读休谟提供了一个不朽的贡献）中，把休谟心理化的自然主义放在了显要的位置，却把他的怀疑主义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近来，有几位作家（他们中有伯恩耶和福格林）试图校正这个天平，提供一种既强调怀疑主义又强调自然主义的解读，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既然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在休谟的文本中都很突出，那么在其他事项等同的情况下，我将优先考虑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解读方式。今天，我就从简要介绍这一解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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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其中产生的观点称作休谟对自然的信仰主义，其理由将随着讨论的继续而逐渐清楚起来。

3.我们就从区分以下几种怀疑主义开始。每一种怀疑主义的意义和要领可以通过对比而部分地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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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理论怀疑主义对比于规范怀疑主义；

（b）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对比于概念怀疑主义。

阐释：理论怀疑主义就某一信念框架或思想体系的合理性或基础提出质疑。激进的怀疑主义认为，我们正在讨论的那些信念得不到任何理由的支持，它们是完全没有基础的。温和的怀疑主义认为，它们的基础没有通常认为的那样牢靠。相比之下，规范怀疑主义勒令我们将信念统统悬置起来，或者更加温和的做法是，不要像通常那样信任它们。信奉规范怀疑主义的人是实践中的怀疑主义者。

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把一组信念接受为有意义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却质疑它们的基础和支持性理由。概念怀疑主义则否认它们是有意义的和可以理解的。（维也纳学派之所以把休谟看成他们的前辈，部分原因在于休谟表达了一种涉及某些概念的概念怀疑主义。请注意休谟谈到的关于物质和属性的那些内容，以及有关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内容。）说明：休谟对归纳的怀疑是认识论上的，他并没有怀疑归纳推理是有意义的。同样，在他的哲学神学里，休谟的论证也许损害了支持上帝存在的那些为人熟知的证明，但是，他并没有怀疑上帝这个理念是可以被充分地理解的，因此，人们可以考查这些证明的价值。他认为，我们可以不重视支持宗教上帝的那些证据（与支持自然之创造物的证据相反），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4.鉴于这些区别，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休谟似乎肯定一种激进的理论怀疑主义和认识论怀疑主义，而且丝毫没有缓和的余地：这是他的皮浪主义。只有我们当下的印象和观念可以免于怀疑。然而，休谟的规范怀疑主义却是温和的：他的心理化的自然主义多少认为，我们没有能力通过心灵和意志的行动来控制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天性中的其他力量决定的。只有当我们的信念超越了那些由自然倾向（他把这称作习俗和想象，而这里的习俗通常是指联想规律的替代品）所产生的范围时，他才极力主张我们将这些信念悬置起来。怀疑式的反思损害的只是那些超越这些范围的信念。对休谟来说，关键在于，当我们离开自己的研究而返回日常社交生活时，那些超越习俗和想象的信念并不会被激活，也就是没有再回来。事实上，我们可能发现，宗教热情已在我们身上褪去，正是它损害了我们的理性，支持了那些促使我们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僧侣式的德性。

这番概述指出了，在休谟对自然的信仰主义中，激进的、毫不缓和的理论和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是如何与休谟心理化的自然主义结合在一起、共同合作的。这种怀疑主义只能依靠孤独的哲学反思来进行，而且并不能持续长久，无论它的推理有多么的合理。这一事实向我们揭示出，其他心理力量例如习俗和想象在极大程度上调整了我们日常的信念和行为（T：183，E：iv：1中的第8段）。但是，正如我提过的，休谟相信这种激进的怀疑主义对我们的道德品质有良性的影响，让我们能够在社会中平和地生活，既不退缩也不哀叹地接受人类生活的状况，尽管我们的人生是短暂易逝、注定走向死亡的。这种哲学朝圣者前行的结局是，他变成了一位在日常事务上与普通人的想法没有什么两样的人，一旦超出这一点，他就谨小慎微地根据概率和对证据的权衡来行事。至于那些超出经验范围的事务，其信念都被搁置了起来。

在这里做一点评述很重要，即：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被休谟认为是理性论证的结果。相反，它是两种力量在心理上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他的怀疑主义的哲学反思；另一方面是他关于习俗和想象的自然心理倾向。于是，休谟并没有运用他的理性来捍卫他的观点，毋宁说，他愉快地接受了对其哲学反思和其天性中的心理倾向进行平衡后的结果。这一潜在的态度指导了他的人生，调整了他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正是这种态度让我把他的观点看成是对自然的信仰主义。（参见T：179，183，184，187。）

§2 对情感的分类

1.谈了这么多关于休谟的怀疑主义和心理化的自然主义如何协力合作的背景情况，我现在转向他的道德哲学。他试图表明理性本身并不能成为影响我们行为的动机，它仅仅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也就是只局限于修改错误的信念和识别通往既定目标的有效手段（Ⅱ：ⅲ：3）。他接着试图表明，恰恰是道德感而非理性奠定了道德区分的（认识论上的）基础（Ⅲ：i）。为了确立这些主张，他提供了几个十分简短然而让人印象深刻的论证。我暂且不考虑这些论证，直到我们第四和第五次的休谟讲座。今天我讨论休谟关于理性慎思（rational deliberation）的正式观点（Ⅱ：ⅲ：3），然后就此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下一次课中再来探讨。因为，尽管在休谟的正式观点中，他的怀疑主义看起来是激进的、毫不缓和的，我们也应该问一问，这究竟到了哪一种程度，以及他对理性慎思的刻画又精确到了哪一步。

2.我从休谟对情感的区分开始。在《人性论》一开始（第1—8页，以及后面的第275页及以后），休谟就把他称为“知觉”的经验分成了以下几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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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谟的理论里，印象，不论是感觉的还是反省的，以更大的力量和猛烈性冲击着我们，而来自印象的观念却没有这么强烈。印象先于观念，而且比观念更加生动和鲜活。

然而，反省印象有可能间接地通过观念从感觉印象中衍生出来。休谟这样来说明（T：7f.）：感觉印象，比方说快乐或痛苦，产生出一个对应的关于快乐或痛苦的观念，这是“心灵的一个拷贝”（T：8）。然后，这种快乐或痛苦的观念，当它返回到灵魂时（休谟是这么说的），产生出一个新的反省印象，一个对欲求或厌恶、对希望或担忧的反省印象，就像这个例子中可能有的那样。这种反省印象可能本身就被记忆或想象复制，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进一步的观念。反省印象先于那些从它们自己中衍生出来的观念，但是却后于它们可能通过快乐或痛苦的观念而间接从中衍生出来的感觉印象，这种快乐或痛苦的观念本身来源于一个先前的快乐或痛苦的印象（T：8）。因此，所有的观念都是从先前某一处的感觉印象中发源的，反省印象也是如此，它是从快乐和痛苦中产生的。休谟的关注点不是自然哲学——力学或天文学，而是道德哲学和人性科学（参见《人性论》导言，ⅱ—ⅹⅸ）。既然“对我们感觉的考查更多地属于解剖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任务而非道德哲学家的”（T：8），那么，正是反省印象（情感、欲望和情绪）才是休谟关注的焦点（T：8）。

3.在第二卷第1章第1节中，休谟对反省印象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情感。他的排列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认为下面这些符合他的意图。

第一，休谟根据产生的方式对情感作了区分，于是我们得到：

（1）直接情感
 ：它们直接产生于快乐或痛苦，或者直接产生于善与恶。休谟似乎经常把快乐与痛苦、善与恶看成是等同的（T：276，399，438，439，第439页更明显）。

（2）间接情感
 ：它们产生于快乐或痛苦，但是需要更多复杂的条件，包括休谟所描述的“这种有关观念和印象的复杂关系”（T：286）。间接情感的例子除了嫉妒、怜悯和怨恨之外，还有骄傲和谦卑、野心、虚荣、爱与恨（T：276）。

（3）原始情感
 （根深蒂固的本能）：它们不是产生于快乐或痛苦，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尽管受它们驱使时会产生快乐与痛苦（或者善与恶：T：439）。

第二，休谟根据其激荡程度和被感受的强度对情感作了区分（T：276）。这一区分在休谟看来并不是十分精确的，因为在同类情感内部，激荡程度的变化相当大，而且存在很多的重叠。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一下：

（1）平静的
 情感（T：276，417ff.，437f.）

（2）猛烈的
 情感（同上）

第三也是最后，休谟区分了强烈的
 和微弱的
 情感（T：419）。这一区分涉及情感所发挥的（原因性）影响。此处的重点在于：某些平静的情感可能同时也是强烈的；换言之，它对我们的慎思和行为产生了一个稳固的、控制性的影响。可能那个极其重要的第二情感也是这样，它被休谟称作“对善的一般嗜好和对恶的厌恶”（T：417）。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正是由于这一情感以及其他平静的情感可能是强烈的，所以，当我们受这些情感的驱使去行动时，我们会错误地以为，我们是在根据理性（本身）去行动。我们错把这些情感所造成的平静、稳固和控制性的影响当成了理性的运作（T：417f.，437f.）。

4.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我们得到了（T：275ff.，417ff.，437ff.）：

（a）原始（第一）情感
 （根深蒂固的本能［T：417］）

（1）通常是猛烈的：惩罚敌人的愿望，或者给予朋友幸福的愿望，饥饿、饥渴、肉体的欲望

（2）通常是平静的：仁慈、不满、爱生活、对儿童友善

（b）第二（非原始的）情感


（1）直接的
 （直接产生于快乐和痛苦）

1.通常是猛烈的：欲求和厌恶，喜乐和悲哀，希望和担忧，绝望和安全感

2.通常是平静的：对善的一般嗜好和对恶的厌恶（T：417；容易被误当成是理性的，请见T：437）

（2）非直接的
 （不是直接地产生于快乐和痛苦，但是却额外需要一个观念和印象的双重关系［T：286］）

1.通常是猛烈的：骄傲与谦卑；爱与恨；还有野心、虚荣、嫉妒、怨恨、怜悯和慷慨（T：276f.）

2.通常是平静的：道德上的认同与不认同（T：583）；对美好和残缺的感觉

请注意：对强烈情感与微弱情感的区分适用于所有三大主要的情感类别，因为一个情感是强烈还是微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拥有者本人性格的问题（某人总体情感的特殊构造）。

§3 第2卷第3章第3节大纲

我现在谈一谈第2卷第3章第3节。这一节有十段（T：413—418），为了让大家弄清休谟的观点，我将对其中一些段落做些评论。之后，我对他在这一节中的正式观点做一个总体的概括。正如前面说过的，我不会在这里批判性地评价休谟的论证，后面我会；当下我们关注他对理性慎思的叙述。

（第一段）休谟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样来叙述唯理论的观点：所有理性存在物不得不
 用理性来调整他们的行动。这个观点被他用以下论据来反对：

（a）理性本身
 决不是意志之任何行为的动机。

（b）理性本身
 在对意志的指导中决不反对情感。

（第二段）休谟所承认的关于理性
 的两个功能被叙述如下：

（a）理性可以确立起建立在我们观念之抽象联系上的证明的真理
 （demonstrative truths）。这些可能被我们看成是逻辑真理、数学真理，如此等等。（这足以提供实现我们意图所需要的那些东西。）

（b）理性还可以在经验基础上确立起物体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

他强调的重点在于：证明的推理的有效性是以某一理想目标或意图为前提的，“它只是在引导我们对因果判断”（T：414）的意义上影响了我们的行为。

（第三段）对表明因果关系的推理来说，它的有效性也是以某一理想目标为前提。我们之所以想弄清实现我们目标的手段，无非是因为我们想要实现这些目标。对手段的考虑和对采用它们的冲动，并不是“源自理性，而只是受理性的指导”。根据心理学中的转变原理
 （我们也许会这么称呼），我们对于目标的关心往后退就转变成合适的手段，往前进则转变成它们的后果。如果不考虑目标，那我们可能对手段和它们使用后的结果漠不关心。在实践领域中，来自经验的推理除了指出我们所欲求的那些目标的真正性质和特征之外，完全是揭示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因果或其他关系的一种努力。

（第四段）至此，休谟已经勾勒出了第一段中第一个论点的论证，即：理性本身绝不是行为的动机。他现在竭力主张第二个论点是第一个论点的另一个方面，即：理性本身在指导意志时并不反对情感。因为只有当理性生成一种与某些情感相对的冲动时，它才有可能反对这些情感。然而，休谟的第一个论点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冲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反对一种情感，除非是一种相反的情感；任何情感或冲动都不是来源于理性本身。因此，在理性与情感之间不存在任何斗争。人们有时误以为出现这样的现象，乃是由于他们把猛烈情感与平静情感（例如对善的一般嗜好）之间的斗争错当成了理性与情感之间的较量。所以，休谟才说出这句著名的引起争议的话来：“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顺从情感之外，理性决不能假装还有任何其他功能。”这句话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应该”而不是“能够”？我将在第五次讲座时回到这句话上，到时我们将反思休谟的整个观点。

（第五段）在这一段中，休谟为了表明情感并非是理性的对立面而展开了强有力的论证，即：一种情感完全只是一种当下的心理状态
 ，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反省印象，它引发某些倾向，并促使我们去行动。同样，一种情感并不能断言
 任何事情。休谟说，它没有任何代表性特质，因为它并不是“任何其他存在的复制”。情感断言
 不了任何事情，因此，它们并不会与一个由证明推理或经验确立起来的真理相抵触
 。

（第六段）然而，在这一段中，休谟声称，当一个情感在具体情境中被错误的判断所引导时，它可以被认为是与理性相背的，或者不合理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

（a）我们的情感被建立在一个错误信念的基础上，例如，当我们害怕某些事实上并不危险或并不恐惧的事情时；

（b）我们对手段的选择是错误的，例如，当我们采用的手段不恰当、也不能完成我们预期的结果时。

正是在这一段中，休谟说出了另一些著名的极富争议的话语（这里只给出其中一部分）：“宁可让世界毁灭，也不能让我的手指擦伤，这样做并不违背理性”；“宁可选择让自己毁灭，也不能让一个印第安人或者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感到一丝的不快，这对我来说并没有违背理性”；“选择一个连我自己也承认是更小的好处，而放弃那个对我来说更大的好处，甚至对前者拥有一种比后者更热烈的感情，这样做也不是完全与理性相反的”（T：416）。

（第八段）这一重要的段落中包含了休谟对理性主义哲学错误的解释，即：他们把理性的运作与平静情感
 所带来的渗透式的、强烈的影响
 混淆了起来。请回忆起这句话：情感既可以是强烈的
 ，也可以是平静的
 。理性主义者就是被这些情感在运作时所表现出的激荡或猛烈的面目误导了（T：419，437，470）。休谟认为平静情感扮演了一个根本角色，至少当它们是强烈的时候，它们有时确实是这样。它们的影响就表现在它们是如何调整和控制了我们的慎思和行动。


评论
 ：在第8节（T：437）中，休谟强调了同样的论点。他说，当一种善或恶放在我们的面前并激发出我们对它的嗜好时，我们通常把“情感”理解成一种可以感知的、猛烈的情绪；也通常把“理性”理解成一种非常类似的感情，只是它运作得更加平静，也不会引起任何不安。所以，理性主义者们从一开始在常识思想方面就弄错了。有时，根据具体的语境，我把休谟所定义的理性叫作严格
 理性，而把常识观念上的理性，也就是作为平静情感的稳固影响，称作平静
 理性（就像T：437，583建议的那样），不过这并不是休谟的术语。下一次，我将考查这一对所谓平静理性（就像休谟所描述的，它是平静情感的稳固影响）的描述是否与休谟关于理性慎思的正式观点相一致。

（第十段）在这个总结性的、至关重要的段落里，休谟断言，人时而受其平静情感所支配，时而又受其猛烈情感所主宰。我们经常没有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去行动，而是按照（似乎是）我们对善的一般嗜好或者对我们所有情感的平衡去行动。然而，我们在追求更为重要而持久的利益和计划时，我们确实可以经常成功地削弱猛烈情感的影响，因此，猛烈情感（作为可以感受到的反省印象）的当下推动无论如何并不总是决定性的。我们是否受它们影响，取决于休谟所说的我们的一般性格
 和当前气质
 。我相信，他是用这个来指我们（种种伴随力量和激荡的）情感的当前构造，也就是构成我们性格的那些东西。

请注意：休谟把心灵力量
 定义为一种或多或少有渗透力的（持久的）当前气质，其中，平静情感通常有效地控制了我们的慎思，并左右我们的行为。心灵力量使人们有能力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去追求长远而宏大的目标。当这样做时，平静情感是强烈的而不是微弱的。随后（T：437f.），休谟补充说，尽管猛烈情感具有一种更为有力的影响，但是平静情感却经常“能在得到反省之确证和决心之支持后，在它们最激烈的时刻控制住它们”（T：437—438）。这是一句重要的话。然而，平静情感按休谟所述是如何能够
 做到这一点的？我将在下一次来谈这个问题。

§4 休谟论（与道德无关的）慎思：正式的观点

1.我现在总结一下我迄今所讲的对（跟道德无关的）实践理性或慎思的描述，我把它称作休谟的正式
 观点。（我说与道德无关的，意思是诸如责任和义务等类似问题在这里均没有明确地涉及，而休谟也只是到第3卷中才讨论这些问题，于是，这些问题就被我放在了一边。）我的叙述是以休谟在第2卷第3章第3节中的文字为依据（所以才用“正式”一词），而且是以一种简明直白的方式来展示他的观点。下一次，我们将会看到，一旦将第2卷第3章中的后面几节内容包含进来，我们就会发现，休谟的观点其实是相当复杂的，而且提出了一些问题。今天，我就以第2卷第3章第3节中的正式观点作为总结，这个观点通常被作为他的学说而流传下来，也就是所谓的休谟观点。它的要点看起来有以下这些。

第一，在慎思的时候，每一条理由链在手段—目的的推理中都是有限的，它有一个最终的（或终极的）目的作为它的停止点，这是一个正如休谟所详列的一个或多个情感的对象或目标。我假设，这样一条理由链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一个陈述
 （不管是真还是假），它表述了（做）某事是实现某些欲望的（有效）手段。

（1）有限性是指“为了”从句的链条（“我做X是为了Y”）是有限的，而且通常链接点的数量很少。

他说，“如果你问一个男人，为什么要锻炼
 ，他会回答，因为他想保持健康
 。如果你继续问他，为什么想要健康
 ，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生病是痛苦的
 。如果你进一步问他，以期得到一个他为什么憎恨痛苦的理由
 ，那么，他不太可能再给出任何答案。这就是一个终极目的（请注意我的斜体字），它不再指向任何其他的对象”（Enquiry
 ，AppendixⅠ，293）。

（2）正像引号中所表明的那样，停止点必须是一个或多个情感的对象或目标。这意味着，如果“我做W是为了拥有Z”（或者是为了占有、得到或确立Z等诸如此类的变体）是一条理由链中的最后一个链接，那么，拥有Z是我的一个或多个情感（不管是原始的、直接的或非直接的）的对象或目标。

我认为，对休谟而言，所有各类情感也许都指明了一些终极的或最终的目的，例如，对儿童的仁慈和关爱，自豪与羞愧，我们对善的一般嗜好和我们的美感，以及很多其他的，都指明了这样一些目的。

2.第二，我们看到，情感可能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停止点。情感的目标有很多个，并不存在单一的目标，哪怕是一个趋乐避苦的目标。

我相信休谟的观点既不是享乐主义的，也不是利己主义的（请参见《道德原理研究》附录二中的第295—302页中关于自爱的内容，他在这里基本上接受了巴特勒主教在《布道》第十一篇和第十二篇中关于自爱论的批评）。他并没有假设我们所有的情感都跟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有关。对儿童的仁慈和关爱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快乐和痛苦具有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作用：首先，快乐可能是情感的一个原因（或者它产生了情感）；其次，对情感目标的实现一般也会产生出快乐，因为对任何情感的实现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然而，这种快乐并不是情感的意图
 或目标
 。我们必须区分快乐和痛苦的三种角色：（1）作为情感的原因；（2）源于对情感的实现；（3）作为情感的意图或目标。当我说休谟的观点既不是享乐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时，我是指情感的意图或目标既不是享乐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的。

3.第三，慎思的过程（实践推理）可以纠正
 我们现有的情感，它至少有这两种方式：

（a）如果我们想做X是为了Y，那么，当通过推理后发现X不能带来Y时，我们可能就不再想做X了。于是，我们可能转而想做Z（其他事情）。这一纠正通过手段—目的的推理，为我们情感的构造
 减去了一种欲望而增加了另一种。

（b）如果我们想要逃跑乃是因为担心被大灰熊所发现，那么，当我们后来发现这不过是一只黑熊时，我们可能就不再担忧了。这是对我们关于事物特征的信念的纠正，这些信念是我们情感的原因或目标。

4.慎思的过程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对情感体系造成影响，这些方式不只是纠正了我们错误的信念，而且更多是建构性的。也许有人质疑这与休谟的正式描述是否一致（他在第2卷第3章第3节中并没有做这样的讨论），然而，根据休谟后来所说的内容，我认为这些是休谟的观点。

（a）慎思可以让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欲望变得更为确定，因为当一个源于饥饿而产生的想吃东西的欲望碰到桌上的菜单时，它会转变成一个对某一盘菜的欲望。这个被称作情感的明确化
 。

（b）慎思可以让我们为实现各种情感而去安排自己活动的进程，以让这些情感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得到充分有效的满足。这个被称作情感的进程化
 。

（c）慎思还可以引导我们发现，存在一些我们必须做出的决定，以确定哪一种情感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也许我们会面临一个在诸多最终目的之间发生的冲突，而且没有办法为它们安排进程，或者让它们更为明确，从而避免这样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对这些目的进行权衡，或者设置优先权。这里，对善的一般嗜好（T：417，437）似乎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这个被称作对最终目的的权衡
 。

于是，根据休谟的正式描述，慎思至少是以五种
 方式影响了我们的情感体系。其中有两种是根据真实的（或根基牢靠的）信念来纠正情感，其他三种则是明确化、进程化和权衡。如果实践推理是为了让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更为合理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五种影响情感的方式是必需的（我并没有说是充分的）。它们是实现合理性
 （rationality）的方式，就像休谟默默刻画的那样。我认为，不同的合理性观念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寻求可以根据它去正确行动的，或者根基牢靠的观念是一个，为追求目标而安排活动进程以及对这些目标进行权衡则是另一些。

5.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一个重要的论点：在慎思（它的结果是我们决策的依据）中对最终目的作出明确的情感，（看起来）必须是我们在付诸行动之前进行慎思时、当下
 已经具有的或可能被打动的情感。休谟的一个基本思想似乎是，严格理性与平静情感（例如对善的一般嗜好）一起指导和编织了我们现有的或当下打动我们的那些情感的构造。他这样写的时候仿佛情感已经在那里，对处在慎思过程中
 的严格理性来说，不论是被给予的
 ，还是唾手可得的，它们就已经在那里。当然，我们后来做的一切（作为根据决策去行动后的结果）有可能改变这些情感，因此，我们的决策可以在随后的时间对情感产生影响。除了根据对信念的纠正而对欲望作出调整之外，当我们慎思的时候
 ，情感总是或多或少连续出现的，即使当它们被我们用上述考查过的三种方式加以协调之时，即：明确化、进程化和对它们进行权衡。无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被给予或被准备好的情感，才是这句名言所要表达的内容，即：“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情感的奴隶。”

由此，行动的理由必须与我们现有
 情感中的一个或多个相联结。这也是我们说休谟的观点是内在主义
 的一个意思，即：某人对行动理由的考虑必须与此人当下现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在休谟这里，就是指此人当下现有的情感。
 
[4]



现在，这意味着，（例如）有关未来
 情感的纯粹知识并不会促使我们在当下行动，除非这一知识诱导了我们现有的某一情感，或者与它相关联。然而，按照休谟的观点，这一纯粹知识如何能在当下诱导我们呢？我将在下一次谈他所谓对善的普遍嗜好和对恶的厌恶时来讨论这一点，现在先只考虑这些。然后，我们必须询问，休谟能否在不引进某几类情感的情况下说明这一知识的影响，根据休谟的分类和描述，这几类情感明显是不允许的。那样做将造成他叙述上的某些问题，这将促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他的观点。不过，还需要做些等待。




 [1]
 Idealist过去常被译为“唯心主义”，这里根据它在哲学史上的本义译作“理念主义”。——译者注


 [2]
 参见Robert J.Fogelin，Hume’s Skepticism in th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5）。


 [3]
 Ibid.，pp.5—12.


 [4]
 对内在主义理由观的讨论，请参见Bernard Williams，“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in Moral Luck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休谟（二）：理性慎思与理性的角色

§1 有关休谟正式观点的三个问题

1.我在上一堂讲座中提到，关于休谟（在第2卷第3章第3节中所陈述的）理性慎思的正式观点，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今天我就讨论其中的三点，以便大家对他的叙述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第一个问题关乎理性慎思对情感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影响。我们在上一堂讲座中看到，休谟明确谈到的只有两种影响，它们是凭借对信念的纠正而产生的：首先是关于手段—目的的信念；其次是关于那些激起我们情感的物体之特征的信念。除此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三种影响，它们分别是明确化、进程化和权衡。因为我们允许慎思以其他的方式影响情感，所以，它带来的变化可能就不只这些。这就使得我们去询问，在慎思开始时情感的构造与慎思结束时我们所赖以行动的作为结果的那个构造之间，就休谟的叙述而言，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连续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慎思本身（除了根据决策去行动而带来的因果影响之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情感？

2.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情感的性质。休谟把情感看成是反省印象，他认为骄傲与羞愧、爱与恨是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印象，正如对不同颜色的印象在性质上也是不同的一样。此外，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情感有时被体验为激荡的或猛烈的，而作为一种对心灵能量的积蓄，它却有可能从其他情感中增加而来，或者因为减弱而变为其他情感。我们似乎最低限度可以意识到情感是被体验到的（可以内省到的）某种印象。

现在，把这个描述应用到平静情感上，我们会像休谟说的那样，把它的影响误当成理性的运作吗？为了让这个问题更加具体一些，我将讨论对善的一般嗜好，以及根据休谟的观点，我们如何在不清楚未来情感的状况下被当下所推动。我也会提问，对善的一般嗜好是否就是我所说的基于原则的欲望，即：一种其内容是由实践理性原则所给予的欲望。我的结论是：不是的，休谟似乎把它看成是一种由习俗、习惯和想象所统治的心灵力量，而不是对一条或多条原则应用后的判断。

这就导致了第三个问题：休谟到底有没有一个实践理性观。诚然，我相信休谟的《人性论》缺乏这样一种观念。当然还不明确这意味着什么，也是不容易说清楚的。不过，我希望在今天课堂结束时能把它弄清楚。

§2 另外三条心理学原理

1.在讨论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慎思对我们的欲望构造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变化之前，我先谈一谈与慎思有关的三条心理学原理，它们在第2卷第3章中的第4到6节以及第9节中有所讨论。你们会发现，这几节中有些内容十分乏味，有的段落我感觉自己很难理解。休谟的心理学理论极其复杂，我们很难评估它所包含的内容。尽管如此，你真的应该读一读这几节，因为它们表明休谟是如何力图为其人性科学概括出更为明显的心理学原理，这当然也是《人性论》的目标。我之所以说是更为明显的原则，乃是因为休谟承认其努力的绝对有限性。他说（T：438）：

哲学在这场战争（即激荡情感与平静情感之间的战争）中只能描述一些较大的、较易觉察的事件，然而，（哲学）必须远离一切较小、较细微的革命，例如依赖那些对她的理解来说乃是太过精细的原则。

请看：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可理解为规范性的理性慎思的叙述。相反，他正在说，我们如何从心理角度进行慎思。

2.为了帮助理解休谟的这些目标，请思考他在第4至6节以及第9节中所介绍的三条心理学原理。他也谈到了其他一些原理，但是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三条已经足够了。

（a）主导情感原理（第4节介绍）说的是：任何一个伴随更强烈情感的情绪，容易转变为这个更强烈的情感。休谟写道（T：420）：“主导情感吞没了较低级的情感，把它转化为自身。情绪一旦被激起，就容易接受在其方向上的变化。我们很容易想象，这种变化将来自占上风的情感。任何两个情感之间的这种关联在很多方面都要比某一情感与无动于衷之间来得密切一些。”请注意：这条原理与心灵力量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恰好相反，因为这样一条法则主张，情感根据其方向（目标）和力量来影响最终的决策。后者也许主张，情感影响了根据其方向（目标）和力量所达到的决策。相反，休谟似乎认为，当主导情感在场时，较微弱的情感有时易被激起，而且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能量有可能被转变为主导情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采取的行动。

（b）第5节描述了习俗原理。休谟相信，习俗和重复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能增加我们的情感或将其减少，能将我们的快乐转化为痛苦，或将痛苦转化为快乐。习俗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乃是凭借它对我们所产生的两个原始的影响：首先，它为履行某一行动或形成某一客体观念提供了便利
 ；其次，这种便利一旦获得，就会引起对这种行动或观念的倾向
 。假使便利是“温和的”，意思是并不需要很大的努力，那么，根据休谟的说法，这个倾向就是一个“快乐的必然之源”。他写道（T：423）：“便利所给予的快乐并不主要来自对情绪的任何激励，而是在于情绪的有序运动；这样的运动有时非常的有力，以至可以化痛苦为快乐，及时供给我们一种乐趣，即使最初会感到不舒服或令人不快。”休谟提到，习俗的两个方面（便利和倾向）趋向于增加积极的习惯而减少消极的。结合主导情感原理，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增长，积极习惯逐渐从消极习惯中吸收能量，达到一定点时，积极习惯便转而占据主导地位（T：424）。

（c）最后，存在这样一条原理：更加具体而明确的想法对想象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第6节）。休谟的想法是：与那些我们只对它有一般概念的快乐或利益相比，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快乐以及我们对它有具体了解的快乐，会对我们产生更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的想法更为一般和普遍时，这些想法对想象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更为弱小，对情感也是如此（T：424f）。

他用正义之士阿里斯蒂德斯的故事诠释了这一原理。时间发生在公元前478年的冬季，此前，雅典和斯巴达联手击败了薛西斯领导的波斯军（公元前480年），现在，双方依然联盟，只是关系微妙而互相猜忌。特米斯托克利斯（一位海军上将）对雅典议会说，他有一个秘密的海上计划，也就是火烧伯罗奔尼撒舰队，然后在帕加塞湾过冬。不过，由于这个计划的成功取决于保密性，他不能将它公之于众，但是议会却应该相信他。在被批准之前，他被要求将这个计划告诉阿里斯蒂德斯（也是一位军队指挥官），议会非常信任这个人的判断。正如休谟所讲述的，阿里斯蒂德斯和特米斯托克利斯商讨之后，回到议会说，没有什么计划比这项计划更对我们有利，与此同时，也没有什么计划比这项计划更加不正义了。最后，这项计划被全体无异议地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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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所援引的历史学家不同，休谟从这个否决中没有看到任何非凡之处：他否认在雅典人身上展示了一种强大的正义感。因为，如果他们事先被告知这个计划的细节，如果他们在头脑中鲜活地展示了伯罗奔尼撒舰队几近被摧毁的景象，他们也许就会同意这项计划。正如现在这样，他们对这个计划的好处仅仅是有一个一般性的了解，因此，诱惑力也相对减弱很多。休谟说，否则（T：426）“我们很难想像，这群人就应该如此毫无异议地坚守正义，而拒绝任何巨大的好处，要知道他们和正常人一样都是非正义的和暴力的”。这条原理依靠修辞和劝说的力量，运用“最强烈而鲜明的色彩”（T：426）来描述客体以激发情感。它表明了一个看待事物的具体观点的重要意义，正是它使得严谨推理和富于想象的演练能够影响慎思中的情感。

§3 慎思对情感体系的改造

1.休谟在这几节中还提到了其他几条原理，不过，就我们的问题“慎思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造我们的情感”来说，上面考查过的三条原理已经足够了，特别是我们还把它们看成是通力合作的。从前面三条原理来看，以下几点似乎是明确的。

（a）慎思能改变我们现在拥有的那些情感在当下活跃
 的程度
 ，以及它们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分量（影响程度）。运用慎思可以减少甚至清除某些情感在当前的影响，而增加其他情感的影响力。正义之士阿里斯蒂德斯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b）尽管休谟没有直言提及，但是，慎思可以引导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拥有某些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的情感（我们不能说它们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被压抑的或无意识的），不只是我们已经遗忘的或很少注意的。当我们发现想象自己这样或那样做变得很诱人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它们。于是，和以前一样，虽然在整个慎思的过程中，最终的情感被看成是确定的，但是，慎思依然可以影响它们被感受到的
 生动性和力量，以及它们对我们的决策和随之而来的行动的影响。

至少在以上两种方式中，慎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由哪一种情感来引导和影响我们的行为。休谟没有否认这一点。请回忆他的这些话：一般而言（T：437f.），“猛烈情感对意志拥有一个更为有力的影响；虽然我们经常发现，平静情感在得到反省之确证和决心之支持后，有能力在它们最激烈的时刻控制住它们”。我想，休谟是用决心来指一种通过习俗和习惯造就起来的德性。根据他的观点，这种看法是明显不正确的，即：把情感看成是已被给予的，包括它们相对而言的强度和影响力，以及把情感看成只是由慎思来引导的。

2.我们现在必须发问：既然慎思是一种活动，那么，它是如何由一个或多个情感来推动或调整的呢？毕竟，没有某个情感的推动，慎思是不可能发生的。休谟也许这样来回答（正如上文中引用过的），平静情感经由反省之确证和决心之支持后，可以在猛烈情感最激烈的时刻控制住它们。回忆一下：对情感拥有的这种控制力就是休谟所说的心灵力量，因为这意味着“平静情感压倒了猛烈情感”（T：418）。把这些话放在一起（T：437f.和418），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a）在人的心灵力量中，平静情感在情感的总构造中占据一个核心位置，并控制了理性思考即严格理性和想象的能力。因此，平静情感通常能用已经被描述好的方式来引导慎思。

（b）休谟还认为，得到了情感总构造的支持后，习俗、习惯和想象在心灵力量中就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习俗在履行行动和设想对象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便利，并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相应行动的倾向。这两个效果允许我们对心灵力量做如下解释。

慎思是我们必须学习
 去做的事情，就像任何其他活动一样。它包括经过一些步骤而形成某些观念；还包括对采用不同备选方案的后果进行富于想象的演练
 ，如此等等。当我们获得实践
 时，倘若根据我们在实现平静情感和更为基本的利益中获得的成功来判断，我们越是驾轻就熟，从慎思中带来的好处就越是巨大。于是，慎思中的便利得到了回报
 ，这反过来引起了一个更为强烈的倾向，即一个更为强烈的从事慎思的趋向，因为我们喜欢上了对便利的温和（不太困难也不太容易）的运用。（说享受
 慎思也许有点怪，那就这么说吧，我们克服了对慎思的反感
 ，以及对慎思所需要的智力运用的反感
 。）此外，我们学会了何时
 需要慎思，我们慢慢地领会了它的优势。

3.至此，我已经假设了，情感只是因为这样两个效果而出现或消失：一是作为慎思之结果的行动所带来的效果；另一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事所产生的效果。这意味着，慎思并不能改变现在就已存在的（从慎思开始到采取行动之间）最终情感，虽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修改它们的强度和影响力，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之前被我们极大忽视的情感。且不谈对信念之修正所产生的那些改变，慎思本身所明显不能做到的事情是：把情感消除得一干二净，或者产生出新的情感。

然而，一旦平静情感获得了对慎思力量的掌控，它们就可以为确保在心灵力量中的地位而塑造我们的性格。它们能引导我们去采取那些为消除有可能挑战其主导地位的情感所必需的行动，并培养那些有支持性的情感和习惯。我们的喜爱和偏好经常能被生硬的力量（即平静情感的稳固统治）在瞬间改变。在《怀疑论者》（Essays：170—171）中（我认为休谟在这本书中谈论的是他自己），他写道：

习惯是另一个改变心灵并将好的性情和倾向植入其中的有力手段。一个人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持续节制和禁欲，那么，他将会憎恨骚乱和无秩序；如果他从事商业或学习，那么，好逸恶劳似乎对他是一种惩罚；如果他克制自己去行善和与人友好，那么，他很快就会讨厌骄傲和暴力的行为。在何处，一个人完全确信，一个充满德性的人生是可取的；如果他有足够的决心在一段时间内施加猛力
 （请注意这个着重号）在自己身上，那么，他的改造并不必然是绝望的。不幸的是，这种确信和这种决心永远不可能发生，除非一个人事先颇有德行。

这里，休谟说施加猛力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意思？哦，当你在北方的魁北克正在进行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小舟旅行时，再比方说，你可以这样来戒烟，想一想烟对你造成的伤害，然后根据这些伤害而引起的反感来行动，最后，当你离开时，你扔掉了手中的香烟。

结论：休谟允许在某些环境下，严格理性和平静情感（它被我们误认为是理性的运作），与习俗、习惯和想象一起，在一段时期内塑造我们的性格，有时是非常快速的。不过，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不能发生在下列情况中呢？例如阅读一个剧本或小说或历史人物传记，或者聆听一席谈话，在做事（阅读、学习和聆听之外）之前，我们被灌入一个理想，即一种怎样生活的方式，于是，此时此地，我们被这个理想抓住了，从此，它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阅读、倾听或聆听，只是要让某些已经存在于我们情感构造中的情感鲜活起来吗？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吗？毕竟，休谟坚持认为，有些事物可能事先影响了其他事物，这是由经验决定的。有时，这种转变似乎肯定会发生。休谟对这一点有什么回答吗？或者他只是必须设定这些在我们实际行为中表露出来的情感（例如单纯性情）？他的观点于是会失去其独特的特征吗？当一个情感产生于一个想象的事例中时，说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一情感的标准是什么？以上这些问题有明确的答案吗？我将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4 对善的一般嗜好

1.我来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休谟对情感的一般说明是否真的可以应用于平静情感（我们误把它的运作当成了理性）？我先从这里开始，即，考查对善的一般嗜好怎样在当下触动我们，尽管缺乏对未来情感的知识。

请回忆这个难题：只有现在存在的情感才能被认为可以在当下触动我们。所以，尽管我们现在可能知道我们未来的情感（例如，未来对食物和饮料的情感，当我们在未来需要营养时它们就会出现），尽管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为满足它们做出准备，将来它会引起我们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没有拥有这些情感，所以，它们
 并不能在当下触动我们。然而，我们确实做了这些准备。休谟通过援引对善的一般嗜好说明了这一点。我先讨论这一嗜好如何工作，然后提问，休谟是否把它看作一种情感或一种基于原则的欲望（我稍后会解释这个词）。

2.尽管其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但是，休谟对善的一般嗜好所述甚少。他把它看作是一种平静的第二情感（请回忆：第二情感是从快乐或痛苦中升起的情感）。他说（T：417）：“理性……运用自身而不产生任何可被觉察的情绪……因而……心灵的任何行动，由于运作时带有同样的平静和安宁，那些根据第一眼来判断事物的人们便把它和理性混淆了起来……存在某些平静的欲望和趋向，虽然它们是真实的情感，但是却很少在心灵中产生情绪，而且，它们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效果来被人们了解，而非对它们的直接感受或知觉。”请注意：平静情感虽然产生出很少的情绪，但是它们依然生成某些
 情绪，而且通过直接感受被部分地了解，尽管它们更多的是因其效果而被了解。此外：

这些（平静的）欲望有两种：一种是根植于我们天性的某种本能……仁慈……对生活的热爱……对儿童的关爱；另一种是对善的一般嗜好，对恶的厌恶，只考虑这些。（同上）

受原始本能驱动的心灵往往趋利避害，尽管这些利害只是停留在观念中，被认为在未来某个时期中存在。（T：438）

……善或恶，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快乐或痛苦……（T：439）

当善是确定的或很有可能时，它产生出喜乐。当恶也处于同样情形时，它引起哀伤和悲痛。（同上）

3.下面没有多少内容了，不过，就我们的问题来说——“我们的当下
 情感如何触动我们为未来
 情感做准备”，答案已经足够明确了。既然我们现在对未来情感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支持它们，那么，我们眼前对善的一般嗜好在当下十分敏感于满足未来需求所带来的好处（快乐），以及不这样做所带来的坏处（痛苦）。它是敏感的，因为正如休谟所说，它本身趋利避害，尽管这些利害只是停留在想法中
 ，被认为在未来某个时期
 中存在（请注意着重号
 ）。

于是，答案依赖于休谟道德心理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即：一个快乐或痛苦的想法能够生成一个当下的情感
 （一个当下的反省印象）。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我们对未来的情感（以及未来的欲望和一般需求）缺乏了解，这一缺乏也能通过对善的一般嗜好生成某些当下的情感，正是这些情感引导我们至少为未来情感所激起的那些需要做出准备。

4.当然，休谟的回答预先假定了，我们知道自己在不同时期作为不同个人的身份，所以，我们知道自己在未来是何种
 人，因而知道为何种人的何种情绪做出准备。但是，就算存在这样一种观念，那么，所需要的身份是知道的，对善的一般嗜好的工作背景也摆在那里。我顺便提一下，明确关于个人身份的适当观念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如同这个问题一样深刻，即，个人身份的观念如何与我们对自身未来和他人未来的关怀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这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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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善的一般嗜好：情感还是原则？

1.我们已经看到，对善的一般嗜好怎样促使我们为实现未来情感而在当下做出回应。下一步，我要问的是：对善的一般嗜好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与实践理性原则相联系的基于原则的欲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就实践理性原则是什么谈一点看法，它与休谟明显描述的慎思不一样。第一条陈述如下：

在实践推理
 中，我们的慎思是受某些实践理性的原则
 所引导，或者根据它来检验，例如休谟自己在他的正式观点中所提到的两条：采取有效手段以实现目标的原则；鉴于正确的或合理的信念来纠正我们关于所欲事物之特征的知识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实践推理中明确了何为正确的或有效的
 。在追问对善的一般嗜好究竟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基于原则的欲望时，我们也在追问，休谟对其运行机制的描述到底是如同一个情感，还是如同一个与实践理性原则有关的基于原则的欲望。

2.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引进理性主体的概念。这个主体的一般性格或他的全部的情感构造，包含以下两种欲望（当然还有其他欲望）：

第一，基于对象
 的欲望。一个基于对象之欲望的目标，或者实现这一目标的事态，可以无须借助任何道德观念或者理性的或合理的原则来描述。这一定义预先假定了区别这些观念和原则的某种方式，但是，让我们假设，我们拥有某种这样做的大致途径，并得到了相互认可的结果。

很多种欲望都是基于目标的，包括许多休谟所说的情感，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它们包括对食物、饮料和睡眠的欲望，从事各种快乐活动的欲望，以及依赖社会生活的欲望，例如对名位、权力、荣耀和财富的欲望。还有其他许多种。

3.下面，存在我所说的基于原则
 的欲望。这主要有两种，并取决于所涉及的原则是合理的（rational）还是理性的（reasonable）。


合理的
 原则（rational principle）是那些我们在实践推理中所运用的，关于我们可以称作审慎问题的那些。例如（在同等情况下满足以下逐条）：

（Ⅰ）采用实现我们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

（Ⅱ）获得与我们目标有关的理性信念。

（Ⅲ）选择最有可能的候选项。

（Ⅳ）择取更大的善（它有助于对目标做出安排和调整，以得到相互的支持）。

（Ⅴ）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根据优先性）为这些目标做出排序。

这些原则中的每一条都会被西季威克看成是（实践）理性的一道命令。

让我们把这些原则当成是以列举方式给予的，而不是从实践合理性（rationality）的定义中得来的，因为我们对定义这一观念的最佳方式并没有达成一致，特别是当其中还有非确定性时。我们应该允许存在多种不同的关于合理性的观点。尽管如此，通常的思想是，这些原则明确了引导一个具有多种目标的单个主体（不管是个人还是社团、社区还是国家，抑或国家联盟）的内容，以及在何种常识意义上被看成是一种理性慎思，只要这些内容是可行的和理性的。

我们可以加上第二种
 基于原则的欲望，它与休谟的严格理性原则相关联，也就是逻辑和数学中的推理，以及权重证据和概率推论中的推理。毕竟，严格论证就像其他任何活动一样必须靠某种情感来推动，休谟也许会这么认为。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怀有这种欲望，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渴望认识：我们享受困惑、谜题等。没有这些欲望的驱使，没有人可以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


第三种
 基于原则的欲望是与理性原则
 （reasonable principle）联系在一起的。该原则对一群多元化的主体（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或者社群或社会）在相互联系中的行为做出调整。明确公平合作条款的正义或公平原则是典型的这样一种原则。还有那些与道德品质有关的原则，例如诚实原则、忠诚原则，等等，这些道德品质也是被常识所认可的。我暂时先不讨论这些理性的欲望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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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在，让基于原则之欲望与众不同的是：该欲望的目标，也即我们想要从事的审慎的智力活动，不能在不运用原则的情况下描述出来，而这些原则是进入该活动的，无论它们是理性的还是合理的。只有能够理解并运用这些原则（也就是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存在物才能拥有这些欲望。理性主体恰好是这一类中的一位。

于是，根据定义，理性主体是这样一种主体：它的性格或情感构造包含了与实践理性原则有关的基于原则的欲望。与所有的欲望一样，这些欲望随着时间的不同，其力量
 也时而更强或时而更弱。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与这些欲望有关的原则也被主体视为拥有权威
 ，即，理性的权威。主体会说：“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确定我所采取的手段对实现目标来说是适合的，这太愚蠢了”，以及诸如此类。因此，正是通过基于原则的欲望，实践理性原则才在主体的性格中拥有一个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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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因为主体是理性的（满足该定义），所以该主体将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尽管并不总是决定性的，却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的。

5.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问题：根据休谟的描述，对善的一般嗜好是一种平静情感
 ，还是一种基于原则的欲望，如果是后者，那么原则是什么？

现在，假设休谟把对善的一般嗜好看成是一种基于原则的欲望，那么，他有可能把这条原则表露出来。书中最有可能提到这条原则的也许是这一段：

在其他事项均等的情况下，为了让生活中利对害的净余额最大化，一个人必须估算这些利与害，在合适的时候，通过可以预见的快乐和痛苦，根据其强度和持续时间来衡量这些苦与乐，并且根据其出现的概率来折算它们。

或者类似这样的内容。实践推理原则变成：根据利与害的分量，或者未来可能重要或满意的程度，来考虑我们未来的利与害，最终予以定夺。

不过，我认为，休谟并没有把对善的一般嗜好描述成受这样一条原则来引导，也没有把它描述成一个基于原则的欲望。相反，他把它看成一条以某种方式运作的心理
 原理，但却不是一条被主体承认其权威并予以运用的合理的原则。第2卷第3章第9节中的某些段落支持了这一看法，在那里，休谟讨论了直接情感。他思考概率如何引发希望和担忧（T：440f.），并且探讨了数学期望值的观念（T：444f.）。然而，重点总是落在某些心理原理对鲜活信念的支配方式上，以及诸如希望和担忧等情感的产生方式上。此外，休谟喜欢用物理类比，例如，他说（T：440f.）：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人类心灵，我们就会发现，情感并不具有管乐器那样的特质，即，可以立刻吹响所有音符而在吹气停止时戛然而止；相反，它倒类似于弦乐器，每一次拨动之后，震动始终留有残声，徐徐地消隐下去……［所以，正是］交织在一起的悲与喜……通过想像中的对立观点，联手产生了希望和担忧的情感。

6.虽然有些迟疑，但是我依然认为，这符合休谟对他似乎认可的两条实践理性原则的讨论，即：

（Ⅰ）采用实现我们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

（Ⅱ）获得与我们目标有关的理性信念。

因为他关于这两条原则的描述似乎也可以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他写道（T：416f.）：“当我们觉察出某些推测的错误或某些手段的不足时，我们的情感不做任何抵抗就屈从了我们的理性。……不论何时你让我确定了自己的错误，我的渴望都会立刻停止……一旦我发现假设的谬误之处，它们对我来说肯定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另一方面，在实践理性原则引导我们追求更大利益的事例中，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T：416）。请回忆休谟的这句话（T：416）：“选择一个连我自己也承认是更小的好处，而放弃那个对我来说更大的好处，甚至对前者拥有一种比后者更热烈的感情，这样做也不是完全与理性相反的。”我们可以认为休谟的意思是，对更小好处的欲望并没有建立在一个错误信念上，可是，这一欲望比那个对更大好处的欲望来得更加强烈。理由是（他可能认为），这种选择是性格造成的，它暴露了一个人的焦躁、目光短浅、冲动和有欠考虑。要想补救的话，只有改变性格，而不是诉求严格理性。总之，这完全是一个人类心理事实，实践理性看起来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7.结论：鉴于这些段落和休谟的总体叙述，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实践理性看成一种由正确或有效的判断所调整的慎思，并且受与合理原则有关的基于原则之欲望的推动，那么，休谟就并不具有一种关于实践推理的观念。或者至少，他没有这样一种观念。

休谟慎思观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是简单而非复杂的，而在于它是十分复杂的；也并不在于他认为慎思只关涉实现既定目标的最佳手段，或是它对行动路线产生的少数几种影响，相反，它能产生许多深广的后果。休谟观点的独特之处其实在于：它看起来是纯粹心理学的，而且它根本不具有某些作家所认为的实践理性及其权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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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参见Thomas Nagel，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27—76。


 [3]
 我顺带提一下，还有一些基于观念的欲望。它们可以被这样来描述，我们想遵循的原则可能与实现某个合理的或理性的观念或者道德理想有关。例如，我们想以一种展现我们是理性人的方式来行动。所谓理性人是指，他的行为是由实践推理来指导的，并且他想成为这样一种人，即：他不只是根据由习俗和习惯所主导的基于对象的欲望来行动，而且还拥有基于原则的欲望并能按照它们去行动。这样一种观念的形成，是在原则以某种方式与该观念恰当联系在一起之时，正是这些原则明确了基于原则的欲望。因此，我们看到，与未来有关的实践推理包含了一种把我们看成是在一段时期内存续的观念。我不想在这里探索这个思想。但是，谈到基于观念的欲望时，我们必须能对它做某些恰当的关联。


 [4]
 用威廉·伯纳德的术语说，这些基于原则的欲望就存在于主体的动力设置中。参见他的“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in Moral Luck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4f。文中关于理性主体的叙述遵循了Christine Korsgaard在“怀疑主义和实践理性”（Journal of Philosophy
 ［January 1986］）第15—23页中的思想。


休谟（三）：作为一种人造德性的正义

§1 科学的首都

1.今天我们考察休谟把正义说成与自然德性相对立的人造德性的问题。这个议题是其自然虔敬主义的核心论题：他要表明，鉴于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和我们对社会的依赖，道德和我们对它的实践是我们的人性的表现。回忆一下在《人性论》的导言中，休谟讨论了科学的历史，这些科学如何始于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以及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关于人的知识（T：—）。

他说，这种依赖性对于逻辑、道德、批评和政治的科学来说肯定更大，这些学科涵盖了休谟在其著述中所有的兴趣。逻辑学解释我们推理能力的作用和我们观念的性质。道德和批评科学探讨我们的情感和趣味，而政治学研究人们结合成为社会并且相互依赖。休谟要抛弃迄今遵循的“挥之不去的方法”，并且如他所说，“直接与这些科学的首都或中心相一致，与人性本身相一致”（T：）。

因此，我们在《人性论》里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努力征服他所谓的科学的“首都”以便在世界上赢得他的名声和相当大的声誉。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表明首先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可以从我们自然人的兴趣利益和我们对社会的需要而明显地看出来。这个解释需要建立在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休谟想遵循牛顿的格言，“我不做假设”，不提出关于灵魂或肉体的本质假设；他说，他只诉诸在自然的运行中彰显的原则。解释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德性的基础，以及它们如何产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是构建如此设想的人性科学的道德论题之一。

2.今天，我将讨论在Ⅲ：ii：1—6中与这些论题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许多事情都不得不忽略不论。但在我进行之前，需要提醒一下关于休谟的语言，它不时地显出与我们的语言微妙的不同。例如，有人注意到《人性论》的副标题——“一个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议题的尝试”，这里“道德的”（moral）含义与它今天的意义很不相同。含义的某些变化是有趣的，比方说，当亚当·斯密说“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德性在于依据正当的理性的中道的习惯”
 
[1]

 时便是如此。

因此，我们受到警告说，“人造的”（artificial）并不意指这个词今天用的含义：谬误的、伪造的、不真的，如此等等。词的含义，正如重力影响下的水一样，看起来是向下流动的；“人造的”一词即遇到了这种情况。关于查尔斯二世的一件（太妙以致不可能是假的）轶事例示了这一点。这位国王首次视察1666年大火之后由克里斯托弗·雷恩重建的伦敦圣保罗教堂，在教堂的圆形屋顶下站立一会儿后严肃地说：“这是惊人的和人造的”，意指它让人惊叹，但同时也是一件理性的作品。这些是最高的赞赏语。

3.休谟的文本明显地肯定了这个含义。例如，人造德性的观念是与“自然的”（ natural）三种含义一起提及的（T：473及其后）。

“自然有”第一种含义与奇迹（miracles）相对，在此意义上，所有的德性，无论是自然还是人造的，都是自然的。

第二，存在与不寻常的（ the unusual）相对的“自然的”含义，在此情况下，德性是非自然的，英雄的道德像最野蛮的暴行一样都是不寻常和很少自然的。

第三，“自然的”与人工制品（ artifice）相对：行为本身是根据某些设计和意图而做出的，因而是人造的。我们的设计和计划是像热和冷、湿和干一样在其运作中必要的一些原则，但把它们当做我们的原则，通常就把它们与其他自然的原则进行对比（同上）。复述：休谟说，对我们未开化的道德理念和我们激情的片面性的补救，不是得自自然，而是得自人造品，“或者更恰当地说，自然在判断和理解中提供了一种补救”（T：489）。

“自然的”的第三种含义（与人造品相对）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相关含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造的德性（以不同于自然德性的方式）包含了设计和意图、判断和理解，并且一般来说是理性的人造品，如我们在我们的各种计划和协议、法律和制度中看到的那样。

§2 休谟问题的要素

1.以上述评语作为前言，我现在开始探讨我认为是休谟问题的要素：即把所有
 德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解释为道德的自然事实的一部分。现在《人性论》Ⅲ：ii：1标题为“正义，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德性？”应当准确地这样来解释，但它并没有像它可以发挥的那样做到这一点。这部分是因为休谟试图通过他当作一个短小的、令人信服的论证来建立他的主要观点，但当在第4和9段陈述这个论证时，它并不清楚。而他头脑中错误的推论或循环论证的确是错误的推论，引用它并未能证明他的要点。
 
[2]

 幸运的是，它对休谟的目的并无伤害，所以我就忽略这个简短的论证，并从他的最初阐述着手进行。

开始：考虑像仁慈和慷慨、宽容和慈善、热爱生命和善待儿童等自然德性（T：417，578）。这些都是休谟相当容易解释的概念。因为他把它们归结为两个特征。


第一
 ，它们是在某些类型的场合做某些种类（类型）的行为的自然禀性（或者他有时称为根深蒂固的本能）——如当孩子们需要关爱时，善待他们。


第二
 ，它们的实施在每个情况下都产生善：善待孩子的单个行为本身总是产生善（T：574）。

正如我们会预期的那样，我们从第9段进而得知，人类在文明状态之前的蛮荒和自然条件下，只有自然的德性。因此，自然德性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们构成了我们情感的自然的和片面的道德。这是第一阶段的道德。那时候，公正、忠贞和真诚的德性并不存在，提到它们会被当做不明智和诡辩的。

2.通过与上面第一个特征的对比，公正、忠贞和真诚的人造德性被理解为遵从某些规则或约定的体制的品格之禀性，不表达我们本性或者一种或多种根深蒂固的本能的最初原则的禀性。在这些情况下，规则和约定的变化太多，数量太大，太复杂和多变，以致无法成为最初原则，甚至是少数几个这样的原则的对象。而超过少量的原则有可能无止境地倍增关于我们本性的各种假说，并损害人性科学的观念（T：xvi—xix；473）。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与上述第二个特征形成对照，单个正义或忠实的行为，当其独自实施时，经常与社会的善相对立，并且总的来说有可能造成损害。但我们仍然认为，正义的行为是应该做的，并且从一种责任感去做。

3.因此休谟问题是这样的：始于蛮荒和自然的状态并且仅具有自然德性的人们，如何最终达至他们还拥有上面刚指出的那些特征的人造德性的文明阶段？

现在，这是一个关于起源的问题，当休谟在这一节第10—16段（T：480—484）谈论通向正义的最初动机时，我觉得他意指的是有可能第一次导致规则和约定的正义计划的最初动机。他论辩称，这个通向正义的最初动机不可能是私人的利益、名声、自爱、对公共利益的关注或者对人类的爱（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或者私人的仁慈、对相关的党派利益的关注。因为这些作为最初的原则或根深蒂固的本能无一会导致或维护我们所知道的正义的约定。

休谟在第7段（T：479）说，他要坚持“可以确立一个毫无疑问的行为准则，一个行为不可能是德性或道德上善的行为，除非人性中有不同于其道德感的某种做该行为的动机
 ”。这里加着重号
 的文字显示他所说的话在他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但这个陈述难以解释。在接下来的两段，休谟自己说它不是真的。因为他在第9段（T：479—480）承认，当我们处于文明社会并按照其习惯做法接受教育时，然后我们要是做出了归还一笔借款的承诺，那么，我们对正义的尊重（我们对它的道德感），我们对恶劣和无赖行径的憎恶，就是我们偿还债务的充足理由。

因此，我被引导把第7段（T：479）这个加了着重号
 的陈述解释为实际上是对任何有关文明社会及其正义的约定和规则如何产生的问题的说明，设置了一个条件。它不能只是从自然德性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它将在实质上依赖于理解和判断、设计和意图。在此过程中，它将被那些完全自然的、从一开始就显现的，并且完全是人性的一部分的兴趣利益所触动。重要的是，它产生的情况为，这些兴趣利益是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家庭和朋友的关注。

4.在我们转到这一点之前，有两点评论。第一点评论，我提出，休谟之所以运用德性观念，是因为德性作为禀性属于我们的品格；它们是我们人格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一起影响了我们做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行为。拥有并且获得德性属于我们的本性。鉴于休谟的目的是表明道德乃人造的事实，他会运用这一观念就不令人吃惊了。

第二点评论，休谟否定从中世纪基督教开始、由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洛克创立的自然法学说。回忆一下，对他们来说，道德义务取决于自然法或神法。这个法是上帝向我们提出的，上帝作为我们的创造者拥有对我们的合法权威；这是神的理性或神的意志的一个命令。在任一种情况下，我们被指导去忍受刑罚制裁的痛苦。虽然这个法只要求在考虑了所有事情之后对我们和人类社会是好的事情，但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按照它来行动，我们才履行我们的义务，而是作为上帝施加于我们并且把我们自己看做是遵从上帝的权威才按照它来行动。

现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上帝的律法在得到制裁的支持时，能够赋予我们做很多事情的动机，我们对这些事情并不具有休谟意义上的自然倾向。如果我们害怕上帝的制裁，因为我们肯定害怕，那我们就有因为惧怕而不做上帝将惩罚的事情的动机。因此，在此休谟相当熟悉的背景之下，我们也许可以另一种方式来解读第7段如下：

可以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行为准则来确立：一个行为不可能是德性或道德上善的行为，除非在人性中有某个产生它的动机，它不同于从出于神圣命令而被制裁当中产生的动机。

这种理解以后，这个陈述变成了一个探究的行为准则，它施加了一个我们在试图说明正义和财产权的起源时必须满足的条件，这是《人性论》III：ii：2的议题，我们现在就转向它。

§3 正义和财产权的起源

本节包含休谟关于正义和财产权的起源的主要理论概述。它提出了两个问题，对其解释如下：第一
 ，由人造品确立正义的规则的方式（第1段［T：484］）；第二
 ，哪些理由引导我们把德性理念合并入正义之中——即遵从正义的规则（第23段［T：498］）。

注意，休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正义意指规定财产权的基本约定：财产权的稳定性和拥有、根据同意而转让财产权以及承诺的履行。他把这些基本约定称为“自然的法则”（T：484），甚至是“根本的”法则（T：526）；还有“正义的法则”（T：532）、“正义的规则”（T：484），以及“道德的规则”（T：516）。我们将经常把它们称为“正义的约定”，因为“约定”是休谟的术语，用于显示那些使得它们对于人类社会是重要的独特的性质。通过这些正义的法则，他并不意指任何我们可以设想确立起来的支配财产权的法律，而是具有这些特性的法则，我将在下面讨论。

第2节按自然段排列的提纲（《人性论》484—501）：

1：要考察的两个问题：第一，正义的规则如何被人们的人造品所确立，第2—22段；第二，为什么我们把德性的观念并入正义当中，第23—28段。

2—4：我们在自然中的处境之不便仅由社会来补偿；两性之间的爱使我们意识到这些益处。

5—7：正义的环境：我们性格中有限的大度的主观环境；从自然稀缺的观点看的外部益品不稳定的客观环境。

8—11：我们未开化的道德观念不能提供的补偿由人造品或（更好地）由判断和知性来给出，它们促进了在公共利益中相互承认的约定。

12—14：正义的作用和结果：一旦确立，要达成和谐和一致上就没有什么需要做了：亲和力赋予了控制其本身的恰当方向上，正义的规则是简单和明显的。

15—17：作为黄金时代的自然状态是有用的虚构，用于表明正义的起源在于我们自私之不便，在于自然的稀缺；富足和仁慈会使人们不知道正义。

18—22：总结对正义规则如何由人造品确立起来的观点，强调肯定以前观察到的观点：虽然单一的正义行为经常其本身是对社会有偏见的，但这整个方案对这个社会、对其所有成员的福利是重要的。

23—24：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把德性观念合并入正义之中：已经解释了正义的自然义务；现在来解释道德义务：发展的两个阶段，正义感在第二个阶段产生。

25—27：对正义感的三个补充：政治家们的人造品（它们有可能加强但不产生它）；家庭中的教育；以及对我们名声的兴趣，没有什么要比这更密切地触动我们了。

28：附录：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像财产权这样的事情，因而在此状态下不存在像正义或非正义这样的事情。

§4 正义的环境

1.本节有许多话题有待讨论，但时间的限制只允许涉及几个论题。我要评论的，第一，休谟关于正义的环境的观念；第二，他关于约定的观念；第三是规定财产权的最明显和最佳方案的观念；第四，他在第24段（T：499—500）区分的发展的两个阶段，以关于正义感的观念结束。

正义的环境在两处即第5—7段（T：486—488）和第16段（T：494—495）进行了讨论。这里我们看到，在论证道德是一个自然事实（我一直强调这一点）时，休谟试图找出我们在自然中处境的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了对我们和社会有益或必要的德性，在本案中是关于正义和忠贞的人造德性。他集中于这些德性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在人的生活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这里有它们的解释。

第16段给出了一个清楚的说明：休谟在此说正义产生于人们的约定，其意图在于补偿因为我们的“自私和有限的大度”而造成的不便，即外部对象的占有容易从一个人变更到另一个人，比如通过盗窃或暴力，以及所有“造成［这些对象］与人的需要和欲望相比的稀缺性的东西”。财产权的问题在于保持这些外部对象的所有权的可靠和稳定，因为他人可以毫发无损地从我们这里取走并享用这些外部对象，而心智和肉体的益品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2.休谟对正义环境的论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虽然它集中关注我们对财产的兴趣和贪欲，但他并不主张关于个人的利己主义的错误学说。事实上，休谟说，虽然我们每个人最关心我们自己，然后依次是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但我们对于所有这些其他人的全部关心超过了对我们自己的关注。超出某个圈子（这个圈子也许相当大），我们就很少关心了，除非我们的同情心被激发了起来。但是，这个有限的大度（如他所说的），并不适合我们的社会生活：“如此崇高的挚爱（他讲述了父亲对其妻子儿女的挚爱），不是让人适合广大的社会，而是几乎与这些社会相抵触，如同最狭隘的自私。”（T：487）（关于“广大的”一词的含义，见《人性论》498—499，第24段）。我们或许同样还应提到各种团体、大学和教会等集体的自我中心性。这些在受到宗教和哲学学说的支持时，有可能比个人利己主义更糟。休谟对此相当现实，他对正义环境的观点使他这样看。

§5 约定的观念

1.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很重要的第9—11段（T：489—491）有关约定的重要论题，这里“约定”这个术语在本节第一次使用。我们在这里得知，对正义环境之不便和我们自然的、未开化的道德观念之片面性的补偿，不是得自自然，而是得自人造品，“或者更恰当地说，自然给挚爱中不规则和不便利的东西提供了一种在判断和知性中的补偿”（T：489）。一旦我们得到了对社会的依附感，一旦我们看到社会的主要骚乱产生于外部益品的所有权之不稳定，我们就通过把这些益品置于跟心智和身体的优势同样牢靠的根基上来寻找一种补偿。“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社会所有成员缔结一个约定，赋予这些外物益品的占有权以稳定性，并让每个人平安地享有他可以凭其幸运和劳作而获得的东西。”（T：489）

这个基本约定并不与我们的利益或我们的家庭和亲朋的利益相冲突，而只与他们冲动和轻率的，我们可以说是不合理的倾向相冲突。休谟认为，“我们不能比这样一个约定更好地照顾到这两类利益了；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我们维护着社会，社会对于他们的福利和生存就像对于我们的一样是必要的”（T：489）。

如果我们在此从字面上理解休谟（为什么不？），那他提出他正在描述的约定或协议的方案是最佳的方案：“没有更好的方式来照顾到这两类利益”，即我们的和他人的利益。他并不是说，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佳方案，更不要说是允许人类和我们在自然中的处境可以不同的最佳方案了。他意指这是实践上的最佳方案，不悲天悯人地接受本来的我们自己和我们在自然中的处境。我后面再回到实践上的最佳方案这个观念，因为在解释休谟为何认为我们应当正当地行动，即便单独采取的正义行动并非罕见地造成社会的损害这个问题上，它扮演了一个角色。

2.在第10段（T：490），休谟陈述了约定的许多特征。我提及如下几点：

（a）约定不是承诺，因为休谟在第5节论辩称，承诺本身源于约定。

（b）一个约定具有两方面（我这样来解释休谟）。一方面是它的内容，由约定的规则所给定。因此一个约定包含一条规则。另一方面是共同意识到公共的利益，这是社会所有成员相互表示的，承认这个共同利益指导所有人以规则来调整他们行为。

（c）但是，我们有条件地遵守规则：我们让他人占有他们的益品，只要（如休谟所强调的）他人的行为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约定表现了互惠的观念。

（d）一个约定要能存在（我认为休谟会说），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这个共同利益的共享感觉是相互地（公共地）表达的，因而这个公共利益的存在是公共的知识；第二，相关的规则是可以得到的，也是公共地为人所知的；第三，如所预期的，所有（或大多数）成员都遵守规则，产生了适当的行为规章。最后一个条件意味着，一个约定要想存在（与只是可能的约定相对），规则必须在社会中实际地得到遵守。

（e）我们可以恰当地言及社会成员之间的约定或协定，因为虽然不存在或不曾存在承诺，但仍然真确的是，正如在承诺的例子中一样，我们的每个行动都参照我们预期他人的行为来开展的。

（f）所以进一步讲，一起采取的行动是以相互依赖的方式并在公共肯定的共享期望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案例。约定被当作是规范的，因为违反约定将受到反对和批评，预期违反的一方将接受这些指责和合适的惩罚。

（g）约定不多不少是个约定，乃因为它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也许它在过去不时地被违反。它最终确立了起来，现在以所要求的方式按照它来行动，这就足够了。

（h）约定是简明和显见的，这一点是可取的（虽然也许不总是可能的）。显见和简明的约定将首先被人想起，并容易熟记。它们的普遍应用不受怀疑和不确定的困扰，这也是可取的（T：502，514，526）。

正如已陈述的，这种约定的观念是复杂的。我不能确保我对休谟的观点一直公正对待了。我觉得他说的是这些事情，而且第9—11段的确还有整个这一节，属于该文本比较精彩的部分。这里，他敏锐观察和细致入微的思想力量被尖锐而简明地表达了出来。休谟在后面第22段总结了他对正义和约定的许多论述（T：497—498）。

例子和补充评论

先考虑一些协调性约定的例子：这是些控制不涉及各方利益冲突的情形的约定。重要的是有一个协调我们将做什么的约定。一个好例子是在道路的哪一边开车；另一个例子是论证拥有路权，从右边还是左边驶来的车子。在第一个例子中，任何一个约定（靠右行驶或靠左行驶）都是同样好的，但我们必须选定一个或另一个。第二个例子可以把益处（路权）赋予某个特殊案例中的某一方，因为它拥有路权会更好；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去除了任何利益冲突之后，益处很可能就扯平了。从长远来看，所有各方都同等地可能得益。

这个重复发生的情形的结果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当存在重复的或相似的情形（或者用博弈论的语言说，重复的或累次积分的游戏）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于孤立的、单个的情形。休谟关于金和银作为货币的例子和语言的例子就属于这一种，就像他所关注的大多数（全部？）约定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都要求得到理解，而语法和发音越是准确地协调一致，这种理解就做得越好，那么，我们为何以同样的方式讲话，甚至完全一样地发音？

休谟关于人们在船上每人拥有一支桨的例子的要点之一：约定是简明和显见的，不需要思想。简明性和显见性是休谟所强调的约定之可取的特性，这已经列于上面的（h）点。

一旦所谓囚徒困境的游戏无止境地重复，另一种约定就产生了。囚徒困境游戏具有下述第一个方框内的那种矩阵；请观察它与下述第二和第三个方框的协调性游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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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戏只做一次时，囚徒困境游戏中的两名参与者就会选择该方框内右下格，所得的结果为0分。如果他们能以某种方式进入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他们实际上做不到），则参与者Ⅰ将选第一行，而参与者Ⅱ将选第一列，他们会各得5分。但在游戏重复进行的情况中，游戏继续下去的概率高，也许是恒久进行，从实际上说，合作是可能的，通常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显然发生了，因为参与者形成了期望，并且看到了两人若不断地采取第一行第一列的做法，他们在将来获得更大收益的可能性。

一个明显的策略是针锋相对：比如参与者Ⅰ始于第一行，并且在每个下一次游戏中按照参与者Ⅱ在前一次游戏中的做法。如果两名参与者都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那他们会不断地合作下去。当游戏持续下去的概率足够高时，针锋相对中的威胁也将确保合作，但许多其他策略也会介入。有许多策略会阻止参与者Ⅱ采用第二列。的确，在博弈论中有一个定理（以民间定理著称），说的是在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游戏中，一名参与者可以确保得到的回报，至少像此参与者在所有其他参与者都与之对立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一样多（这里我假定是一个n名参与者的囚徒困境游戏，这n可以是1）。这是看待在长时间内重复发生的行为如何使得合作成为可能的一种方式，即使合作是在利己的人们之间开展，或者如休谟会说的，他们受有限的利他和受限制的慷慨所驱使，这种情况是比较现实的。

如果我们完全与博弈论进行比较，那么休谟感兴趣的情形是某种一直重复的游戏。他在真实上关心的是无限进行下去的游戏——务实地说是恒久进行的游戏。而且，其中的参与者是非常多的。这样的游戏很难正规地对待；像信誉和名声的形成这样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难以进行分析。休谟相信合作将会形成；因为它的形成和在有限的利他和受限制的慷慨的基础上得以确立，恰恰是他关于正义和诺言的约定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他把这些动机称为正义的自然义务（T：498，522及其后）。我认为，休谟第一个看到了在小型社会里，自然义务足以引导人们尊重正义的约定。因此，我们有了有关约定的很重要的进一步特征：自我强化从而是稳定的特征。于是让我们说：

在一个小社会里，正义的约定是通过自然义务而自我强化和稳定的；在一个大社会里，正义的约定在正义感和道德感之外也类似地是自我强化和稳定的。
 
[3]



§6 正义作为一个最佳的约定方案

1.我在前面曾说过，休谟假设存在一个具体规定财产权的实际上最佳的约定之方案，我认为他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最佳，不是意指它在可想象的意义上是最佳的，而是意指鉴于人们的实际状况——片面的、好争辩的、倾向于暴力和缺少耐心，以及怀着远超出自然的匮乏状况的欲望现实地看待他们所处的境况，从这些来说是最佳的。

休谟在第22段（T：497—498）讨论了这个实际上最佳的体系的一个特征，即单个正义行为经常与社会的利益相对立。这个讨论跟在他于第21段（T：496—497）做出的这样一个对比的后面：即一个人如何可能认为正义可以通过“自然地［追求的］公共利益”（在第1节第14—16段［T：482—483］）中得到考量）而确立，与这个人如何表明它实际上被确立的情况之间的对比。他在这里说，如果是自然地追求公共利益，那人们“决不会梦想通过这些规则来相互进行限制；如果他们都不加任何防备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直接陷入每一种不正义和暴力。因此，这些规则是人造的，并以模糊和间接的方式寻求其目的；而产生这些规则的利益，也不是人们自然的、非人为的激情所能够追求的那样一种利益”（T：496—497）。

他指出，虽然正义的约定由利益确立的，但这些约定与利益的联系是“有几分独特的”。

一个单独的正义行为往往与公共利益相对立；假如让它单独出现而无其他行为相伴随，那它本身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当一个有德性、仁慈禀性的人把一大笔财产交还一个守财奴或大肆煽动的偏执狂时，他公正地、值得称赞地行动了，但公众却是真正的受害者……然而，无论单个正义行为如何可能与公共或私人的利益相冲突，可以肯定的是……这整个计划或方案对于社会的维护和每个人的福利都是大有助益的，或者的确是绝对必需的。（T：497）

2.因此我们看到，休谟认为正义的东西是这整个计划或方案。但是，我们肯定可以回答说，有些方案比其他方案更好，而且最好的方案（假设有这样一个方案而且它的确存在）肯定将不把有害于社会的行为规定为正义的行为。我们可以认为，休谟对于实际上最好的方案是过于悲观了，而且我们当然不准备接受他实际上主张的这个相当保守的方案是不能改善的（平等的价值大多被忽视了）。为了理解休谟的观点，我们假设实践上最好的方案确实存在。他认为，那将仍然存在造成不愉快结果的一些单个的正义行为。他说：“不可能把善从恶中分离出来。财产权必须是稳定的，必须由普遍规则来确立。尽管在某个例子中，公众是受害者，但这个暂时的恶被该规则的稳定执行所大量地补偿了。”（T：497）

因此这就是休谟的回答：即使是我们最好的实际可行的方案（假设它是真正可行的）也有可能落入同样的缺陷。这是因为财产权法律不能依照谁在这个或那个时刻最有资格使用这份或那份财产来决定财产权的拥有和转让，虽然该案的特殊效用也许可以做出决定。这是无休无止的混乱和争吵的一个秘诀，并且引起了自然感情的片面性，而这是设计正义的规则所意图限制的东西。见他在第3节第2段关于这一点的陈述（T：502）。

3.但是我不拟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在此提一下休谟和巴特勒主教之间的对比，像前面有关休谟与格劳秀斯、普芬道夫与洛克的比较一样，这一对比清楚地显示休谟欲表明德性和道德一般来说是我们的本性和我们在世界上的处境之结果，并且应该这样来解释它。在《宗教的类比》（Analogy of Religion
 ，1736）一书中，巴特勒加了一个以“论德性的本性”为标题的简短附录。他在其中论辩道，除了其他事情以外，我们的许多良知的道德判断看起来并不受最大幸福的平衡原则所指导。相反，巴特勒视为我们的人性的权威性和调整性的我们的良知在于，“谴责谎言、无缘无故的暴力、不正义，以及赞同对一些人的仁慈甚于其他人，从所有的考虑中抽象出来，哪个行为最可能导致幸福或痛苦的失衡”（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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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巴特勒认为上帝造就了我们的良知，我们相应地依此而行动。巴特勒抱持这样纯粹假设的可能性，即上帝也许遵循最大幸福的原则；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上帝造就的我们的良知将成为我们的指导这一事实。

休谟并未质疑巴特勒实际的道德判断：他同意，谎言、无缘无故的暴力和不正义是错误的，他也赞同对一些人的仁慈甚于其他人。但他将与巴特勒的神学背景没有什么关系。他要表明，鉴于我们的本性和在世界上的处境，我们的道德判断在实际上是如何产生的。他关于正义的人造德性是规定最佳的实际可行的财产权方案的论述，是他试图这样做的一个例子，也是他关注它的一个理由。

§7 发展的阶段

1.我们现在讨论休谟的第二个问题（第23—24段［T：498—501］）：我们为何把德性观念合并进对正义规则的遵从？他以在第22段落结尾对某些主要观点的总结完成了他对第一个问题（正义规则是如何通过人类人造品而确立的）的回答。他在第18段（T：495）说，他已经表明，正义只起源于我们的自利和有限的慷慨，加上自然勉强供给我们的需要。他称此为解释“对正义的自然义务即利益”。它还表明对正义的道德义务或对错意识的基础。虽然直到第Ⅲ才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此项任务，但他在第24段提供了简要的概述。

关于这个概述，可指出两点。第一，正义感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让休谟迄今一直致力于探讨的，即解释对正义的自然义务。一般认为，我们对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朋友以及我们一般的圈子的利益足以促使我们采纳正义的约定。在小型社会里，对共同利益的相互意识是明显的，对它的公共认知是直接的；协调性的规则是清楚的，即便存在（比如）囚徒困境的情况（逐个地看待它们，它们每天都重复发生）。从实际上说，社会生活是永恒的，合作是有把握和可靠的。在小型社会里，在它成为一个部落或国家之前，自然义务足以支持正义的规则。

2.然而，在大型社会里，我们的自然义务经常不能触动我们；当我们能够摆脱它时，我们可能受到引诱而受骗，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维护现有约定的利益所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会注意不到他人的不正义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不论这些人相距我们有多远，这些不正义仍然让我们感到痛苦。这是因为我们把它看作对社会的危害，也是对每个受到有过错一方的行为影响的人的伤害。休谟说，这种对不正义的痛苦感觉产生于同情。他认为，根据这个一般考察，任何引起不安的人的行为都可以被称为恶，而引起满足感的行为则被称为德性。他认为，他最终找到了我们为何把德性观念并入对正义规则的遵守的理由（即对其的解释）。因此他这样总结他的观点：“自利是确立正义的最初动机，但对公共利益的同情是致力于这种德性的道德认可的根源
 。”

对此论述有几点评论。休谟在这里所说的一般考察，指的是从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所做的考察，他在《人性论》Ⅲ：iii：1中做了探讨。我们将在最后讨论这一观点。这里重要的事情是，休谟以为他自己找到了对正义感的解释，以及对下述问题的解释，即这种正义感为什么产生于长期的发展之后，而这种发展从字面上说不是由（他有时说的）自利所驱使，而是由我们有限的慷慨，我们对家庭、朋友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纽带的挚爱所驱使。这些指认了他在第1节第13—16段（T：482—483）寻求的导致正义首先确立的最初动机。当我们询问这些动机如何不同于他在那里考虑的自然的、直接的动机时，其答案是，这些动机不是受人造品所教导和指引的，也就是不受判断和理解、设计和意图所指引。在此蛮荒和自然的阶段，人们缺少在社会中认识到约定的最佳方案的经验之背景。

另一种看法是，在明智观察者的观点中起作用的由同情引起的不安，产生了有关对与错、正义与不正义的道德区别。我们以这种方式得知这些观念之间的差别，并能够在具体情况中识别它们。这是一个有关我们如何认知道德差别，有关我们如何能以一种连贯和自洽的方式、以相互间的普遍同意来运用适当的概念的认识论主题。但对此的讨论还是早了点。

现在必须看到的是，这个认识论主题不同于有关道德动机的论题，也就是如何最好地说明下述事实，即我们的道德知识或信念会影响我们做什么，或者哪些欲望引导我们去做对的或正义的事，或未能引导我们去做。我要解释休谟在第25—27段（T：500—501）三种道德动机或激励的区分。一种是政治家的人造品；另一种是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我们的许多动机都在此过程中获得。最后一种是对（休谟有时说的）某种品质、对我们的声誉或受到他人尊重和尊敬的欲望。他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也比此更珍贵；在一个体面的社会中，对一种品质的欲望会牢固地支持我们的责任和正义的意识。




 [1]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270。其他例子如下：“sensible”意指“显而易见的”（obvious）或“容易看出的”（readily perceived），“experiments”意指“在各种情况下他人的观察”（T：xxiii），“specious”意指“似真的”（plausible）（不是貌似真而实为伪），“complacency”意指“宁静的愉悦或满足”（E：181），“jealous”（如在“the cautious，jealous vlrtue of justice”中）意指“小心翼翼地保持警惕”（E：184）。关于德性，休谟说了接近斯密的观点：“没有一个品质……是绝对地可责备或可称赞的。这完全依赖于其程度。逍遥学派认为，适度地居中是德性的特征。但这种中道主要是由功利决定的……通过这样的推理，我们就在所有道德和审慎的研究中确定了恰如其分的……中庸。”（E：233）


 [2]
 同样的错误在Ⅲ：iii：1第3—5段中重复出现。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乃是因为休谟未能区分三个基本的道德概念：正当、善和道德价值。这些概念分别用于，首先是行为（作为种类或类型）和制度——对或错的；其次是各种事务、活动或事情的状态——好的或坏的；最后是我们的整体品格，或我们的行为由以出发的倾向和动机，以及从做出这些行为由以出发的这些倾向和动机来看是德性的我们特定的行为——有道德价值或无道德价值的，在极端情况下是恶。当我们称行为是正确的时候，我们把动机抽出来，把这些行为判断为一种比如说促进了社会善的行为，是与一个人的责任和他人的权利相一致的。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可能从好的或坏的动机去做，比如一种责任感或仁慈出发，或者虚伪地希望我们表面上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后来将给我们带来好处。休谟的错误在于未看到我们需要关于品格的道德价值的两个概念和应用于作为类型的各种行为的正当的概念。他只运用道德价值概念去回答两个不同的问题，并从而陷入了错误，因为这一个概念不能回答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个抽出了动机的行为作为类型是否正当，另一个问题是，现在考查其动机的一个具体的行为在是否道德上有价值的。这就是他简短的论证和所谓的循环所包含的一切。更充分的讨论可见J.L.Mackie，Hume
 ’s Moral Theor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pp.78—82。


 [3]
 关于这个论题的进一步讨论，见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1984）；David Kreps，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chap.14（关于民间公理的陈述和直觉证明，见第508页及其后）；David Lewis，Convention，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 9）；以及Robert Sugden， The Economics of Rights，Cooperation，and Welfare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他试图在许多问题上遵从他认为是休谟的观点。


 [4]
 Schneewind，Moral Philosophy from Montaigne to Kant
 ，2：543.


休谟（四）：合理直觉主义批判

§1 导言

1.今天我们考虑休谟在《人性论》Ⅱ：ii：3和Ⅲ：i：1中反对理性主义学说的论证。作为其准备工作，我将花一些时间简要陈述可在克拉克的《自然宗教》（Discourses on Natural Religion
 ，该书全名为《论自然宗教之不可改变的义务》——译者注）第Ⅱ卷中发现的该学说（该书于1705年作为波义耳系列讲座发表，17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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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直观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观点，这里是考察它的一个好时机。

合理直觉主义以一种我将试图解释的方式，把道德思想视为与实践
 理性相对的理论
 理性。康德学说和休谟学说一样，与它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我一直这样解释休谟：他想要表明，鉴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我们对社会的依赖，道德以及我们的道德实践，都是我们本性的表达。这是休谟对自然的信仰主义的一部分，它确认道德是一种完全与人的心理相连贯的自然现象。我还说过，休谟的观点缺少一个实践理性的观念，他通过依靠联想和情绪的法则并激起欲望及其影响的强度而把道德慎思心理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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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康德的确持有一种实践理性观念。因此，克拉克的学说将丰富我们对这个时期争论中的各种学说的理解，并扩展我们准备着手进行的重要对比。

2.虽然休谟在《人性论》中没有提他对手的名字，但他在《道德原理研究》中确实提到了拉尔夫·柯特沃斯和萨缪尔·克拉克。在一个引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开头的脚注中，马勒伯朗士被肯定为开创建立在某些关系基础上的抽象道德理论的第一人。休谟说：“然而，这位卓越的作家［孟德斯鸠］从一种不同的理论出发，并假设一切权利都要建立在某些融洽
 或关系之上；这是一种在我看来将决不可与真正的哲学相容的体系。马勒伯朗士神父……是最先提出这种抽象的道德理论的人，它后来被柯特沃斯、克拉克和其他人所采纳；由于它排除了所有的情感，并且伪称将每件事物都建立在理性之上，因而它在这个哲学的时代一直不缺少追随者。”（E：197注）

休谟在该脚注的其余部分宣称，他对民法和财产法的公正性的说明是对这种理性主义观点的明确反驳。因此，把柯特沃斯和克拉克以及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洛克视为休谟要反对的观点的典型代表，看起来是有根据的。

§2 克拉克的几个重要主张

1.克拉克首先想说，事物之间存在某些必然的永恒的关系，以及作为这些关系所作用（或从这些关系所产生）的结果，某些行为适宜去做，其他行为则不适宜
 去做，这取决于我们在当下的情境中是否能够更加
 适合采取这些行为，而不是其他行为。因此：

（a）据说每一种事物都有一个规定其特征的本性（本质），该本性是理性能够认识的；事物根据其本性处于一定的关系中。

（b）这些本性是处于不同情境的各种关系作用的结果，由于得到了某些适合的关系，以致某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
 适宜。作为一个例子，克拉克说：“明显而无限地更加适合的事情是，任何一个特定的无辜而善良的存在者与它自身无任何过错或缺失却被处置于极端的、不可治愈和永无止境的悲惨境况相比，应当被万物的最高统治者和处置者置于并保护于一个舒适而幸福的境地。”（Shneewind，Ⅰ：296）鉴于作为创造者的上帝之本性以及人们作为从属的合理被造得的本性，上帝便处于跟人们的这样一种关系中，其结果是更加
 适合的情形，即上帝安置无辜的人们是为了使他们快乐，而不是痛苦。

2.而且由此导出：

（c）适宜性和“比……更适合”的关系是不可界定的道德关系，或者是只可以根据相互关系来界定的关系。我们应当允许说，它们是可以根据其他道德概念（比如“理性的”）来界定的。然而，它们是不能根据非道德的（非规范的）概念来界定的。

我们可以把“比……更适合”的不可界定的关系视为由有序的三方之有序的对应所规定的关系，其中情境S中的（以某些性质为特征的）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在此情境中的各种行为是这样的，以致由此推导出（比如）行为A1
 比行为B1
 更适当。即：

>（ ［ A1
 ，rat1
 …n，sit S］［B1
 ，rat1
 …’n，sit S］），

其中A1
 和B1
 是行为主体可以采取的行为。

一个行为是比较合适的，据说这是必然的，并且是理性所知的。较大的适当性是该案例的事实的结果。例如，不可能的情况是，鉴于上帝和人的本性，鉴于他们所处的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有比上帝更适合安置无辜者以使他们快乐而非不快的情形。克拉克心中所想的是哪一种必然性或不可能性呢？我假定它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其想法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鉴于上帝的本性（具有神圣理性方面事物的本质），应当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拥有其本质的诸事物之秩序），以致作为其结果的适当性关系是与上帝更适合使无辜者遭遇不幸这一点相容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的，因为这里的各个概念需要许多解释。

请注意，对克拉克来说，基本概念看起来是比较的适当性概念：在某种情境中，这种行为比那种行为更适当。例如，上帝给无辜者带来更多快乐肯定要他给他们带来痛苦要适合。我提出这一点，乃是因为这种比较的主张往往更令人信服。

3.克拉克和柯特沃斯关心的是反驳有关正确和错误的第一原理是建立在神圣意志基础上的这个观点。作为神学学说的一个议题，事物的本质在于神圣的理性；因而事物的本质和情境所形成的适当性关系是神圣意志的指令。正如克拉克所说：“上帝的意志总是并且必然地确实决定其自身选择仅按照与正义、平等相一致的东西来行动……（如这些关系所确定的那样）”（Schneewind，Ⅰ：295）。与此相关，柯特沃斯（Treatise
 ，第Ⅰ卷第Ⅲ章；Schneewind，Ⅰ：282及其后）论述反驳笛卡尔，而克拉克则花许多时间批评霍布斯（Schneewind，Ⅰ：297及其后）。在此背景下，有了如下的评论：

（d）适当性关系由以得出的诸事物的性质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任何足够合理的存在者（无论是神圣的、天使的还是人的存在者）的承认。

因此我要说，事物的性质规定了有关对与错的关系的一个独立的、先在的秩序，一个由理性所知，在神圣的意志、当然还有人的意志方面具有权威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是独立的，因为它不取决于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也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它是先在的，因为它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永恒的和普遍的。特别是，它独立于人性独特的构成，也独立于我们的心理特征。

4.我暂时离题一下，提请注意理性直觉主义与道德感学派之间的对比。哈奇森认识到，他的道德感学说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感觉所辨别出来的正确与错误的内容也许不同于神圣的理性所知道的正确与错误的内容。肯定该内容对所有合理的存在者都是一样的理性主义学说就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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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把道德感植于我们身上，以致我们认同和否定各种行为，并且相应地受感动而做出行动。但是，我们认同或否定的最终理由——也就是上帝安置我们的道德感以便让我们以某些方式对行为和性格特质作出反应的理由，也许是建立在不同于我们认同和否定所表达的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哈奇森不愿探究这种可能性。

但休谟确实探究了这一点，并且超越了它：他完全否弃了道德的神学基础的观念，并着手把德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德性）以及我们的道德情感都视为自然的事实。他并不关心我们的道德信念应该对我们是独特的。他把我们道德认同和否定的判断当作人的心理之一部分，并且观察到了我们的心理与动物的心理之间的相似性（Ⅰ：iii：16，Ⅱ：ii：12）。我们为何有道德，我们如何获得道德以及道德起作用的方式，这些是他把推理的经验方法运用于其上的道德议题之一。与休谟一起，我们处在另一个世界中。

5.回到理性主义者。为了解释，或许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建立在事物本性上的适当性关系如何可能被理性认识，柯特沃斯和克拉克都诉算术和几何学真理性的类比。

（e）较多和较少适当性的第一原则被理性所认知，其方式跟关于数字和几何图形的真理性被认知是一样的：这些真理性被视为必然的、自明的，至少在像整体大于部分这样的公理的情形中是如此。

存在建立于事物的本性和人的限制条件基础上的某些情境对于某些人的适当性或适合性，以及对其他人的不适合性，这些本性先于所有实证的指认……这一点的显明性，就像从不同的数学图形的本质流出的特性具有它们之间不同的全等或不全等的关系；或者如在力学中，某些重量和动力依其相互之间不同的距离或不同的位置和条件，而具有不同的力和相互间不同的效应。

例如：上帝无限地优越于人，其显明性就像无限比一个点更大，比一个瞬间更恒久一样。当然合适的是，人应该尊重并崇拜、服从并模仿上帝，而不是相反，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竭力不尊重和不服从他。（Schneewind，Ⅰ：297及其后）

也许关于适当性的一个公理是：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善事是更适当的。诚然，这是相当平常的，但克拉克谈论的看起来是存在某些基本的适当性公理，其他原则可以从这些公理中推导出来。但是他并不试图仔细地道出这些公理是什么，这些推导也只是大致地勾画了一下。

6.令人吃惊的是克拉克坚持如下观点：

（f）错误地行动与有意肯定谬误是一回事。

自然而然的和（道德上说）必然的事情是，每一个行动中，意志应当由事物的理性所决定，就像知性应当服从推导出的真理那样自然而然的和（道德上说）必然的事情一样。而且，疏忽大意把明显的对和错弄颠倒是荒唐的，应该受到谴责……就像一个人在做算术题时无知地以为2乘以2不等于4，或者违反自己明确的知识，有意地、顽固地争辩说全体不等于其所有部分之和，那会是荒唐和可笑的一样。……

一言以蔽之，所有有意而为的恶和对正确之事的歪曲是在道德问题上傲慢无礼和荒谬无比，就像在自然事务上一个人假装改变了数的某些比例，把可证明的数学图形的关系和属性抽掉，把白的变成黑的，把黑的变成白的，把甜的说成苦的，把苦的说成甜的会一样无礼和荒谬。（Schneewind，Ⅰ：300）

7.我早些时候说过，克拉克的学说把道德思想视为理论理性而不是实践理性的一种形式。我们的调查显示为何一个人被吸引来这样说。首先，适当性和比较的适当性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并且出自这些本质。假设这些议题是被理论理性所知晓的。其次，错误地行动被认为与有意肯定一个错误的陈述或拒绝承认一个真实的陈述一样荒唐。道德错误就等于否定或试图否定数学的真理。

最后，事物的本质和由此而来的行为的适当性足以决定义务。对克拉克来说，义务是与神圣的命令分开或独立的；上帝的命令的确吩咐了这些义务，但不需要把它们造成义务。在此意义上，上帝的命令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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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看起来像是把道德思想当做理论理性的一种形式。

在克拉克看来，这意味着道德判断上的认同将被理解为其根基是与算术或几何学中的认同一样的方式：理解为对于作为对象及其关系的秩序之特征的真理的共同认知，这些真理先于并独立于我们的实践推理以及进入此推理的我们关于人和社会的观念。我们讨论康德时再回到这最后一点上来。

§3 对与错的内容

1.克拉克把关于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第一原则的内容视为下述内容所给予的：

（g）平等原则和仁慈原则，表述为：“就我们的同伴被造者而言，正当性规则是，具体地说我们对待每个人，把他当作在相同情境下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他应当对待我们的那样；一般而言，我们出于普适的仁慈而努力促进所有人的福利和幸福。这个规则的前一个分支是平等；后一个分支是仁爱。”（Schneewind，Ⅰ：303）首先是平等原则，他表述如下：“我对他人为我做的我判断为合理或不合理的任何事情，以同样的判断，我宣称自己以类似的方式对他做的事情为合理或不合理的。无论用语言还是用行为来否认这一点，就好比一个人辩称，虽然2加3等于5，但是5不等于2加3一样。”（Schneewind，Ⅰ：304）因此，通过如下有趣的方式可以仔细地限定和解释这一点：

在考虑适合你为他人做什么事的问题时，你总是要考虑不仅是行为的每一个情境，而且是要考虑此人与你不同的每一个情境；如果你的情境改变了，在判断你会希望此人应当怎样对你时，你总要考虑的不是任何非理性的激情或个人兴趣会促使你做什么，而是不偏不倚的理性会指示你去欲求什么。例如：一个地方法官为了公平对待某个罪犯，将不会考虑在这个罪犯的案件中惧怕或自爱会导致他欲求什么；而是理性和公共利益会要求他承认的东西对他所期待的来说是适合和公正的（Schneewind，Ⅰ：304）。

这个陈述中包裹了许多东西。与此类似的观点出现于莱布尼茨的“关于公正的常识观念”（1702—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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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康德的定言命令以相当详细的论述阐明了一个类似的观念。还请注意，克拉克把不偏不倚的理性视为告知我们欲求什么，它预设了以休谟所否定的一种方式被理性所感动的能力。“关于对与错的第二个分支是普世的仁慈，也就是：不仅我们在对待每个人时只做公正的事情；而且一般总是努力尽我们的最大力量来促进所有人的福利和幸福。”（Schneewind，Ⅰ：304）

2.最后，两个观点已经是显而易见了，陈述如下：

（h）约束我们作为人的第一原则是如约束所有
 合理存在者的同样的
 原则，具有同样的
 内容，因为这样的存在者凭借他们理性的力量而知道同样的原则。“事物同样
 的理性，关于它，上帝的意志一直并且必然地确实决定其自身总是按照正义的永恒规则而行动……以及真理也总是应当决定从属的合理存在者的意志，按照同样的
 规则来支配他们所有的行为，这同样的理性是十分明显的。”（Schneewind Ⅰ：299；着重号
 系本人所加）

当然，在运用这些原则时，我们必须考虑不同种类的合理存在者不同的力量和能力，并且考虑他们在世界和社会中的各种位置。但这并不影响该主要的观点。以及最后：

（i）我们的道德行为，当是恰如其分地合适的时候，就它对于我们作为被造者是合适的而言，是一种对神的模仿。

结论：我们将按照一种合适性的秩序来行动，寄于神圣理性的适当性秩序来行动，该秩序在于上帝的理性：一个指导着上帝的意志和我们的意志的秩序。这个秩序被赋予了我们的理性，它对所有合理的存在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它的原则在其运用中允许依我们特殊的能力和位置而调整。

§4 合理直觉主义的道德心理学

1.我们迄今对合理直觉主义的道德心理学还没有说过任何的话。我现在就转到这个议题。克拉克对为什么有些人不知道这个正确而自明的第一原则做出了两种重要的解释。

（j）一个解释是心智极端虚弱；另一个解释是品质的腐败或坏的习惯和嗜好，因为这些导致人们怀疑或质疑这些原则（Schneewind，Ⅰ：299）。

一个隐含的结果论题是：

（k）当合理的（并且被创造的）存在者的官能达到其正常的成果时，只要他们还未被随性的激情和坏习惯所败坏，他们的基本心理就是：他们酷爱出自而不只是按照他们的理性所知道的合适性原则来行动。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是因为它与休谟反对理性主义者的案例相关。这些理性主义者断言，鉴于我们的本性，心智对适当性原理的把握（恰恰是这种把握本身）导致我们对出自这些原则而行动的某种酷爱。这是良知的基础：我们不可能在不在我们自己的眼中受谴责的前提下违背这些原则而行动。这个观念的变化可以在道德哲学史中反复地看到。普赖斯和西季威克、摩尔和罗斯是一些例子。最初，看起来不可能的是，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适合性原则，那对它们的承认本身就应当产生一种出自它们而行动的欲望。也许看起来奇怪的是，这应当是如此，但它为什么应该是不可能的呢？如果这种心理看起来以解释，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它只是合理的（并且被创造的）存在者的一个心理学的公理呢？

2.休谟论辩道，仅靠理性绝不能成为任何行为的动机，这里的理性是休谟的严格的理性。但是，理性主义者否认这一点吗？首先，他们的理性观念比休谟的严格理性更宽泛，其次，他们主张这样的观点（上面指出过）：关于适合性关系的某些真理的知识产生了一个做更适合的行为的动机（欲望）。早些时候我们看到，甚至从休谟的观点来看，慎思对我们激情的影响可能有多么深远。因此，为什么应当假定有关行为的比较的适当性知识不能产生道德上合适的动机？显然，这是一个很弱的道德心理学，但是我认为休谟在《人性论》Ⅲ：i：1中对它的率直批评要比他在该书Ⅱ和Ⅲ卷对道德的充分论述提供的信息少。

当然，克拉克承认，我们的行为经常与我们知道是正确的东西背道而驰。他的观点是，总存在被这个知识所激起的某些
 倾向。他以这样的方式把它与真理的情况作比较：“因为最初并且在实际上，下述情况是自然的、（从道德上说）必然的，即在每一个行动中意志应该由事物的理性和事情的正当性所决定，正如知性应该服从被证明了的真理这一点是自然的、（绝对地说）必然的一样。”（Schneewind，Ⅰ：300）他承认这种类比是不准确的，因为他说，拒绝对简明真切的思辨真理的赞同，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是，按照正确的东西而行动，则属于我们的本性的自由权，但我们也许不这样做。况且，假如我们不这样做，那么，除非我们缺少智慧或者是完全腐败和堕落了，我们都必须在我们的良知面前接受谴责（Schneewind，Ⅰ：300）。因而让我们再加上：

（1）我们作为合理的存在者的道德良知证明如下的事实，即第一原则的知识本身在合理的存在者中激发起了做由已知的适当性关系所界定的合适的事情的动机。

§5 休谟对合理直觉主义的批评

1.这样考察了我们面前的合理直觉主义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休谟在《人性论》Ⅲ：i：1中对它的批评。如我们已说过的，正是在这里休谟发起了最充分的批评。关于这一节依自然段落排列的提纲如下：

1：引言。

2—3：问题的陈述。

4—6：对（如我所称的）决定性论证的陈述。

7—10：通过回顾《人性论》Ⅱ：iii：3，第1—7段来支持这个论证。

11—12：进一步阐发 Ⅱ：iii：3第6段。

13—14：让人迷惑的插曲。

15：反驳沃拉斯顿。

16：对决定性论证的结论。

2.这个论点后面是另一个论点，旨在表明道德是不能由理性来证明的：

17—20：如果道德是可以证明的，那它必须由某个可从四种哲学关系中推导出的道德关系所组成。

21：这样一个道德关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它在精神和生理的领域里都有相关性。

22：第二个条件是，不仅必定存在道德关系和意志之间的关联，而且该关联必须是必然的、因果的，一种心理影响的议题。没有一种关系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23：对第18—22段的总结。

24—25：这些主张受关于不领情的橡树苗和乱伦的动物的例子所支持。

26：道德并不由事实问题所构成。

27：看起来最不可思议的是“应当”应该可从“是”推导出来的关系。

3.第4—6段（T：456—457）的决定性论证，这里作更充分的阐述，它是我们在前面遇到过的。以最纯粹的形式将其表述如下：

仅有理性还不能触动我们去行动。

道德知识能够触动我们去行动。

因此：道德区别不是由理性做出的。

在评论克拉克会如何回应之前，让我们先来回忆我们在上一讲（§7结尾）做出的认识论
 问题（道德区别是如何认知和确定的，无论是由理性还是其他方式比如道德感）与动机
 问题（如何最好地说明我们的道德知识和信念影响我们做什么这个事实）之间的重要区别。休谟在说“知道德性是一回事，使意志符合德性则是另一回事”（T：465）时，他接受了这一区别。

正如我上一次说过的，强调这个区别的理由是，休谟的道德感学说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它意图说明我们如何做出道德区别。在他看来，哪些欲望和动机导致我们按照自己的道德信念来行动的问题是另一个议题。

4.回到克拉克：从我们对休谟合理的道德心理学的描绘来看，他对休谟的论证会如何回应，这一点是清楚的。他也许承认，仅靠纯粹的道德知识不会触动我们，但是那个知识，鉴于我们作为合理的存在者的性质，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个取决于原则的采取相应行动的欲望（如我所称的）。
 
[6]

 这是在上帝的形象中被创造所意指的一部分。由于这样被创造出来，一旦我们的理性达至成熟，我们开始知道什么是正当的，我们就有了意欲做正当的事情的基本倾向。

我认为，休谟尝试过的决定性论证针对这一回应是无能为力的。克拉克的回应肯定也是不令人满意的。虽然他也许有能力回答这个一般层次上的认识论问题，但他仍然必须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回答动机的问题，而且必须以一个合适的学说来回应这两个问题。说鉴于我们的本性，适当性原则的知识产生了相应采取行动的欲望，这还是不够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将道出为何适合性原则鉴于其内容（它们具体宣称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善和恶）在其起作用的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并且富有意义。这种说明将展示这些原则如何与人的需要、目的和目标相关联；它应该阐明（比如）压迫和暴政、谋杀和酷刑、不正义和堕落，如此等等，为什么是错误的，不仅是小过错，而是大错。从克拉克已经说过的来看，还不清楚这些答案为何竟要指涉事物的适当性；他没有说这些关系如何跟我们的道德心理学和人的生活的基本目的相关联。这不是说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以休谟的第一个论证，看起来两者的任一种方式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6 休谟的第二个论证：不可证明的道德

1.这把我们带到休谟的第二个论证（在第18—25段［T：463—468］），它确实有一定的力量，因为它挑战了合理直觉主义者的如下做法，即以这样一种方式具体规定了适合性关系：它既与我们的道德信念相吻合，也是对道德动机的有道理的说明的一个起作用的而非无足轻重的部分。要成为这样一个起作用的部分，适合性关系本身必须扮演一个角色。休谟认为，不能具体规定适合性关系。

他在第18—19段（T：463—464）的论证是，不能从那四种提供证明的推理基础的四种哲学关系（相似性、反对、性质的程度以及量和数的比例关系）中得到证明。再说一遍，休谟的论证试图实现的东西太多了。克拉克宣称，某些适合性原则是自明的，并且充当了可以让其他适合性原则从其中推导出来的公理。他会认为他的学说显示了休谟狭隘的证明理性的观点之不正确。休谟不能简单地否定克拉克的回应。

2.因此，在第20—22段（T：464—466），他挑战直觉主义者具体规定受两个重要条件限制的适合性关系。第一个条件是，它与心智的活动和外部对象都同时相关，而不是只与心智的活动或只与外部对象相关。这个关系必须在这两个领域的各个项目之间成立。休谟认为，不大可能存在满足这个条件的合适的关系。

第22段给出了休谟所主张的适合性关系不能满足的第二个重要条件。他在那里说，按照他所否定的学说，“不仅假设这些永恒的、不可改变的［适合性］关系在被每个合理的被造者思索时都是同样的；而且还假设它们的结果
 也必然是同样的；其结论是，它们在指导神的意志方面并不比支配我们人类当中合理和有德的人方面影响力更小，或者 毋宁说更大。这两个特殊点显然是不同的。知道德性是一回事，让意志符合德性是另一回事”。他继续说，如果一个人要表明事物的适合性表达永恒法，这些法则“是每一个合理的心智必须遵守
 的……我们还必须指出这个关系与意志之间的关联；并且……证明这种关联是如此的必然，以致在每一个心怀有善意的心灵中，它必定发生并且具有影响力”。

休谟觉得，早些时候在《人性论》Ⅰ：iii中对因果关系的说明足以表明，他无法给出这种联系的必然性的证明。这里有启发性的一点是，休谟正在谈论心理的或动机的影响力。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一般的因果影响力，当然也就完全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只是一个关于人性的事实，他对道德性的整个论述都支持这个事实。但看起来清楚的是，克拉克并不是谈论因果影响力，或主张必然的因果律。他把事物的适合性视为（在前面解释了的意义上）理论理性所知道的，并且为有关行为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正确的规范依据。休谟运用的是不同于克拉克的基本理念，这里并不存在心灵的契合。

3.对最后一段即第27段（T：469—470）有两种解释。多少年来最普遍的解释是，认为它陈述了所谓休谟的法则：即道德（或规范）的推理原则，为了得出一个道德（规范）的结论，至少要有一个道德（规范）的前提。假设道德（规范）的概念不能还原为非道德（非规范）的概念，则该法则就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把它称为“休谟法则”，但我认为这不是休谟本意想说的观点。

为了对休谟的意思做有根据的文本解释，我们应该把这一段视为休谟在反驳克拉克的长篇论证后的临别恶语，并且回头看他在紧靠此段的前面几个段落中所论证的东西。为达此目的，第22段（T：465—466）和第26段（T：468—469）看起来特别重要，后者尤其是如此。在第26段落里，休谟说道德不是一个由知性发现的事实的问题。他写道：“在你把反思转向你自己的内心并发现在你心中产生的对这种行为不赞同的情感之前，你决不可能发现它［恶］。这里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它情感的对象，而非理性的对象。它在你的心中，而不在对象之中。因此，当你宣布任何行为或品质是邪恶的时候，你意指不是别的，而是从你本性的构成来看，你从对它的沉思中产生一种责备的情感或情绪。”（T：468—469）

集中注意这个和类似的陈述，我们这样来解释这最后一段。休谟意指的是，我们用“应当”和“不应当”来与我们称赞和责备的判断联系起来，这些判断是从明智的观察者（下一讲将对此讨论）的观点做出的（当恰当地做出时）。现在，举例说，这些判断根据对某个事实问题的沉思而表达一种责备的情感。但休谟（在第22段）论证过，并不存在把以“不应当”表达的责备的情感与事实联系起来的证明的或规范的法则。因而“应当”并非从“是”推导出来的。以此理解，最后一段并未一般规定道德的或规范的推理的特征，而是休谟关于道德判断以及这些判断如何与他的学说整体相适合的独特观点的一个结果。我们将在下一讲讨论他关于这些判断的观点。

我已经几乎不加任何批判性评论地介绍了克拉克的观点。但我在此指出我们后面讨论康德的实践理性观时要回顾的两点困难。难点之一是关于错误地行动就如同否定关于数的真理的观念；当然暴政和压迫完全与此不同！难点之二是，它显然无能力对事物的适合性如何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与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和目的以及一般地与我们的道德心理学相关联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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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克拉克的引文引自Schneewind，Moral Philosophy from Montaigne to Kant
 。


 [2]
 正是因为这个理由，一个肯定实践理性观念的道德学说也许会反对休谟的观点，这很像弗雷格反对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的方式。这当然并不否认道德心理学的存在，而是说它必须与实践理性的恰当角色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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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Hume Ⅱ第5节第3段。


休谟（五）：明智的观察者

§1 导言

1.我现在转到讨论我们最后一个议题：休谟明智的观察者
 的观念及其在他有关道德判断的论述中的角色（我使用休谟的术语“明智的观察者”［judicious spectator］［T：581］，而不是“不偏不倚的观察者”［impartial spectator］，因为后者由亚当·斯密用以表示一个有些不同的观念）。在讨论这个议题时，我将再度提出休谟是否具有实践理性观念的问题，并考虑其原著如何有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决定这一点。现在，说休谟缺少这种观念，其意图并不是批评，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缺陷。我们的目的是用休谟自己的术语来理解他。我提到这个问题，是要导出与康德的比较，我觉得康德明确地持有一个实践理性观。

2.《人性论》Ⅲ：iii第1节依段落安排的主要部分如下述：

1—5：相关的前头部分的引言和概述。

6—13：主要观念的初步陈述：同情是道德区别的基础，以及对相关的早期同情的论述的总结。（特别见T：316—320）

14—18：出自同情可变性的第一个反对意见：引入“明智的观察者”的观念。

19—22：第二个反对意见：衣衫褴褛的德性何以仍然是德性？想象力的特征。

23：对两个反对意见回应之总结：区分认识论的问题与动机的问题。

24—29：德性分为四种类型；强调同情的作用。

30—31：总结关于道德区别的基础之假设：明智的观察者的作用。

在我的评语中，我受到这样一个观点的指导，即休谟关注的是在他的人性科学的范围内解释作为一种自然的人类现象的道德，并为其发现一个位置。《人性论》把对自然化的认识论（借用奎因的著名说法）和心理学化的道德的论述。我们能够采取一种明智的观察者的视角是人的生活的核心特征，对此必须借助于休谟在《人性论》第Ⅰ卷和第Ⅱ卷中提出的心理学原理来予以说明。第Ⅲ卷是对此前已经做的许多工作的应用和详细阐述。

§2 休谟对同情的论述

1.休谟在《人性论》第Ⅲ卷第Ⅱ章§11（T：316—320）里讨论了同情，并在后面Ⅲ：iii.1的第7段（T：575页及其后）中作了总结。关于同情的说明向我们表明休谟是如何认真地努力在一门关于人性的科学中为他的道德论述打下基础。一种对于道德的自然事实是如此根本性的感觉，以致要求他的情感理论中有个基础。显明的提纲如下：

首先，我们见证（比如）他人的对话、举止和行为中的迹象，在我们经验的基础上，这些迹象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感觉或情绪的观念，我们将此当做（或推断为）正在体验的东西。对于这个观念激发起我们的解释，是这些观念在我们经验中过去的联想：以前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感觉和情绪有规律地引导我们像现在看其他人行动那样去行动。

其次，我们以为他人拥有那种感觉的观念便转变为对该感觉的一个生动的印象，根据的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意识中总是现时呈现的印象。的确，我们自我的这个印象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生动活泼的特性上能够与它相比。因此，以生动性来设想他人，取决于他们与我们自己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关他们的观念与我们有关自己的观念的类似程度。

这里请注意，我们并没有直接看到他人的精神状态。这总是一个从他们的行为和外在的行动进行推断的任务。休谟说：“他人的情感不直接展现于心智中。我们只是感受到它的原因或结果。从这些
 我们推断出这些情感：因而是这些
 引起了我们的同情。”（T：576）最后，随着我们意识到他人的欲望、情感和嗜好与我们的类似，以及他们特殊的态度和他们的文化、语言与我们的相类似，我们对他人认识的相似程度也随之增加。它也随着我们与他们的密切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比如通过家庭连带关系、熟人和友谊的联系等的增加而增加。

当所有这些方面一起起作用时，我们总是现时的极其生动的自我印象便把我们有关他人情感的观念转变成一个反思的印象。那个生动活泼的自我印象把足够的活力传给他人情感的观念，因而将其提升为我们内心的一个情感。

2.我觉得无须评论，因而忽略了这种同情观与《人性论》Ⅰ：Ⅲ对因果联系的论述之间的相似性。这里指出关于它的两个特别属性。首先，它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对同情的说明，而是对我们可以称为不偏不倚的情感的说明。它把情感解释为一种感染，甚至是传染，以致我们从他人那里得来，作为我们的本性与他们的一种共鸣。这出自休谟后来在第7段（T：575及其后）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从再度考虑同情
 的性质和力量开始。所有人的心智在其情感和运作上是类似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被任何激情所激励，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其他人都不容易受其感染。正如均匀缠绕起来的几根弦，一根弦的运动会传递给其余的弦；所以，所有的激情容易从一个人迅速地传到另一个人，在每个人心中引起相应的活动。”

照休谟的观点，看起来当我们借助于同情而拥有关于他人的情感的观念时，这同一个观念被激活，成为我们心中的同样的情感。但在事实上，当我们同情他人时，比如当他们生病时，我们并不具有他们所有的同样的情感。如果某人因为疾病对其外貌造成了损害，让他变得虚弱和沮丧，因而感到被羞辱，那我们肯定会同情他，但不会感到被羞辱。他的状况也许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种提供安慰和帮助的欲望，但这种欲望不是休谟所描述的那种欲望。他描述的是一种被赋予的情感：如在适当的同情的情况中那样，这是我们作为消极的而不是受触动而为他人做好事的观点。

3.我简略地提一下第二个议题。我们如何解释休谟提及的自我的印象或观念？他认为这总是以最高的生动性亲密地显现的东西（T：317）。正是这个印象或观念（休谟同时使用这两个术语）给出了他人感觉到一个印象的生动性的观念。

现在，这个自我印象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印象，因为休谟在Ⅰ：Ⅵ：4提出，并不存在这样的印象。我们或许会像肯帕·史密斯（Kemp Smith）一样猜测，第Ⅱ卷比第Ⅰ卷写得早，休谟只是前后不一致；但是，让我们试图不这样说。相反，我们假设，休谟所偏好的含义可能是他在第Ⅱ卷中与骄傲相关联而使用的那个观念。他在那里说（T：277）：“这个对象是自我，或者是我们密切牢记和意识到的那些相关联的观念和印象的前后接续。”后来是“各个感觉相关联的前后接续，我们称之为自我
 ”。他说（T：340）：“我们自己若脱离对每个其他对象的感觉，实际上就什么都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眼光转向外部对象；而且我们以极大的关注来考虑那些与我们邻近或类似的对象，就是自然的了。”

从我们这里有限的目的来看，也许最好是说，休谟把自我看做我们所密切牢记和意识到的各个感觉相关联的前后接续，其生动性通过我们将自己的注意力对准与我们最相像的人和属于我们的事情而得以维持。

4.关于休谟同情观的两个进一步的要点：

要点一，他的观点强调同情的偏向性
 ，我们给予更多的同情于跟我们相像的人、密切的人，在文化和语言上类似于我们的人，等等。不应当把同情误认为只对人类本身的爱——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它超越了我们的人种，因为我们也同情动物（T：481）。

要点二，同情的偏向性表明，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在纠正它的时候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要让这个观点当作道德判断的基础而起作用，与想象力并行的某种形式的理性必须承担根本性的任务。严格地说，我将把这个问题追问到多远，同情确实是需要的，无论是休谟的意义还是我们的意义上的同情。

§3 第一个反对意见：明智的观察者的观念

1.让我们现在转到第14—18段（T：580—584），休谟在此讨论了对他关于同情是道德区别的基础的观点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正是在回应中，他提出了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该反对意见是，我们实际的同情不仅是非常多变的，而且如刚刚指出的，是相当偏向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在空间和时间上接近我们、在语言和文化上与我们类似、有共享的利益和家庭联系的人的亲密关系所影响。在家庭和朋友的小圈子之外，无人喜欢与任何其他人共享同样的关心。

然而，我们在我们的道德判断上的确或多或少达成共识。他把这个普遍的共识当作一个事实来接受：不该怀疑它，而是应该用他关于人性科学的心理学原理来解释它。今天，我们不太相信这个共识：它经常看起来是一个有待达成的东西；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仅仅为了一些更基本的原则，也值得努力达成这些共识。

2.开始：休谟以这样的说法来解释我们的共识，即如果我们要
 采纳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那么，我们的道德判断表达的是我们会
 接受的判断。这个观点是以下述方式表现其特征的，即当我们设定它时，我们的道德判断就产生了。我们一旦理解了两件事，我们在判断上的共识就得到了说明：第一，明智观察者的观点的什么特征让我们的判断达成共识，以及如何达成共识。第二，什么促使我们首先设定该观点，并受其判断指导。显然，如果没有受触动而设定它（除非我们也许只是感到喜欢它），或者我们没有受所产生的判断指导的倾向，那么，该观点就没有什么用处。这也许是奇怪的事情，有人或许会说：假如我们作为明智的观察者来看待事情，那我们的道德判断就会一致！但是，既然我们不是
 这样的观察者，那我们为什么应该像他们那样做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是一种人所熟悉的反对意见。

3.在介绍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之特征时，休谟重述了我们对人和对事方面的状况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而且，鉴于我们有偏向的嗜好，我们每个人在与他人关系上都有一个独特的立场。因此，如果我们每个人坚持只从自己的个人观点、按照事情显现于我们的方式来看待它们，那就不会有实现我们达成共识的希望的理性讨论。他说：“所以，为了防止那些持续的矛盾
 并达成对事物的比较稳定
 的判断，我们确定某种稳固的
 和普遍的
 观点；并且在我们的思想中总是将自己置身于这些观点中，无论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T：581及其后）

休谟把道德判断与审判判断作了比较。这些也是我们必须纠正的判断。他说（T：582）：“以类似的方式，美丽的外貌在二十步以外看不如将其带到靠近我们的时候那样给予我们那么多的快感。然而，我们并不说它在我们面前显得不那么美了：因为我们知道，它在那个位置时会有怎样的效果，通过这种反思，我们纠正了它的瞬间现象。”在下面一段他补充道：“这些纠正在所有感官方面是常见的；而且我们要是不纠正事物的瞬间现象，并且忽视我们当下的情形，那么，要我们得以运用语言或相互之间传达我们的情感，就是不可能的。”

通过这些评论，休谟意指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道德判断：不仅可以在我们确实
 拥有的道德情感中（通过实际地采纳明智观察者的观点），而且还
 可以在我们知道
 我们若
 采纳此观点就会
 拥有的情感中发现这些判断。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运用我们关于一个适当的明智观察者会如何判断的默会的知识。

4.因此，我们确定某种将引导我们达成判断上的共识的稳固而普遍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这个观点当然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其中的如下几点看起来是最重要的。


第一
 ，该观点必须是具体化的，以便所有（正常）人的至少一种
 情感（或激情）发挥作用；因为若非如此，我们便会对该观点无动于衷，我们会完全不做出道德区别，因为仅由理性不能发现或做出这些区别。


第二
 ，另一方面，该观点不必让两种或更多的情感起作用，因为这些情感有可能发生冲突，人们有可能被引导到相反的或摇摆不定的判断。从该观点来看，在我们的心理学中，没有什么可保证不同情感之间的和谐。


第三
 ，一个发挥作用的情感必定是这样的：每个采取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的人都被引导到就所考虑的行为之品性和恰当性做出同样的
 判断。


第四
 ，为了满足前面的条件，一种情感在范围上必须是广包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对所有人（无论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处于何地何时）的利与害做出回应。否则，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就不会成功地使每个人的判断达成共识：我们今天的判断与古罗马人的判断，或者我们作为苏格兰人的判断与中国人的判断是一致的。这对于我们确保我们出于跟罗马人一样的理由而赞同或不赞同恺撒和布鲁图是必要的。正如该条件所要求的，该情感必须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利与害。


第五
 也是最后一点，为了达成判断上的共识，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必须包含具体规定一个标准的指南，我们通过该标准来评估所考察的人之行为和品质。这个标准将用于赞同或不赞同这些行为和品质，其方式是看它们如何影响那些在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务中与具有这些品质和采取这些行为的人相关联的人。

如此离开了我们的最初情形（日常生活的情形）以后，我们就不能由像同情跟我们所考虑的人有任何交往的人那样以任何方式来如此方便地把我们自己确定下来。（T：583）

因此，正是根据性格和品质对与任何一个人交往的人们的影响，我们才赞扬或责备他。（T：582）

然后，我觉得休谟认为，能够解释我们在道德判断上形成共识的唯一心理机理就是同情的机理，如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产生的影响和做出的调整那样。我们身上的其他情感都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们对于激起我们的道德情感并确保分布于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居于不同文化的不同社会的人们达成普遍的共识是必要的。虽然可以想象我们有可能对该观点冷漠地无动于衷，但休谟仍然假设，尽管我们的直接或间接的情感确实是静默的，但同情的机理总在起作用，并且在范围上是广包的。正如对善的普遍偏好是对我们自己的利与害作出的反应一样，这些利害是“仅在观念中设想，并且……被认为在任何未来的时间段中存在”（T：438），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同情每个人的利与害，无论他在空间和时间上有多遥远。对善的普遍偏好把我们自我的利益从现在关联到未来；而由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转变来的同情激起了我们对各个地方的人们的利益无偏向的关注。如此转变的同情与对善的普遍偏好相结合，设置了能够让社会团结起来的判断的指针。

§4 第二个反对意见：衣衫褴褛中的德性仍然是德性

1.在第19—22段（T：548—586）中，在第23段（T：586—587）的总结中，休谟考量了对他有关同情是道德区别之基础的观点的第二个明显的反对意见。问题如下所述。我们把这样的人视为有德之人，即他们具有的品质适合于要么对他们自己或他人是可以认可的，要么是对其他人或他们自身是有益的。即便不幸（被不公正地监禁于牢狱）或者缺少机会而使这些品质不能实际地产生它们在正常情况下会产生的有益的结果，我们也会这样做。休谟说：“衣衫褴褛中的德性仍然是德性……如果任何一个对象就其所有部分来说适合达成任何可认同的目标，那它自然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被赞誉为美的，即使需要某些外部的环境来让完全成为有效的。如果每件事情在对象本身中完成了，那就足够了。……一个人的四肢和外形若显出他的力量和活力，那他就被认为是英俊的，即使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我们道德判断的这个特征在休谟看来是成问题的。同情的机理（如在T：316—320中解释的）是一个传感了的情感的机理，一种传递或感染，它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T：576，605）。那么，如何能够说明那些品质没有引起实际的有益结果的人的尊严呢？这里并没有需要同情的益处或害处。

休谟的回答是诉诸我们想象的一个特别的特征：

想象有一套属于它的情感，我们的美感大多依赖于它。这些情感可以由生动性和力量的程度所激发，它们比信念弱，并且与其对象的真实存在无关。当一种品质在每个方面都适合有益于社会时，想象就容易从原因传到结果，而不必考虑仍然还有一些需要使该原因成为完全的原因的环境条件。普遍规则
 创造了一种或然性，这或然性有时会影响判断，但总是会影响想象。（T：585）

这样，想象受较小
 程度的生动性所触动，因而仍然把适合
 产生有益结果的品质与这些结果相关联，无论这些结果是否发生过。这就产生了同情，然后同情决定我们的判断。

2.至此请注意，正如休谟明确认识到的，他必须把第二种改正引入我们的道德判断：当德性的品质实际产生了有益的结果时，我们更多地受到此品质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说
 它比另一个同样适合做此事的品质更有德性。休谟评论道（T：585）：

我们知道，运气的改变可以使仁慈的气质完全不起作用；我们因而尽可能地把幸运与气质区分开来。这种情形跟我们纠正因与我们的距离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德性情感的情况是一样的。情感并不永远追随我们的纠正；但是，这些纠正足以用来调整我们的抽象观念，而且当我们一般地宣称恶行和德性的程度时，［这些纠正］是仅被关注的事情。

因此，我们把德性的品质与其幸运或不幸的环境条件区分了开来。这个区分是在我们的判断
 中做出的，而且正是我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实际的情感调整着我们的抽象观念，我把这个抽象观念视为我们关于德性的一般道德观点。

这样，休谟对道德判断的说明就是双重地假设性的
 。


第一
 ，这些判断不是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同情所支配的，这些同情因人而异，而是由我们设定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之后会感到的那些同情所支配的。但是，还有：


第二
 ，我们对人的判断不是由我们即便从那个观点会感到的那些同情所支配的，而是由在事实上这些人有好运气而产生这些品质适合在通常环境条件下产生的那些良好结果的情况下我们会感到的同情所决定的。

§5 道德情操的认识论角色

1.至此，我通过评论文本中的一些引文简单论述了休谟关于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这样做了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讨论观察者的观点的认识论
 角色，即通过休谟的心理学原则来解释我们如何做出道德区别。因此：

（a）根据我们在采纳明智观察者的观点时体验到的特殊的
 道德情操，德性和恶行为我们所知
 ，这些情操是作为转变了的同情的结果产生出来的（见下文）。

（b）什么触动我们按照我们的道德情操来行动，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触动我们的东西取决于（比如）我们之欲求一种品质（如休谟所指出的），即我们要求被我们的亲朋好友尊重为有德之人，以及我们要求作为我们的家庭训练和教育的结果而成为有德之人（T：500及其后、620页及其后）。这些动机的基础需要其自身独立的说明。

2.我们从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通过我们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体验同情而认识了道德上的区别：作为道德认可的特别的（和独特的）情操，有时被描述为一种特别类型的愉悦（T：471及其后）或道德情趣（T：581）。因此，虽然同情的机理在发挥作用，我们从该观点做出反应的他人的愉悦就转变成一种我们在自己的道德体验中得知的特别的、独特的道德情操。我们采纳了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这种情操就足以决定我们的判断，从而解释我们的认同。

休谟在说下面这段话时，指出了如此转变了的同情之与动机的
 角色相对的认识论的
 角色（T：583及其后）：“这［我们从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对他人的同情］远不如我们在关涉自己的利益时那样生动鲜活……它对我们的爱和恨也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对我们的冷静而普遍的原则是同等适宜的，据说它对我们的理性拥有同等的权威，并且支配我们的判断和意见。”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把某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与我们的邻居的行为作比较并且同等地责备他们时（T：584），“其意义在于，我们根据反思而知道，如果把前一种行为与后一种行为置于同样的位置，那前一个行为会激起同样强烈的不认同的情绪”。进而言之，如已经引用过的：“我们知道，运气的改变可以使仁慈的气质完全不起作用；我们因而……把幸运与气质区分开来。……这些纠正……调整我们的抽象观念，而且当我们……宣称恶行和德性的程度时，［这些纠正］是仅被关注的事情。”（T：585）以及：“情操必须触动心灵，使这些情操控制我们的激情：但情操不必超出想象的范围，使它们影响我们的［道德］情趣。”（T：586）

这样，转变成道德情操的同情通过决定我们的判断、从而使得普遍认同成为可能，来使其发挥作用。我们为何受触动而采取这个立场并根据我们从它做出的判断来行动，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将在第7节回到这个问题。

3.现在我问，休谟是否对我们会在一项当下的工作中期待的那种道德判断提供了分析，以及这种分析是否支持有关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之主要角色是认识论角色这一观念。

我认为，说休谟意图提供一种当代意义上的分析，那是根本不可思议的。许多不同的分析乃根据他相当松散的评论提出的，这些评语经常是在同一页提出几种不同的说法，例如在《人性论》Ⅲ：Ⅰ：2第3段（T：471及其后），我认为它表明他并不是进行分析。如果他是在做分析，那么他会小心地坚持做一个具体的分析。而且，不清楚他是否知道我们意义上的分析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本身是误置的，因为休谟对他想做的事情来说，并不需要回答它。他的目的是根据从他的人性科学得出的原则来解释我们如何实际地做出道德区别；他对道德判断及其社会角色做了心理学的说明。这跟对道德判断的意义做出分析，不是一回事。

然而，我们要是问对道德判断的哪一种熟知（我们意义上）的分析最接近休谟的观点，那看起来有两个主要的候选者。一个是某种理想的观察者的分析。可在如下段落中找到它：“仅当不参考我们的特殊利益而普遍地考虑一种品质时，才引起这样的一种情感或情操，把它称为道德上的善或恶。”（T：472）或者是我们上次引自《人性论》Ⅲ：Ⅰ：1第6段的那段话：“当你宣称任何行为或品质是恶的时候，你别无他意，只是意指从你的本性之构成来说，你从对它的深思中怀有一种责备的感觉或情绪。”（T：469）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断言一种品格的性质是道德上的德性，意味着任何一个正常人（具有正常的理性、感觉和判断能力）在采取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时，都会认可这个品性。

4.另一个候选者是麦基提出的投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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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思想是，休谟关于道德判断的观点与他关于我们有关必然因果联系的信念之观点是平行的。正像在后者我们把一种力或必然联系归因给一个对象，而我们从未在对象上观察到它们那样（T：169），在我们的道德判断中我们也把德性或恶行的道德属性归因给品格的特性，而我们在这些品格上从来观察到这些属性（T：468及其后）。我们受自己的感觉和情感所指导而这样做，我们把这些情感投射
 到正被判断的事物上。

有几点支持这第二个观点。有人提出，当休谟在一处说（T：471）：“我们并不因为一种品格让人愉悦而推断出它是德性；而是在感觉到它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下令人愉悦时，我们在实际上感觉到它是德性。”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感觉到”看做是表达一个判断，那我们就对这句话有了投射论的解释。

继续解释这一点已无必要。但有启发意义的是，休谟在说明因果联系时说：“大家共同感到，心智有将自己扩展
 ［着重号
 系我所加］到外部对象上的强大倾向，并把任何内心印象与这些对象相结合，这些印象是这些对象所引起的，并且总是在这些对象被感觉发现的同时出现。”（T：167）这段话看起来自然适合于道德判断。而且，后来在《道德原理研究》（T：294）中有个清楚的陈述：“理性
 和品味
 的独特界限和职守就轻易地确定了。前者表达关于真理和谬误的知识；后者给出美与丑、恶行与德性的情感。一个按照对象在自然中的真实情形发现这些对象，既不添加也不减少；另一个则具有一种产出的能力，并且在从内在情感借来的色彩涂绘或染上
 （着重号
 系我所加）所有自然对象时，以某种方式产生了一个新的创造。”

因此，投射论观点解释了休谟为何使用“道德感”这个哈奇森的术语，以及他为何把道德属性与第二性质作比较。这也符合休谟关于观察者的观点规定了我们对道德语言的运用这一信念；因为鉴于我们在情感上的一致性（如投射的那样），我们就相当理性地（虽然是错误地）把“德性的”和“邪恶的”谓词来指称某些性格的属性或性质。

我倾向于赞同这个投射论观点，当然不是因为它是休谟的观点，而是因为如果我们问哪一个当代观点最适合他的目的，那这个观点也许是最强的候选者。它与其说是对意义的分析，不如说是对我们如何做出道德判断以及如何把这些判断错误地当做赋予事物以属性的说明。如此理解，那就是对他人性科学最好的待遇了。

§6 休谟有没有一个实践理性观念？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休谟对于明智的观察者及其心理学角色的说明是否包含了一种实践理性的观念，或者仅为对我们的道德判断得以表达的心理过程的说明。我觉得，在休谟看来，它是一种心理学的说明。然而，也有一些段落指出这种说明何以有可能成为（如果强调一下的话）一种实践推理的观念。这里是强调它的两种方式。

首先，我们或许可以把明智的观察者的观点用来当作产生或构建我们的道德判断应当是什么的一个标准。鉴于对该双重假设的观点的说明，我们可以分析地设想，有关各种性格品质或某些行为及习惯，对明智的观察者的认可的内容会是什么。可以这样来阐明这个内容，以便提供一个相互承认的道德内容。一旦对这个标准的公共运用被它的各种特性所证成——例如，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证成，它规定了一个一般而稳定的观点的特征，从此观点出发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偏不倚地得到了考虑（如所要求的，加上进一步的详细阐述）——那就会给出接受这个标准所需要的依据。

或者其次，我们也许可以简单地把像边沁或西季威克的功利原则当作实践理性的基本原则予以引入。这样做的一个依据也许是，在休谟有关我们的道德心理学论述的基础上，该原则相当适合我们的本性，并且会很容易被接受。根据此观点，道德问题是通过诉诸功利原则作为理性的道德观点的最终仲裁者来直接或间接地（存在各种可能性）决定的。这种观点在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1907年第7版）中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细致的阐述（对西季威克来说，伦理学的方法只是实践推理的方法）。

现在，看起来清楚的是，休谟的思想中并不具有这两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虽然我们
 可以从他有时说的话中找到对这些观点的暗示，但它们与他的总体目标并无关联，这个目标就是，对我们的道德判断作出的说明符合他对知性和情感所做的心理学说明。这种说明依赖于观念的联想的心理学原则，依赖于习惯和能力的原则，也依赖于像主导的情感的原则、比较特别和决定性的观念之更大的影响的原则，如此等等。假如休谟一直遵从上面两个观点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在对明智观察者的观点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如何解释衣衫褴褛的德性仍然是德性）中与休谟相关的问题，就决不会困扰他。关于想象有其自身使它更加热烈回应的特别情感的猜测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他确实不具备，或者至少不激起一个有关我们由这样一些标准和原则所指导的道德判断的观念，这些原则是由对能够充当健全或有效的理由的某些形式的或实质的限制所证成的。

§7 《人性论》的结论段落

1.我觉得，《人性论》结论段落为如何将《人性论》第Ⅲ卷解释为一个“伦理学体系”（如休谟所指称的）提供了一把钥匙。一位当代的读者很有可能会说：休谟的说明是纯粹心理学的；它描述了道德规范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它如何从我们本性的基本习性中产生。我们说，这是心理学，而不是道德哲学。休谟只是没有提出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即关于正当和正义的正确的规范内容的问题。我认为，这样说是严重地误解了休谟。在《人性论》简短的最后段落（共由6个自然段组成）中，他讨论了三个哲学问题。我在此简要地勾勒这些内容，尽管不是按照他提出这些问题的顺序进行的。

在第4—5段（T：619—620），休谟陈述道，虽然正义是人为的，但是它的道德感却是自然的；而且他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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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了正义或者我称为实际上是正义之约定的最佳方案之牢固的、不可改变的基础（第Ⅲ讲第6节）。我们也许认为，像其他的世俗约定一样，这个约定是脆弱的、短暂的。但他针对此又说道：“这个正义由以建立的利益是最大的可想象的，并且延伸到一切时间和地点。它不可能由任何其他的发明来满足。它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最初形成时就显现出来。所有这些原因使得正义的规则是牢固的、不可改变的……就像人性一样。”（T：620）他补充说，如果这些规则是建立在原始本能基础上的，那它们就不会有更大的稳定性。人们也许像克拉克一样反驳说，如果它们是建立在从事物的本质推导出的适合性原则（这些原则被理论理性视为像几何学公理一样是必然的、自明的）基础上的，那它们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在休谟看来，这个更大的稳定性和不可变性只是一个幻想，因为这些观念和原则不能持续。其他哲学学说所宣称的道德规范更深厚、更可靠的基础并不存在。在任何情况下，什么能比人性只是其一部分的自然本身更不可改变呢？

有人也许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有道理，但休谟并未劳神回答过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什么应该是有道德的？这个问题对他和对康德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他们两人都对合理的利己主义者丝毫也不感兴趣，这些人要求人们说服他们，遵循德性是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或他们的好处。休谟认为，这个事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一点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致那些不理解它的人都是傻子。关于这一点，见他在《道德原理研究》第9节对狡猾的恶棍问题的回答，以及他在该书第7节前面几段有关想象的怪物的讨论。他确实认为这个答案是明显无疑的，这一点显见于他在《人性论》（T：620）最后一段的前半部分对它的简短回答，他在此考虑了德性的幸福和尊严。在实现对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的一种品质的欲望时，我们从别人眼里赢得了新的荣耀，赢得了能够经受住我们自己省察的安宁和内心满足。这大约就是他劳神给予回答的全部内容。

2.在第3段落里，休谟提出，他的伦理学体系比克拉克和哈奇森的伦理学体系优越（或者是我这样来解释他）。他说：“所有热爱德性的人”必定会乐于看到道德区别得自像同情这样高贵的来源，而且这些区别揭示了“人性的大度和能力”。休谟认为从日常生活看清楚显明的是，“道德感是灵魂所固有的一个原则”，并且是强有力地影响我们的原则。他在第3段继续说：

但是，这种道德感在反思自身时，认可了它由以得出的那些原则，并且只发现在其产生和起源方面伟大而善的东西，那它肯定会获得一种新的力量。那些把道德感归结为人的心智原始本能的人，也许以充分的权威来为德性的事业辩护；但要求这些人所具有的优势［如《人性论》的作者所具备的那样］，这些人以对人类的广泛同情来说明这种道德感。根据这后者的体系［本书的体系］，必须从中得到认可的不仅是德性，而且是德性感：不仅是这种德性感，而且是它从中得出的那些原则。因此，任何一方除了什么是可赞许的和善的以外，没有表达其他东西。（T：619）

这是一个重要的陈述。休谟说的是，他的人性科学也表明我们的道德感是反思地稳定的
 ：也就是当我们理解了我们道德感的基础（它如何与同情和我们的本性之倾向等相关联）之后，我们肯定它得自一个高贵而大度的来源。这个自我理解更牢固地培育了我们的道德感，并向我们展示了德性的幸福和尊严（T：620）。他宣称这是他的伦理学体系与克拉克和哈奇森的伦理学体系相比的长处之一；因为依他们的观点看，事物合适性或道德感的原因仍然是最晦暗不明的：它与人的情感和欲望没有清楚确定的联系。休谟认为，他（作为人性的解剖者）已经摆出了所有的相关事实，这些事实是说服我们应该接受并且快乐地对待我们的道德情感和我们的本性所需要的。这都是我称为他的自然信仰主义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休谟信仰主义的一个惊人的特征。人们也许会简单地以为道德感当然必须肯定其自身，因而在反思意义上是稳定的。除了其自身设置反对它自己的判断以外，这种道德感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标准呢？一旦我们回想后来的那些关于人性及其道德心理学的解剖者（马克思和尼采、弗洛伊德和帕累托［略提出几位］），这个想法立即就被抛弃掉了，他们的观点可以破坏并且质疑我们共同的道德情感。的确，这些损害性的观点在休谟的时代并非罕见，如霍布斯、曼德维尔（Mandeville）和拉罗什富科（Rochefoucauld）的例子提醒我们的那样。在这些伟大的道德学家当中，休谟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他对于自己是什么感到快乐和满意。他完全没有哀怨和失落感，没有罗曼蒂克的巨大悲痛和顾影自怜的迹象。他不对世界怨天尤人，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一个没有宗教之上帝并且因此而更好的世界。

附录 休谟否认与《人性论》有关

《人性论》以匿名方式出版，它在休谟一生中都未得到他的公开承认，虽然在他死后出版的《我的生活》和于1777年出的作者死后第一版Essays and Treatises
 的广告中得到了承认。在这则广告中，他也否认《人性论》的有效性。他说：

包含在本卷中的大部分原则和推理，曾在一部称为《人性论》的三卷本著作中发表：这是作者在离开大学之前就计划好的一部著作，他在此后不久即写成并出版了它。但他未发现其成功之处，感觉到他过早付梓的错误，于是在下述作品中将整部著作修订一新，他希望在此将他以前推理中的疏忽和表述上更多的疏漏予以纠正。但有几位以几种回应对作者的哲学表达敬意的作家，千方百计将火力对准这部作者从未承认的年少无知的著作，并且假装在任何优点方面获得的胜利，这是他们想象对它所取得的胜利：一种与坦诚和公平对待的规则十分对立的做法，一个偏执狂觉得自己有权利用的那些论辩的诡计之强烈的例子。因此，作者的愿望是，仅把下述作品当作包含了他的哲学情感和原则的作品。

休谟所说的“他以前推理中的疏忽”指的是什么呢？我猜想，有两点与有关同情的观点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德原理研究》中同情的角色是由休谟所说的人性原则来担当的；有一个富启发性的注释解释了他为什么这样做。该注释说：

无需把我们的研究推远至追问我们为什么有人性或对他人的同胞情感。将此体验为人本性的一个原则，就足够了。我们在考察诸原因时必须止于某处；每一门学科都有一些普遍原则，超出这些原则，我们就不能期望发现任何更普遍的原则。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人的幸福和苦难绝对地无动于衷。前者有一种产生快乐的自然倾向；后者有产生痛苦的自然倾向。人人都可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一点。这些原理被分解成更简单和更普遍的原则，这是不大可能的。……但假如这是可能的，那它就不属于现在的这个议题了。（E：219—220注释）

也许休谟感到，在《人性论》中他把对同情的说明推得太远了。他也许还认识到，它解释了授予的情感，而这不是他所要的情感；而且如所表述的，他的说明依赖于一个关于自我的可疑观念，他渐渐觉得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假如这是他的观点，那他认为人性的原则是优先的原则这一点看起来是正确的。然而，让人悲叹的是看到他不承认《人性论》的有效性，而该书有许多精彩的部分，这些部分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比它更好或相称的替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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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ki， Hume’s Moral Theory
 ，pp.71—75.


 [2]
 关于前一个陈述，见T：526，他在那里把规定财产权的正义的约定称为三个基本的自然法则。


莱布尼茨（一）：形而上学的至善论

［关于莱布尼茨的这两次讲座是在康德讲座四和讲座五之间进行的。可以把它们做独立的解读，或者是放在康德讲座后半部分论证的语境下解读。——编者注］

§1 导言

1.我们讨论莱布尼茨（1646—1716）的目标是适度的。像康德一样，莱布尼茨的哲学学说内容广泛，非常复杂，我们在此只能论及几个与我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研究相关的议题。莱布尼茨是康德时代德国哲学的主导人物，康德肯定仔细研究过莱布尼茨已经出版的著作，我们将阅读其中的四本：《形而上学谈话》（Discourse
 ，1686）、《新体系》（New System
 ，1695）、《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Nature and Grace
 ，1714）和《证明》（Vindication
 ，《神正论》的附录，1710）。莱布尼茨的许多长篇幅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未出版（许多是未完成的，或者是短篇的片断），例如，《人类理智新论》直到1760年代中期才出版。正是沃尔夫使莱布尼茨的体系在德国广为人知，尽管是以相当浅显的形式出现。

如果康德于1760年代中期或1770年代去世，则他也许仍然被哲学史家当作深受莱布尼茨影响的稍微有趣的小人物。考察莱布尼茨的理由是，尽管康德越过了这些影响，并提出他自己的独特观点，但事实仍然是，莱布尼茨的观念常常以突出而微妙的方式规定了康德成熟期学说的形态。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加深对康德的理解，我们将考察其中的某些方面。

2.有五个论题是我希望强调的，虽然在专论莱布尼茨的两次讲座中我们将不讨论所有这五个论题，而是随着后面的展开，我们将考虑其中的一些问题。它们是：

首先，作为护教学、作为对信仰做辩护的哲学之观念。这个观念在《形而上学谈话》、《自然与神恩》、《证明》，当然还有《神正论》（我们不阅读此书）中显现出来。我们研习的这些作者都很关注近代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关注科学与广泛接受的道德信念之间的关系。
 
[1]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康德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是他们都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三人中，斯宾诺莎的方式是最激进的：他的泛神论加进了新的科学的和决定论的世界观，虽然还保留了一种宗教（却是一种异端的）学说的一些重要特征。他的观点是莱布尼茨和康德都不能接受的，他们都防止堕入所谓斯宾诺莎主义，这是当时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与此类似，在17世纪后期，堕入霍布斯主义也同样是要避免的）。莱布尼茨对此特别担忧，有人认为他并不成功，在他的观点中有深度的斯宾诺莎元素。

在我们研究的作家中，莱布尼茨是伟大的保守派，这是就该词的最佳而言的。就是说，他完全接受了一种正统的基督教观点，他正视并且掌握（他的确也贡献于）他时代的新科学，在他的哲学神学中运用了它。他是一个伟大的保守派，这就像阿奎那是13世纪的保守派一样：阿奎那正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并在他重新阐述基督教神学的杰出的《神学大全》中，运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和目标。类似地，莱布尼茨把近代科学加进传统哲学神学中；在这个扩大的、修改了的图式中，他试图解决所有突出的问题。因此，（例如）他在其真理定义中，在有关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的区分中，在他对自由意志与上帝的先见之明的说明中，以及他在《神正论》中对上帝的正义的证明中，都运用了新科学。更有甚者，莱布尼茨意图将《形而上学谈话》作为他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欲重新统一新教的各个教派，并且将此超越而重新统一天主教和新教。他希望其思想框架将能解决主要的神学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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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莱布尼茨的道德哲学（如我将称呼它的，形而上学的至善论）不如其他人那样具有原创性，但与休谟和康德比，它仍然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学说，并且具有特别的启发性。

另一个观念是，道德哲学重要的是研究创造的伦理学，即研究指导神圣意志在创造世界过程中的善与恶、对与错的原则。这个道德哲学观念在《神正论》和《证明》中显而易见，但它在我们阅读的其他材料中也是清楚的。它还与前面关于哲学作为信仰的辩护的观念密切相关。虽然莱布尼茨在《神正论》里以一种人们熟悉的方式论证了上帝存在，并且出于道德的必然性而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第一部分第7—10段），但这部著作的这一部分是简略的。从大部分来看，他看起来认为这作为一种信仰学说是理所当然的。

像其他护教作者一样，莱布尼茨竭力迎击对基督教信仰的否定，并要表明它是与理性的信念完全相容的。通过坚持从信仰的观点看，提出来针对它的各种否定意见并未能表明它是不合乎理性的或者是不自洽的，他由此对信仰做了辩护。为了肯定此信仰，一个人不必证明其各种信念。而是只要反驳各种否定意见就足够了，为达此目的，只要陈述可表明这些否定意见可以是错误的某些可能性，也就足够了。这就确定了那些否定意见并不是结论性的，因而信仰可以成立。因此，如果莱布尼茨能够说出（比如）上帝何以能预见并允许犹大的罪过同时又让上帝不被责备，那么，《神正论》的护教目的就成功了。

第三个观念是事物最完善状态的观念：这个观念可以在《形而上学谈话》的最后，在《自然与神恩》，以及当然还有在《神正论》中找到。对它的一个简明陈述见于《自然与神恩》§15。这是一个传统的观念，但它的莱布尼茨版本包含了后来在康德那里发现的一些突出的方面。莱布尼茨在此谈到我们作为成员借助于我们的理性而进入上帝之城；这个城市是最完善的国家，由所有君王中最伟大、最优秀者所组建和统治。那里没有不受惩罚的犯罪，没有无相应比例报偿的善行，并且最后一个条件是，有尽可能多的德性和幸福。请特别注意，这个最完善的国家不扰乱自然或破坏自然的规律；而是依照前定的和谐所给定的自然事物的秩序，“自然本身导向神恩，而运用自然的神恩又完善了自然”。回想一下KP：43，康德在那里说：道德律（当我们遵循它时）“赋予作为感性自然的可感知的世界以智性世界的形式”，同时并不干涉它的规律。

与实践信念的假设相关，一个关于至善的类比观念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辨证论中很突出；它在此的角色看起来相当成问题，并产生了严重的解释上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将必须考虑康德的至善观念以何种方式类似于莱布尼茨最完善的状态。有时，康德采用在莱布尼茨那里找到的一个观念，却以一种很不同的方式运用它，例如，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不把自然最高系统的统一的观念当做一个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把它当做用以指导为知性知识排序的思辨理性的一个调整性观念。我们将询问：康德在至善观念上是否做了类似的事情，他对此观念的运用是否与他对道德律的阐述相融洽？

莱布尼茨的另外两个观念是我想在本讲和下一讲中探讨的。其中一个是形而上学的至善论观念，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81—88）和《实践理性批判》（40及其后）中将其视为一种他律的形式。我今天就考察这个观念。

另一个观念是自由及其与莱布尼茨关于个人的完整概念的理念之间的关系。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97）中批评这个观念并未好过“一只转叉狗的自由，这转叉狗一旦上紧了发条，也会自行运转下去”。我将在下一讲探讨莱布尼茨的自由理念，但作为准备工作，我在本讲第4节讨论他对真理的“谓词在主词中”的阐述。

§2 莱布尼茨形而上学至善论

1.如我已说过的，这个观点的一个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创造的伦理学：它具体规定了一些依赖上帝的理性、并且引导上帝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选择最好世界（最适合创造的世界）的原则。对莱布尼茨来说，上帝是绝对完美的存在（《形而上学谈话》§1），上帝要是行动得不如他能够行动的那样完善，那上帝就会不完善地行动了（同上，§3）。

因此，由于上帝是全能的（全能是上帝的一种完善），而且上帝知道哪个世界是最完美的（全知是上帝的另一种完善），上帝便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也就是最完美的世界。由此，目前存在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不相信这一点，就不值得有信仰，因为这就是不相信上帝在智慧和善方面是完善的。

2.有时，莱布尼茨也陈述了概括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世界的特征的原则。例如他说，无论上帝有可能以何种方式创造了世界，这个世界总是规则的，并且处于一定的秩序中。因为任何世界都必须有规律：“但是，上帝选定了最完美的
 ［可能世界］，这就是说，这个世界［在可能的世界中］同时是在所有假设当中最简单的
 ，又是在现象上最丰富的
 ”，正如下述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即“以几何学上的一根线［比如考虑一个圆］为例，它的构建是简单的，但是，它的属性和效应却极端突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形而上学谈话》§6）。

莱布尼茨还说，世界完美之样式只通过如此的比较来不完美地表达出来，但这些比较帮助我们至少以某种方式设想不能用别的方式表现的东西。目前存在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这是在那些有可能存在的对象当中最完美者的意义上最好的。之所以如此，乃因为上帝是绝对完善的，而且，如果上帝创造了一个不同于我们当前世界的世界，即便是以最小的方式，上帝也会不完美地行动了。

3.现在，除了作为一种创造的伦理学以外，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至善论还有下述特征：

在宇宙中存在一个由神圣的自然（在莱布尼茨那里）所决定和赋予的道德秩序，一个先于并独立于我们、从神圣的完善中流射出的秩序，这个秩序为人类德性规定了恰当的道德理想和观念，以及正当和公正的原则之基础。

由于上帝的完善必然包含道德的完善，上帝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只要可能并且适合像我们这样的自由和智慧的精神，就去模仿上帝。道德生活是模仿上帝的一种形式（《形而上学谈话》§9，15，36；《自然与神恩》§14）。

上面在说到道德秩序先于并独立于我们时，我不是意指它如休谟所说是植根于我们特定的自然心理的构成中的。如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它也不是一个隐含于我们的纯粹实践理性中并且由其构建的秩序，我相信康德会这样认为。

在这个方面，莱布尼茨的学说类似于克拉克理性论的直觉主义。像克拉克一样，他坚持认为，那些规定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世界的完善原则是永恒的真理：它们取决于并依靠神的理性。这些真理高于并先于神的意志。莱布尼茨坚持这个观点（例如反对笛卡尔主义），并早在《形而上学谈话》第2节中作了陈述。

4.莱布尼茨至善论的第三个特征是：它是多元主义的，这就是说，存在两个或更多的第一原则，这些原则规定某些至善论的价值（善与恶之类），每个原则在指认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世界方面都扮演一个角色。最好的世界（考虑了所有事物之后）是通过各种各样完善性的最恰当的平衡而得到规定的。它不是通过考察哪一种完善性把其本身所采纳的任何一个原则（或价值）的实现最大化而得以发现的。各种完善性最适当的平衡，从而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完美的世界，是上帝知道的，但莱布尼兹会说，我们不能绝对正式地陈述这个平衡是如何决定的，或者该判断是如何做出的。

通过刚刚引用的莱布尼茨的话来说明：世界的完善性的两个方面是，它是在假设上最简单的，同时是在现象上最丰富的。考虑两种完善性：

（1）假设上的简单性；

（2）现象上的丰富性。

这两方面是如何彼此平衡的呢？在其他事物平等的情况下，更大的简单性和更大的丰富性（多样性）事物可加到完善性上。但由于其中任一项都不可单独地最大化，则必须以某种方式在这些可能性中找到最佳的组合。完善性的最完美平衡取决于上帝的直观判断。我们对此不能说很多了。

通过《自然与神恩》（§10）中的下面这段话，同样的一些平衡问题更清楚地显现了出来：

从上帝的极端完美推导出他在创造宇宙时选择了最好的可能计划；这个计划是存在最多的种类，加上最大的秩序；最仔细利用的土地、空间、时间的计划：以最简单的手段产生的最大效果；在被创造的事物中宇宙能够允许的最大的力量、知识、幸福和善；因为，既然所有可能的事物都按照其在完善性中的比例而在上帝的知性中有其存在的主张，所有这些主张的结果必定是最完美的实际的可能世界。

在这里，我们仍然有相互间平衡的进一步价值观，这包括在维持最大的总体完善性的过程中将各种善与各种恶相平衡。因此，莱布尼兹经常付诸一种美学的类比，如《关于人的自由的对话》（Dialogue on Human Freedom
 ，1695）所表明的；还可见《事物的终极起源》（The Ultimate Origination of Things
 ，Ariew and Garber：153）。“它有点像在音乐和绘画中发生的事情，因为阴影和不和谐音真的丰富了其他的部分，这些作品明智的作者从这些特殊的不完美中为其作品总体上的完美获得如此大的收益，以致为它们保留一个空间要比竭力消除它们好得多。因此，我们必须相信，上帝不会容许罪过，他也不会创造出他知道将是罪过的事物，假如他不能从它们当中得到一个比结果的恶无比大的善的话。”（Ariew and Garber：115）

这些都不意味着对莱布尼茨的批评。多元论形而上学的至善论是一种可能的道德学说。它的一个自然的根基无疑是创造的伦理学。就我所知，莱布尼茨从未对完善性的原则
 ，或者对至善论的基本价值观做过详细的、足够系统的说明。别的工作的压力总是很大，以致他未腾得出时间对此论述。我们不得不从散见各处的片段和笔记中拼合出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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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概念

1.现在我们必须问：完善是什么呢？至善论的一个困难在于，虽然看起来相当清楚的是存在关于完善的直觉观念，但使它足够清楚却并不容易。

莱布尼茨试图在《形而上学谈话》§1中概括完善性的特征。他说：“关于［完善］肯定能够说的一件事是，那些在最高程度上不能允许它的形式或性质，比如数字或图形的性质，就不承认完善性。”

莱布尼茨说，数字就其规模（相对于其他）而言，并不承认完善性：并不存在最大的数字。这同样适用于面积。然而，上帝的力量和知识的确承认完善，因为全能和全知是恰当界定了的上限。比如，全能是有能力创造任何一个可能的世界，而全知则是知道所有这些世界（它们的内容和可能的历史）直到其细枝末节，并且知道哪个世界是最好的以及为什么是。因此，全能和全知是上帝的完善。

这个直觉观念看起来是这样的，使得一个事物更多或更少完善的属性必须至少是这样的属性，即它们具有得自该属性性质或得自该事物之本性的一个自然的上限。可以增加到超过任何极限的一个事物的属性（如该事物的性质所给定的），不可能是一个完善性。这就为完善性设定了一个必要条件。

2.让我们通过考察一些常识的例子来尝试获得该直觉观念的感觉。首先考虑人工制品：一块完美的手表或一把完美的尺子。一块完美的手表保持显示准确的（精准的）时间，一直精确到可以计量任何事物的最小时间单位。随着物理学的发展，需要更精确的钟表（比如原子钟）。一把完美的尺子具有（比如说）一条完全直的边，上面刻有完全精确的长度单位（也是我们能够在实践中区别出来的模量）。存在一个作为限制的完美地直的边（线）的概念，但并不存在一个完美地长的线的观念，因为长度像面积一样，不具有固有的上限。

下面考虑我们在某些活动中承担的角色以及这些活动本身。一位完美的棒球游击手在一个赛季没有出过差错，完成了所有的双杀，而且，这一切虽有某种优雅和风格，但仍然保持在正常人的能力和技能的范围以内。一位完美的游击手并不拥有超人的敏捷、速度或投臂。某些约束和限制是由人的能力的通常范围给出的。

我们还能提出关于完美的棒球比赛的某个观念；而且这不同于任何一种完美比赛的观念，这是一个困难得多的观念，也许是太模糊，以致无法应用。（在棒球中，“完美的比赛”这个术语意指某种无安打的赛局。但这不是一场完美的比赛！它在可取的性质上也太不平衡了。）尝试一下其他的完美观念：一首完美的音乐、一首完美的奏鸣曲、一首完美的古典奏鸣曲、一首完美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或者专指一出完美的歌剧、一出完美的意大利歌剧（风格）、一出完美的威尔第歌剧（个人风格），如此等等。每一个观念都比前而的观念更精确。

3.对这些例子的总结表明，关于完善性的直觉观念看起来是下述两种情况之一：

（a）关于多元标准如何得到满足或例示的恰当平衡，该平衡具有一种从相关对象的概念产生的内部限制，加上某些自然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如果任何一个标准在更大或更小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则该平衡就会恶化。或者是：

（b）在某些情况中，比如直线的情况，一个特征可以有一种内部的限制，同时也足以使相关的对象成为完善的。

对于完善性的直觉观念的这种解释是不清晰的。我认为，只有通过一些事例和比较，并通过确定我们想对它进行的特殊的运用，才能使它变得更突出。所以，可以对比一下作为一种道德学说的至善论的多元论与出现于古典功利主义中的幸福最大化的观念（作为唯一的原则）。后者没有内部的限制。任何限制都是从外部作为限制条件加入的：一个人使幸福最大化，受制于特定的限制条件，无论这些条件是什么。而且这些限制可能依情况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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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以，对至善论看起来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情况下的完善概念应该从内部：从至善论属性的本性，或者从完善的或具有完善的平衡的事物的本性来具体规定它的限制或平衡，至少是在重要的部分。因此，完善性包含内部规定了的完备性概念：少一点就不好了，多一点也不需要。一个限制或平衡的达成不是由随情况而异的限制条件从外部决定的，正如在下述情况中那样，幸福最大化是由有限的资源或有限的时间和能力所限制，随时间而变化。这无疑留下了很多模糊之处！

4.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至善论呢？在此情况下，完善是一个完美的存在者的完善。上帝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存在者。因而莱布尼茨认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存在者的概念，这个存在者具有全知和全能的属性，以及道德上的完善性：智慧、善和正义。并且，这个存在者不仅存在（因为存在是一种完善性），而且必然地存在着。上帝是必然地存在的。上帝也是简单的，不是由各部分组成的。上帝作为绝对完美的存在者，在下述意义上也是独立于所有被创造的存在者的，即上帝的存在并不取决于这些造物的存在。上帝也是自我满足的。

我将不讨论这些观念；我这里只提及它们，以便对形而上学的至善论概念有所了解：作为绝对完美的存在者的上帝的概念，上帝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

回想一下，莱布尼茨除开其在《神正论》第7—8段对上帝必然存在的论证，他并未试图在这部著作中向我们证明，这个世界是最好的或最完美的可能世界。足以证明此的理由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它们。莱布尼茨的目的则是为信仰提供辩护：赋予我们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即向我们展示相信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可能世界的依据。在讨论上帝是否引致犹大犯罪的问题并做出否定的答案时，莱布尼茨说：“知道（上帝在所有世界中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而不理解它，这就足够了。”（《形而上学谈话》§30）对什么足够了呢？对信仰和虔诚。

§4 莱布尼茨谓词在主词中的真理理论

1.我现在对我称为莱布尼茨“谓词在主词中（ predicate-in-subject）”的真理理论做很简略的勾画。我将此视为下一讲考虑他有关自由的论述的准备工作，其意图是解释（比如）为什么上帝在创造犹大时并没有引致犹大犯罪，以及何以上帝虽预见到并允许犹大犯下罪过，但犹大却是自由地犯罪的。对真理的这种说明必须允许莱布尼茨持有如下主张：

（a）世界是由上帝自由地创造的，上帝具有理性、道德完善和意志等属性，并且以最好的理由不是随意地或出于逻辑的必然性而创造了世界。

（b）这要求实际的世界必须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构成这个世界的那些被创造的事物（完全的实体）必须是真的被造出来的，具有促使它们按照自己的原则去行动的其自身的主动力量和倾向。

正如我们将在下次讨论的，莱布尼茨把被造事物视为受它们自己的主动力量所促使的，而他觉得笛卡尔不这样认为；他看待被造的事物也不同于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把它们只是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的各种属性或样式，而莱布尼茨则认为是一些真正的实体。

2.表述莱布尼茨的观点的一个方式是把他设想是从关于什么是真命题的观念出发的。也许可以把他的基本思想表达如下：

当且仅当一个命题的谓词所表达的概念被包含在它的主词所表达的概念当中时，这个命题才是真的。

由此莱布尼茨说：“谓词是呈现在主词中的；否则我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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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Necessary and Contingent Truths
 （ca.1686））对莱布尼茨的谓词在主词中的真理理论有相当充分的陈述。在下述这段取自该论文的引文中，第一部分断言所有的知识都有支持其真理性的一个先天的理由；第二部分把必然真理界定为关于依靠神圣理性的事物之本质的真理；第三部分把偶然真理的特征概括为关于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真理。

1.一个肯定的真理是其谓词在主词之中的真理；因而在每个真正的肯定的命题中，无论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命题，该谓词的概念是以某种方式包含在主词的概念中了。而且，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包含在主词的概念中的：任何一个人要想像上帝理解那样完美地理解两个概念中的每一个，那他会通过该事实而设想谓词是在语词中的。由此推导出，在上帝中的命题的所有知识，无论是简单的知识，即关于事物的本质的知识，或者无论它是视觉的知识，即关于事实存在的知识，还只是关于有条件存在的中介的知识，都直接得自对每个能够成为任何一个命题的主词或谓词的项的完美理解。也就是说，关于复杂事物的先天知识产生于对并非复杂的事物的理解。

2.一个绝对必然的命题是这样的命题，能够把它（以有限数目的步骤）在同一的命题里加以解决，或者它的反对命题蕴含了一个矛盾。

3.至于偶然真理的情况，即使谓词确实已经包含在主词中，人们也决不能达成一种示范或认同，纵然对每个项的解答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在这些情况中，只有一劳永逸地掌握无限性的上帝，才能够看到其中之一项如何处于另一项当中，并且能够先天地理解偶然性的完美理由；在各种造物中，这是由经验后天地提供的。

3.解释：以命题“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为例。在此命题中，“恺撒”是主词。这个命题是偶然的，因为它关涉事物之存在：它指涉了某个处于时间和空间中的个体，即历史上的个人恺撒。其主词表达的是恺撒这个完全的个体概念（或观念）。（莱布尼茨主张，一个个别实体的专有名词，比如“恺撒”，表达了一个完全的个体概念。）其谓词项是“渡过了卢比孔河”，表达渡过卢比孔河的复杂属性。

当且仅当由谓词项“渡过了卢比孔河”所表达的概念被包含在由主词项即专有名词“恺撒”所表达的完全的个体概念之中时，由句子“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所表达的命题才是真的。

这里，莱布尼茨用“被包含在”意指被包含在对构成有关恺撒完全的个体概念的所有属性的完全的分析中。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这个完全的个体概念包含了构成恺撒的特征的每件事情。它包含渡过了卢比孔、法萨卢斯战役的胜利者、罗马的独裁者的属性；它还包含自亚当以来第n代后裔，在圣保罗于罗马殉难的一个多世纪之前，在罗马遭到暗杀，如此等等。每个实体（单子）从其自身的观点看都反映了整个宇宙，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宇宙；因此，它反映了它所属的宇宙的无限多方面的最细微的部分。正如莱布尼茨在与阿诺尔德的一次通信中所写的：“任何一个世界的每个可能的个体在他的概念中都包含了他世界的规律。”（Mason：43）

4.我在上面的第2小节说过，表述莱布尼茨有关真理的论述的一个方式是从他关于真命题是其中的谓词概念处于主词概念之中的命题的观念着手。但是，另一个着手的方式是从他关于个别事或单子（借用他的术语）的完全概念的想法开始。为达此目的，让我们把单子视为由它所有属性的完整清单所表征，这个清单不只是任何特定时间里的完整清单，而且是它在每个时间瞬间的所有属性的完整清单。因此，当我们说有关单子的某件事情是真的时候，谓词概念必须处于主词概念之中，也就是说，它必须出现在表征该单子的完整的（无限的）清单的某个地方。

从这个关于个别事物或单子的观念出发，我们如何可以设想上帝选择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以及为什么这个过程 （以我们看待它而不是上帝看待它的方式）应当包含一个永不结束的无穷决定呢？先从我们可称为赤裸的
 单子开始：取决于上帝的理性的那些可能的单子（像一切可能的事物一样）。它们的标志是，其属性的清单不包含反映任何（一个或多个）其他单子属性的任何属性。在由两个赤裸单子构成的世界里，其中任何一个单子都不反映另一个。

5.下面想象一下一个由部分反映着
 的单子构成的世界。回忆一下《单子论》§7所说的，单子是封闭的：也就是相互之间不因果地起作用的完全的实体。然而，它们的确相互反映着对方的属性。因此，一个由部分反映着的单子组成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其中每个单子反映至少一个或几个其他单子的属性。没有一个单子是完全自足的，但有些单子至少是部分的，因为有一些单子的属性是它们所无法反映的。由此我们转到一个由完全反映着
 的单子构成的世界。从任何一个单子的属性清单，我们可以认清所有其他单子的一切属性。这样一来，使一个单子区别于另一个单子的，不是它们的属性清单本身存有差别，而是每个单子的反映属性乃由该单子对宇宙的观点来编排索引的。因为每个单子从其自身的观点来表述宇宙，单子相互之间就区分开来，这可以从它们的反映属性编排索引的方式看出来。

现在，向一个由时间维度调整的
 完全反映着的单子组成的世界再进一步。我由此意指每个单子的反映属性排列在恰当的时间序列中，这样，这些单子反映的是恰当时刻相互间的状态：我们因而有了一个莱布尼茨所谓前定的和谐得到了满足的世界。我们然后想象一下，上帝只关注满足这个条件的那些世界，其理由是，只有这一类世界才能够包含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莱布尼茨在《单子论》（§56，58）中说：“所有被造事物相互之间、每一个与所有其他事物之间的……这种交互关联所产生的结果是，每一个简单的实体都具有表达所有其他实体的关系……（并且）每个简单实体都是宇宙永恒的、活生生的镜子。……这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种类的一种方式，但却以可能的最大秩序为准，就是说，它是获得尽可能完善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略图中，我假设赤裸的单子、部分反映着的单子及其他单子都是处于神圣理性中的可能的单子。为什么只存在一个由时间维度调整的、完全反映着的单子组成的世界，其理由在于上帝在完善性原则指导下自由地选定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这个略图也展示了为什么上帝对最好世界的选定包含了无穷多的比较，这远远超出了任何有限的智慧之能力范围。我们能够理解，鉴于莱布尼茨的单子（无论是赤裸的单子还是其他单子）观念，关于一个单子的所有真命题的谓词概念为什么将包含在它的主词概念之中。依据最好世界的前定的和谐，不仅渡过了卢比孔河的谓词概念将包含在恺撒的完全概念中，而且在圣保罗于罗马殉难的一个多世纪之前于罗马遭到暗杀这个谓词概念也将包含于其中。

6.莱布尼茨以他的真理理论和关于每个单子都从其自身观点反映宇宙的单子观念，解释了充足理由律，以及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之间的区别，因此：

（a）每个命题必须或者是真，或者是假的；

（b）一个命题是真还是假，乃依据其主词项和谓词项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概念包含（如上面已经解释的）关系：当包含关系成立时，它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

（c）所以，对每一个任何类型的命题，都存在（上帝已知的）对它的一个先天的证明。这个证明一般采取对主词项所表达的概念进行分析的形式，证明进行到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包含了谓词项所表达的概念的地方（《形而上学谈话》§13；以及《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第1段）；

（d）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即对命题先天的证明能够以有限数目的步骤完成，该证明的最后一步将该命题还原为一个同一律（比如A是A，等等），以致它的否定将违反矛盾律，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必然真理。它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在上帝可以创造的任何一个世界里都是真的：它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是真的，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关于事物本质、关于数字和几何学对象以及关于道德的善和正义的可以有限步骤证明的真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第1、2段）；

（e）在这样一些情况中，即对命题的先天的证明不能在有限数目的步骤中完成，而是包含了对无限复杂的完全的个体概念的无限分析，甚至包含了对上帝有可能创造的其他世界的无穷多的比较，那么，这个命题就是偶然的，它的真理性取决于最佳原则。进行这样的证明会要求一种采取无限多步骤的分析，这些步骤永远无法完成。上帝看不到这种分析的终结，因为这种分析没有终点。但是，唯有上帝看到了答案——借助于上帝对各种可能性突然的直觉顿悟。

§5 对莱布尼茨真理观的评论

1.首先，上面的陈述（c）是充足理由律的一个形式：它说的是每个真命题都有对其真理性的一个先天的证明。莱布尼茨常常用“充足理由律”这个名称来指称各种不太普遍的原则。我认为，上述形式是该原则最一般的形式。因此他说：“存在所有推理的两个首要原则：矛盾的原则……和必须给出理由的原则，这就是说，每一个已知的真命题在本质上有一个先天的证明，或者说，对每个真理都可以给出一个理由，或者如通常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无原因地发生。算术和几何学不需要这个原则，但物理学和力学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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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段引文指出偶然真理何以取决于上帝对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的判定和选择。

对恺撒的这个谓词［他决心渡过卢比孔河］的证明不像对数字或几何学的证明那样绝对，但它预设了一系列事情作为前提，它们是上帝自由地选择了的，并建立在上帝的第一个判决的基础上，即总是做最完美的事情，也是建立在上帝就人性做出的判决［作为每一个判决的结果］的基础上的，即人将总是（尽管是自由地）做显得是最好的事情。……建立在此类判决基础上的每一个真理都是偶然的，尽管它是确定。（《形而上学谈话》§13 ［ Ariew and Garber：46］）

2.对莱布尼茨真理论的第二个评论是，今天我们把“先天的”（a priori）这个术语当作一个认识论的术语来运用。它说的是关于一个命题何以能够被知道，即它能够独立于经验地被人知道。然而，这不是莱布尼茨的“先天”的观念：当他说真命题有一个先天的证明时，他意指一个以使这些命题为真或假的终极理由为基础的证明。莱布尼茨显然并不意指我们（人类）能够独立于经验而知道偶然命题是真的。他头脑中所想的证明只能被上帝所知道，因为只有上帝通过对可能的存在物的直觉顿悟而看到必不可少的无穷分析之答案。

与前一个评论相关的另一个评论是，我们或许可以说，莱布尼茨的偶然观念是证明—理论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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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它在必然的与偶然的真命题之间做出区分是根据这些命题如何能够或实际地被一名全知者确立起来而定的。从下述情形可以看出这一点，即从他运用偶然性观念的方式，以及从他（比如）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下述说法看得出来：“这个原则是，如果不存在一个全知的心智能给出某事应该发生而不是不发生的理由的可能性，那任何事情都决不会发生”（“Bodeman’s Catalogue of Leibniz’s MSS”［1895］，载Wiener：95）。他在《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4.2）中还说：“存在的或偶然的命题完全不同于这些［关于本质的永恒真理］。它们的真理性只由无限的心智先天地理解，而不能由任何决定所证明。”这些引文表明从上帝的观点来看莱布尼茨关于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的区别所达到的程度。

3.第三个评论：有诱惑力的是，以一些要求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答案的无限分析的证明来反对莱布尼茨对偶然性的论述，并未给予我们一个实在的、真实的偶然性观念。我们抱怨正在丢失的偶然性也许是个残酷的事实：也就是一个即使已知每件事情也根本得不到解释的事实，例如，自然的终极规律，如果有的话。而这个偶然性观念恰恰是莱布尼茨所反对的：这违反了他的充足理由律。该原则要求，世界必须是彻头彻尾地完全可知的，诚然不是对我们而言，但对于一个完美的无限的智慧而言是的。因此，自然的终极规律即便作为从属的行为准则，也将显现其恰当的完善性。莱布尼茨认为，（比如）物理学规律以守恒定律的形式，以及导致变量的微积分的极大和极小原理均显示这一点（《形而上学谈话》§§19—22）。上帝面前没有看不清的东西。我们的世界满足这个条件，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其他信仰无疑也是对此）。它也是观念论的一个论题。

最后一个评论：我们在上面总结了莱布尼茨有关谓词在主词中学说的论述的两个起点观念。一个是关于真命题是其谓词概念处于主词概念之中的观念；另一个是关于单子是由它在时间中的所有属性的清单完全规定的封闭的精神生活形式的观念。自然会有这样的询问：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这两个起点观念哪一个较好，以及哪个先产生。

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我没有什么看法，虽然对其他文本的研讨也许能给出一个答案。当然我认为，第二个观念，即从封闭的单子开始的观念，也许是较好的观念：它更加深入莱布尼茨的整个学说，而且它与完善性观念一起使我们能够相当容易地看到，谓词在主词中的学说何以对所有真的、肯定的偶然命题都能成立。因此我觉得，它有更大的启发性，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让莱布尼茨的观点可以理解。当然，他还有一些别的想法，正如他把类比就用于对无穷级数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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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他提到无理数关系，并表明误差比任何一个指定的量小（《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第3段）。但是我不认为这些其他事项必然赋予谓词在主词中的学说以意义。上面讨论的单子的基本直觉观念看起来足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请注意，莱布尼茨的真理理论显然是为他的哲学神学和护教学的目的而构建的。它不是对我们人如何在我们的语言中学习词项的意义和指称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所作的说明。莱布尼茨肯定不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他来说，这不是问题的要点。他并不试图解释我们对语言的运用，其词项是如何获得其意义和指称的。而是他要坚持对所有真理很一般的考量，这些真理被认为只有从上帝的观点来看才是完全可理解的。他认为，我们实际的语言以某种方式恰当地与这些真理相勾连；这使得我们能理解他的理论。这对于他的目的已经足够了。这不是我们今天认为属于语言哲学的东西，无论它对于这种哲学可能有多少启发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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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二）：作为主动实体的精神：它们的自由

§1 完全的个体概念包含主动的力量

1.我们在上一讲第4—5节讨论的莱布尼茨的谓词在主词中的真理论述，以及他有关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的区分，只要有助于他坚持两件事情，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两件事是：

（a）这个世界是由上帝自由地创造的，上帝具有理性、道德完善性和意志的属性，并且出于最好的理由而不是随意地或按照逻辑必然性而创造了这个世界。

（b）这就要求，实际世界必须是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的，构成这个世界的被造物（完全的实体）必须是真正被造出的事物，具有推动它们按照其自身的原则去行动的自己的主动力量和倾向。

现在，莱布尼茨相信，要言说上帝的或任何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就必须存在不同的选项：这是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因而他认为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的，以及其他不太让人喜欢的世界，包括存有许多罪恶的世界，都是可能的，而上帝对于最好世界的选择则是偶然的。可是，我们要如何理解一个可能的世界？

根据罗伯特·亚当斯的建议，也许最清楚的解释是提出一个可能世界的基本概念，就像我们提出关于个体的完全的概念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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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个体的概念本身不包含矛盾：它有一个自洽的描述。我们通过把多样的个体或单子结合进一个世界，并通过假设由前定的和谐安排的单子间的关系，而得到了一个可能世界的基本概念。如果这样做了以后如此设想的世界有一个自洽的描述并且不包含矛盾，那么，莱布尼茨说这本身就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在不加入上帝对最好世界的选择的前提下具体规定各种可能的世界，我们就避免了由上帝对最好的可能世界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这一事实所产生的任何复杂情况。它至少在道德上是必然的，也就是出于道德的理由或上帝的道德完善性的要求，它在实践上是必然的。可是，我避免纠缠于这一问题，该问题困扰了莱布尼茨，他看起来从来未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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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到过上帝创造了最好世界的命题是偶然的命题，虽然他确实认为它在道德上是必然的。

2.为了满足上面的条件（b），莱布尼茨希望他关于谓词在主词中的真理观能使他把完全的个别的实体视为真正被造的事物，而且因为此原因，它们必须具有其自身的主动力量。在他看来，这对于精神（拥有理性和意志的心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使这些心智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思索、慎思和行动，成为自发地主动的，自愿受感动，并且能够遵循其理性的决定。这些心智所经历的思想、情感和行动的接续一定不只是无生命的事件发生（只是神圣图景所显现的一部分），莱布尼茨认为情况就是如此，这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看法不同。

为了解释莱布尼茨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批评，让我们开始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完全的个体概念，如果其相关的实体是精神，那会是谁的概念。首先假定，我们把恺撒的完全的个体概念视为恺撒生平的完整故事（让我们为了简便而把自己限于这一点）。该故事从恺撒在如此这般的一个时间开始，他渡过了卢比孔河，他的被刺杀，以及其他。我们对此再加上恺撒的思想、情感、欲望和感觉等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个故事复述了恺撒一生中完全的、充分的事件序列。可以把这个生平看作是恺撒的完整影片。鉴于这个故事，我们假设当上帝创造恺撒时，上帝创造了这部影片中的许多镜头，每个镜头平稳地跟随此前的镜头，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生平的持续的显现。

照此观点，个别实体的概念是一个生平（可能）的完整故事的概念。一个生平被视为持续的镜头序列；可以说，这些镜头是画面，其本身没有主动的力量。这就是莱布尼茨如何看待笛卡尔的偶因论和斯宾诺莎把世界视为具有无限多属性和样式的单一实体的观点。

3.莱布尼茨完全的个体概念是相当不同的。这个概念不是关于（比如）在影片中叙述的一个生平故事的概念，而是一个拥有其自身力量的主动实体的概念，这个主动实体从其自身内部和它的整个当下状态出发进行慎思和行动，按照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自发地、自愿地运动到另一个状态。莱布尼茨认为完全的个体概念取决于上帝的智慧，以致包含了这些力量的概念。因此，莱布尼茨这样谈论我们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只是可能的，那么，这个世界中包含了作为可能性的某些运动的某个人的个体概念，则会包含我们的运动规律……但是……作为单纯的可能性……任何世界的每个可能的个人在其概念中都包含他的世界的规律。”（《莱布尼兹—阿诺尔德通信集》，p.43）

最初创造个别实体时，上帝实现了而不是创造了这些作为完全概念的一部分的主动力量，因为上帝的裁决并不改变一个概念的内容，而只是让它存在。然后，这些主动的力量引起了状态在时间进程中持续的变化，并且按照概括了相关个人的特征的某些原则和规律而行动。

在物理学中，这些规律是足够简单的，以致我们能够从物理系统的当下状态的知识预见到它们的未来状态和结构。（我跳过莱布尼茨对此的论述；见他在《形而上学谈话》§§17—22和《新系统》［New System
 ］中的概述。）但是，对精神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存在这样一些，上帝能够从中预见到心智的思想和行动，但这些原则一般而言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按照我所理解的莱布尼茨，它们对不同的个体可以是不同的原则，尽管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例如，我们按照最大的明显的善来做选择的原则）。然而我认为，莱布尼茨否定这样的观念，即自然科学或社会思想能够确立这样一些原则和规律，可以根据它们来一般地预测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在实际的决定中，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慎思并明智地选择（《形而上学谈话》§§10，30）。我在下面还要回到这个议题。

4.现在，如我已经说过的，莱布尼茨把作为一个图画展示的生平的观念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联系起来。他认为这个理念否定真正的创造，因为按此观念，精神不是独立的、自由地主动的实体。莱布尼茨在对笛卡尔物理学的批判中论证了主动的力量。由于笛卡尔把物体简单地界定为广延，把运动只是界定为物体在空间中位置的移动（相对于其他物体），莱布尼茨认为，笛卡尔未能对力学的基本动力原则做出正确的说明。因为在笛卡尔物理学中，在只是作为广延的物体的本性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解释惯性或阻力，或者能够说明加速度及其与力之间的关系。笛卡尔看起来是以为，惯性和直线运动的规律（在缺少其他物体的情况下），是上帝的不变性和上帝保持恒定的运动总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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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莱布尼茨跟笛卡尔一样认为，上帝维护造出来的实体并让其保持存在。我们总是依赖上帝。但是莱布尼茨坚持，上帝创造实体是让它们具有一定的主动力量和倾向，物理学第一原则和规律是建立在这些力量的基础上的；而这并不包含上帝以直接反映其神性的方式对事物的创造和再创造。例如，莱布尼茨在对约翰·克利斯托夫·斯土尔姆（John Christopher Sturm）的论文《自然的理念》（“De Idolo Naturae”）所做的评论中说到这样的事物，斯土尔姆曾经说过，现在发生的事物的运动是上帝曾颁布的一条永恒律令的结果，而现在不需要上帝再颁布一个新命令了。莱布尼茨认为这个观点仍然是含混不清的（Wiene：142）：“因为我要问……这个命令是不是……原初就颁布的，它将事物归结为只是一个外在的称谓
 ；或者在形成它们的过程中，它在它们当中创造了创造了某个永久的印象，……一条存于内心的
 律令（虽然大多情况下都是它所存于其中的那些生命所不知道的），由此而发生了所有的行动和所有的情感”（《论自然本身；或者论存在于被造的事物及其活动中的力》［On Nature Itself；or On the Force Residing in Created Things and their Actions
 ］［1698］）。

莱布尼茨继续说，前一个观点看起来是笛卡尔的观点（偶因论），而后一个观点看起来是最真实的。他进而说（同上：142）：“这条过去的律令如今并不存在，［所以］除非它当时及此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并起着作用，否则它就不能产生任何东西。……下述说法是不充分的……即在创造事物时……上帝意愿这些事物在取得进展时应当遵循某个规律，如果……在它们当中没有产生持久的效应的话。毋庸置疑，它是与下述有关神圣力量和意志的观念相矛盾的……即上帝应该意欲、但在其自愿意志中创造……无物；他总是行动，但决不产生效果；他未留下任何作品
 。”

莱布尼茨认为，我们必须说（同上：143）：“上帝颁布的律令自身在事物上留下了某些踪迹；如果事物是这样形成的……即让它们适合实现立法者的意志，那么，……某个……形式或力量……就在事物上面打下了烙印，由此而发生了符合第一命令规范的一系列现象。”他还说（同上：144及其后）：“事物的实体本身在于其行动和承受的力量，由此而推导出，如果一个具有某种恒久性的力量不能被神圣的力量在它们上面打下烙印，那么，甚至有持久力的事物都不能创造出来”，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同上：145）“一切事物就都只是一个永恒的、神圣的实体的某些短暂的或逐渐消逝的修饰和……幻影”。

这最后一段评语提出了上面关于神圣图景的观念，一种被莱布尼茨归咎于斯宾诺莎的“有害的学说”。我们由此来结束我们对莱布尼茨关于单子的主动力量及其真正的、内在的自发性的论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自发性是合理的精神之真正自由进一步的必要条件。

§2 作为个别合理实体的精神

1.我们已经看到，莱布尼茨想坚持的观点是，实体真正地从在它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并且可以算作其自身的力量和原则来行动。此外，他还主张，在有能力进行慎思的合理的精神的情况中，这些原则和力量不是物理学和社会思想可以解释的。自我意识的、合理的心智具有独特的行动力量和原则，他们至少是部分地、虽然如我们将看到不是完全地以这些力量和原则。正如已经指出的，其中的一个原则是精神为了最大的明显的善的缘故而行动（《形而上学谈话》§30：1）。其结果是，一个个别的合理的实体完全的概念在其本身中即包含了其主动力量的概念和带有其发展规律的打上烙印的原则。

对此我们还能加上一点，即不仅是这些不可由物理学和社会科学解释的原则和规律，而且还存在一个个体精神（作为一个可能的个体）的完全的概念，与此配对的是任何一种我们能够想象并自洽地描述的自由而自发的、理性而自我意识、自我决定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描述它，那么，要是该个体是由这个属于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概念所规定的，上帝就会使它存在。我认为，莱布尼茨会说，他的体系允许我们能够无矛盾地想象到的最自由和自我决定的、理性的生命之真实可能性。可以把这样的生命称为真正的自由。然后他会说，他的学说并不排斥它。

为了公平对待莱布尼茨，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当然，我在此抽象于关于上帝对我们的行为拥有的预知，包括上帝对我们的思想和我们未来慎思的过程的预知。我不拟讨论上帝的预知是否与我们的自由不相容的问题。我是说把这个问题搁置一边，如莱布尼茨事实上做的那样：当我们决定做什么时，这些哲学问题就没有实践的意义。当然，上帝预见到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但是，无论我们可能知道的多么多，都不存在可能的方式让自然科学或社会思想能够预见或预测到我们的慎思和行动。我们也不能预见到（《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第7段）。作为精神，我们的任务总是在我们寻求确定最大的明显的善时通过理性和慎思来做出决定（《形而上学谈话》§§10，30）。

2.这些观点需要进一步的详述。在讨论上帝对个别实体诱因的奇迹和行动时，莱布尼茨在一般秩序和普遍规律之间做了区别，后者是高于“从属的定律”的（《形而上学谈话》§16）。我认定这些从属的定律是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规律。这些规律简单到足够让我们知道。虽然奇迹有可能与这些规律不一致，但它们并非与上帝创造的一般秩序和普遍规律相冲突。莱布尼茨说（《形而上学谈话》§16）：“我说上帝的奇迹和上帝非凡的壮举具有这样的奇特性质，它们不能由任何被造的精神之推理所预见，无论这精神多么有知识，因为对一般秩序的独特领悟超越了所有这一切。另一方面，我们称为自然的每个事物取决于造物能够理解的不太一般的定理。”他在《新体系》§5中说：

我们决不应该对不同层级的心智或合理的心灵漠不关心，其中较高层级的心智要比埋藏在物质中的这些形式不可比拟地完善，后者可与小的诸神相比，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治理心智就像君王治理他的臣民，甚至像父亲照料他的子女，而他对待其他实体，就像工程师操纵他的机器。因此，心智具有将它们置于物质的运转之上的特殊的规律；我们可以说，其他每个事物都只是为它们而造的。（Wiener：108—109）

还有在§8：“理性的心灵遵从高得多的规律，并且免除有可能使他们失去作为一个精神社会的公民的品质的任何事情。［我把这个社会称为上帝之城］。”（Wiener：110）

这些和其他的段落提示：莱布尼茨主张，对我们来说，没有办法利用自然规律（从属的定理）来预见合理的精神之思想和慎思。我们知道某些一般的原则，譬如我们根据最大的明显的善来做出选择，但是该原则并未告诉我们实际选择的任何具体内容。然而，关于我们应如何考量莱布尼茨所说的合理的精神所遵循的较高层级的规律则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3.也许我们能说出诸如此类的话。在《形而上学谈话》§6中，莱布尼茨在上帝的普通行为和非凡行为之间做了区分，他认为上帝并未跳出秩序做任何事情。那些算作非凡事情的只是相关于已经建立的秩序而言；每件事物都遵循（最高的）普遍秩序。他还说，不存在如此不规则的事物，以致我们不能法找到一个概念、一个规则或者一个方程式来概括其特性。所以：“如果某个人一笔划出一条线，它一会是直线，一会是曲线，一会是另一种性质的线，那就有可能找到这条线上所有的点所共有的一个概念、一个规则或一个方程式，根据它们，这些同样的变化必定发生。……不存在这样一个面……它的轮廓线并不形成一条几何线的一部分，并且不能以根据一个规则的某种运动用一笔追踪它。但当一个规则是复杂的规则时，符合它的事物就算作不规则的。”

莱布尼茨还谨慎地加上一句：他并不是主张通过这些评语来解释任何事情；他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可能为了虔诚的和宗教的目的来考量这个世界。我认为，一个人在此仍然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即每个合理的心灵都有支配其主动力量和自由的精神生活的其自身的特定原则（之所以是自由的，乃因为它在智性和慎思上都分担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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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使这些原则和力量对于每个精神（人）都是独特的，除却某些共同特征以外，世界仍然是有序的。

莱布尼茨在《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第6段中甚至说：“自由的或聪慧的精神……在一种对上帝的模仿中拥有某件更伟大和绝妙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受某些特定的从属的宇宙规律所制约，但实际上依据私人的奇迹来行动，唯独依靠他们自己力量的首创性，通过期待终极原因，他们中断了……按照他们的意志行动的有效的因果进程……以致在心智的情况下，不能确立从属的宇宙规律（如在［物理的］物体中是可能的那样），这些规律足以预测一个心智的选择。”

那么，我的结论是，莱布尼茨认为，上帝为每一个合理的精神规定了一个特别的或私人的律令。让我们说，这个原则表达了一种精神的个别性：当它表达其特别的生命形式和用以反映宇宙的观点时，它就显示了其独特的个别性。鉴于合理的精神的傅里叶级数的原则，这些可能的原则的范围宽广到足够允许那些我们能前后一致地描述的任何形式的智性和道德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面说，莱布尼茨认为他的体系为所有形式自由的道德生活留下了空间。它能够承认我们认为是这样的生活所要求的任何标准，只要这些标准的应用能够得到前后一致的描述。

§3 真正的自由

1.至此（§1—2），我们已经探讨了莱布尼茨有关合理的精神之自由的观点中的两个要素：其自发性和个别性。虽然康德和其他人已发现他的人之自由的观点不令人满意，但我仍然要以我能做到的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它，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冲突究竟在何处。就像任何重要的案例一样，这绝不容易做到，而且我们也许无法成功。

现在，关于自由的问题，莱布尼茨是一位决定论者和相容论者：他认为自由和某个特别类型的决定论并不是不相容的。我之所以说某个特别类型的决定论，乃是因为反对关于他的观点看起来很像斯宾诺莎的观点的说法是自然的。但是莱布尼茨的答案是，反对这样的决定论是错误的：即重要的是起决定作用的终极的、主动的力量之性质。依照他的观点，这些终极的、主动的力量是上帝的智慧和道德的完善，加上上帝的伟大（力量和全知）。这意味着真正的思想和健全的道德判断规定了世界的最终进程，并决定其形式和结构。而且，合理的精神是自发的、个别的，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形式。超出这一点，决定他们的思想和判断的可以是健全的推理和慎思。他在《神正论》（见§288—290，303）中人所熟悉的关于自由的论述中说：

自由……在于理智，这包括有关慎思对象的清楚的知识，在于自发性，由此我们做出决定，在于偶然性，也就是在于排除了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理智可以说是自由的灵魂，其余的是作为它的肉体和基础。自由的实体是自我决定的，所依据的是知性所感知的动机和善，知性倾向于它却不强迫它；自由的所有条件由这几个词来构成。但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自发性中表现出来的不完善，包含在我们的偶然性中的不可错的决定性，既没有毁坏自由，也没有毁坏偶然性。

莱布尼茨在此陈述了一个自由行动的三个条件：理智、自发性和偶然性，我们还可对此加上个别性。更完全地表达一下，它们是：理智，即对慎思对象的清楚的知识；自发性，由此我们自己（以我们所独有的方式）决定要做的行为；以及偶然性，即逻辑的或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的缺席。这最后一项意指存在各种选项。如果只有一种选择，自由就是不可能的。2.在《神正论》§289，莱布尼茨这样来解释理智的含义：

我们的知识有两种类型，清晰的和混乱的。清晰的知识，或者叫理智，发生于理性的实际运用；但感觉向我们提供了混乱的思想。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按照清晰的知识而行动，我们就可免除束缚，但是，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混乱的，我们就成了激情的奴隶。……然而，一个奴隶，他纵然是奴隶，也有按照他所处的状况做选择的自由。……奴隶的恶劣状况，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状况，并不妨碍我们（更不要说他了）做出让我们最满意的自由选择。

至于自发性，莱布尼茨肯定了我们（在§1）讨论过的学说，即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完全的实体，在我们内心有自己行动的来源。出于前定的和谐，外部事物对我们没有影响。莱布尼茨小心谨慎地说，这只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才是真的。重要的是，自发性是我们和所有简单的实体所共有的；在理智的或自由的实体中，自发性是行动的主宰。进而在§191中，莱布尼茨这样写道：“它的个别性在于这样的永恒法则，它导致了指派给它的一系列感觉，自然地从一个感觉转到另一个感觉，表现指派给它的身体，并且根据适合这个简单实体的观点，通过它的媒介来表现整个宇宙。”

我再度指出，自由实体（以及其他实体）的个别性在于其本身独特的原则或法则，这些法则表现了它们的状况（感觉、知觉和思想）在时间中发展的序列的特征。

3.最后，我们来看作为各种选项存在的偶然性。莱布尼茨经常面对这样一种反对意见：上帝出于必然性选择了最好的世界。最好的世界是必然性上最好的。因此，如果上帝选择任何一个世界，上帝必选择这个（我们的）世界，这是必然的。因而上帝的选择并不是自由的。

莱布尼茨对此做了如下回答：一个未被选定的世界按其本身性质来说仍然是可能的。即便它对神圣意志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仍然能够成立。在我们在前面做了这样的界定，即如果对一个世界的描述不蕴含矛盾，则它就是一个按其本身性质来说是可能的世界。这就允许它与上帝的共存的确蕴含了矛盾。因此，莱布尼茨论辩道，在创造我们的世界的过程中，上帝的选择是自由的，因为存在可以选择的许多世界，每个世界（拥有自洽的描述）按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是可能的。这个偶然性条件就得到了满足。

［附录：对这个观点的很好的讨论见Sleigh，Leibniz and Arnauld：A Commentary on Their Correspondence
 ，p.80及其后。施莱指出，莱布尼茨论证的关键点如下述。从“如果p那么q是形而上学地必然的”，加上“p是形而上学地必然的”推论到“q是形而上学地必然的”，这是一个好的推论。这是结果（consequence）的必然性赋予后件（the consequent）以必然性的一个例子。然而，从“如果p那么q是形而上学地必然的”，加上“p从其本身性质来说是必然的”推论到“q从其本身性质来说是必然的”，就不是一个有效的推论。］

4.结论：我们已看到，在莱布尼茨看来，说决意寻求最好的世界就是缺乏自由，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加于《神正论》结尾的总结中）这样说道：

我否认这个论证的大前提［任何人如果不能不选择最好的，那他就是不自由的］。而是说，如果能够最好地运用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并且总是行使这种能力，而不被外在的力量［行动的自由］或内在的激情［意志自由］所遗弃（前者奴役我们的身体，后者奴役我们的灵魂），那就是真正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带来任何的不快，总是被导向善并且总是出自一个人自己的倾向，没有什么比此更少奴役和更让人适宜的了。（反驳 VⅡI，第1段）

对莱布尼茨来说，重要的是，如此理解的上帝的自由，以及作为上帝自由的不完善的近似的我们的自由，应该是这个世界和我们生命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都与斯宾诺莎形成了对照，莱布尼茨认为，斯宾诺莎主张自然中不存在终极的原因，虽然我们根据事物如何影响我们来判断事物的好不，但上帝对它们无动于衷。而且，如莱布尼茨所理解的，在斯宾诺莎的方案中，并不存在像神意的选择这样的事情：因为根据神性的自然及其无限性的必然性，每件可能的事物必定是实际的事物，因而没有什么需要选择的事情。选择预设了多种选项的前提：一项选择选定了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当每件可能的事物必定如此时，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莱布尼茨对人之自由的决定论和相容论的论述，他认为他自己的观点迥然有异于斯宾诺莎的观点。

§4 理性、判断与意志

1.在上面引自《神正论》（反驳Ⅷ第1段）的那段引文中，莱布尼茨指出了真正的自由。我用这个短语来（就我们能够设想的来说）指称他认为有可能在人类生活中表明的最充分和最完全的自由形式的论述。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它的四个主要因素：自发性、个别性、理智和偶然性。现在我探讨这些要素的进一步细节；这样做的一种方式是看他关于理性的慎思、判断和自由意志的某些方面是怎么说的。

我们上次（§5.1）看到，莱布尼茨（在《形而上学谈话》§13）说：作为上帝关于总是做最完善的事情的第一条命令的结果，上帝与人性相关的第二条命令是，我们将总是做（尽管是自由地）在我们看起来是最好的事情。莱布尼茨主张他称为一些古老的格言的东西：意志追寻最大的善，远离它觉察到的最大的恶（《人类理智新论》第2卷第21章§13）。

他在《形而上学谈话》§30中说，根据上帝的命令，“意志应当总是倾向于［最大的］明显的善，在某些具体的方面表达或模仿上帝的意志，就此而言，这个明显的善总包含某种真理在其中”。以这种方式，“上帝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去选择看起来是较好的东西，虽然并非必需如此”。

因此，我们能够说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慎思的指导原则就是尽我们的能力来确定什么是最大的明显的善。这是真正的自由中慎思的对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不只是我们通常拥有的自由，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取得了关于最大明显的善的确切知识，并且克服了我们的思维和自发性中存在的通常缺陷。

2.在我们讨论莱布尼茨关于真正自由的观念的其他因素之前，现在是考虑他经常使用的短语“倾向而非必需”（incline without necessitating）的好地方，这是一个论及做某事的理由的短语。（回想一下上面《神正论》§288的短语“非强迫的……倾向”［inclines...without compelling］。）正是在这里，莱布尼茨谓词在主词中的真理理论及其对偶然性的论述可以进入他的道德心理学。他在一个地方说道：“在必然性与倾向之间存在的比例，与数学家对精确公式与给出一个近似值的极限之间的分析得出的比例是一样的。”（G.Grua，ed.And comp.，G.W.Leibniz，Texts inedits d’après l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provinciale de Hanovre
 ［Paris，1948］：479）

这里，我认为有几个思想。其一是慎思判断的观念，用来平衡我们倾向于赞成或反对任一边的各个理由。这些理由是众多的，甚至可能是无穷多的。当然，这对上帝在创造最好的可能世界时的决定是真的。因为上帝先在的意志先于上帝的后在的意志，其先在意志分别考察所有具体的善和恶（尽管在数量上无穷多），后在的意志则由考量了所有事情之后作为最终命令做出的神圣判断所给定（《证明》§§24—27）。

这个最终命令反映了一种无穷分析；它在此意义上是偶然的，尽管如莱布尼茨所说，它当然也是确定的。就我们的案例而言，看起来最好是说进入我们慎思的理由在原则上是开放的，或者说是无穷多的，虽然在实际上只有几个理由可以足够让我们得出结论去行动。

3.第二个思想是这样的：莱布尼茨认为，进入我们的决定的各个理由和动机包含了所有类型的倾向和感知，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因为作为完全的实体，我们身上有一种从我们的观点来表达宇宙中的每件事物的潜质。对这些表达我们可以简单地体验为感知（它实际上与知识相混淆）和倾向。因此，在评论洛克关于促使我们行动的是不安的观点时，他说（《人类理智新论》Ⅱ：xxi：§39）：“各种各样的感知和倾向结合起来，产生了一个完全的意志力；这是它们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有一些东西，其本身是不可觉察的，积聚成一种我们不可觉察其原因的强迫我们的不安。有一些东西，聚集一些力量促使我们接近或远离某个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欲望或恐惧。……所有这些冲动的最终结果是占优势的努力，它造就了一个充分的意志力。”

这里的关键点是，虽然我们追求最大的明显的善，但我们认为是善的东西乃受我们的感知和倾向所影响；可是，这些反过来又反映了我们的本性所表达的宇宙的无穷复杂性。因此，所以我们的决定受宇宙的其余部分影响我们的方式而不是清楚的知识所影响，而是在混乱的感知和倾向中受影响（《形而上学谈话》§33；《自然与神恩》§13）。由于我们的心智是有限的，我们就决不能完全把握塑造我们行为的无限的影响力，即使在我们达到了我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完美的时候。在最完全的意义上，真正的自由总是超乎我们的，至少是在今生。

4.这里相关的是莱布尼茨用来否定均衡的自由之可能性的论证。他要反驳的观念是，自由意志能包含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完全持平的均衡，这使得意志做出其决定。（这有时被称为无动于衷的自由）。与此相反，莱布尼茨要坚持的是（致柯斯特的信，1707，载Ariew and Garber：194）：“至于说到一般的意志，……选择乃依照最大的倾向。”（由此我理解激情和理性，真实的或明显的）

但是要主张这一点，他需要坚持最大的倾向总是存在。他通过如下说法而做到这一点，即我们决不可能处于一种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完美均衡的状态之中。他说，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宇宙不能被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每个部分都同等地影响我们（同上，Ariew and Garber：195）：“宇宙没有中心，它的各部分是无穷地变化的；所以，每个事物都完全地均等并且在所有方面都同等地影响我们，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虽然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感知所有对决定我们有作用的细微印象，但总有某个东西决定着我们在矛盾的方面之间［做出选择］，而不至于出现在所有方面都完全均等的情况。”

结论：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我们的情况来说，鉴于相关的可能理由之无限性，理由有其倾向性而不是强迫性。通过对事物的可能存在的直觉洞察，上帝看到了答案、完全的分析和拥有充分理解的行动。然而，我们不仅不能完成这种分析，而且绝不能把握我们的感知和倾向的原因之无穷复杂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欲望和反感，从而影响我们有关明显的善的观点。因此，说上帝决定意志去选择看起来是最好的东西，而又不迫使这样做，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根据莱布尼茨谓词在主词中的真理观）。我认为，正是沿着这些思路，“倾向而非必需”这个短语（《形而上学谈话》§§13，30）得到了理解。

5.我现在转到莱布尼茨有关合理的慎思论述的其他方面及其与他的自由观点的联系。在《人类理智新论》（Ⅱ：xxi）中，莱布尼茨在评论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也是Ⅱ：xxi有关能力和自由那一章的观点时，给予了他最充分的一次讨论。我总结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

在第8节，他提到了“自由”这个术语的含混性。他把法律上的自由（ freedom in law）与事实上的自由（freedom in fact）作了区分。在法律上，奴隶是不自由的，一个臣民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但富人和穷人在此意义上是同等自由的。而事实上的自由则在于或者是做一个人意愿或选择去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是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的能力。

他在论及洛克时说，他的论题做事情的自由，这里存在这种自由的不同程度和种类。他还说：“一般
 而言，一个人做他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是与他拥有做此事的手段成比例的；但是，也还有一个特别的含义，按此意思，‘自由’是运用通常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物，并且首先是对我们身体的自由运用的事情……［所以］囚徒是不自由的……还有……瘫痪的人不能自由地运用其四肢。”

莱布尼茨在第8节继续把做事的自由与所称的意愿的自由区别了开来。他在两种含义上理解这种区别。其一我们刚刚考察过，简单说就是这样的观念，从倾向而非必需的理由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意志在慎思下是偶然的。
 
[5]

 另一种含义是，我们的心智在慎思时摆脱了有可能从激情产生的各种缺陷或束缚。在此含义上，斯多亚派主张，只有智者才是自由的。为了实现这种内心的自由，我们必须能够按我们应当的那样即以恰当的慎思去意愿。他说（§8）：“正是以这种方式，只有上帝才是完全自由的，被造的心智只在与他们居于激情之上的状况相称时才是自由的；这是一种严格地从属于我们理解的自由。”

6.鉴于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清楚的是，对莱布尼茨来说，在真正的自由中根本的东西是理解的自由。因为虽然我们能够仅仅意愿明显的善（我们认为是善的东西），但“理解的能力越是发达，意志选择就越好”（§19）。他还说（§21）：“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能否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在于他的意志是不是足够独立的。问题不是他的腿是不是自由的……而是他有没有一个自由的心智，以及这心智是由什么构成的。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事情，理智将以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相区别，最高的理智将拥有被造生命所不能具备的完美的自由。”

但是，理解的自由是如何实现的？一种方式肯定是通过控制我们的激情和欲望。《人类理智新论》Ⅱ：xxi的许多内容都是莱布尼茨关于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它们的束缚并实现更大的道德完善的无数建议。他考虑通过形成恰当的解决办法和习惯，并通过在实践的事务中拥有健全的推理方式，我们如何能够逐步掌握并控制我们的激情和倾向。由于心智可以运用各种手段使得一个欲望压倒另一个欲望，我们因而能够做到这一点（§40；比较§47；《形而上学谈话》§30［ Ariew and Garber：61］；致柯斯特的信［Ariew and Garber：195］）：“由于最终的结果是由事物之间的相互权衡比较来决定的……最恼人的不安［也许］就占不了优势……它就会被所有这一切所压倒。心智能够被‘对分法’的计谋所利用，首先让一个占上风，然后让另一个占上风；就像在会议上一个人能够借助于把诸问题付诸一次表决的会议程序来确保一派人通过获得多数选票而占优势。”但是，我们必须事先设置好这些手段，“因为一旦投入战斗，就没有利用这些诡计的时间了：那时影响我们的每件事情都在平衡中得到衡量，并贡献于对一个结果方向
 的决定，就像在力学中那样；以致如果没有及时的转向，我们就不能停止它”。

如果我们从方法论进行慎思，坚持由理性而不是机遇所显示的思想方式，那就再好不过了。这也有助于不时地退回自身的实践，并且问自己：“我要走到哪里？”“我已经走多远了？”或者提醒自己找到要点并开始工作（§47）。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方法和策略，我们才成为自身的主人。对莱布尼茨来说，真正的幸福应该是我们欲望的对象，但除非欲望受理性所指导，我们会竭力追求当下而不是持久的快乐，持久的快乐才是幸福（§51）。这种慎思的理性能力与休谟的心智的力量相似：“平和的情感主导于激烈的情感之上。”（《人性论》：418）莱布尼茨或许对它如何发展给出了相似的说明。

§5 对实践观点的一个注解

1.在重新回到康德之前，让我们考察一下，按照莱布尼茨的看法，当我们慎思并且试图达成最佳决定时，我们绝不应该关注于尝试预测或预见我们将决定什么。这样做就不是去慎思，而是做其他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自然或社会思想的规律来确定我们将做什么——而且我假定这些规律包含了心理学的规律，假如有的话。上帝知道我们将决定什么，这是真的，但是，这种知识超出了我们的范围，与此时此地的理性慎思没有相关性。他说（《形而上学谈话》§30）：“从整个永恒性来看也许可以确定我将犯有过错吗？你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你不是；若不考虑你不能知道的东西，以及不能带给你启示的东西，那就按照你的责任来行事，而这是你能够知道的。”

我强调这一点，乃是因为它把慎思的观点与物理学和社会思想的观点区别了开来，后一类观点试图把现象载入一个自然规律的体系中。莱布尼茨和康德都赞成存在这样的差别，当然在康德那里这个差别起的作用大得多。

2.但是，如果说康德和莱布尼茨在这一点上观点一致，那么，他们在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不同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莱布尼茨从实践的观点对慎思的论述会显得是沃尔夫的如此意愿学说的起点，该学说与康德的纯粹意志学说相对立。我们在康德（一）：§3考察这一对照。现在，沃尔夫在致莱布尼茨的一封信中说（1715年5月4日［ Ariew and Garber：232］）：

对完美的感知激起某种快感，对不完善的感知激起了某种不快。而心智由以最终倾向或反感的那些情绪则是这种快感或不快的修饰；我以这种方式解释了自然义务的起源。一旦行动所倾向于并且所显示出来的完美在理智中得到表现，快感便产生了，这就导致我们更密切地贴近我们应当深思的行为。这样一来，一旦对我们或他人充溢着良善的环境得到了关注，快感就被修饰了，并被转变成一种情绪，心智通过此情绪而最终倾向于欲念。……从这个朝向义务的与生俱来的禀性，我演绎出所有实践的道德。……由此也产生了普遍的自然规则或规律：我们的行动应该被导向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上至上的完美。

尽管要使这个观点令人信服，还需要长得多的讨论，但我提出，我们在试图找到最大的明显的善时为了权衡不同的考量，如果我们把这种类型的陈述与莱布尼茨有关理性的慎思的论述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就看到了那种康德意图反对的学说，康德意欲用一个仅依靠纯粹实践理性的纯粹意志观念取代这一学说。




 [1]
 见R.M.Adams，“Leibniz’s Theory of Contingency”，载Hooker， Leibniz：Critical and Interpretive Essays
 ，p.247及其后。


 [2]
 见R.M.Adams，“Leibniz’s Theory of Contingency”，载Hooker， Leibniz：Critical and Interpretive Essays
 ，p.247及其后，pp.266—272。


 [3]
 莱布尼茨反对笛卡尔的论证可以在Journal des Savans
 1691和1693年的两篇短论文中找到，以及在致教父Bouvet的一封信中找到，重印于Wiener，100—125；还可见Ariew and Garber，245—256的两个选段。


 [4]
 称此为自由精神的傅里叶级数原则。傅里叶分析运用某些无穷级数——傅里叶级数——来发现近似周期性数据的函数。——编者注


 [5]
 他说：“知性向意志呈现的最强的理由或印象阻止意志成为偶然的，而且并不赋予它以一种绝对的或者（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总是说，知性能够按照占主导地位的感知和理由，以虽然是确定和不可错的却是倾向而非必需的方式决定意志。”


康德（一）：《原理》序言与第一部分

§1 导读评论

1.我极少谈论康德的生平，他与休谟的生平形成了鲜明对照。休谟早熟，十几岁时就开始构思《人性论》，不到30岁时已经完成了这部著作。而康德的主要著作，即1780年代的三大《批判》，却是慢慢成熟起来的。康德生于1724年4月，死于他80生日之前不久的1804年2月。他在1770年代的十年里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出版的1781年，康德已经57岁，开始感到时间苦短。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出版；1790年《判断力批判》出版，此前的1787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这还不是这些年里出版的全部著作：1783年出版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5年出版《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6年，《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出版。除所有这些著作外，还有几篇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其中包括1784年的《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和《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以及1786年的《什么是思想导向》（“What Is Orientation in Thinking”）。当最后一部批判即《判断力批判》出版时，康德已经66岁，但身体仍然硬朗。他还发表了《仅限于理性范围的宗教》（1793）、《道德形而上学》（1797）和两篇政治哲学的重要论文：《论普遍说法：在理论上可以为真，但在实践上不适用》（“On the common Saying：That may be true in theory，but it does not apply in practice”）和《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两篇论文均发表于1795年。1798年，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论官能》（The Contest of the Faculties
 ）出版时，他已74岁。

另一个比较：休谟是出身于苏格兰低地的绅士，他生活优裕，衣食无忧，经常住在耐茵威尔斯（Ninewells）的家族农庄，靠写作和遗产获得每年达1000英镑的收入，最终变得相当富有。而康德是个贫穷子弟。其父只是个马鞍匠；他家位于科尼斯堡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八岁时，他进入当地的虔信派教会学校，渐生厌恶；他此后一生都把自己在该校的生活视为监狱。1740年上大学时，16岁的他不得不自谋生计；1746年离开大学时，他当了家庭老师，在科尼斯堡附近一些富裕家庭共任教近10年。康德于1755年秋季重返大学，作为编外讲师在大学里上课，为养活自己，他每周上课20个小时甚至更多，这在我们看来难以置信，他讲授各种科目：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法律理论、地理学、人类学等。直至1770年成为正式编制的教授，他才获得比较舒心的经济保障。

2.虽存在这些差别，关于康德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他深深地尊敬和喜欢休谟。我说它不同寻常，乃是因为不清楚这始于何时。几乎可以肯定，康德无法阅读英语。舒尔策于1755年翻译了休谟的《人类理解论》，康德很可能读过该译本。他还有一本囊括休谟数篇论文的书（译于1759年）。除《宗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外，该书还收录了《论情感》（“On the Passions”）、《论悲剧》（“On Tragedy”）和《趣味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aste”）
 
[1]

 等论文。有人提出康德直到1772年才接触到休谟，是年，贝蒂的《论真理的性质和不变性》（Essay on the Nature and Immutability of Truth
 ）被译成德文，康德由此意识到休谟批判因果性概念之深刻性。这部著作包括取自《人性论》一些段落的引文，其内容比《人类理解论》的任何段落都激进
 
[2]

 。其他人则推测，康德在1768年之前读过由他的朋友Hamman翻译的《人性论》I：iv：7，并认为，这已经足够康德了解休谟批判因果性的主要观点。
 
[3]

 有可能是通过这几种方式之一，康德从他所谓的“独断论的迷梦”（《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4：260］）
 
[4]

 中惊醒。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他从常规标准来看都已大大地醒悟了。

不论康德关于休谟的因果性观点的知识来源如何，我觉得仅此一点不能用来说明他1768年写给赫德的一封不寻常的信（《康德书信集》［X：74］），他在信中说：

从你［赫德］才华之崭露头角，我无比欣慰地预见到这样的时刻：你硕果累累的精神不再受你青春情感的热烈驱使，达到一种平和却充满情感的境界，并且是哲人的静思生活，恰好是神秘主义者所梦想的生活之对立面。就我对你的了解，我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你天才时代的到来，这是所有心灵状况对其拥有者、对世界而言最进步的时代，就我所知，在这个时代，蒙田处于其最低层，而休谟则居于其最高峰。
 
[5]



这是一封不寻常的信，其非凡处不仅在康德竟给赫德（一个年轻人，康德当时与他有着如弟子一样密切的关系）写出此信，而且在他对休谟作出如此的评价。不是因为这个评价让休谟名不副实。但是，康德如何形成如此深的赞赏呢？康德是如何圣化以我称为他的自然虔敬所表达的休谟的品格和感受性——他愉快地接受“平和却充满情感的”呢？他对休谟的尊重和喜爱对他们两人都是绝妙的赞扬。（还可见《纯粹理性批判》KR B788—797，康德评价休谟是怀疑论者，他对休谟的感情表达于KR B792；也许是“所有怀疑论者中最富有天才的人”；“一个如此聪慧和值得尊敬的人”。）

§2 关于前言：段落11—13的几个观点

1.今天我们开始研究康德道德哲学三个论题中的第一个。这三个论题是：道德律、理性事实和实践信念。我们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我将像帕腾那样简称它为《原理》）开始，因为它尽管未能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整体给出一个恰当的概观，但确实对道德律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分析性说明。它如此探讨是借助于阐明各个道德概念，康德认为道德蕴含在我们有关行为的道德价值以及这些行为所表现的品格之道德价值的常识判断之中。

康德在“前言”（前言：13［392］）中告诉我们，《原理》的唯一目的是“寻求并确立道德至高无上的原则”。他评论道，这项探究“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必须跟其他任何探究区分开来”。与休谟形成对照，康德认为，探寻这个原则并不作为一个更大的有关人性的科学之一部分来进行，而是从阐明作为隐含于我们有关道德价值的常识判断中的基础原则分析性地开始。

这种探究在另外的意义上也是单独的，这个意义是指寻求并确立道德的至上原则是纯粹
 实践理性批判的初步任务，康德说，他希望在未来的某部著作中写下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并且试图在《原理》第3部分就道德律的客观实在性在小范围内进行这种批判。

2.在“前言”Ⅱ中提出的几个要点对康德的观点来说很是重要，尽管其全部意义直至很晚的时候才会变得清楚。

（a）要点之一，康德说，走到我们能够表明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在一个共同原则中的统一，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才能完成。他认为：“说到底，只能有一个并且是相同的理性。”（前言：12［399］）那么我觉得，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存在四个相互关联的有关理性的论题。我们可以将它们陈述如下：

（Ⅰ）理性的至高无上性；

（Ⅱ）理性的统一；

（Ⅲ）理性与实践理性在理性总体构成中的首要性之间的平等性（关于这个平等性，见KP5：141）；以及

（Ⅳ）作为辩护的哲学，包括对（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性之自由的辩护。

这里，我甚至不想尝试暗示这些论题意指什么，因为它们难以陈述，而且陈述它们也要求相当的背景知识。但我们将努力去理解它们，我希望它们的意义和相互关系最终将变得清晰。如康德所言，确立道德律为至上的道德原则是为任何其他事情作准备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将关于如何解释定言命令以及它的三个公式间的相互关系的许多问题搁置一边的理由。只要我们把主要的观点弄正确，我就不相信这些问题能造成多大的差别。当我们继续探讨什么是真正实质性的东西并追究其原因时，我将再指出来。

（b）第二个要点是：康德说（仍在前言：Ⅱ［391］），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在实践理性的情况下不如在理论理性情况下那样急迫。正如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论述的，理论理性倾向于超越它的恰当限制，因而陷入一种得意洋洋的空洞性，这种空洞性幸运地表现在二律背反中。假如不是这些二律背反，我们本可以轻易地相信我们谈论的意义：康德在此是一个反形而上学家。与此对比，道德问题上的实践理性“即便在最普通的理智上，也容易带到高度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中”（前言：Ⅱ［391］）。这与下面的要点相关联。

（c）康德（还是前言：Ⅱ［391］）说，他计划写一部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著作；但当该著作出版时，书名却是《实践理性批判》。那个形容词“纯粹的”哪去了？对此的完全解释必须等到我们后面讨论理性事实的时候；康德想的是，虽然纯粹理论理性趋向于超越其恰当界限，但在实践理性那一面，则正是我们的自然偏好和欲望所激发的经验（而非纯粹）的实践理性趋向于超越它的恰当范围，特别是在道德律及其在我们人格上的基础还不为我们所清楚的时候。康德坚持道德律的纯粹性，也就是坚持先天原则源于我们自由的理性这一事实。在他看来，充分意识到道德律及其在我们作为自由而自主的人格上的起源之纯粹性，是防止我们违反道德律的最可靠方式（见《原理》Gr前言：6—8［388—389］；Ⅱ：9注［411］；44注［426］）。3.上述评论与康德在《原理》I：20—22（403—405）的论述有关。在I：22（405），他讨论了对道德哲学的需要。就我们已经知道的而言，并不需要道德哲学教导我们责任和义务（告知我们它们是什么）。他在I：20（403）中写道：

我们不能不带着羡慕地看到在普通人身上实践判断能力对于理论判断能力的极大优势。在理论判断中，当普通的理性……脱离了经验律和感性知觉，它就会落入不可理解和自相矛盾了……然而，在实践的那一面，判断力首先开始表现其自身的优势……当普通的心智从其实践法则中排除了一切感性动机之时……普通心智甚至变得更加微妙……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像任何……哲学家一样拥有达成目标的良好愿望，因为哲学家持有的原则与普通心智的原则并无二致，却可能因为一大堆……不相干的思虑而轻易地迷惑了他的判断。

我引用这个段落（在几处删了几条短语）是表明，康德并无意图教导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会觉得这样做傲慢无礼），而是让我们意识到道德律植根于我们的自由理性。他相信，对此的充分意识激起遵守道德律的强烈愿望（Gr Ⅱ：9注［411］；44注［426］）。这个愿望（我们在休谟（二）中如此称呼）是一个依赖于观念的愿望：这个愿望属于我们作为理性的人，我们根据自己出于自由理性（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而成为自主的观念来按照理想的可表达的东西来行动。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寻求自我知识：不是关于正确和错误的知识（这是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是我们作为拥有自由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性能力的人欲求什么的知识。

4.与此相关，我要再加上一点，康德也许部分由于他的虔信派背景而寻求这样一种道德反思形式：可以理性地把它用于检验我们道德动机的纯粹性。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但是我们往往受诱惑出于错误的理由以我们也许并未意识到的方式而行动。他有可能看到了定言命令的一个用途是表达一种理性的反思形式：这种反思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检验我们的行为所依据的准则是不是实践理性所允许的合法地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6]

 我说它是理性的反思形式，乃是因为康德在教会学校读书期间接触的虔信派中发现的一件让他感到冒犯的事情，即该教派沉迷于动机的纯粹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强迫性自我检验。与此对照，定言命令清楚地表述了一种能以理性的方式调整并缓解对我们的动机严格核查的反思模式。

我并不以为康德对道德怀疑论有什么担忧。对他来说道德怀疑论根本不是个问题，无论它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多少麻烦。他的观点也许提供了解决怀疑论的一种方式，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他总以为理所当然的是，作为理性事实的一部分，所有人（除了有精神障碍和失常的人以外）都承认实践理性的至上原则是他们意志的权威（《实践理性批判》KP5：105）。

§3 纯粹意志理念

1.我们现在转到前言：10（390），它是重要的，因为康德在此通过把他称为纯粹意志的他的学说与沃尔夫对于意愿的说明相区别，来解释他在《原理》一书中的意图。康德把沃尔夫对意愿的说明与普通（形式）逻辑相比，而他把自己对纯粹意志的说明与先验逻辑相比。我们对此作何解释呢？

由于康德的解释有点含糊，我尝试做个猜测。正如普通逻辑研究有效思维和推理的形式原则而无论其具体内容和对象是什么，沃尔夫对意愿的说明研究的是支持所有欲望而无论其对象以及它们具体欲求什么的心理原则。愿望被当作同质的，无论它们在我们身上的起源是什么。就这一点而言，这种说明像普通逻辑一样，在确认推理的有效性时，把思维的内容和来源搁置一边。假如这样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对意愿的说明提出了关于我们人格的一个观点，即把愿望看做一些心理的力量，力争达至与它们的强度和紧迫性成比例的完成和满足。这些心理力量的平衡决定了我们做什么。一个拥有坚强意志的人（拥有休谟的精神力量的人），其慎思始终受同样强大的意愿所控制。

与此对照，康德对纯粹意志的说明在这方面像是先验逻辑。先验逻辑研究所有使得对象的先天综合知识成为可能认识论条件。我们在数学、在物理学第一原理中可发现这样的知识；必须解释这种知识。与此类似，康德认为，存在纯粹的实践理性，其自身有足够的能力不依赖我们的偏好和自然欲望而决定我们的意志。这个事实也必须得到解释。为了做此解释，我们需要对纯粹意志进行说明，而不是对意愿进行说明；因为正像先天综合知识是特殊类型的知识并需要先验逻辑来确定其原则一样，纯粹意志是特殊类型的意愿，它要求其自身的探究得到人们的理解。

简略地说，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差异是：理论理性研究给定对象的知识，先验逻辑确定使得这些对象的先天综合知识成为可能的那些原则；而实践理性关心的是我们如何使得对象与这些对象的理念（或观念）相吻合（KP5：89页及其后）。康德欲考察的纯粹意志原则是这样一些实践理性的原则，在他看来，它们能够脱离各种偏好和自然欲望而有效地决定我们的意志，并将其引向它的先天对象，即至善（KP5：4）。正如康德所评论的，沃尔夫（无疑还有其他人）未曾意识到纯粹意志的意义，而康德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理念。正因如此，他认为自己开辟了“崭新的领域”（前言：10［390］）。

2.我们可以把沃尔夫的观点（如康德对它的看法）表述如下：回忆一下休谟（二）§5中做出的关于取决于对象的欲望与取决于原则（和取决于观念）的欲望之间的区别。思考一下所有这些影响我们并且在我们人身内竞争着的欲望（比如取决于对象的欲望）。这些欲望像康德的偏好和冲动一样，是从我们的肉体欲望和要求到学习和教育的社会过程在内的每件事情所激发而在我们身上产生的。让我们假定，这些社会过程受休谟的联想法则所支配，这些法则包括习惯和便利原则、主导的激情原则，等等。那么，沃尔夫仅从其力度方面来考虑所有这些欲望，并且像休谟一样，没有采纳实践理性的观念。假定所做出的行为经常是（尽管并不总是）承诺总体满足的最大平衡的行为。

在康德看来，这意味着人并无纯粹意志，因为这样的意志是受实践理性原则导引的选择的能力，也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从我们的许多（往往是相竞争的）欲望中选定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欲望，或者是完全否定这些欲望，如取决于原则和取决于观念的欲望所驱使的那样
 。在《宗教》（6：38）中，康德引用了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在激烈辩论中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他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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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觉得，无论这位发言者如何辩称只要价格是公道的，我们都能被购买，我们仍然绝不应当做某些事情（比如决不背叛家庭、朋友、国家或教会）。沃尔夫式的心理学家会通过说出类似如下的话来解释这一点（如果它是真的话）：作为心理的力量，所有欲望都是等价的，差别仅表现在它们的强度，表现在许诺它们的目的实现时满足的程度。因此，对每个欲望或各个欲望的组合来说，即使通常通过引导慎思来决定事项，也必定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欲望或者各个欲望的组合，来对其起到反制的平衡作用。找到这个反制平衡的欲望或各个欲望的组合，你也了解到价格是什么。

3.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康德具有一个不同的人之观念，这人是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并且拥有选择的意志。他要研究纯粹意志原则，并且确定拥有充分有效的纯粹意志的人如何行动，确定受实践理性原则引导的他们的欲望之结构会是什么。我觉得，最好是把康德视为表述了一个理性而合理的行为主体会作为行动指南的那些原则，即使是针对所有取决于对象的欲望，假如这对于遵守道德律的要求是必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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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理想的（人类）行为主体，尽管受到自然偏好和要求的影响（因为我们必定属于自然世界），但是，在这样做会违反纯粹意志的原则时，绝不会遵循这些自然偏好和需要。

那么，如我已经指出的，康德并不否认我们的所有欲望具有心理的力量。但是他坚持取决于观念和取决于原则的欲望强度与这些欲望所对应的原则对理想的行为主体的调整性优先权（巴特会说是权威）之间的区别。这些行为主体的特征的是，他们取决于观念和取决于原则的欲望的心理力量正好与相对应的实践理性的原则之调整性优先权相平行。因此，作为理想的理性的人，我们有能力立于我们取决于对象的欲望之上，并且评估它们。这赋予我们以选择的力量，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将依据这些欲望中的哪一些。下一次我考虑这种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也就是通过把欲望结合进我们提议的行动所依据的普遍准则之中，然后应用定言命令程序（我将这样称呼它）来检验这个准则是不是道德上可允许的。

这个关于我们作为拥有选择意志的合理的行动者的观念，与沃尔夫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康德对沃尔夫的抱怨是，他完全无视适用于纯粹意志的诸原则，因此他的观点不允许一个植根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义务的观念。

§4 《原理》第I部分主要论述

1.让我们简略考察一下《原理》I：8—17（397—402）即第I部分的主要论述。其内容如下述。（第1、2和10条前的星号标志标明它们是康德的三个命题；其出现的顺序按照康德提出时先后次序。）

*1.善良意志是遵从责任的行为的意志，不是出于偏好，而是仅出于责任。（第Ⅱ段末尾［399］）

*2.出于责任的行为所具有的道德价值乃出自作为其依据的决断原则，而不出自最初促使行动者考虑做出此行为的偏好所引出的意向（目标、事务状态或目的）。（第14段［399—400］）

3.意志必须总是按照某个决断原则来行动。（第2段［393—394］，14［399—400］）

4.存在着两种决断原则，形式的和质料的，它们是相互排斥的，并且是穷尽的。（第14段［399—400］）

5.任何一个质料的决断原则都不是一个出于责任而完成的行动的决断原则。（得自质料的决断原则的定义和上面第*2条）

6.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是出自决断的形式原则而实施的行为。（得自第*2条和第5条）

7.只存在一个决断的形式原则，而这个原则即道德律。（第17段［402］）

8.根据定义，尊重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法则的决断原则的承认，也就是不参照我们的偏好所要求的东西而直接决定我们的意志。（第16段注［401］）

9.尊重的对象是道德律。（第15段［400—401］，第16段注释［401］）

*10.出于责任而实施的行为是尊重（或出于尊重）道德律而实施的行为。（第15段［400—401］）。（从第6段到第9段）

11.善良意志是这样一种意志，出于该意志的行为符合责任，不是出于偏好，而是出于对道德律的尊重。（得自上述第*1条、第*10条）

2.几点评论：上述第3条至第9条试图填补看起来是康德以*号标明的前提为基础进行推论的各个步骤。但这并不十分取决于所给定的补充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推论无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进行。

而且，看起来有效的论证的目的是发现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律）。它从普通的常识道德知识开始，通过阐明在我们有关行为的道德价值的日常判断中发现的基础原则而向哲学知识运动。我不拟检验这个论证，因为假如我或多或少正确地拥有了它，则它的形式和目的就是合理地清楚的。但我应该指出，康德把《原理》第1部分和第2部分视为纯粹分析的，通过展示普遍接受的道德概念来表明意志自主是其基础。（GrⅡ：9［444—445］）

§5 善良意志的绝对价值

1.GrI：1—3（393—394）提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部分：善良意志的绝对价值理念以及这个价值之超越一切比较的可贵性。

开始：康德以一个著名的陈述展开他的《原理》：“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

“善良意志”这个术语并未得到界定，康德让我们通过理解它与他所说的只带限制条件的善的事物之间的区别来从最初的三段话中把握它的含义。

康德用以区别于善良（或邪恶）意志的我们人格的特征包括：

（Ⅰ）心智的才能：比如理智、智慧和判断力；

（Ⅱ）性格特质：比如勇敢、果断、目标如一；而且这些特质中对善良意志特别有益的包括：节制激情、自我控制、冷静慎思。

显然，善良意志也不同于我们的偏好所要求的东西：

（Ⅰ）导致成功的天赋：权力、荣耀、财富、健康；以及

（Ⅱ）幸福，如对我们现状的完全满意，以合理的方式满足我们的自然欲望。

现在，当运用心智的才能、性格特质和导致成功的天赋之意志不是善良意志时，它们就可能是极恶。甚至次要的德性（我们可这样称呼）——勇敢、自我控制、果断和冷静慎思，只在它们有助于追求普遍目的的意志的条件下才有价值。我们可以说，首要的德性是这样一些德性，牢固地拥有这些德性构成了善良意志；其中突出的是智慧、正义感和（实践的）仁爱。正是拥有这些德性的人才是有德之人：从这些德性产生的具体行为具有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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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把心智的才能和性格特质视为自然天赋，而善良意志不是天赋。它是被实现的；它产生于确立某种品格的行动，有时出自某种改造行动，当通过德性和支持这些德性的思维和情感方式的培育而强化时，这种改造便持续下去。（Rel 6：47—50）

2.甚至幸福本身也不是无限制条件地善的。没有善良意志迹象的某人之成功和幸福不可能给一名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带来愉悦。于是，这个开宗明义的段落以康德道德思想的一个我有的主题作结论：

善良意志看起来甚至是幸福之值得追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纯粹理性批判》（B834）中，康德在从幸福动机得出的实践法则与从一个人值得追求，动机得出的实践法则之间作了区分。他称第一个法则为实用的法则（或审慎的规则），称第二个法则为道德律。他认为道德哲学不是研究如何获得幸福（他觉得古希腊人是这样认为的），而是研究：如果我们值得获得我们实际追求的幸福，那我们将如何行动。这个思想构成了康德道德学说的特征。

3.康德在《原理》I：3（394）中继续说，善良意志之为善，不是因为它所实现的事情，也不是因为它适合达到某个独立规定的、已经给出的目标。即使那些拥有善良意志的人完全缺乏贯彻其意图的能力（由于缺少机会或自然的禀赋），他们的善良意志仍然像宝石一样闪耀，其本身即具有充分的价值。

这个陈述让我们回想起休谟的评论：“衣衫褴褛之人的德性仍然是德性。”（《人性论》584及其后）但休谟的解释迥异于康德的解释。对休谟来说，有德之人拥有的性格品质是他们自己及其亲朋所所直接认可的，或者是对其有益的。他对衣衫褴褛之人的德性为什么仍然是德性所作的解释是，想象力要比理解力更容易发动，虽然一个囚禁于地牢的有德性之人实际做不出善，但我们仍在自己的判断中被对这些人的同情所感动，他们有可能从其品格适合产生的善中获得益处。康德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他否认这样的观念：借助于一个独立给定的善观念，如休谟的我们自己和和他人可认同的和有益的观念来判断一种品格的道德价值。在《原理》I：1—3（393—394）中，他告诉我们，只能以一种形式的方式而成为善良意志：我们知道，拥有善良意志的人具有坚强而稳固的品质，并始终如一地依照（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去行动。由此我们知道，他们调整并纠正他们的自然天赋和导致成功的特质之运用，使之导向这些原则所要求的普遍目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原则的内容，因而也不知道拥有善良意志的人实际上是如何作为的，或者他们认可什么样的责任。

结论：善良意志是其自身在所有条件下总是善的；而其他每一个事物都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善的。不论有条件的善是其本身就是善的，还是作为一个手段是善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都能成立。幸福，或者我们自然欲望合理地有序的满足，可以其本身是善的（当所欲求和实现了的目的可允许时）。但是，甚至我们对绘画和音乐的愉悦和欣赏只有在我们值得得到这些或者是具有善良意志时，才是完全善的。

4.康德在I：3（394）中说，善良意志的价值是超越任何比较的，比我们偏好的满足要高出许多，也比我们所以（可允许的）偏好加在一起（或幸福）的有序满足要高得多。因此，善良意志有两个特征：它是唯一的其自身总是无限制条件地善的事物；它的价值无可比拟地高于所有其他也是本身善的事物。这两个特征标志着康德在谈到纯粹意志的绝对价值时所指的善良意志的特殊地位（GrI：4［394—395］）。这第二个特征是词典式优先性的特征，如我将要说的：它意味着善良意志的价值超过了所有其他价值，无论这些价值从其自身衡量是多么重要。善良意志的优越的主张绝对地胜过其他价值的主张，假如这些价值之间发生冲突的话。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两个特征，在目前阶段作猜想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知道，康德既有一个关于善良意志的形式观念，也有一个关于正当的形式观念。他从这两个相互依赖的形式观念开始。所有其他事情（心智的才能、性格特质、自然天赋和导致成功的天赋、幸福）都是有条件的：它们的善依赖于是否与这些形式观念所设置的对行为和制度的实质要求相容。这是在他学说中正当之优先性的一般含义。

但是，我们直到研讨了《原理》第Ⅱ部分之后，才能够知道这些实质要求是什么。单独看康德在《原理》第I部分说的许多话，许多都是让人误解的，只有根据此后的内容才能理解它们。

§6 理性的特殊目的

1.《原理》I：5—7段（395—396）对于解释康德如何理解善良意志及其与理性的关系是重要的。康德知道，他在1：1—3（393—394）中关于善良意志之绝对的无可比拟的价值所说的内容也许显得极端了，尽管它与我们的常识判断相合。为了减缓这种感觉，康德根据以下的想法考察了这个问题，即自然并未赋予我们以能力，包括理性的能力，除非这个能力最适于达至其目的。

那么，我们拥有理性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显然不是为了保障我们自己幸福的目的，因为自然可以通过赋予我们恰当的本能来更好地实现此目的。

康德认为，自然赋予我们以理性，其目的肯定是为了产生善良意志。我们若要拥有一个对实践理性原则感兴趣的意志，拥有推理和理解理性原则的能力就显然是必要的。因此，在自然以一种有目的的方式配置她的天赋的世界里，我们拥有理性的目的必定是为了产生善良意志。确实，有人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也许还有其他的备选目的，但康德认为，在取消促进我们幸福的目的时，他排除了这唯一可行的备选项。

2.在第7段（396）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至善（the highest good）与完全的善（the complete good）之间的区别。至善是善良意志，其他所有善的条件，甚至是我们对幸福的需要之条件。但善良意志不是完全的善：它被规定为善良意志之享受与之相称的幸福。可是，即便达至幸福的第二个目的无法取得成功，或者如康德所说的徒劳无功，自然仍然能够实现该最高目的。

康德还补充说，在实现我们拥有善良意志的第一个目的时，我们得到了一种满足（Zufriedenheit）：实现了一个仅由理性来规定的目的的那种满足。这种满足不应与满足了我们的偏好和需要的愉悦相混淆。它是我们在依照实践理性原则而行动当中可以找到的满足，在此行动中，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怀有一种实践的兴趣。我觉得，要使这个动机成为完全理智的动机，最好是根据一种取决于观念的欲望来理解它，我们将在后面再回到这一点。

§7 善良意志的两种角色

1.最后，我简要评论一下善良意志在康德学说中的两种角色。

善良意志能力的第一个
 角色，这个能力以实践理性和道德感的能力为基础。康德将此视为我们成为可能的目的王国之成员的条件。实践理性能力对于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性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善良意志的能力具体规定了道德律的范围，也就是它应用的范围
 ：即应用于拥有实践理性和道德感的人。正是作为这样的人，我们受正义和仁慈的责任所约束。同时，其他人在与我们的交往行为中也必须尊重正义和仁慈的责任，因此，我们在受道德律约束时，也得到道德律的保护。

善良意志的第二个
 角色是康德思想所特有的：它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其消极面是，康德认为，除非我们在道德律的界限之内追求自己的目的，人的生活便不值得一过，毫无价值。这出自看待正当的优先性的严格方式。对此一个解说性的说法是（MdS6：332）：“如果正义丧失，那么人活在世上就不再有什么价值了。”

其积极面是，我们通过尊重道德律并努力实现善良意志，能够也实际地赋予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以意义，甚至赋予世界本身以意义。关于这个积极面可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82—83）中讨论人从其教化的能力来看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从其作为道德人的能力来看是创造的最终目的。我不拟考虑这里的一些难懂的章节，而只引用一些文本，以显示康德思想的某些端倪。引自KU§84：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类存在者其因果关系是目的论的，也就是指向目的的，但其构成却是这样的，即这些存在者必须用来决定其目的的法则却是表述为……无条件的，是独立于自然的条件的，而且其本身是必然的。这个存在者就是人，……被视为本体的人。人是这样的唯一自然存在者……我们在他身上认识到作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一种超感性的能力（自由）。

那么，说到作为道德的存在者的人……我们不能继续询问：他为什么目的……而存在？他的存在在其自身之内含有最高的目的；他可以尽他之所能让自然的一切服务于这个目的。……现在，如果世界上的事物就其存在而言属于依存性的存在物，要求一个按照目的来行动的最高的原因，那么，人就是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假如没有人，相互依存的目的链条就不会有一个完全的根据。只有在人那里，甚至在他只作为道德主体的人里面，我们才找到关于目的的无条件的立法。

［在§84脚注中］它［道德原则］是目的秩序中这样一个唯一可能的事情，即它在关涉自然时是绝对无条件的，因而其本身就足以让人这个道德主体有资格成为创造的最终目的。……这证明幸福只能是一个有条件的目的，以致人只有作为道德的存在者才能成为创造的最终目的，与人的幸福状态相关联的是……目的只是作为它的一个结果，并且取决于人与该目的即他存在的目的和谐共处的程度。

2.我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康德道德哲学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善良意志的价值的两个角色的评估，取决于上述摘自KU§84的引文所表明的康德赋予道德律的意义。

善良意志的能力的第一个角色（它作为我们成为目的王国成员的一个条件的能力）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已得到广泛认可，因为它是许多民主思想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康德所首创的，因为在这方面，他深受卢梭的影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刚于1762年发表，康德就读到了（他的法文很好）。康德告诉我们，这些著作导致他思想的一场根本的转变，作为一个结果，这触动他对自己在卢梭那里发现的思想予以更深入的哲学表述。

第二个角色（特别是其关于人生价值取决于我们对道德律的尊重这一消极面）要更有争议得多。许多人认为，把这种意义置于道德之上是反常的，特别是在它通过定言命令来表达并且包含了正当优先性的时候。我在此将不讨论这些问题。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关于康德观点的背景知识显然要比我们目前拥有的多得多。

3.我这样来做结论：康德所主张的道德律和我们按道德律行事的重要性包含了明显的宗教维度，他的文本偶尔也带有一种虔诚的性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两个明显的例子：其一是以下面的句子开头的段落：“责任！你这庄严而强大的名字……你值得尊重的源泉是什么呢？”（5：86页及其后）另一段落如此开头：“有两样东西在心中……充满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灿烂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5：161页及其后）虽然将康德观点解释为宗教观点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他应该主张存在着某些比世俗生活的日常价值和作为整体的我们的幸福重要得多的事情，但这对它成为宗教的观点是不充分的。有人可以将这样的重要性赋予某些道德德性和优良品质，比如，某种崇高和勇气、友谊之坚守，像有人说亚里士多德已经做过的那样。这并没有赋予他的观点以一种像它可能的那样深刻的宗教的维度。

我认为，赋予一个观点以宗教维度的，是它具有这样一个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观念，它所表达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是神圣的，或者是值得献身和尊崇的。世俗生活的日常价值必须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赋予康德的观点以宗教维度的，是他给予道德律令在思考世界本身时的主导地位。因为正是遵循应用于我们的道德律令，努力在我们身上形成坚定的善良意志并相应地塑造我们的社会，这些已经足以让我们有资格成为创造的最终目的。没有这些，我们在现世的生活和世界本身就失去了其意义和方向。

现在，我们也许可看到《原理》第I部分第一句话提及世界时所表达的意义：“除了善良意志以外，不可能在现世中或者从现世中设想任何可以被当作无任何限制条件的善的东西。”

乍看起来，康德竟在这里谈现世，似乎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走入如此的极端呢？现在也许我们知道它为什么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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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下述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竟然说，通向宗教的这一步是出于最高的善和维护我们对道德律的虔诚的缘故。

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些宗教的甚至是虔信派的维度，看起来显露无遗；忽视这些维度的任何说明都会遗漏对其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性的许多内容。




 [1]
 Karl Vorlander，Immanuel Kant：Der Mann und das Werk
 （Hamburg：Felix Meiner，1977）I：152注。


 [2]
 这些段落在R.P.Wolff，Kant’s Theory of Mental Activit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24—32）中得到了讨论。


 [3]
 见 Gunther Gawlick and Lother Kreimendahl，Hume in der deutchen Aufklarung
 （Stuttgart：Frommann—Holzboog，1987），p.191。我感谢Schneewind提供本参考文献。


 [4]
 除另外注明以外，康德著作将按照通常称为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
 ）的卷号和页码来引用。这一版本于1900年由普鲁士科学院开始出版。《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引文标注章、段落和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的页码；《纯粹理性批判》的引文按惯例引其第一版和第二版的页码。——编者注


 [5]
 此信可似在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康德的生平与思想》（Kant
 ’s Life and Though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85）中看到。


 [6]
 我在此感谢与Michael Hardimon富有价值的讨论。


 [7]
 指罗伯特·瓦尔波尔（Robert Walpole）爵士。但他实际说的不是这么概括：“所有那些人（指某些爱国者）都有他们的价格。”见格林和休德森，第34页注。


 [8]
 一个理想的行为主体会这样行动，以及我们知道我们也会这样做，这是主权者为其不光彩的目的要我们对另一位主体作出错误的指控的例子之要点（KP5：30）。


 [9]
 注意其区别：让我们说，人是有德性的，具体的行为具有道德价值。


 [10]
 我在此要感谢斯坎伦（T.M.Scanlon），他看到了这个关联。


康德（二）：定言命令：第一个公式

§1 导言

1.我们的目的是从总体上理解康德道德哲学比较独特的几个论题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回忆一下上一讲提到的四个论题：理性的至上性；理性的统一；（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与理性的构成中实践的首要性之间的平等；以及最后，作为辩护的哲学，包括对理性之自由的辩护。我们要了解这些论题意谓着什么，它们如何与康德学说的专门维度相联系，例如正当的优先性，不关涉如何获得幸福而关涉如何值得拥有幸福的道德哲学观念，当然还要了解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令。

作为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的准备，最好着手于理解康德如何考虑道德律、定言命令以及将该命令应用于我们作为处于社会中的存在者身上的程序。我把这最后一项称为定言命令程序。我将不对该程序作充分的说明，也将略去解释上的许多难点。我省略这些问题的理由在于，康德想表明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
 的。他想通过表明实践理性如何表现在我们的日常道德思想、情感和行为之中来证明这一点（KP5：3）。我觉得，就此目的而言，只要定言命令程序满足了一些重要的条件，我们采用该程序的何种特定的公式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2.这里我指出这些条件中的两个（把另外两个条件留待后面讨论）。

第一，定言命令程序不必只是形式的程序，而具有充分的结构用以具体规定道德慎思的要求，以便恰当地表明许多行为准则适合还是不适合成为普遍律令。否则，运用于我们身上的定言命令会是空洞无内容的，道德律也会是如此。我将此称为内容条件。

第二，定言命令程序必须把定言命令（同样也包括道德律令）展现为一个自主的原则，以便从我们将此律令视为对我们是至上权威的和规范的（当其通过定言命令及其程序应用到我们时）这一意识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是自由的。我将此称为自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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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目前这两个条件的含义是模糊的。我将它们提出来只是为了显示，只要满足了一些实质性的要求，我们就为说明定言命令留下了某些余地。

3.现在，研究定言命令程序有两个理由：一是把它用作产生一个理性的道德学说的内容的一条途径，这些内容包括第一原则、实质性的权利、责任、允诺及其他。我不认为定言命令程序适用于这一目的。但这并不是否认，在假设一种道德观点（一个至少可追溯到莱布尼茨和克拉克的理念）时，这作为普遍地表达我们理由之要求的比较（即使不是最）澄明的公式之一，肯定是具有高度启发性的。

研究定言命令程序的另一个理由是阐明康德观点中的论题和特征属性，并赋予其意义。只要对该程序的说明满足内容条件和自由条件（和我们加上的两个条件），它的主要价值或如我认为的那样，就是使康德独具特色的、更深刻的理念变得富有生命力、清晰可解。做到这一点是通过为其表达提供一种途径：通过引述它，我们可以赋予理性的统一以更加特别的意义，并且（比如说）赋予自由理念下的行动的理念以更特别的意义。但这一点是提前交代了。

§2 理想的道德行为主体之特征

1.我们马上来看运用自然法公式对康德定言命令所作的高度图式化的说明。我假设，通过我所称的定言命令程序（或者如我简称的CI程序），将此命令应用于了人类生活的通常条件。这个程序具体规定了应用于我们的道德律的内容，我们是生活于自然中的理性而合理的人，被赋予了良知和道德感，并受我们的自然欲望和偏好的影响，但不由其所决定。这些欲望和偏好反映了作为有限存在者、在社会中拥有特定的地位并处于自然秩序当中的我们之需要。

我在上面指称人时用了“理性而合理的”（reasonable and rational）这个短语。我的意图是标示这样一个事实，即康德用术语vernünftig来表达一个完整的理性概念，它包含了我们经常使用的“理性的”（reasonable）和“合理的”（rational）这两个术语的内容。在英语中，当某人说：“Their proposal is rational，given their circumstan
 ces，but it is unreasonable all the same.”（就他们的境况而言，他们的提议是合理的，但是仍然是非理性的。）时，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其意思大致是说，这些当事人提出了一个条件苛刻的、不公平的交易，他们知道这个交易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并不预期我们会接受，除非他们知道他们处于强势。“理性的”（reasonable）也可以意指“明智的”（ judicious）、乐意听取理性（ready to listen to reason），这里的意思是愿意听取并考虑他人提出的理由。在德语中，vernünftig
 可以具有相同的含义：它可以具有“理性的”（ reasonable）较广的含义，也具有“合理的”（rational）较窄的含义（往往是经济学家的含义），大致表示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我们的利益。康德的用法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当就用于人，vernünftig
 通常包含了“理性的”和“合理的”（reasonable and rational）两种意思。他对“理性”（reason）这个术语的使用往往具有更加充分的哲学传统的含义。考虑一下《纯粹理性批判》书名中vernünftig
 意指什么！我们是与狭义的“合理的”（rational）疏远的世界。康德的理性观念（conception of reason）是否包含了比理性（ reason）更多的含义，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我在此暂且不论）。

那么，用“理性的”（reasonable）和“合理的”（rational）作为方便的术语来标示康德所作的两种实践理性形式（即纯粹的与经验的）之间的区别是有益的。纯粹实践理性表述于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中，经验实践理性表述于假言命令（ the hypothetical imperative）中。实践理性的这些形式也必须区别于特殊的定言命令和经验命令［如我们即将在步骤（1）的特殊的行为准则中看到的］，这些特殊的命令满足特定情境中实践理性的相应要求。“理性的”与“合理的”术语提醒我们康德实践理性观念和它所包含的理性的两种形式之充分性。

2.回顾一下我在上一讲说过的有关《原理》前言10（390—391）的话，康德关注纯粹意志原则，也就是关注完全理性而合理的人类行为主体的推理。这样的行为主体是理想的行动者：他们虽受自然欲望和偏好的影响，却不由它们所决定，并且总是依纯粹理性原则所要求的而行动。让我们假设，他们在这样的意义上是通情达理和真诚的，即他们知道（或者能够阐述）他们行动所依据的诸理由，在适当时候也能陈述这些理由。

现在，我利用定言命令程序以程序的形式表达实践理性（既是纯粹的也是经验的）的所有要求，这是指这些要求应用于我们的行为准则的时候。（我们在后面讨论康德的建构主义时，这种程序表达是重要的。）在评估他们行动中所隐含的行动为准则过程中，我假设了理想的理性而合理的行为主体，他们也是通情达理和真诚的，在其道德思考和判断中直觉地运用这些原则。

而且，康德认为，这个程序的应用理所当然地预设了某种道德感和道德判断能力（MdS前言，39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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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一种道德感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知道要作出一个骗人的承诺之欲望会引出一个道德问题：这个承诺是可允许的吗？类似地，如果巨大的痛苦诱使我们欲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那么，寻求我帮助的他人的需要和悲惨处境也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通过表达实践理性的这些要求，定言命令程序清楚地阐述了一种反思模式，康德认为，鉴于我们的道德感和判断能力必定会随着我们成长并生活于社会而形成发展起来，这种模式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这些问题。

把定言命令程序视为一个旨在（或多或少机械地）产生正确判断的运算法则，那是严重的误解。不存在这样的运算法则，康德了解这一点。同样错误的想法是，以为该程序是一套能揭穿说谎者和骗子、流氓和玩世不恭者的诡计的一套辩论规则。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则。

3.为了澄清上述关于真诚的行为主体的评论，让我们区分三种理由：解释性理由、行为主体理由和基础性理由。

解释性理由是对一个人为什么做了他实际做的事情的解释的部分。这种解释部分地是心理学的（比如一个信念—欲望的解释），但它可以指受压抑的或无意识的动机，以及行为主体未意识到或不会当作其理由来考虑的其他心理因素。

行为主体的理由是这样的理由，行为主体将它们视为自己的理由，求实和真诚的行动者在适当时候也会认同它们是自己的理由。当人们通情达理时，也就是当知道是什么促动他们，并且不为受压抑的或无意识的动机所触动时，行为主体的理由往往与解释性理由相一致，或者是相重叠。康德理想的理性而合理的、真诚的行为主体也是通情达理的。

基础性理由有两种类型：合理性理由和证成性的理由。合理性理由是这样一些理由，它们表明一个决定或行为（就一定条件下的某个行为主体而言）是从情况可能的条件来看合理的或有道理的；而证成性理由则表明一个决定或行为是理性的、正当的或公正的，或者无论如何是恰当的。

在理想的行为主体（他们是理性的、合理的、通情达理的、求实真诚的）情况下，当相关的行动完全是有意为之的，也就是依据慎思和判断而实施时，这三种理由往往是一致的，或者是重叠的。

§3 四步骤定言命令程序

1.重要的是认识到，道德律、定言命令和宣言命令程序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道德律是一个理性理念。它规定了一个应用于所有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或简称为理性的存在者）的原则，而不论他们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怀有各种需要的有限存在者。它为上帝和天使所持有，同时为宇宙中其他地方理性的存在者（假如有这样的存在者的话）所持有，也为我们所持有。

定言命令作为一种命令，只导向这样一些理性的存在者，由于他们是具有各种需要的有限存在者，他们把道德律当作一种限制来体验。作为这样的存在者，我们以这种方式来体验道德律，因而定言命令规定道德律如何应用于我们自身（GrⅡ：12—15［412—414］）。

就应用于我们的情境的定言命令而言，它必须适应我们在自然秩序中的情境。这种适应乃由定言命令程序通过自然律的公式考虑了人类生活的正常条件后做出（GrⅡ：33［421］）。

2.以这些评论作为前言，我现在开始以四个步骤来讨论定言命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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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步，我们有行为主体的准则，让我们假定，这个准则从行为主体的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也就是说，鉴于行为主体的情境和可行的选项，加上行为主体的欲望、能力和信念（在其情境之下被认为是合理的），该行为准则是合理的。康德谈到一个行为准则是主观的原则：它是主体所依据来行动的原则（GrⅡ：30注［421］）。当行为主体的准则从主体的视角来看是合理的时候（如这里所假设的），那就可以说它是主观上有效的。

这个行为准则也被认为是真诚的：也就是说，它反映了行为主体对所意图的行为持有的实际理由，假如被设定为通情达理的该行动者如实地描述这些理由的话。于是，定言令式程序便适用于通情达理和合理的行为主体鉴于他们认为是自己情境中的相关特征而达成了的行为准则。我们还应当加上一句：鉴于人类生活的正常条件，该程序同样好地适用于合理而真诚的行为主体有可能（但还没有）达成的那些行为准则。

结论：行为主体在第一步骤的行为准则是真诚而合理的。它是一个特殊的假言命令［a particular hypotherical imperative，与假言命令（the hypotherical imperative）相区别］；由于它运用了第一人称代词，让我们说它表达了行为主体根据行为准则来行动的意图。它有这样一个标准形式：

（1）为了产生Y，除非Z，我想在情境C下做X。（这里X是一个行为，Y是一个目的，一种事态。）

请注意，这个行为准则有一个“为了”从句，并且指的是一个目的。对康德来说，所有
 行动都有目的（MdS导言6：384及其后）。这个从句的性质在区分正义的责任与其他责任上是重要的，但我在此搁置这个方面不论。

3.第二个步骤概括了第一个步骤的行为准则；其结果是一个我们可称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戒律（不是康德的术语）。当这个戒律通过了定言命令程序检验后，它就成了一个实践律令，一个对每个合理的存在者都有效的客观原则（Gr Ⅱ：30注［421］）。于是我们就有了：

（2）为了产生Y，除非Z，每个人都要在情境C下做X。

在第三个步骤，我们要把在（2）中的普遍戒律改造成一条有待导出的自然律：

（3）为了产生Y，除非Z，每个人总是在情境C下做X，好像是依据一条自然律（好像这样一个规律是通过自然本能植于我们身上的）（Ⅱ：37［422—423］）。

第四个步骤是最为复杂的：它提出了我们不能在此透彻讨论的一些问题。这个直观的理念是：

（4）我们要把步骤（3）中的“好像”自然律与现有的自然律（如我们理解它们的那样）相结合，然后，一当这种重新结合起来的自然律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出来，就尽我们所能地思索自然秩序会是什么样的。

假设通过将步骤（3）的规律加于其他自然律之上而产生了一个新的自然秩序，并且这个新自然秩序处于一个确定的均衡状态，而该状态的相关特征是我们能够弄清楚的。让我们称这个新自然秩序为“调整了的社会”。让我们也把这个社会与步骤（1）的行为准则联系起来考察，并且把行为主体归因为一个立法意图，一个似乎要为这样一个社会立法的意图。这里的想法是：正考虑是否按照步骤（1）的行为准则来行动的一个理想的理性的行为主体隐含接受了后面直至包括步骤（4）中表达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要求。

4.现在可以把康德的定言命令陈述如下：仅当满足下面两个条件时，才允许我们按照我们在步骤（1）中合理而真诚的行为准则来行动：

第一，当我们把自己看作与这个行为准则相关联的调整了的社会之成员，并从而在该社会里行动，受其条件所制约时，我们作为真诚、理性而合理的行为主体，必须能够具有按照该行为准则来行动的意愿；

第二，我们必须能够意愿得到这个调整了的社会本身并且在从属于它时肯定这个行动准则。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同时意愿得到这个调整了的社会又作为其成员而意欲按照该行为准则来行动，那么，我们现在也不能按照这个行为准则来行动，即使假定在我们目前的情境下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定言命令程序所表达的定言命令适用于我们，无论我们遵从它的结果是否合乎我们的自然欲望和需要。这反映了纯粹实践理性对经验实践理性的优先性。

最后，应当牢记的是，定言命令程序的这种推演吸收了自然律的公式，该公式是这样表述的（Ⅱ：33［421］）：

行动，仿佛你的行动准则通过你的欲求或意志要变成一个普遍的自然律。

我们已经把这个公式解释成一个被归因的立法意图：仿佛我们具有立法理性的权力，必须作为我们行为准则的一个条件来实施它。我们必须核实我们是否能够做到我们现在意图在这个调整了的社会里做的事情，并且意愿得到这个社会。

§4 康德的第二个例子：虚假的承诺

1.至少是初看起来，康德的第二和第四个例子比另外两个例子更显得可信。因此，我简要说明定言令式程序的四个步骤如何应用于这些情况。我先看第二个例子，即关于骗人的承诺的例子（GrⅡ：36［422］）。

步骤（1）：为了促进我自己的个人利益，我在情境C（即当我处在窘迫情况下急需用钱，尽管我知道自己无法还钱，也没有还钱的意图）下做了一个虚假的承诺；

步骤（2）：每个人都会如上所述，在情境C之类的条件下，做出一个虚假的承诺；

步骤（3）：每个人在情境C之类条件下都做出（或努力做出）一个虚假的诺言（仿佛是依据一个自然律）；

步骤（4）：把步骤（3）的自然律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自然律相结合，并估计将会产生的均衡状态。这个调整了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其中无人能够在情境C下做出虚假的承诺，尽管他们很想这样做。

现在，步骤（3）中的自然律是心理学的：我们仿佛是出于自然律而试图做出虚假的承诺。但是，由于在某些情况下，其他规律可能禁止这个律令起作用，我们就不能确定地说每个人的确做出了虚假的承诺。每个人试图在这些情况下准备做虚假承诺，这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学规律而成立，尽管其他规律有可能使得虚假的承诺无法实际地做出来。

观念检验上的矛盾否定虚假承诺的行为准则，因为一个合理的行为主体在具有立法意图的社会中不能意欲按照该行为准则来行动。这出自这样的事实，如果合理的行为人意图做某件事，那他们就必须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此事，而且在他们的情境下，这是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意图是某种类型的计划：计划去做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那是不合理的。

2.提出可能证明是不相容的两个意图的意义在于，找到一个空间让康德谈论行为主体的行为准则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谈论其不是自洽的。但是，康德为什么认为在一个调整了的社会中无人能做出虚假的承诺呢？他的评论是简单的：他说在步骤（3）中规律的普遍性“将使一切承诺和承诺的目的本身变得不可能；因为无人会相信他们是在做承诺，而是会把所有这种类型的话语当成空洞欺人的笑话”（GrⅡ：36［422页］）。

现在，康德显然把下述情况设定为一个自然律，即人们从经验中学习，并且记住了过去；所以，一旦每个人试图在（在某些情境之下）做出虚假的承诺这件事看起来变成了一条自然律，这个规律的存在便成了公共的知识。每个人都知道它，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知道它，如此等等。我们不必假设所有自然律都是公共知识；显而易见，它们不是公共知识。但是，作为根据自然律的公式来解释定言命令程序诸要求的一种方式，假设由按照某些行为准则而行动的人们产生的准自然律的公共认可，也不是不恰当的。

我们通过如下说法明确了这一点，即在调整了的社会的均衡状态下，在步骤（3）中的准自然律被公共认可为自然律，我们要相应地运用定言命令程序。让我们把这种从步骤（1）的行为准则中发出的貌似自然律的公共认可称为普遍道德戒律的公共性条件。康德把这种类型的可接受戒律视为可以说属于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公共道德立法。

3.另外一个条件是：我们将把调整了的社会视为仿佛它经过长时间后达到了所猜测的它的衡状态。看起来这个状态一直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永远存在。这被称为永恒性条件。

正在应用定言命令程序的行为主体似乎不会说：“我意愿我的行为准则从今以后成为一条自然律。”这将要求有一段达成均衡状态的时间，在此时间段内，行为主体有可能通过欺诈而获得相当大的好处。但是，康德明确地要求我们把这个状态视为现在就存在的：人们马上会嘲笑做出虚假承诺的做法。并不存在时间上的间隔。这种解读也是I：19（403）的重要段落所要求的，但我不拟在此讨论该问题。

§5 康德的第四个例子：漠不关心的行为准则

1.为考察这四步骤程序的运用的另外更看似有理的例子，我转到第四个例子（GrⅡ：38［423］）。将要检验的这个行为准则是对请求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他人之需要和幸福表现出漠不关心的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意图与立法的意图是完全相容的：我们确实能在立法意图的世界里意愿遵循步骤（1）的行为准则。自然，我们作为与步骤（1）的行为准则相关联的调整了的社会之成员，必须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意愿获得这个社会，以作为其成员。这是意志检验中的矛盾（康德用后两个例子予以例示），与观念检验的矛盾（康德用前两个例子予以例示）形成了对照。在步骤（1），行为主体的行为准则是：我不会在他人需要时为了帮助他人而做任何事情，或者协助处于危难中的他们，除非当时从我自己的利益来看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合理的。

现在，与此行为准则相关联的调整了的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无人会做任何事情在他人需要时提供帮助或在他们陷入危难时提供协助。而且这适合任何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是一个相关的均衡状态；我们必须假设定这个要获得的状态像任何其他自然秩序一样，仿佛是永恒不变的，无论是在时间序列中向后还是向前。而且，像以前一样，康德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在调整了的社会中，每个人都知道从普遍化的行为准则中产生的人的行为法则。因此，公共性和永恒性条件得到了满足。

2.现在，理解意志检验上的矛盾有一个困难。解释：康德说，我们不能意愿与漠不关心的准则相关联的调整了的世界，因为据信在该世界可能产生许多情形，在其中我们需要他人的爱和同情。在这些情形中，根据源泉于我们自身意志的一个律令，我们会剥夺我们自己所需要和要求的东西。他指出，我们意愿这样一个社会是不合理的，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仿佛出于一种自然律，对我们求助的请求置若罔闻，当然，除非他们自己的利益促使他们不这样做。

一当我们注意到康德应用于漠不关心的行为准则的检验看起来过于强烈，因为它否定所有导向任何形式相互援助的戒律，则目前的这个困难就显而易见了。其理由在于，任何一个这样的戒律有时会促使我们在他人需要时给予帮助。但是，任何一个相关的调整了的社会都可能产生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在其中很不情愿去帮助他人，除非相关的戒律是相当琐碎无价值的。我们的处境有可能是这样的，以致鉴于我们的当前计划，这样做是极不便利的。再说一次，通过源自我们自身意志的律令，我们会阻止我们自己做我们很想做的事情。

这个一般的困难是：在任何一个调整了的社会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的道德戒律将与我们既定的意图、计划和自然欲望相对立；在这些情况下，它们将与我们的意志相矛盾。的确，道德规范的作用之一是在情境要求时准确地指出这种对立。因此，如康德所陈述的，定言命令程序的检验看起来要求进行某种修正。

3.这个困难不容易解决，但有两件事情可能维护了康德的主要思想。

第一，我们必须为理想的行为主体的意志在决定他们是否意欲一个调整了的社会方面赋予更多的内容。这些行为主体要得到什么呢？如果他们有什么的话，那他们的优先性排序是什么呢？

第二，我们必须进一步规定这些关于诸社会的决定据以得出的观点：理想的行为主体拥有什么类型的资讯，以及他们对自己在一个调整了的社会里的地位和角色能设定什么呢？

考虑一个理想的行为主体意愿的内容：我认为，一个出路（我不说是唯一的方式）是提出一个我们可称为“真正的人之需要”的恰当的概念，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6：393、432及其后；453及其以后）里多次使用了这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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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康德是说，我们具有一些真正的人之需要，一些必要条件，人若要想享受自己的生活，实现这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责任是努力确保这些需要的实现，贪婪的形式之一就是引诱我们去违背这个责任（MdS6：432）。因此，我们必须意欲一个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只要条件允许）。康德提出了他称为“公共利益的行为准则”，可以将其理解如下：当我处于可帮助他人的位置时，我愿意帮助他人，以便他们的真正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但不是达到我自己需要他人帮助的程度。

所以，康德认为，我们具有这个普遍的责任，因为我们将被视为人类同伴（MdS6：453）：“心怀各种需要的合理的存在者，出于相互帮助的目的被自然聚集到一个居所。”

根据前面的论述，显而易见的是，在漠不关心的戒律相关联的调整了的社会与相互帮助的戒律相关联的调整了的社会之间，我们作为理想的行为主体只能意欲后者：只有这个社会才能保证
 实现我们真正的人之需要，一个合理的、慎思的人将确保这种需要的实现置于优先地位。作为定言命令程序的一部分，让我们假定，我们持有这些需要，而且这些需要对每个人都大致类似。

在运用修改了的定言命令程序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任何普遍诫律都将限制我们在某些也许是许多场合受欲望驱使的行为。我们必须将不同的社会进行比较，并且评估意欲一个社会而不是另一个社会的总体后果。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必须考虑在时间进程中对我们真正人之需要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结果之大致平衡。为了让这种想法发挥作用，我们要对这些需要进行某种说明，即使是对这里讨论的那种情况。我认为，康德主张，我们持有“真正的人之的需要”（或基本需要），不仅是对食物、饮料和休息，而且是对教育和文化，以及对发展和行使我们的道德感和良知来说相当重要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对理性能力、思维能力和判断力的需要。我在此不拟讨论这一提议。

§6 对资讯的两个限制

1.现在考虑一下理想的行为主体由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意欲一个社会的观点。我觉得康德也许已经设定，在步骤（4）的决定至少受到两种类型的资讯限制。有些限制是必要的，这一点反过来在西季威克提出的反对意见中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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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限制是，我们将忽略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比较具体的特征，忽略他们和我们的最终目的和欲望的具体内容。康德在描述目的王国的特点时显示出对这一观点的支持；他说（Gr Ⅱ：62［433］）：

我理解“王国”是不同的合理的存在者们在共同律令下的系统联合。现在，由于律令在涉及目的的普遍有效性上决定着目的，我们就将能够（如果我们抽掉合理的存在者的个体差异，并且抽掉他们所有个人目的的内容）设想一整套系统联结起来的目的（这既是作为目的本身的合理存在者的整体，也是每个都可能出现在他面前的其自身目的的整体）；也就是说，我们将能设想一个有可能符合上述那些原则的目的王国。
 
[6]



第二个限制是，当我们问自己是否能够意愿与我们的行为准则相关联的调整了的社会时，我们将在这样的基础上推论，即仿佛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在世界中处在什么地位。我发现如下说法难以解读，（比如）康德在（KP5：69及其后）中关于典型的讨论而未感到某些此类观念是隐含的。他说：“如果你准备采取的行为会通过一个你本身就是其一部分的自然系统的规律而发生，那么你得问自己，你能否把它看做通过你的意志而成为可能的？事实上，每个人都依据这个规则来决定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还是恶。因此人们询问：如果人们属于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该秩序中……每个人对他人的需要完全漠视，那他们会出于其自己的意志而同意成为这个秩序的成员吗？”

这里，提出对我们在调整了的社会中的地位的知识设置一些限制的，是康德有关我们是该自然体系的“一部分”的说法，以及在这段话的结尾所说的，我们将考虑我们是否会“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而同意”，即自由地同意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员。这肯定取决于我们关于自己在该社会中的地位知道些什么。如果我知道我的真正需要（在社会中可行的）之实现通过步骤（2）中普遍化的戒律而得到了保障，那我有可能回答“是”，否则，我可能回答“不”。

2.如果这两种提法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把我们最终目的的具体内容或者我们在当前或可能的未来的政治或社会情境的具体特征投射到调整了的社会时，定言命令程序就被误用了。例如，无人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西季威克意义上的强人。在一个人人要么是贵人要么是奴仆的社会里，贵人们不能从一个互相帮助的行为准则推论出该行为准则仅限于其阶级的成员。这样一个行为准则依赖于不当的资讯。相反，他们必须首先保障他们自己的和他人需要的满足。

总结：在步骤（4），我们必须不仅在真正的人之需要的观念基础上，而且从一个满足了对具体资讯（与一般资讯相对立）的这两个限制的要求的合适地普遍的观点出发进行推论。这是因为，定言命令程序所表述的纯粹的和经验的实践理性的要求迫使我们将自己视为让现存的社会继续存在下去而提议公共的道德实践。对于一个其成员是自由、平等而合理的人的目的王国而言，任何这样的公共法则都必须满足这些条件。

§7 动机的结构

1.我们有了定言命令程序，就可以考虑一个心怀善良意志的人的动机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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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理》第1部分主要论证中，康德区分了这样两种行为：一种是既依照责任也出于责任的行为，另一种是只依照责任却出于偏好的行为。后者拥有合法性但不具道德性。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做出这些行为所依据的意志原则，而不是取决于愿望——目标、事务状态或目的，对于这些的欲望促使我们做出这些行为。

康德这里所想到的区别在GrⅡ：14（413）的注中作了解释，他在那里提出了我们对某件事情发生兴趣与我们出于兴趣而行动之间的对比。他说：

第一个表述［“发生兴趣”］表示对该行为的实际兴趣；第二个表述［“出于兴趣”］表示对该行为对象的病理学兴趣。第一个表述显示意志对理性原则本身的依赖；第二个表述显示意志对于服从于偏好的理性原则的依赖——也就是说，理性只为满足偏好的需要提供了实用的规则。在第一种情况下，引起我兴趣的是行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引起我兴趣的是行为的对象（只要它让我感到愉悦）。

康德在这里做出的区分是基本的。一个因为责任的缘故而做出的行动，是出于对行为本身的兴趣而做出的行为，该行为乃是正确地回应（或者如我们所认为的）实践理性的原则。这种对因其遵从这些原则而行动的行为本身的兴趣正是赋予该行为以道德性的东西，这种道德性与其纯粹的合法性相对立。

2.这种区别有几个重要的结果。我指出两点：第一，根据康德的观点，每一个行为都受某种兴趣所驱使。与有时候听到的说法相反，在康德那里并不存在仅出于理性的行为，假如这意指一个不带触动人的兴趣的行为的话。而且，对康德来说，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对象或目标——有时是偏好所要的目标，但有时又是由实践理性原则所决定的属于义务性目的的一个目标。

第二，一个心怀完全善良意志的人的行为（其品格以智慧、正义和仁慈等首要德性为标志，并且得到次要德性的支持）往往包含两种兴趣：在实践理性原则方面发生的实践的兴趣和对需要和偏好的对象方面的兴趣。例如，每当心怀善良意志的人在其权利范围内实现其兴趣利益时，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在这里，他们所做的是由这些兴趣利益所规定的，但只在他们已肯定自己的兴趣利益是与他人的权利相容的情况之下。这意味着促使我们行动的兴趣利益具有不同的种类，并且是以某种结构排列的，对于实践的兴趣来说，只要我们心怀善良意志，总是具有有效的规范性优先排序，我们就接纳道德律本身。该结构的性质最好可从我们如何运用定言命令程序的过程看出来。

假设我们受诱惑做出上面§4中评论的康德第二个例子的虚假承诺。诱使我们这样做的是我们在困难情形下的需要中产生的我们的偏好。导致我们以定言命令程序检验我们的行为准则的（我假设我们这样做），不是我们的偏好，而是我们的道德感和我们对道德律的实践兴趣。没有这种道德感和实践兴趣，我们就不会通过行使选择意志费心去考核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偏好接纳进一个可允许的行为准则，这是定言命令程序可以接受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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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定言命令程序的慎思，像任何一个其他活动一样，包含了各种推论和思想，它受某些兴趣利益所触动。这在康德那里和在休谟那里都是真的。与休谟的对比在于触动人的兴趣利益的性质以及赋予实践利益以规范性优先排序的一个结构。

3.在GrI：10（397—399）里，康德考察了出于责任而行动的行为的三个例子，它们是在与另外一些行为的对比中显示其充分的道德价值的，这些行为虽然遵从责任，但显示出很少或根本就没有道德价值。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存在履行一个人责任的当下喜好：保护一个人的生命、帮助有需要的他人、保障一个人自身幸福的责任。这种当下喜好是如此一般地表达，以致这些行为的道德价值（如果存在的话）并未显现。康德关心的是其道德价值得到清楚显现的那些情形，因为正是在这样一些情形中，隐含在我们日常道德判断中的原则最容易被看到。

康德关于人值得同情的朋友的第二个例子激起了最大的惊异。它导致席勒写下了下面几句常被引用的话：

我高兴地侍奉我的朋友，但我是怀着快慰这样做的。因而对我不是有德之人的说法，我充满疑惑。我对此的回答：你仅有的资源显然是竭力全然鄙视它们，

然后怀着反感做你的责任命令你去做的事情。

这几行文字是饶有风趣的，但未能看到沃尔夫的意愿观的论述与康德带有选择性意志观念的纯粹意志学说之间的差别。它们忽视了我们的行为所由以出发的实践兴趣（在决定可以允许我们做的事情的规范性优先排序上的兴趣）与我们在行动时所怀有的其他偏好和情感之间的区别。这些情感可以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在我们的表情和态度中表现出来：我们欢快地、愉悦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履行自己的责任并不取决于这些情感。在心怀善良意志的人身上，并不需要这些情感来作为他们履行责任的支持或合作的心理力量。

4.责任问题唯有通过思考实践理性才能得到解决，只有当我们看到偏好所提示的行为准则是定言命令程序可以允许的时候，我们才能按照偏好来行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偏好才能被具有完满德性品格的人的选择意志所接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是没有情感和喜好的人，或者我们将不是欢快而愉悦地履行我们的责任。这也不意味着心怀善良意志的人的德性品格总是一览无余地显现给所有人的。这的确意味着，在艰难的时候，当他们像朋友一样饱受麻木不仁的感受时，他们仍能按责任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大概只有在此时，他们的德性品格才清楚地显现，但这完全不是说此前他没有这种品格。

必须承认，康德在I：10—12（397—399）中的阐述并不是融贯的。他的目的是设置一种给出道德律性质的论证，如其能在我们对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常识判断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他想通过集中关注那些我们同意遵从责任，却不是个人的偏好所支持的行为而做到这一点。这个人也许一直拥有完全德性的品格，但只是在现在，我们才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重要的对比是在一直怀有德性与在困难和挣扎的情境下使得这种德性得以公开显露之间的对比。

但是，康德通过做出下述两类人之间的对比而从这一表述中摇摆不定，特别是在关于友人的第二个例子中，一类人是仅为自然偏好所动（他把让他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工作来享受），甚至似乎从不考虑道德律；另一类人则在强大压力下确实努力依照责任来行事。如果（如看起来的那样）在《原理》I：II（398—399）整个篇幅中，友人是同一个人，那么，此人一定经历过某种品格的转变。不应让康德论述中的这种摇摆模糊了他关于纯粹意志的主要学说，包括它关于纯粹实践兴趣利益的规范性优先排序。我没有说康德的学说是完全可辩护的，但它完全相容于我们欢快而愉悦地履行责任，相容于所有让人生活优雅的美好情感。关于这一点，见康德对席勒的回应（《宗教》6：23及其后，注释）。




 [1]
 在康德（七）中加上了另外两个条件：理性事实条件和动机条件。


 [2]
 关于这个预设前提，见Barbara Herman富有教益的讨论，“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Journal of Philosophy
 （August 1985），pp.414—436；重印于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73—93。


 [3]
 以几个不大的变体为样本，我对定言命令程序的说明参考了Onora（Nell）O’Neill的版本，见其Acting on Principl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还可见Paul Dietrichson，“When Is a Maxim Universalizable?”，Kantstudien
 （1964）；以及Thomas Pogge，“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载Grundelgung zur Metaphysick der Sitten：Ein Kooperativer Kommentar
 ，ed.Ofried Höffe （Frankfurt：Vittorio Klosterman，1989）。我还参考了Barbara Herman在她的数篇论文中提出的推测，即当我们应用定言命令程序时，我们将假设行为主体的行动准则是合理的。


 [4]
 在采纳这个出路时，我们修改或补充了康德的说明。我认为，它在精神上是康德主义的，只要它没有损害他学说的重要元素（我认为它没有）。


 [5]
 “他说，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人，在他身上，独立精神和对带来的义务的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会忍受任何窘困状态，而不愿意接受来自他人的帮助。然而，即使承认每个人在实际窘困时都必定希望得到他人的帮助；但一个强大的人，在平衡了生活的各种机遇后，仍会容易认为在总体上，他和像他这样的人由于普遍接受利己主义的行为准则而想获得更多的东西；仁慈很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不是好处。”见Henry Sidgwick，The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London：Macmillan，1997），p.389n。


 [6]
 罗尔斯喜欢用realm而不是Paton在kingdom of ends中的kingdom来指称王国。——编者注


 [7]
 这方面有益的讨论，见Barbara Herman，“On the Value of Acting from the Motive of Duty”，Philosophical Review
 （July 1981），359—382；重印于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ement
 ，1—22；以及Henry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chap.6。


 [8]
 这与康德在《宗教》（6：24）中的说法相一致：“意志自由具有一个完全独特的性质，因为只有在个人把它纳入他的行为准则之中（使它加入他愿意自身行动所依据的普遍规则）时，一个刺激才能够决定行动的意志。”


康德（三）：定言命令：第二个公式

§1 公式之间的关系

1.在理解定言命令上的一个问题是决定这三个公式是如何关联的。由于康德以不同的方式陈述每一个公式，实际上存在公式的三个家族。我在上一讲根据自然律的公式设置了定言命令，我称为定言命令程序。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后两个公式如何与它发生关联。

在《原理》的中心论证的结尾（Ⅱ：12—71［412—436］），康德对这些公式作了评论，并对主要结论作了概述（II：72—79［436—440］）。他评论的开头说，表达道德原则的三种方式实际上恰恰是同一个律令的三个不同的公式。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了另外两个公式的结合（72段）。而且，当康德介绍第一个公式时（31［421］），他说，只存在一个定言命令。

于是我假设，只有一个定言命令，它带有在某种意义上相等的三个公式。问题是，这些公式并不是一样的。特别是第二个公式引入了新的、相当不同的概念。其内容是（Ⅱ：49［第428—429］）：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行动，即你把无论在你自己还是在任何一个他人身上的人性，决不只当做手段，而总是在同时当做目的来对待。

显然，对于这个公式以及它的三个概念即人、人性、把人性作为目的来对待（自在的目的）的概念，如何能够相等于第一个和第三个公式，我们需要一个解释。

这里还有另一个其自身造成的困难，即Ⅱ：46—49（427—429）中在第二个公式之前的讨论是相当晦涩的。我认为，最好根据康德在别处的说法来理解它：在《原理》I：1—7（393—396）中关于善良意志的绝对价值和理性的角色的讨论，以及在后面Ⅱ：70—71（435—436）、76—77（437—438）的讨论。如我们将看到的，《德性学说》也很重要。

2.让我们通过考察康德在Ⅱ：72—75（436—437）评论中所说的话开始我们有关三个公式之间关系的论述。那里除了说这些公式表达了同一个律令之外，他还做出了两个重要的评论。

首先，康德说，在公式之间存在一个差异，这个差异在主观上而不是客观上是实践的。这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差异。提出几个公式（特别是这些公式）的目的是使理性观念（即道德律）更接近直观（根据某个类比），从而更接近情感。在这个评论的结尾（Ⅱ：75［436—437］），康德说，如果我们希望得到或进入道德律的途径，那么，有益的做法是把每一个并且是同一个行为置于所有这三个公式之下，并且以这种方式（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而使“它［该行为］更接近直观”。

其次，康德在这一段做出的第二个重要评论是，当进行道德判断时，较好的方式是总是遵照严格的方法来进行，并作为定言命令的普遍公式的基础：“按照能够同时成为一个普遍律令的行为准则来行动。”我将此解读为，严格的方法的基础是定言命令本身。然而，由于我们是心怀各种需要的有限的存在者，我们就不能将该命令直接应用于我们的行为，而只在我们通过设置定言命令程序来根据自然律的公式解释了该命令之后，才能这样做。由于这个程序不是定言命令本身，它就不向我们提供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严格方法的最有用的表述。

因此，每当我们努力通过检验行为准则来考核定言命令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时，我们会总是应用定言命令程序。其他公式不能增加以此方式确定的该命令的内容。我们将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它们，以致使它们产生任何一个不是由我们对严格方法的最有用的表述——四步骤的程序所给出的要求。

3.因此，其他公式的要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定言命令程序。我的推测是：在第一个公式（运用自然律公式）中，我们从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看一个道德情景。作为理性的、有良知的人，我们将使我们合理的行为准则（比如在日常生活的某个实际的或可能的情境中由我们的偏好所促成的准则）接受定言命令程序的检验。我们把自身视为服从道德要求的人，因而要核查按照我们的行为准则行事是不是可允许的。

但是，在第二个公式中，定言命令引导我们将自己和他人看做是受我们所提议的行为影响的人。这就是说，我们和其他人都被视为被动的，或者如康德指出的，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性始终当作目的。在第三个公式（自主公式）中，我们再一次回到行为主体的视角，但此次不是作为受制于道德要求的某个人，而是作为看起来是制订普遍律令的一个人：这里，定言命式程序被视为这样一个程序，遵守此程序并充分把握其含义，使得我们把自己看作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是realm of ends而不是kingdom of ends）制定普遍律令的人。

这种解读在一个方面偏离了康德的文本（尽管我不认为这歪曲了他的主要观点）。他说，各个公式在这样的意义上是相等的，即每一个公式包括了另外两个公式。但是，如果我们把自然律公式当作我们产生定言命令所需的最有用的程序，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公式不是规定相同内容的别样方式，它们也不能增加其内容。相反，正如已经提出来的，它们取决于定言命令程序及其内容——它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这个提议对康德有关第二个公式的论述是不是真的。

§2 第二个公式的命题

1.在我们面前有用的共有第二个公式的四个命题。我们有第一个
 即主命题Ⅱ：49（428—429）：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行动，即你把无论在你自己还是在任何一个他人身上的人性，决不只当做手段，而总是在同时当做目的来对待。

在评论各个公式时（Ⅱ：74［436］），康德说的第二个命题
 ：

一个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就其本性来说是一个目的，并且因而是自在的目的，必须为每个行为准则充当一个限制所有仅仅是相对的和随意的目的的条件。

在Ⅱ：77（437—438），在评论整个论证时，我们有第三个命题
 ：

在与每个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他人）相关时这样来行动，即这个存在者同时在你的行为准则中被当作自在的目的。

康德说，这个公式基本上与第四个命题
 （Ⅱ：77［437—438］）是相同的：

依照这样一个行为准则来行动，即在其自身中同时包含了对每个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自己的普遍有效性。

2.这些原则不是相同的，尽管我们可以承认前三个原则是第二个公式的变体。然而，立即让人惊奇的是，康德把第四个公式当做第二个公式的一种形式，因为它缺少另三个命题的专业词汇。它没有说任何关于把人性当做自在目的的话。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如我们将看到的，它正像我将要解释的，特别是在其负面解释中，看起来适合第二个公式。

尽管在这些公式中存在差异，先不说第四个公式，在前面三个公式中有两点是重要的。

所有这三个变体都强调，我们将以某种方式对待我们人身和他人身上的人性：绝不只把它当做手段，而始终把它当作自在的目的。第二个变体附加的思想是：由于一个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的性质将其标志为自在的目的，这个性质就必须充当这样一个条件，即在追求只是相对和随意的目的，也就是各种偏好和病理学兴趣的目的时，限制所有的行为准则（Ⅱ：14注［413］）。这个思想也隐含在其他变体中。

§3 正义责任和德性责任

1.我要说明我将称为对第二个公式的消极的和积极的解释。“消极的”和“积极的”术语取自康德在评论第四个例子（Ⅱ：54［430］）时所说的话，以及他把目的设想为不是被产生的东西而是自己站立或独立的东西时所说的（Ⅱ：77［437—438］），我们将只是消极地看待它，即把它当作我们决不会违背的目的，因而决不应该只是当作手段。

由于上面讨论过的理由，我断定定言命令程序是我们遵从严格方法的最佳方式，因而我们应当把定言命令的普遍公式当作我们的基础。如果这是正确的，则该程序只接受这样一些准则，即出自这些准则的行为尊重第二个公式前面的两个变体所陈述的条件。问题是：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2.作为表述消极的和积极的解释的背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正义责任与德性责任之间的对比。有两个原理，康德对待它们的方式很像道德律的特殊案例。这些是正义和德性的原则。正义的原则说（MdS6：231）：

每一个行为，按其自身或按其准则使得每一个个体意志的自由依据普遍律令而与每个他人的意志共存，这个行为就是正当的［recht］。

德性学说的第一原则说（MdS6：395）：

按照一个关于目的的行为准则来行动，该准则能够成为每个人都持有的普遍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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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原则之间差别的一种方式是，在正义原则中，行为主体的行为准则中的“为了……”从句只是“为了促进我的利益”。这个从句并未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无论我们的目的和兴趣利益是什么，这个原则都规范（外在的）行为。正义责任的焦点在于我们做什么：在我们的行为，而不在我们的目的。但在德性的原则中，“为了……”从句是重要的；回顾一下在相互帮助的行为准则中，它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为了满足他人的真正利益。”

3.正义责任与德性责任之间的一些比较：

（a）康德把正义责任（由一个正义法的体系所规定的责任）视为能够外在地立法和强制实施的责任，或者是由他人施加于我们的责任——例如，通过奖励和惩罚而得到制裁。这些责任只要求各种类型的具体行为，做出这些行为可能出自任何动机，包括（如前面所指出的）所有类型的自利的动机。见上页的图表。

与此对照，伦理的责任不能从外面施加于我们；我们必须将它们施加于我们自己（可以说是通过内在的立法）。这些责任是通过某些计划去追逐一些目的，并在我们的慎思和行动中赋予这些目的以一定的重要性。因此，它们是出自某个动机而行动的责任。对康德来说，出自某个动机来行动（Bewegungsgrund）就是把某个目的或事态视为这样的东西，即为了它的缘故而遵循某些计划，并且相应地进行慎思和行动（Ⅱ：46［427—428］）。

（b）正义的责任据说是出自狭义的义务，而德性责任则据说是出自广义的义务（MdS，导言6：390）。这个差别提示了责任在康德图式中是如何确立和证成的。因此，正义责任是由正义原则来证成的，因而定义是出自狭义的义务；而德性责任是由德性原则论成的，同样根据定义，乃是出自广义的义务。

（c）康德还区分了狭义要求的责任与广义要求的责任。这种区别指的是责任是如何履行的。为了履行狭义要求的责任，我们必须采取或不采取某些特别的行动。另一方面，广义要求的责任是通过采纳和贯彻那些重视实现某些目的（康德称为“义务性目的”）的行动计划来实现的。基本的道德责任乃出自广义的要求：例如，教化我们的道德和自然禀性尽善尽美的责任。不能为做到这一点而给定具体的规则；它要求一揽子计划，这些计划的贯彻是判断力和良好见识的事情。

现在，所有正义的责任都是狭义要求的责任：履行这些责任的方式就是不做那些正义法律所禁止的具体的行为，而做它具体要求的事情。我们的动机（观感的目的）并不重要，做具体的行为就足够了。但是，德性责任也可以出自狭义的要求，尽管是在较弱的意义上的。尽责任而不要付出我们自己的生命：只要我不自戕，我也许看起来就履行这个责任。但这虽然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除此以外，我不得出于正当的理由而杀死自己（这听起来有点古怪）：也就是说，我不得杀死自己，此乃一个必须避免的行为，作为（比如）教化我的道德和自然禀性尽善尽美的一个条件。如果我是因为法律惩罚自杀者（也许是通过将他们的名字从所有的公共记录上消除）而不结束自己的生命，又如果我若自杀就会使我光荣的名字从所有公共记录中除掉，那么，我只是看起来履行了这个责任。类似的考量适用于其他要求避免一些行为的德性责任：要求我们不撒谎或自欺，不愚弄他人，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德性责任所规定的目的，必须做或不做某些行为的案例。

§4 人性是什么？

1.现在我们必须问：人性是什么？把我们和他人身上的人性当作自在的目的来对待，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一当我们从受所提倡的行为影响的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来看待定言命令程序，从而将其当成是消极的，那就可以根据该程序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来说明这个意思。

现在，康德用人性意指使我们作为属于自然界的理性而合理的人之特征的我们的力量和能力。我们拥有人性，就是我们既是理性的（Vernünftig），也拥有人的肉体：与其他动物共处于自然中的理性而合理的人。这些力量包括：第一，使我们有可能拥有一种善良意志和善良道德品质的道德人格力量；第二，通过文化：通过艺术和科学等而发展起来的能力和技巧。

2.为了证实这一点，让我们考察《德性学说》中的三处。“人性”这个术语（Menschheit）在此著作的许多段落中出现（我统计了一下，它［或它的一个变体］出现一次或多次的段落有20个［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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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上述关于人性特征的说明。有两个例子：

（a）在MdS 6：387及其后，康德解释了用于陈述我们必须完善自身的各种责任的质的完善概念。他说，我们有责任把人本身的完善或“真正的人性”当做我们的一个目的。这些完善可以在我们能够通过自身行为实现的事情中，而不是在我们从自然得到的天赋中找到。完善的责任有两个主要的论题：

（Ⅰ）培育我们的自然能力的责任，其中最高的能力是理解力，包括拥有并运用概念的能力，这些概念中有归属于责任的概念。因此，我们有责任从一种动物性的粗俗状态中提升自己，并且更加充分地实现这种人性，借助于此人性，我们能够确立目的。

（Ⅱ）将我们的意志培育至最纯粹的德性态度的责任，其中按照道德律所接纳的纯粹实践兴趣来行动是我们行为的动机，而该道德律则是行为的规则。

因此，实现我们的人性，就是实现人类文化中表现出来的我们的道德力量和自然能力。

（b）在《德性学说》前言的第XⅡ节，康德思索我们接受责任思想本身的心理学基础。他认为，存在一些道德倾向——道德情感和良知、对邻居的爱和对自己的尊重，这些是心智受责任概念影响的自然倾向。谁都没有责任去获取这些自然倾向，因为它们是情感方面先在的倾向。我们对这些倾向的意识不是来源于经验，而是只有通过了解道德律及其对我们的感受性的影响，我们才得以知晓。康德继续说（MdS6：400）：“没有人是全无道德感的，因为，他如果完全缺乏拥有道德感的能力，那他就在道德上死了。如果……道德的生命力不再能激起这种感觉，那人性将（似乎是通过化学规律）分解为单纯的动物性。”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人性是活化了的纯粹实践理性。康德进而说，与我们拥有关于真与假的感觉相比，我们并不持有关于道德善与恶的特殊感觉；毋宁说，我们的选择能力（ Willkür）具有被纯粹实践理性及其原则所触动的敏感性，而这就是道德情感。

（c）在§34中，康德说，自然在人心中植入了对同情的欢乐和悲伤的敏感性，而把这些情感用作促进积极而合理的仁慈心的手段，是一项特别的责任，尽管只是有条件的责任。他接着说（MdS6：457）：“它之被称为人性（humanitas）的责任，乃是因为它把人视为不只是合理的存在者，而且是天赋理性的动物。”

康德进而做了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处于分享他人情感的能力和意志中的人性，它是自由的，因为以实践理性为基础；另一方面是对他人的喜悦和忧伤的纯粹敏感性，它是不自由的、仅被移植过来的情感（如在休谟《人性论》所描述的）（MdS6：458）。康德认为，我们有这样一个间接的责任，即把同情的自然情感培育成适合我们道德责任的情感，并如这些责任所要求的，从这些情感中找到介入他人命运的手段。这种积极的“仁慈为其自身的缘故是需要的，以便把世界在其充分完善的状态中作为一个完美的道德整体呈现出来”（MdS6：459；另见457—459）。从这些典型段落中，我们可以读出如下的第二个公式：我们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行动，即把构成无论在我们自己还是在他人身上的人性的力量，决不只当做手段，而是在同时当做目的来对待：也就是当作这样的力量，其实现和行使是自在地善的，并且在善良意志的道德力量那里，是在所有世界里都自在地绝对善的。考察一下关于“人性”这个术语的其他用法（《原理》Ⅱ：51［429］、53［430］、55［430—431］、70［435］、78［438—439］）都适合这一解释。

§5 负面解释

1.我们现在要解说正面的和负面的解释，可以把它们分别与第一对和第二对例子相对照。正面的解释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从较难的负面解释开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定言命令程序只接受这样一些行为准则，依照这些准则的行动尊重那些被当做自在目的的理性而合理的人所设定的限制（Ⅱ：77［437—438］）。我们对这种提法要做何解释呢？

再次考虑一下承诺的例子（在前面康德［二］中讨论过），只是此次用于例示第二个公式（Ⅱ：52［429—430］）。如果我们设定人们的知识和工作信念，还有他们的环境足够相似，以致他们都会以相同的方式评价任何一个提议的（合理的）行为准则，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如下看起来可以成立的解释。

康德说的是，在做出虚假承诺的案例中，被承诺者（做出虚假承诺所指的人）不可能认可许诺者的行为方式。如果我是那个被承诺者，那么，我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不可能在我的身上持有或包含承诺者的目的。康德的德语原文是：“ohne daβ dieser ［被承诺者］ zugleich den Zweck in sich enthalte。”（除非同时自在地包含他［被承诺者］的目的）

现在，德语短语“in sich enthalte”（自在地包含）像与此对应的英语短语一样听起来生硬：在这两种语言中，说在我们的人身包含别人的目的，都不自然。我们受诱惑以更合习惯用语的方式把康德的原文转译成英语，比如说被承诺者“共享”（shares）承诺者行为的目的，但这带有一些表示同意或赞同的含义。我们必须猜想康德心里想什么，回忆一下上面的第四个公式，康德用了相同的短语“in sich enthalte”（自在地包含）。

2.我对原文作如下解释：如果被承诺者要把定言命令程序应用于虚假承诺者的行动所依据的行为准则，则该被承诺者将拒绝它，正像承诺者若遵循该程序，也会拒绝它一样。当康德谈到同意的缺乏时（Ⅱ：52［429—430］第二句中），他意指承诺者的行为准则不能得到被承诺者的认可。因此，如果承诺者和被承诺者都按照经过定言命令程序检验的准则来行动，那么，他们将接受和拒绝同样的行为准则，双方都将在其人身上包含（在此意义上就是认可）对方（可允许的）目的。

如果这个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康德为什么在Ⅱ：77（437—438）要这样说：

在与每个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他人）相关时这样来行动，即这个存在者同时在你的行为准则中被当作自在的目的。

这与如下说法基本一致：

按照这样一个行为准则来行动，该准则同时自在地包含了其自身对每个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的普遍有效性。

这里，正是此行为准则自在地包含了其自身的有效性，这必定意味着，每个正确地运用定言命令程序的理性而合理的人将看到该行为准则通得过检验，因而所有人都能认可它。

3.这样解释显得有点单薄，甚至让人失望。康德肯定有比此更多的意指！他的确对德性责任作了正面的解释。但是，负面解释适合正义责任的重要案例。康德在承诺的案例中想到的是这些责任，他以下述说法表明了这一点：他人必须能够在其人身中包含我们的行动的目的这个要求，甚至在他人的自由和财产（人的权利）的图谋中被更加明确地违反了。因为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显然意图将他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可能认可我们的目的；我们显然未将他们当做目的来对待，我们绝不应当做违背这些目的的事情。

当然，德性责任也符合这种解释，因为我们在履行自己的德性责任时，他人能够认可我们的行动所遵循的目的之准则。差异在于，以这些责任，我们还促进这些行为准则所要求的目的：总括起来说，我们培育自身道德的和自然的品格完善，并且增进他人的幸福。而正义的责任只能通过在一个公正的法律体系所设立的各种限制范围内的行动来实现，尽管我们只追求自己的兴趣利益，而对他人的利益无动于衷。正义的责任只要求相互认可支配我们外在行为的准则。

结论：我们身上的人性只是我们的理性和思想的力量，道德判断和感受性的力量。在正义问题上把人当做目的（把他们身上的人性当做目的），而决不只当做手段来对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规范我们的行为，这些方式是可以公开证明他们和我们的共同的人之理性，并在情况需要时提供这样的证明。此外，如果我们关注正义（我们把尊重人的权利当做我们的目的，并把我们的责任概念扩大到超出应当的范围［MdS6：390及其后］），那么，我们就按照康德所说的“德性义务”（MdS6：410）来行动。我们对以他人能够公开认可的方式与他人交往联系抱以纯粹实践的兴趣。这是个很重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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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还需要考虑关于自杀的第一个例子（Ⅱ：51［429］）。负面解释适用于它吗？让我们考察一下康德在（MdS6：422及其后）对它做的更充分的陈述。他写道：

人只要是一个责任的主体，只要他还活着，就无法推翻他的人格。他应当拥有从所有义务中退出的道德权利，他可以自由地行动以致他看起来并不需要支持这个行为的道德权利，这是一个矛盾。摧毁一个人自己人身上的道德主体，就是从世界上抹杀道德本身的存在，只要这是在一个人的道德力量范围以内的；但道德仍然是一个自在的目的。因此，把一个人只当作一个随意目的［一个自然倾向的目的］的手段来对待，就是把人性贬低到一个人的自身实体（ homo noumenon），但仍然被当作在自然世界（ homo phenomenon）中维持其生存的一个存在者托付于人。

我不把这段话解读为说自杀总是错误的。它说的是，总是需要为它找到一个道德上的由头，而这个由头是不能由自然倾向所要求的目的来赋予的。康德在这一节列出的一些诡辩性的问题意味着，这样的由头可以由相冲突的义务的理由来给出（MdS6：424）；因为这些理由有时比不结束我们的生命的理由更强大。否则，所列举出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例如，康德问，一个统率全军的将军身上揣着毒药，为的是在被捕时能够避免以歧视其国家的条件而被赎回（他指的是弗里德利希大帝），这种做法是不是一个错误。虽然康德的学说只是出于我们的自然倾向的理由而排斥自杀，但并不是不问任何理由地禁止自杀的。所需要的是以义务性目的为基础的很强烈的理由，这些目的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冲突。

在GrⅡ：77（437—438）的那个难懂的段落也适用于自杀。康德说，一个能心怀善良意志的主体（人）是不可能毫无矛盾地从属于任何一个其他对象的。我认为，他在求助于Gr I：3（394）中找到的善良意志的价值优先性。当我们出于以自然倾向为基础的理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我们就会使自己的道德力量从属于只具有相对价值的某物；康德也许会认为，这是价值秩序中的一个矛盾。这适用于康德在上述《德性学说》中关于自杀所说的话。

然而，存在一块重要的空白。我们仍然缺少一个针对禁止自杀的仅依靠定言命令程序的那种恰当的论证。虽然我们可以说，鉴于这样一个论证，说自杀适合负面解释的情况是真实的。这将意味着即使受到我们自然倾向的促使，我们内心的人性（我们的道德感受性和纯粹实践理性力量）也不能认可我们的自杀行为。

§6 正面解释

1.现在，正面解释的含义就清楚了。通过自觉地促进德性责任所规定的义务性目的，我们把在自己人身和他人身上的人性以积极的方式当作自在的目的来对待。总括起来描述，我们通过努力促进我们自身（道德的和自然的）品格完善和他人的幸福来做到这一点，而这是由他们可允许的目的来规定的（MdS6：8；450）。假定德性责任是由定言命令程序所要求的目的之准则所给出的，第二个公式并未增加由严格方法规定的道德律的内容（Ⅱ：74［436］）。它提出了考察该道德律内容——可以说是它的实质的另一种方式（Ⅱ：73［436］）。

以此方式来解读，正面解释强调的是存在客观的目的：对于所有理性而合理的人都有效的目的，这是指这样的意义，即每个这样的人都必须把这些目的当做他们要促成的目的。因此，道德律不仅限制了我们在追求正义的责任所许可的目的的过程中能够采用的手段，而且引导我们把一些目的作为义务来持守。一言以蔽之，道德律决定了纯粹意志论题的要素，也决定了其形式（MdS6：384及其后）。与康德对自由的说明相关联，这是重要的：我们若要实现充分的自由，纯粹实践理性必须至少规定我们的一些终极目的，并且设置对我们用以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的限制。它是否必须规定我们所有的
 终极目的，这是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讨论的一个难题。

2.“人性”这个术语在正面和负面的解释中都是恰当的：在负面解释中是恰当的，乃因为正是拥有人性的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构成了不应该做的那些事情的各种限制；在正面解释中是恰当的，乃因为义务性目的紧密地关联于人们的善：更具体地说，是关联于他们的道德和自然品格的完善之培育，以及他们的恰当幸福之实现（鉴于他们可允许的目的）。一旦义务性目的被视为与人们相关的某些价值，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完善了的）理性而合理的幸福之人的善是自在的目的的缘由。与此相关，请回忆一下GrI：1—3（393—394）的说法：道德完善（一个可靠的善良意志）是内在价值的最高形式。

而且，对第二个公式的正面解释和负面解释的观念由于第一对和第二对例子之间的自然对比的事实而凸显了出来。在第一对例子中，所强调的要点是，我们不把我们自己身上或他人身上的人性当做实现我们的自然欲望所欲求的目的的唯一手段。而在第二对例子中，康德强调，我们必须超越这一点，使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人性相吻合，也就是我们必须促进我们（道德和自然的）品格的更大完善，并增进他人的幸福。康德对这两组例子作了直观上自然的对比，并用“负面的”和“正面的”词来表示其差别。因而这也是我们用的术语。

康德在较晚的一部著作中多次更清楚地表达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一个基本理念。在《实践理性批判》（5：87）中说：

道德律是神圣的
 （不可侵犯的）。人的确远不是神圣的；但他必须把在他自己身上的人性
 视为神圣的。在所有创造物中，他所选择的每件事物，他有权力驾驭的每件事物，都只能被用作手段
 ；唯有人和与他一起的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一个在他自身的目的
 。根据其自由之自主，他服从神圣的道德律。正是因此之故，每一个意志，甚至每一个人自己的个体意志，在与其自身的关系中，都受到与理性存在者的自主
 相吻合的条件所限制，也就是说，它将不受制于任何无法符合有可能从消极
 ［leidenden］主体自身产生的律令的目的；后者因而决不应被只用作手段，而其同时应用作目的（“消极的”［leidenden］着重号
 系本人所加）。

这与所提出的解释相一致，因为一个正义或德性的戒律是否可能从消极主体的意志中产生，这要由定言命令程序来决定。

§7 结论：对《原理》Ⅱ：46—49（427—429）的评论

1.所提议的对第二个公式的解读存在一个困难，我们必须要面对。它关涉的事实是：该公式之前的Ⅱ：46—49（427—429）的那些段落还未被提及。那么，康德如何看待这些段落的要点呢？

我认为，这些段落是准备论述人性理念的一个初步评论。这被它们的内容所证实。因此，Ⅱ：46（427—428）给出了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之定义，并且回顾了在说明行为时所要求的各种区分，如：客观目的对主观目的；欲望的主观依据或冲动（Triebfeder）对抉择的客观依据或动机（Bewegungsgründe）；以冲动为基础的主观目的对以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动机为基础的客观目的。在区分了形式的与实质的实践原则之后，康德陈述了主要观点，即实质的目的只具有相对价值，只能作为假言命令的依据。然而，Ⅱ：47（428）继续说道：某物若其存在自在地具有绝对价值，则可成为一个定言命令的依据，并成为普遍实践律令的依据。

然后，Ⅱ：48（428）解释了这样一个观念：理性的存在者是人，因为他们的理性的道德力量和道德感受性已经把他们标志为自在的目的——也就是不应该被仅仅用作手段的东西，因而在此意义上对他们可以被对待的方式设置了限制。于是，人们对于我们并不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他们也是客观的目的，即其存在是一个作为自在的目的的事物。在这一段里，康德要把我们的道德力量这一方与作为需要来源的我们的倾向那一方区分开来，甚至走得如此远（的确是太远了！）地说，完全无倾向是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愿望。他的观点是，我们是我们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倾向（需要和欲望）的主体，而是依据我们道德的理性力量和道德感受性，从而依据我们拥有善良意志的能力。这让我们回头再查阅I：1—7（393—396），查看理性的特殊角色和作为唯一自在地绝对善的事物的善良意志之观念。

2.记住了这一点，那我们应当如何理解Ⅱ：49（428—429）第二个公式命题之前、以理性的本性作为一个自在的目的而存在的原则为基础的明显论证呢？这个论证烦琐难懂，但让我们忍耐一下。它的目的是确认理性的本性是自在的目的，因此，把理性的本性（无论该本性属于该行为主体还是另一个人）当作一个自在的目的，就是一个客观的原则（对于所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有效）。康德的推理看起来是这样进行的（星号标记康德的前提）：

（1）令A是任何一个（随意挑出来的）理性存在者（人）。*（2）然后A必然把A的理性性质设想为自在的目的。

（3）因此A的理性性质对A是一个主观目的（主观目的的定义，Ⅱ：46［427—428］）。（4）但由于A是任何一个理性的存在者（得自［1］），所有理性的存在者就必然把他们自身的性质设想为自在的目的（［3］的概括）。*（5）而且，A把A的理性性质设想为自在的目的，此乃出于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同样也把A的性质设想为自在的目的的理由。（6）现在，令B是任何一个不同于A的理性存在者。那么，（得自［5］）A把A的理性性质设想为自在目的的理由与B把A的性质设想为自在目的的理由同样有效，反之亦然。（7）因此，（得自［6］）所有的理性存在者必然把对方的理性性质设想为自在的目的（［6］的概括）。（8）所以，理性的性质必然被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视为自在的目的，因而所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将这样来设想它，就是一个客观的原则（客观原则的定义，Ⅱ：46［427—428］）。

3.对这个论证的几点评论。包含在（2）和（5）这两个前提中的是一个基本论点：

A把A的理性性质设想为或视为自在目的所依据的理由不是包含了对A的重要参照的关于这一性质的事实。并不是说A的理性性质而非B的理性性质使它成为对A的自在目的，而是说某个理性存在者的理性性质使之成为自在目的。例示：A饿了的事实构成了A找东西吃的理由，但这不是因为饿了的是A，而是因为某个理性存在者饿了，而A处在为这个理性存在者即A提供食物的良好地位。

刚刚解释的这个观点可以提供一个康德未能意想到的一个论证。考虑一下如下的推理（我略微缩短了其推演）：

（1）每个理性存在者在下述意义上必然把它自己的理性性质设想为自在的目的，即它必然把自身视为倾向和欲望的主体，这些偏好和欲望的满足是善的，从而为它为何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行动提供了理由。（2）其自身偏好的满足是善的，乃因为它们是某个作为自在目的的理性存在者的偏好。（3）但是，由于这一考量对任何一个理性存在者都适合，因而适合所有的理性存在者；所以，所有理性存在者规定了对任何其他理性存在者都同样有效的理由。（4）因此，偏好和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是善的；把理性性质当作自在的目的，就是把每个人（包括其自身）的偏好和欲望设想为规定了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某个程度的理由。

现在，功利主义者坚持人为，通过在不偏不倚的基础上考虑每个人的欲望和偏好，功利原理把每个人都当作自在的目的，而绝不只当作手段来对待。他们说，把人只当作手段来对待，就是无视他们的欲望和偏好，或者是不给予它们以恰当的重视。我要指出，对康德的论证的这种误读正是我们必须避免的东西。因为通过把人们视为欲望和偏好的主体并对它们的满足本身赋予价值，（古典的）功利主义在基本层面上与康德学说相冲突。他不会以此方式来阐释Ⅱ：49（428—429）这个论证；对他来说，只有可允许的欲望和偏好（向我们提出了定言命令程序可以接受的行为准则的欲望和偏好）才能构成善的理由。

我加上一个附录：Ⅱ：52（429—430）的脚注值得注意。康德在这里批驳了这样一种说法，即第二个公式跟戒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Quod tibi non vis fieri）是一回事。他认为，以这种联系来思考这条道德黄金律的否定性陈述也许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异议，即这条戒律事实上是不可接受的，这表现在他最后的评论中：看起来他设想了一名已经定罪的罪犯对法官说：“假如你是我，你就不会愿意被判刑，因而如此等等。”康德必须意指的是，要成为理性的人，罪犯必须按照符合定言命令程序的推理而不是依据罪犯自己的处境和不受惩罚的愿望来评估法官的行为。那条道德黄金律（在其肯定和否定的表述中）错在如其所陈述的，它让我们的自然偏好和特定环境在我们的慎思中扮演一个不恰当的角色。但在这样说时，康德意指定言命令程序规定了它们的恰当角色。




 [1]
 除了在 Gregor的索引中提到的以外，还有：第87段及其后（423页）、112（445）、125（455）、128（458）、133（462）、136（465）、143（470）。


 [2]
 我们欲以他人能够公开认可的方式或者以对他们和我们自己能够相互证成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动机，被认为是斯坎伦契约主义的一个基本设定。见T.M.Scanlon，“Contract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载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ed.A.Sen和B.Willia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3—128。


康德（四）：定言命令：第三个公式

§1 为道德律获得理据

1.回想一下我们猜测关于定言命令的三个表述是如何相关联的。第一个公式根据自然律的定理具体规定了定言命令的程序。这个程序既不是道德律，也不是定言命令，但正如我所提出的，它是我们从作为严格的方法的定言命令的普遍公式着手推导出定言命令所要求我们的东西的最有用的途径。第二个与第三个公式并没有增加定言命令程序所规定的道德要求的内容，而是提出了补充它的两个进一步的观点。

因此，在第一个公式里，我们从行为者的视角来看待道德的情形，并把我们自身看做是服从道德律的主体。在第二个公式里，我们被引导着把自己和他人看做是受我们的行为影响的，因而是被动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人性。在第三个公式即关于自主的公式里（我们今天即予以讨论），我们再度回到行为者的视角，此次把行为者不是作为受制于定言命令的人，而是看起来是为道德要求立法的人。在这里，定言命令程序被视为这样的程序，以对其意义的充分把握来坚持此程序，将使我们把自身看做是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制定普遍法则的人。

2.再回想一下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72—75［436—437］）中所说的，在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意义上的实践的公式之间存在着差异。提出几个公式的理由是让理性观念更接近直观（与某个类比相一致），并且因而更接近情感。在这段评论的结尾，康德指出，我们如果要想获得道德律的理据，一个有益的方式是把同一个行为置于所有三个公式之下，并且以这种方式尽我们所能地使“它［行为］接近直观”。

这里，康德的文本也许并没有表达他的全部意义。因为，虽然代词sie 无疑地通常被认为是意指行为，但在Ⅱ：72（436）的前一部分，他说，道德律是一个理性观念，而不同公式的目的就是使它接近直观。因此，“一个理性观念”也许是这个代词的最佳所指（佩顿的“普遍定理”是不正确的）。不管怎样，由于道德律是一个理性观念（Ⅱ：3［407—408］；72：［436］），康德的观点是，定言命令的三个公式比所有其他公式都更有效地使作为一个理性观念的道德律更接近直观，因而为它获得理据。

3.让我们考虑一下康德为道德律获得理据可能指什么意思。上一讲中我们看到，我们人性的一个特点是我们具有某些道德禀性，如道德情感和良知、爱邻人和自尊。康德的道德心理学的基本点正是：道德律越是清晰地作为一个理性观念呈现给我们，我们越是清楚地理解其在我们人格上的根源，它就越强有力地激发起我们的道德感（缺少它，我们就在道德上死亡了［MdS6：400］）。

康德还认为，道德律能够如此强烈地触动我们，以致压倒了我们的自然倾向，即便是对生命的热爱（KS5：30）。因此，他的想法是，这三个公式在依次考察之后，就更清楚地呈现出道德律，并向我们展现它在我们人格上的根源，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得以受到它强烈的触动而行动。它们以某种类比方式而一起让一个理性观念更接近直观。我们的任务是以此为据来看待第三个公式，试图理解一个理性观念（这里便是道德律）是如何被引导到更加接近直观的，并指出康德心中所构想的类比。

4.我这里提及与此相关的两个段落。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9（410—411）中说，道德形而上学（对自由法则和纯粹意志原理即实践理性原理的阐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言2—4（387—388）；8—10（389—391）］不仅是我们责任的清晰知识的必要理论基础，而且对实际实现道德律也是十分重要的。他进而指出：“关于责任和一般道德律的纯粹思想，仅仅通过理性……而对人心产生的影响要比能从经验领域唤起的所有其他刺激都强大得多，以致理性出于对自身尊严的意识而蔑视所有这些刺激，并且能够逐步成为它们的主宰。”
 
[1]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9n（411）中回应苏尔泽时指出：大众道德说教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它未能把道德原则表述为纯粹
 实践理性的原则。大众说教依赖于大量诉诸各种各样动机的考量。而康德认为，日常的观察显示，“当一个正当的行为表现为人以坚定的理智在完全无视在这个或另外的世界上的任何优势的前提下做出时……它就把任何一种甚至只以最轻微的程度受外来刺激影响的类似行为抛得远远的，并使之黯然失色……它提升了精神，并激起我们也以此方式行动的愿望”。

康德的思想是这样的：当我们面前显现出清楚的道德律的观念，并且看到这个观念在某人的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时，我们就首先充分地意识到我们作为自由、理性和合理的人的本性之尊严。康德认为，假如不是出于这个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的清楚观念，以及对它作为这样一种规律而对我们施以强有力影响的意识，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作为自由人的本性就会对我们保持隐蔽。对道德律的清楚理解和意识是导向此自我知识的途径。

我们仍需讨论康德为什么认为道德律就是自由律。但是，定言命令程序能够将此如此地展现出来，正是我们施加于定言命令可接受的方式的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对重要内容的处置）。我们在讨论理性事实时再回到这个问题。

§2 自律公式及其解释

1.我们开始于阐述《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55—80（430—440）中有关这个公式的十来个说法中的三个。第一个说法是把自律表述为一个理性理念（Ⅱ：55—80［430—431］的结尾；57［431—432］）：

（a）意志与普遍实践理性相一致的首要条件……［是］每一个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的意志作为确立了普遍法则的意志之理念。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75段（436—437）中，我们有一个关于该原理的重要公式，即（用康德的术语来说）一个完全决定性的公式。按照其在公式评论中的顺序，我称之为自律的公式：

（b）从我们的立法活动中产生的所有准则应该融和于（cohere into）一个作为自然王国的可能的目的王国。

这里将康德的原文“zuzammenstimmen...zu einem möglichen Reiche der Zwecke”不是译作“协调于”（harmonize with，佩顿所译），而是译作“融和于”（cohere into）。我认为这样译更贴近康德的思想，康德不是说那里已经存在一个目的王国，我们的立法活动必须与之相协调，而是说，我们的立法活动像我们从理智和良知上遵循实践理性的原则（如定言命令程序从各式上所显现的）那样，为目的王国构造或建构了公共道德律。这一思想在我们于后面讨论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时将显得很重要。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78（438—439）中包含第三个公式的论证的评论部分，我们有另外一个定言命令的公式：

（c）应当这样来行动，即使你的准则同时（对一切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成为一个普遍法则。

这三个不同的公式显示出康德得以陈述一个基本思想或原则的很不相同的方式。当代作者通常不会这样散漫地写作或运用差别如此大的表达方式。这倒无妨：你只要听得懂音乐，就有可能理解其意思。

2.解释第二个公式的问题在于，鉴于它所引进的新概念，看它如何与其他公式相等值。第三个公式的问题是看它与第一个公式存在多大的差别。因为假如它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别，那它的要点是什么？它增加了什么意思呢？

答案的提出可借助对以下问题的注意。首先，所有这些不同说法都强调的理念是：我们将以这样的方式来行动，即我们可以把自己看做以我们的准则进行普遍立法的人；其次，其中的一些公式明确显示，在进行普遍立法时，我们将视自己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一个道德共同体）的成员。通过此自律公式，就有了与我们的猜测一致的观点转变：我们现在回过来不是将自己视为道德律的主体，而是视为立法者，看起来是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公共道德律的立法者。这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60段（432—433）中解释这些公式时为采用“自律”的术语提出的理由相关联。

3.我们应当询问：康德在讨论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对比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80［440］），为何把自律原则称为唯一的道德原则？也许可这样解释：第三个公式是出现次序中最后一个公式。前两个公式预设了我们自己作为可能的目的王国的立法成员的最终观点。存在从一个公式向下一个公式自然递进的关系，也就是第二个公式依赖于第一个公式，第三个公式依赖于前两个公式，并以自律理念，以道德律乃是我们作为自由而平等的人赋予我们自身的理念把它们统一起来。这也是康德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卷第8章第3段中下述陈述的推演：“人只有在服从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时，才成为自由的。”

因此，为了将我们自身视为一个目的王国的自由而平等的立法的成员，我们必须确证我们行动所依据的准则符合定言命令程序所再现的实践理性的诸要求，因而我们的准则不强求他人服从那些并不与他们能够认可为与其人性相一致的法则。

当然，关于我们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立法的思想是纯粹假设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行为准则视为得到了一些戒律所认可的东西，可以将这些戒律看做是这样一个共同体所公共承认的道德律。我们是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合作团体而做到这一点的，我们都依照一个体制程序而集体地行动。

4.现在，我们立法建立的东西，即被认作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道德律，是在步骤（2）出现的被定言命令程序所接受的整套普遍戒律。或者说，当我们使世界成为我们的行动所遵循的整套准则来规约的世界时，我们就在步骤（4）为这个调整了的社会立法了。这整套行为准则似乎同时被转变成了自然规律。这里我依据出现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75段（436—437）对于几个公式的评论中的第三个公式（上面的（b））的那个变换的说法。我在此更充分地阐述如下：

应当总是这样来行动，使你的行动所依据的全部准则是这样的，即你可以把自己看做是通过这些准则而确立一套统一的公共道德戒律，所有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对这些戒律的遵从乃与他们的人性相一致，并且（在可取的条件下）带来一个目的王国。

以这种更完整的方式表述之后，该公式显而易见地引出了康德迄今还没有明确讨论的问题，即义务的相冲突着的依据的问题（《道德形而上学》Mds 6：224）。我这里不拟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只是假设，可以推演定言命令程序以导出戒律或指导方针，通过援引它们，有可能（往往是至少可能）当数条戒律在具体情况下出现冲突时，在它们当中确定哪一条戒律得到了最强的义务依据的支持。我没有把握说康德对这个问题是否有信得过的足够考量；讨论此问题会转移对一些更加基本问题的注意力。

§3 理性之至上性

1.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55—60（430—433）中有关自律的讨论包含了我们应当力图理解的两个重要论断。第一个论断可陈述如下（Ⅱ：56［431］）：正因为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可以把自己看做是为定言命令的内容（当应用于我们自身时）立法的人，因而我们就合法地服从它的要求。

根据《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60（432—433），可以这样来陈述这个论断：我们只服从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可能制定的法律；我们只依照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行动，这个意志作为自然对它的目的，承担了制定普遍法的作用。康德在此解释了他为何使用“自律”这个术语的理由。

最后，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78（438—439）得出：所有人，作为其自身的目的，必须能够把自己看做普遍法的立法者，尊重他们可以合法地服从的任何法则。

2.那么，康德为何会宣称我们只受制于我们能够施加于自身的法则呢？这是一个仍未包含在把我们自己视为服从作为我们的理性法的道德律（如定言命令程序所间接表现的）当中的进一步的理念呢，还是我们能够通过阐述暗含于我们有关这几个公式是如何关联的讨论当中的东西来解释康德的论断？一当我们回忆前面设定的两点，他的论断就呼之欲出了。

第一点是，定言命令程序在应用于我们时规定了定言命令的整个内容，因而该程序检验通过的所有戒律（在步骤［2］得出的普遍化的准则）便界定了我们可合法服从的所有行为标准。

第二点是，正是通过定言命令程序，我们可以把自己看做是为一个目的王国制定法则，并因而把自己看做该王国的一名成员。

因此，我们可合法地服从的所有道德标准是为我们能够把自己视为理性而合理的人而订立的标准。康德的论断是我们所已设定的第一公式与第三公式的相互关系之结论。

3.康德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论断是（《原理》Ⅱ：58段［432］）：一个最高立法的意志（也就是它不再服从更高或更权威的意志了）本身不依赖于任何兴趣利益。康德意指这样一个意志不能依赖于得自自然欲望的兴趣利益，而是仅仅依赖于按照实践理性原则获得的兴趣利益（《原理》Ⅱ：14注释［413］）。

在《原理》Ⅱ：60（432—433）中，我们对康德之所指有了某种理解：他说，此前作者们把人们看作似乎以他们服从国家法律的同样方式来服从道德律。他们曾询问是什么样的自然兴趣利益或偏好促使我们遵从道德律或自然法，这些被视为理性所确知的上帝的律令，我们有义务根据上帝的命令而服从之。依照这些作者们的观点，道德律就如同以制裁来强制执行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康德对此的反对意见是，这些制裁之所以引导我们（实际上是强迫我们［《实践理性批判》5：146页及其后］遵从道德律，不是由于其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别的缘由：我们的生命、财产或任何通过维护法律的制裁而可能失去的东西）。然而，当道德律以超越快乐的诱惑或痛苦的威胁而恰当地呈现给我们时，我们便对其产生了一种纯粹的实践兴趣利益。它不需要这样的制裁。

4.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不易清楚阐述的十分根本的观点：理性的至上性，在此情况下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至上性。在康德（一）中，我们指出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它在此与自律公式联系在了一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作为理性主义者，卡德沃斯（Cudworth）和克拉克，以及莱布尼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也都接受了理性的至上性观念。但这一点是他们以上帝的理性优先于并且支配着神的意志这一说法来表达的。如我们曾看到的，对克拉克来说，上帝理性的内容只要涉及对与错，就是通过理性直观而被我们所知的。我们理解此内容是由先前的、独立的道德秩序所赋予的，该道德秩序决定着事物的恰当性。尽管上帝的立法理性可以是自律的（如果允许我们在此使用康德的语言），但是，克拉克会发现下述说法是不可思议的，即我们是自律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受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或者作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自由而平等的立法成员而可以施加于我们自己的法律所约束。他会认为这是一个激进的、令人警觉的学说。

然而，对康德来说，上帝的理性是直观的理性，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理性（《判断力批判》§77）。我们只能理解我们人的理性，以及它的各种能力和概念、原则和理念，通过反思我们的思想和判断力来进行鉴别。是我们人的实践理性必须拥有对道德问题的至上性；我们无法企及比此更高、更完善的理性。激进之处在于康德所赋予的人的理性之地位以及他认为人的理性所承担的建构主义的角色。后面我们将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4 目的王国

1.我们既然已经有三个公式摆在面前，现在几乎就可以来讨论我们的问题了，即道德律作为一个理性观念是如何通过类比而更接近直观，以及康德所设想的类比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先讨论康德对“目的王国”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在《原理》Ⅱ：61—71（433—436）、76—78（437—439）中所说的话。

康德通过把每个理性而合理的人当做是自律的并且是属于某个道德世界的人（《原理》Ⅱ：78［438—439］），并根据他们的实践理性而引入这个概念。目的王国变成了一个理想（如康德在《原理》Ⅱ：63［433］所说）；我在后面将解释，这是相关的。他说（Ⅱ：61［433］）：“每个理性而合理的存在者必须把自己视为通过他意志的所有准则来确立普遍律的人，并且必须从这一观点来判断他自己和他的行为，这一观念导出一个密切相关而又十分丰富的概念，即目的王国的概念。”

2.现在，康德把目的王国视为理性而合理的人们在共同（道德）律下系统的联合体；我认为我们可以假设（尽管不是明确做出的）这些道德律是公共的、相互认可的。这得自定言命令程序的公共性条件（《原理》Ⅱ：4［408］）以及对相互合乎理性的本性之共同认知。康德有关系统的联合体的描述不容易解说。他说（《原理》Ⅱ：62［433］）：“由于法律决定了目的之普遍有效性，我们就能够（如果我们抽除理性而合理的人们之间的个体差异，并且抽除他们私人目的的所有内容）在系统的联合体中设想所有目的的整体（既是所有这样的人的自在的目的整体，也是每个人为自己设立的目的的整体）。”

为了理解康德以系统的联合体、所有目的的整体意指什么，我们应当思考下面一段。所以，正如他在此所说（《原理》Ⅱ：63［433］）：当所有理性而合理人都像别人对待他们那样把自己视为自在的目的时，目的王国系统的联合体的特征便显现了出来。根据第二个公式，这意味着每个人不仅在正义责任（人的权利）范围内追求他们个人（被允许的）目的，而且对美德责任所要求的义务性目的给予重要而恰当的重视。总而言之，这些责任将促进一个人的道德和品格上的完善以及他人的幸福。而且，每个人都有尊重正当权利的目的，因为这也是值得嘉许的（《道德形而上学》6：390），并且正如康德所解释的（《道德形而上学》6：410），也是一种道德义务（而非责任）。

依据第三个公式，康德肯定会设想，在目的王国里，每个人对每个他人的认可，不仅是尊重其正义的义务和德性的责任，而且看起来还为他们的道德共同体订立法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都是理性而合理的，而且这个事实是相互都承认的。尽管从康德的论述来看，这种相互承认是清楚明了的，并且我假设它是目的王国的一个特征，但他并没有明确地阐述过。如果他觉得这是太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不值得再加以阐明，那他就被误解了：所忽视的东西恰是明确地将注意力引向社会的道德文化的公共角色中对道德律的相互承认。黑格尔将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尚不清楚的是，抽去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抽去其个人目的的内容在设想系统的联合体的所有目的中所起的作用。我在康德（二）中提出，这或许可解释为在定言命令程序步骤（4）设置了对信息的某种限制，此时行为主体必须在调整过的诸社会之间作出决定。的确，康德需要引入这样的某些限制。但是该联合体即便是正确的，也没有在此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他意指消除这些差异会更容易把握目的王国所包括的结构。这看起来并不令人满意：它必须意指比此更多的东西！但这是什么呢？

3.如《原理》Ⅱ：68—71（434—436）所讨论的，目的王国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成员资格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道德人格或实践理性的力量。康德区分了两类事物：一类事物拥有市场价格（它们满足人的偏好和需求），另一类事物拥有想象的价格（它们满足我们精神力量的无目标的运用）。他因而引入了尊严的概念。只有道德人格才具有尊严（《原理》Ⅱ：70［435］）：“道德是理性的人能够成为自在的目的的唯一条件；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在目的王国里成为一名立法的成员。”

另外，正是作为善良意志之力量的道德人格使我们成为自在的目的，并且规定了我们在目的王国里成员资格的条件。康德在《原理》Ⅱ：67段（434）说，除非一个理性的人之意志能被视为受制于订立普遍法则的实践必然性，此人就不能被看做一个自在的目的。他在《原理》Ⅱ：77（437—438）和78（438—439）中重复了这一点。

在《原理》Ⅱ：71（435—436），康德断言，可以说明一个善良意志的价值至上性的东西，或者如他在此所说的“一个道德上善良的品格或德性”，正是使我们参与制订普遍法则的东西：正是这一点使我们适合成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成员。他在《原理》Ⅱ：71（435—436）的结尾说：“因此，自律是人的尊严的依据，也是其他每一个理性而合理的品质的存在者尊严的依据。”

所以，尊严的依据是制定普遍法并按照自律原则行动的能力。这种自主反映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主（或至上性）。

4.因此，正是在善良意志能力的德性中，每个人有了尊严。这不是说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价值，因而在此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尊严的尺度。而是说，他们都拥有尊严，而这就有了一种将所有人都囊括于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力量。它还从对事物的相对和从属价值的任何比较当中除却了人的价值（《原理》Ⅱ：48［428］）。

我们也不需要赋予不同人的尊严之比较以任何意义：对于每一个包括在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里的理性而合理的人来说，从如何对待人而产生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道德律来解决（对我们来说，定言命令程序规定了道德律的内容）。现在，在实施该程序的过程中，对善良意志的绝对价值的重视并没有特别的地位。对它的重视是通过促进我们的道德完善的广泛的责任，通过不在其他人促进其道德完善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来实现的。我们慎思的目标是满足定言命令向我们提出的种种要求。善良意志的绝对价值不应像在目的论观念中那样被当成有待最大化的至上价值。

这绝没有降低善良意志绝对价值的根本作用。这只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理解它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高于其他所有价值的至上价值；而是它依赖于其背景，并具有两种角色：第一，它表达了康德作为善良意志能力的人的尊严观念，并指出了道德律所适用的、我们必须视为目的王国成员的人。善良意志能力规定了所有人的高贵品质。第二个角色是（如我们在康德（一）中讨论的），这对他有关人的生命甚至对生命创造本身的意义的观念是关键性的。这标示着康德道德学说的宗教性的方面。

§5 让道德律更接近直观

1.在我们讨论休谟批判克拉克的理性直觉主义的末尾，我评论道，克拉克的观点明显未能对事物的恰当性如何与人生的最终目的和目标相关联，以及如何与我们的道德心理学普遍相关联的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或者换一种说法，考虑到道德价值在我们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这些恰当性如何解释它们的意义？我们并未说克拉克不能给出一个答案，而只是说他看起来没有这样做。

与此形成对照，当我们总结对休谟的讨论时，我们注意到，他的确在涉及他的道德感学说时，试图回答类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通过这个学说是在反思上稳定的这一主张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理解了我们道德感的根基时（它如何与同情、我们的本性之倾向和我们的道德判断的内容相关联的），我们肯定它得自一个高贵而慷慨的来源。在休谟看来，这种自我理解使得我们的道德品格更加坚固，并向我们展示德性的幸福和尊严。他将此视为他的观点高于克拉克和哈奇森的观点的一个优点，因为在他们的学说中，事物的恰当性或道德感仍然是含糊的，与人生至关重要的东西并无明显的联系。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在康德那里也有类似的困难。那我们为什么竟然应当像康德认为的那样对纯粹实践理性原则要比对克拉克的事物恰当性显示更大的兴趣呢？我们的论题因而就是，康德对此问题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他认为他做到了这一点，而我表明的是他看起来是这样做了。

2.我从几个初步的观点开始。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康德所说的提出定言命令的不同公式的目的是使得理性观念更接近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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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悬而未决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意思的问题。我现在根据我们就三个公式已经阐述过的观点尝试澄清这一问题。

康德在《原理》Ⅱ：72（436）所指称的理性观念肯定就是道德律（或如他说的道德原则）。现在，对康德来说，一个（与理性观念相对立的）理想是关于个别事物（一个特定事物）的观念，它可以由甚至就是由理性观念（《纯粹理性批判》KRB596）来决定的。人性是一个理性观念，并且是完善的人之观念，它由这一观念所决定，是一个理想，尽管这个理想的人当然只存在于思想之中。

因此康德说，斯多亚派的智者是一个关于人与智慧理念完全吻合的理想观念（《纯粹理性批判》KR，B597）。在《原理》Ⅱ：63（433）中，他表明目的王国也是一个理性的理想观念，因而是一个特殊的理想观念。这一特殊是由所有理性的人们组成的道德共同体。其成员拥有一个既定的善良意志，并且履行他们所有的正义责任和德性责任。

在我们可以理清这些头绪之前，还需提出另外一点：康德指出，直观是对于特殊对象、对个别事物的意识或体验。该事物可以是相当抽象的，比如对（某个）空间和（某个）时间的纯粹直观，在此情况下，我们对于对象、对于社会生活中自我的体验得到了整理。

3.在此背景下，让我们说，我们能够通过运用定言命令的所有三个公式来说明目的王国的理想观念（即说明道德共同体的观念，该共同体由其遵从定言命令要求的成员们的行动而被组织成系统的目的之联合体）而让理性的理念更接近直观。（我们总是假设他们是作为定言命令最适合的表达方式来遵从定言命令程序的。）当然，这并没有将理性的理念带入直观：这是不可能的。理性理念至多能在思想上和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上接近它。尽管如此，该理念只是被带到接近直观，因为目的王国作为一个理想仍然是一个特殊观念。我们一旦把握了道德慎思的程序，关于它的观念就变得更具有确定性，这种道德慎思程序影响这样一个王国成员们的思想，并告知他们承认具有约束力的各种责任和义务。

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这样做有可能产生一个比较接近情感的道德律所要求的行为。而且，康德心中所想的是哪一种情感呢？答案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在《原理》Ⅱ：9（410—411）中的说法相类似。正像一个出自对道德律要求的坚定尊重并抛开其对一个人好处的所有算计的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之表现或例子，振奋了人的灵魂，并在我们心中激起了一个我们也能这样做的愿望一样，同样，目的王国的理想（作为一个特殊道德世界的观念）在我们心中激起了一个我们能够成为该世界成员的愿望。我们就有了成为该共同体的成员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以及其成员将如何相互对待的观念。例如，让我们深有感触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希望只以他们能够相互证明其合理性的方式来行动，实际上也是这样行动的（如我们上次看到的，这是第二个公式的一个结果）。

4.因此，依据这种解释，康德的思想是：三个公式依次为详细论述目的王国的观念提供了概念和原则。这个观念现在开始有足够的内容让我们形成一个自己作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成员的观念，而且这个关于一个可能社会的更具确定性的观念比只在第一个公式里的定言命令能够更深地激发起我们的道德感。实践理性原则现在被联系在了一起，与目的王国的观念，包括我们自己作为该王国成员的观念相适合。理解这些观念，使得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取决于观念的愿望变得可能。因为这样就有了一个我们与他人关系的观念，以及我们作为自主之人，所有人都拥有扎根于其纯粹实践理性和道德感的平等地位的观念。这种地位通过所有人都是贵族的观念得以表达。促进这种作为这样一个取决于观念的愿望之基础的自我认识，是道德哲学的一个目标（《原理》I：20—22［403—405］）。

因此，有三条途径，我们可用来让作为理性理念的道德律更接近直观。我们可以列出定言命令程序的三个公式；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公式及其设置的具体规定目的王国（作为一个特殊的道德共同体）成员相互对待的方式的诸要求；最后，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道德范例，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生活和行动中表现出只出于责任，不顾快乐和荣耀的诱惑，面对巨大的危险和死亡，而做高尚的，甚至是最高尚的行为。

康德认为，（鉴于我们的理性能力和道德感）做出这些行为在我们心中激发起对道德律及其要求的纯粹实践兴趣。正如他在第二个《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中所说的，它是这样一条途径，借助于它“我们可以让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进入
 ［Eingang］人的心智，并影响［ Einfluss］其准则，也就是通过它而使客观上的实践理性也成为主观上实践的”（着重号
 系康德所加）（KP5：151）。这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遵循纯粹实践理性对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使我们意识到它实践上必然的对象（目的王国）之内容，以及它所表达的人生之理想。其结果是成为这样一个王国成员的取决于观念的愿望。做到这一点乃是基于人是理性而合理的并且激活了人的肉体这一事实。

§6 类比是什么？

1.最后，康德在《原理》Ⅱ：72（436）中谈到按照某个类比使理性理念更接近直观时，他心里想的类比是什么呢？类比之一肯定是在定言命令程序第一个公式里把道德戒律比作自然律。但是他在几处（《原理》Ⅱ：57［431—432］、72［436］、76［437］、78［438—439］）并在其他著作中提到了一个更广泛的类比。一个特别充分的陈述出现在第二个《批判》中。

我们看到，在定言命令程序步骤（3）和（4）中假设，所有人在调整过的社会中像遵守自然律一样按照步骤（2）的普遍戒律来行动。现在，一当我们把道德律视为这样的一整套戒律（与第三个公式的变体即我们称为完全决定的公式相一致），我们就理解了康德为什么会在《实践理性批判》（KP 5：43）中这样说：

这个规律（道德律）赋予作为感性自然（关涉理性而合理的人）的感觉世界以知性世界的形式……而不干涉［感性世界］的机制。自然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事物在规律下的存在。［在自然中理性的存在者］的感性自然……是他们在经验调整的规律下的存在……这同样的一些人的超感性的自然……是他们依照独立于所有经验条件、从而属于纯粹理性之自主的规律的存在。

2.也许这个类比是这样的。在科学中，我们通过系统统一的常规观念追求将知性的知识统一起来的理想。在这样做时，我们假设自然是有秩序的，似乎它是纯粹理性在世界上实现最高的系统统一的作品（KR，B670—696）。与此类似，我们以按照有效的道德戒律来行动的方式为社会安排秩序，似乎这些戒律就是自然规律。在此情况下，正是我们的纯粹实践理性在把系统的结合引入一整套目的时为社会安排秩序。通过赋予我们的社会以知性世界的形式，纯粹实践理性原则便被带到更接近情感，并获得进入我们道德感的途径。我们便对这些原则产生了纯粹实践的兴趣，而这种兴趣使这些原则对我们的行为准则产生了影响。

最后，请注意遵循自然规律的自然秩序与带有知性世界形式的自然秩序之间的基本对比，康德在后面几段里对此阐述如下（KP 5：44）：

因此，在意志所服从的
 一个自然系统的规律与服从意志的
 一个自然系统（就意志与其自由行动的关系而言）之间的差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形下，对象必须是那些决定了意志的观念的原因，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志是对象的原因。因此，在后者，对象的因果性只能在纯粹的理性能力中找到其决定性的根据，因而也可以将此称为纯粹实践理性。

我们将在后面回到这些议题上来，因为康德在此所作的对比跟理论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之间的根本差别有关，理论理性关涉既有对象的知识，而纯粹实践理性则关涉根据这些对象的观念而产生的这些对象（KP 5：15，15，63—65，89页及其后）。［在继续阅读下文之前，读者应关注一下前面关于莱布尼茨的两次讲座。——编者注］




 [1]
 我们在此看到了我称为康德的“摩尼教式”的道德心理学的一个特征，这是与“奥古斯丁式”的道德心理学相对立的。我们将在后面与宗教相关的部分讨论这些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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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住，我们以自然法的公设阐述了这些公式，并把道德律、定言命令与定言命令程序作为三个不同事物区分了开来。我们指出，定言命令程序把定言命令的普遍律公设当做严格方法的基础（《原理》Ⅱ：75［436—437］），以对我们最有用的方式表现了这一命令。


康德（五）：正当的优先性与道德律的对象

［在继续阅读下文之前，读者应关注一下前面关于莱布尼茨的两次讲座。下面的讨论假设读者熟悉这两个讲座。——编者注］

§1 导言

1.今天，我们在前面两次讲座中简要探讨莱布尼茨之后，再回到康德。在讨论莱布尼茨时，我集中于两点：第一是他形而上学的至善论；第二是他把自由设定于对真理的主词中的谓语之说明的自由观念。如我们将看到的，康德对这两个议题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在今天和下次讲座中我们讨论正当的优先性和我将称为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时，康德在形而上学至善论上的不同将变得明显。这些术语在描述康德学说方面不是标准的，但我希望随着我们讨论的进行，它们将变得明晰起来。

我回顾一下有关理解定言命令程序的几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康德阐述所有标准的程序性表达之努力，若要我们的道德推理成为有效和健全的，这些标准就要与指导我们的道德推理相关联。该程序以按部就班的方式表达了与理论理性相对立的实践理性的所有要求。极简明地说，实践理性关系到按照对象的观念产生的这些对象，而理论理性则关系到既定对象的知识（KP 5：14页及其后，89页及其后）。实践理性在下述意义上以理论理性为前提，即定言命令程序把关于世界的既定的常识信念和知识的背景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在步骤（1）决定一个行为准则是不是合理的，以及步骤（4）评估各种调整过的社会的过程中，行为主体被假设为拥有相当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公共的和相互共享的。或者是我做出了这样的假定。

2.现在，不应把定言命令程序看作是对这样一个所谓的推理过程的说明，即我们每当产生道德问题时，就被说成是有意识地、明确地做出这种推理。我觉得康德是认为（例如参见《原理》Gr I：20—22［403—405］），我们的道德推理（当它是有效和健全的时候）满足了程序的要求而未受它有意识的和明确的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要求并无清楚的知识；也未正确地推论出他们对这些需要知道什么。康德的目的不是教导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我们已经知道了。而是说，他把哲学上理解道德律的价值看做是更坚实地保障了我们对它的接受，其方式是向我们揭示它是如何植根于我们的人格之中，而这人格是自主的，并且拥有使我们成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里自由而平等的立法成员的道德力量。在康德讲座（一）（§2.4）里，我曾推测他还想找到一种道德反思的形式，该形式可被合理地用来检验我们动机的纯洁性，我还假设他把定言命令程序看做是那样做的一种方式。我提出，他的这个目的与他的虔敬主义相关联。定言命令程序的一个优点想必是它不会鼓励对纯洁性的执意关注，康德发现这种偏执在弗里德利希王朝时代的虔信派那里是令人生厌的。

因此，如此理解之后，与弗雷格的Begriffsschrift意指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如果……那么……”、“和”、“非”或通过“有些”和“所有”等表达的概念进行推理这一点相比，定言命令程序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更多信息。再说一次，我们已经知道怎样做这件事了。更确切地说，量化理论与高价逻辑和集合理论（包括证明和模态理论）一起，使我们发现了有关数学和数学知识的性质的一些事情。这些议题为更深入地理解数学打开了一扇扇大门。哥德尔定理是个明显的例子。在弗雷格那里，他想要证明，尽管康德认为几何学是先天综合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但他认为算术也是如此那就错了。弗雷格要证明，算术的真理性并非依赖于感性直观形式，而是可以独一无二地从逻辑和定义中推导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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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如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康德看到了以程序表达道德律的价值在于，它关于这个道德律和我们自己所揭示的东西——尤其是它关于我们的人格、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所揭示的东西。它为某种自我认识铺平了道路，只有对道德律及其在我们人格上的根基的哲学反思才能带来这种自我认识。不管怎样，我从现在起就受这种思想的指导。因此，正当的优先性和道德建构主义的议题，理性事实和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的议题，以及其他的议题，在考虑时都会涉及早些时候提出的定言命令程序的特点。这些特点将有助于我们解释康德如何理解这些较大的论题。

§2 六个善观念的前面三个

1.为了解释正当的优先性和作为道德律先验对象的目的王国，我将首先分出康德学说中的六个善观念。这些观念是一个接着一个依次建立起来的。这个顺序能够通过定言命令程序呈现出来，因为每个观念都有一个与定言命令程序的四个步骤之一相关联的角色。具体规定这些角色的是排列这些观念的顺序和澄清它们之间关系的一条有教益的途径。

我们还需要澄清的是，把目的王国称为由道德律决定的意志的必要对象意指什么，以及说这个王国是被先天地给予这样一个纯粹意志的对象意指什么。康德说（KP 5：4）：“上帝和不朽的理念不是……道德律的条件，而只是被这道德律所决定的意志的必要对象的条件……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知道或理解这些理念的现实甚或是它们的可能性。但是，它们是将道德上决定了的意志运用于其先天给予的对象（至善）的条件。”

康德在此称这个先天对象为至善。至此，这里存在一个复杂情况，我权且以有点武断的方式来解决之。这里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我把这个先天对象视为如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显现的那样是目的王国，以致这个王国的观念以及它的（部分）实现的观念属于有待考察的善观念。我把康德在前面引述的段落中关于至善意指什么这个问题搁置一边，直到我们讨论出现于《实践理性批判》（及其他地方）的辩证法中的实践信念的公设之中。我觉得，目的王国作为道德律的先天对象和至善，是相当独特的观念，在康德的观点中有着不同的作用。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提出了解释上的难题；后面我要解释我为何要这样来处理。

2.前三个善观念中的第一个是由我们可称为“无限制的经验实践理性”所得出的。这个名称表明的事实是，真诚而合理的行为主体在建构其幸福观念或阐述其特殊行为准则时，能够得到的信息是不受限制的：所有关于其欲望、能力、情景以及可能的选项等具体情况都假定是可以知道的。

现在，这个关于善的第一个观念是由（与特设的假言命令相对）假言命令所构成的幸福观念。这个观念可以相关于定言命令程序的步骤（1），因为我们在这个步骤假设行为准则是合理而真诚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准则；我们进一步假设一个合理的行为主体在任何时刻都持有合理的幸福观念。这个行为准则因而满足了作为假言命令特征的各个合理慎思的原则。让我们把这些原则称为“合理的”。

我强调假言命令与特设假言命令之间的差别，前者被认为是一套合理的慎思原则，后者在给定行为主体的情境和利益的情况下满足这些原则时是合理的。属于合理的慎思原则的有：采取实现一个人目的的最有效手段；采纳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选项；追求最广包的目的（假定每个原则都有一个合适的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条件）。这个区别可与前面作出的关于定言命令与特设的定言命令之间的区别相类比，前者包括纯粹实践理性的所有相关标准，后者则是通过了定言命令程序检验的全部特设定言命令（在步骤（2）所概括的戒律）。

3.关于善的第二个观念是我称为“真实的人的需要”之实现。（正如我在康德（二）中所说的）我认为，在定言命令程序的第四个步骤，我们需要这样一些理念来赋予被视为理性而合理的行为主体的意志以内容。否则，实施这些程序的行为主体无法比较那些持有不同行为准则的调整过的社会。应该说，某些不同于真实的人之需要的观念或许也发挥了作用，甚至的确是更好的作用。这里的要点是，看起来需要对康德观点的某些修正。

首先，我们也许觉得，对调整过的各个社会的比较可以在行为主体的幸福观的基础上做出。但即使行为主体知道这个幸福观念是什么，仍然存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因为康德假设不同的行为主体拥有其不同的幸福观念。依照他的观点，幸福不是理性的理想，而是想象力的理想（GrⅡ25［417—419］），因而我们的幸福观依赖于我们的生活中的各种偶然情况，依赖于我们随年龄增长而形成的特殊的思想和情感模式。所以，如果幸福观被用来在步骤（4）判断各个社会，那么，一个行为准则是否通得过定言命令程序的检验，则将依赖于应用它的特定的个人。

现在，这种依赖性有可能威胁到康德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对定言命令程序的遵循并未就下述议题导致至少是大致的一致，即当我们在同样的信息背景下明智地、符合良知地运用该程序时哪些行为准则获得了通过这一议题，那么，道德律将缺少客观内容，而道德律将被理解如下述。回想一下，对某个行为主体是合理的一个行为准则，是对该主体（行动者）有效的准则，它因而是主观上有效的；而一个（在步骤［2］）通过了定言命令程序的道德戒律，对所有理性而合理的行为主体都是有效的，因而是客观上有效的。因此，说道德律具有客观内容，就是说它具有由道德戒律规定的内容，而这些戒律由于建立在充足的理由基础上，对于所有理性而合理的（和真诚的）行为主体来说是大致相同的，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虽然现在或许还没有得到认可）。

观察一下可知，建立在真正人的需要基础上的这第二个善观念是一个公开设计出来用于定言命令程序步骤（4）的特殊观念。对它的阐述是为了满足理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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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要求道德律具有充分客观内容的需要。请注意，这个观念与前面的观念相反，是受限制的：亦即它是根据对于行为主体在步骤（4）所受的信息的限制来构建的。

4.第三个善观念是（康德称为）允许的目的（《道德形而上学》Mds 6：389）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的那种善，所谓允许的目的也就是重视道德律的界限的目的。正如我们在康德（三）所看到的，单靠这些目的就可规定我们将通过德性责任来促进的他人的幸福。因此，我们要修改、放弃或压抑那些促使我们接受在步骤（1）被定言命令程序否定的合理而真诚的行为准则。我们不必刻意在我们的自然欲望对自己的强项和重要性与我们依道德律来行动而采纳的纯粹实践兴趣对自己的强项和重要性之间寻求平衡（对这种兴趣可参见GrⅡ：14段注释［413］）。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的，正当的优先性完全排斥这种对平衡的寻求。

那么，每当我们的行为准则受到否定时，我们就必须考虑我们所意图的行为过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满足相关欲望的主张被拒绝了。到目前为止，与像功利主义这样的目的论道德学说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康德来说，允许的目的观念预先设定道德律和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是既成的东西。另一方面，古典功利主义始于这样一个善观念——善作为快乐、幸福或作为欲望、偏好或利益的满足；它也许还设置了这些欲望、偏好或利益是合乎理性的这个条件。（欲望、偏好或利益不是同一回事，但是我不拟深入探讨这个议题。）这里的要点是，在一个目的论学说中，一个善观念是被置于先于和独立于正当（或道德律）观念的地位；因此，（举例说）功利主义把正当界定为善的最大化（比如幸福或合理偏好的满足），把道德品质的价值界定为具有譬如说能被依赖来引导我们做正当事情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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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对照，在康德看来，不受限制的合理性或理性的事情是由这样一个程序来建构的，并且也绝对地服从这个程序，该程序加入了定言命令程序或者我将称为“理性的事情”的各种限制。正是通过这个程序，可允许的善观念及其允许的目的得到了具体的规定。

§3 后三个善观念

1.余下的三个善观念中的第一个是关于善良意志的观念。这是康德的道德价值观念：一个足够善良的意志是人格和他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的品质的至上的（尽管不是完全的）善。这个善由一个坚固而既成的最高阶的欲望所构成，或者用康德的术语表达，是由纯粹实践兴趣所构成，这促使我们对出于责任的行为发生兴趣（《原理》Ⅱ：14［413］）。

这里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区别：当我们能够总是出于纯粹实践的兴趣而按照责任的要求去行动时，我们就有了意志的真正纯洁性，无论履行我们的责任会多么强烈地与我们的自然欲望或偏好相对立（KP 5：155及其后、159及其后）。在此情况下，纯粹实践兴趣总是自身足够强烈，以确保我们即使在极端情境之中也出于（不只是根据）责任的要求去行动——例如，如果我们不愿意对一个诚实的人提出不实的指控就会受到主权者的死亡威胁。当我们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使自己成为具有纯粹意志的人，也就是成为一个每当遇到责任的问题时就总是能够出于纯粹实践的兴趣来行动的人，我们就拥有了善良意志。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如此定义的善良意志，尽管我们还没有达至一个纯粹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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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康德认为，当其他的兴趣利益和偏好也促使我们去做责任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时，它们只要满足了两个条件，就不会减损我们行动的道德价值，或者减损我们的品格的纯粹性。这两个条件是：

（1）当涉及责任的问题时，我们完全通过对责任的考量来做决定，将所有兴趣利益和偏好的理由抛弃一边；

（2）我们对按照责任的考量而行动的纯粹实践兴趣自身足够强烈到足以确保我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仅当我们的纯粹实践兴趣未强烈到足以保证这一点，因而需要其他动机来让我们恰当地行动时，我们的意志或道德品质才不够绝对地好。

与此相联系，康德指出，我们也许需要他所说的在依据道德原则而行动上的自由的同情之支持（Mds 6：457）。具有这种自由的同情自然不是一种缺陷（它是由我们自己培育的），但我们为了正确地行动而对自由的同情之需要显示出我们的品质中纯粹性的缺乏，这是一种缺陷。一个理由是，不能总是依靠自由同情的情感去支持我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是否按照我们应当做的那样行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偶然发生的境况。这表明我们仍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有可能达至的自由。

根据康德（一）§7，回忆一下康德学说中善良意志概念的两种角色：第一，作为一个绝对的和无可比拟的价值，实现这个价值赋予人生的意义，并使得人类成为创造的最终目的（KU§84及脚注）；第二，作为这样一种价值，以致我们拥有实现善良意志的各种理性能力和道德感是我们成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成员的条件，并且标志着道德律运用的范围。

2.下一个善观念是作为道德律对象的善，我将此视为由目的王国的理想所给予的，如这个理想在康德（四）所讨论的那样。这个理想的对象就是这样的社会之观念，即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由正确运用定言命令程序所产生的全部戒律，则（至少在合理地有利的条件下）应该会产生这个社会观念。

正如此前谈到过的，康德有时把目的王国称为由道德律决定的意志的必要对象，或者是先天地赋予了一个由道德律决定的意志的对象（KP 5：4）。由此我认为，他意指目的王国是一个（理想的）对象（一个社会），其道德构成和规则是由经过定言命令程序检验的全套戒律所规定的（至此，这些戒律由完全决定性的要求所调整和协调；Gr Ⅱ：75［436—437］）。

换一个说法，目的王国的理想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即对它的描述可以先于并独立于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和原则以及运用它们的程序。这个王国不是一个已经被给予的可描述的（理想）对象（一个社会），其性质决定了道德律的内容。例如，如果要把该道德律理解为陈述了为产生一个好社会必须做的事情，而该社会的性质和体制已经先于并独立于道德律而得到了规定。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的。

3.最后，还有康德的完全善的观念。这是在人生的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实现了目的王国的理想，每个成员既具有善良意志又得到了幸福的时候获得的善。我们必须加上前面的这个限制条件，因为目的王国的理想是一个理性的理想，因而其本身无法完全实现。况且，幸福必须由这样一些目的的实现来具体规定，这些目的尊重道德律的要求，因而是可允许的目的。我推测，在自然世界里，至少在合理地有利的条件下，努力寻求这个（如此理解的）完全的善是合乎情理的。在这样子做时，我们不是缺少现实感、缺少实际可能性感受的幻想家。在此意义上，目的王国是一种自然的善，是可以在自然秩序里理性地寻求（尽管从来完全实现过）的善。

康德认为（如上面所的显示），在完全的善当中，善良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享受到的其他的善将是真正善的，我们对其的享受又是完全充足的，那我们必定具有一个善良的意志。这特别适合于幸福之善，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只在拥有一个善良意志时才能使得我们完全值得享有幸福。这是他学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康德还认为，这两种善在其性质上，在其于我们人格的基础上是如此地不同，以致善良意志和幸福是不可通约的。我们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将不会在这两种善之间保持平衡；只有通过一方严格地优先于另一方的关系，两者才能结合成为一个统一、完全的善。我们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论题。

§4 自主与他律

1.在这样考察了六个善观念之后，让我们考虑康德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诸道德观念的自主和他律说了些什么（GrⅡ：81—88［441—444］；KP 5：41页）。他认为，只有他自己的学说把道德表述为自主的而不是他律的。他说（GrⅡ：81［441］）：

如果意志在为其自身进行普遍立法的行为准则的恰当性之外（如果它因而超出自身，在某一对象的属性中）寻求决定它的法则，那么，结果就总是他律的。在此情形下，意志并不赋予自身以法则，而是对象根据其与意志的关系而赋予意志以法则。这种关系无论以偏好还是以理性观念［Vorstellungen der vernunfit］为基础，只能产生假言命令：“我应当做某事，是因为我意欲别的某事
 。”（着重号
 系康德所加）

这里康德的想法中关键之处在于理性的至上性。纯粹实践理性不能从任何一个对象，甚至不能从作为一个对象向理性表达的理性观念来获取它的命令。思考一下依靠神的理性而作为一个对象向我们的理性表达的关于正当和善的合理性观念。我认为，康德实际想说的是：“我应当做某事，是因为我意欲（出于纯粹实践的兴趣）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不是因为我意欲别的某事，即便这别的某事是以理性观念为基础的。”（更不要说它必须不以偏好为基础。）

换一个说法，纯粹实践理性必须从其自身来建构其对象。从纯粹实践兴趣提出这个对象将不包含一个假言命令。因此他在上面刚引用过的那段话后又加上一句，定言命令“必须从所有对象抽象到如此的程度——它们（对象）应当对意志不产生任何影响
 ，以致实践理性（意志）不仅可以主宰异己的兴趣利益，而且可以直接显示其作为至高立法者的至上权威”（着重号
 系康德所加）。

2.也许可以将此问题这样来表述：我们不是从独立于正当观念而设定的善观念开始，而是从纯粹的（与经验理性相对的）实践理性所设定的（道德律的）正当观念开始。我们于是根据这个观念（通过定言命令程序）来详细说明哪些目的是可允许的，哪些道德戒律具体规定了我们的正义责任和德性责任。从这些出发，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安排是正当的和公正的。

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道德观念将不围绕一个作为独立对象的善而转，但将围绕（与一个［正式的］善良意志的观念一起的）一个［正式的］正当观念而转，正如任何可允许的善必须与之相适应的我们的纯粹实践理性所建构的那样。或者如康德在批判地考察实践理性过程中解释他所称的“方法的悖论”时所指出的（KP 5：62页及其后）：“这个悖论是，善和恶的概念不是在道德律之前就被界定的，看起来理所当然的是，前者必须充当后者的基础；但是，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律之后并借助于道德律而得到界定
 。”（康德为这整句话加了着重号
 ）

康德以为，我们一当着手把善当做先在的、并且是被独立给予的对象，道德观念就必定是他律的。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纯粹实践理性不是（像它应当是的那样）作为至高立法者的其自身的至上权威（康德在Gr Ⅱ：8 1［441］使用了这个短语）。他律正意味着这种至上权威之缺乏。

现在，在上面那个加了着重号
 的句子里，善恶概念应该被广义地理解为包含了道德上善和正当的东西。这一点在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分析论第Ⅱ章的阐述中显而易见。因此，他律将适合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至善论（连同其赋予我们的理性并被理性所知的先在的道德秩序观念一起），就像它适合作为道德根基的打下休谟同情学说基础的心理自然主义一样。在这些观点中，决定我们的意志的东西是一个被给予的对象之观念，而不是从我们的实践理性产生的原则发展起来的一个对象（比如目的王国）。

3.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康德为何认为至善论是一种形式的他律（Gr Ⅱ：85［443］）。由于他的观点在《实践理性批判》（5：41）中作了更充分的论述，我在此仅简要总结他在那里的论证。他开头说道，至善论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因为完善作为万事万物的一个特征，只能被理性所思索或认知。他把诸完善概念区分为理论的与实践的。理论的完善就是任何事物作为其类别中的一个事物的完善（超验的完善），或者一般而言某物的完善（形而上学的完善）。康德认为，这些完善的形式与纯粹实践理性无关，他因而转向了实践的完善。

现在，在康德看来，完善概念在其实践意义上就是一个事物对所有种类的目的的适合性或恰当性。因此，作为人的特征的完善是各种技巧和才能的开发，它们使我们得以实现我们（适当）的目的。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实质的（即上帝的）至高无上的完善就是上帝对所有目的的普遍适合性（就上帝是全知和全能的而言）。对康德来说，至善论作为一种道德学说的困难是明显的：只有在目的已给定的情况下，完善概念才能有助于决定意志。在缺少一个有关恰当目的的先行标准的前提下，至善论是不确定的，或者如康德说的，它是空洞的和不确定的（GrⅡ：85［443］）。由于必须发现目的以完全实现至善论，它最终成了幸福原则的一个变体，从而坠入他律。

4.对至善论的这种批判为何未能展现出康德自主学说的全部力量，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它造成的印象是，至善论的错误看起来在于它是空洞或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它预设某些目的是给定的。这意味着，如果所要求的目的是由一个对象所给定的，而该对象又是一个先在的道德秩序的理性观念所规定的，那么，康德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只要对象先于实践理性本身，并且具体规定了它的内容或由它的原则所提出的某个目的，那么，康德就认为会产生他律的结果。

必须从广义上理解这一点。它说的是，并没有也不存在任何
 这样一个对象，无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还是某个给定的道德价值的秩序（如柏拉图的理念的相互关系或神的理性揭示的观念所例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秩序，人性的构成，我们的自由情感的心灵经济，还是我们的偏好和需求的和谐法则，都是如此。康德的自主之激进意义在于，可以说，任何这样一个所谓的独立对象在我们能够承认其合理性之前，都必须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至上权威原则的法庭上经受审问。否则，我们的纯粹实践理性就丧失了它作为至高立法者的至上权威。

5.我认为，可以从康德在Gr Ⅱ：88（444）的论述中看到他对至善论为何是他律的说明中的第二个缺陷，他说：

［当使一个对象成为规定了决定意志的基础的时候］无论对象如何决定意志，不管是像在个人幸福原则那里通过偏好来决定，还是像至善原则那样通过一般地导向我们可能的意愿的对象的理性来决定，这个意志都决不可通过行为的思想来直接地规定自身，而只能通过行为施加于意志的预期效果来决定：“我应当做某事，是因为我意欲别的某事”……因此，严格地说，正是自然创造了法则。

为什么康德认为，在形而上学的至善论那里，一旦该学说被视为一种形式的理性直觉主义，就是自然创造了法则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知道那个给定的道德价值秩序，并受作为表现该秩序的某个行为的思想所触动呢？读其文本，康德看起来是认为，只有两个选项：纯粹实践理性本身作为至上立法者决定意志的对象；或者是，如果意志有一个对象，甚至是一个赋予我们的理性的合理观念所规定的对象，则意志由产生于该行动的预期效果的冲动所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将创造法则。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存在第三个选项。如果我们将根据出自神的理性的道德秩序原则来行动，将这些原理理肯定为至上的法则，那就不是自然，而是我们对于出自上帝的理性的合理观念的接受将创造法则。这正是莱布尼茨的观点：只要我们能够了解这些观念，我们就应当按照它们来行动。

除了主张我们不能辨别这些观念之外，康德的观点一定是，即使我们能够辨别，我们的纯粹实践理性也必须是其自身原则的最高制定者，而且这种至上性要求，在最高层次上，我们必须总是根据这些原则来做出判断。即使有可能对其作出辨别，我们也不能只是接受在这个层次上所谓的出自神的理性的合理观念（Gr Ⅱ：5［408—409］）：“即使是圣经上的至圣，在他被确认为至圣之前，也必须与我们的道德完善的理念相比较。”

理解康德道德哲学，重要的是看到它与莱布尼茨和克拉克的理性直觉主义相对立，就像它与哈奇森和休谟的道德情感论相对立一样。我觉得，这个事实还未被人们充分了解，需要强调一下。结论是：由此可见，对康德而言，实践理性从自身为意志建构了自己的对象，而不依赖于一个前在的、先行的价值秩序。当然，“从自身为意志建构了自己的对象”这个短语是某一种隐喻，它也是含糊的。我们在下面讨论康德的建构主义时，将力图让它得到控制。我认为，能够赋予它一个理性而清晰的含义，我将力求做到这一点。

§5 正当的优先性

1.前面对康德观点中的六个善观念的简要描述表明它们是如何被设置或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依照一个有序的序列，一个观念接着一个观念，每个观念（除了第一个以外）依赖于它前面的另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把第二个观念（真正的人之需要观念）视为定言命令程序本身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说，从第三个观念（允许的目的的观念）开始，剩下来的观念就预设了一个已给定的正当观念。这个观念是由定言命令程序表达的，以一种程序的方式阐述（通过该程序）运用于人的生活条件的道德律之要求。只有第一个善观念是完全独立于道德律的，因为它是不受限制地合理的。

从第二个观念开始的后面那些观念例示了纯粹实践理性对经验实践理性的优先性，显示出康德观点独特的义务论和建构主义的结构。它有两个实践理性形式：理性的（ the reasonable）和合理的（the rational）。实践理性之统一的一个形式表现在理性是如何建构理性的，并且绝对地限制理性的。然后我们就着手一步步地产生不同的善观念，并获得善良意志的观念，以及作为（部分地）实现了的目的王国的完全的善之理想。康德学说的义务论和建构主义的结构，与始于一个独立的善观念的目的论观点的线性结构之间的对比显而易见。

2.应当细心地理解正当的优先性之意义。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道德学说不包含善观念，也不意指已使用的那些观念是由某种方式从一个先前具体规定了的正当概念推导出来的。要理解这六个观念是如何获得的，最好是去考察定言命令程序，看看这六个观念是如何在运用定言命令程序的过程中关联起来的。

关于正当的优先性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正当与善是相互补充的；正当的优先性并不否认这一点。任何一个道德学说若无一个或多个善观念，就不能成立，而且，一个可接受的正当观念必须为这样一些观念留有足够的余地。肯定各种善观念的人们完全值得为之付出的这些善观念，必须适合于正当观念本身所设定的界限之内——通过这个余地，它允许人们追求允许的目的。我们也许会说：正当设定了界限，善表明了这个观点。

因此，一个（部分地）实现了的目的王国必须为其成员发现值得为之奉献的各种生活方式留有充分的余地；康德肯定认为他的观点是允许这一点的。正当优先性所依据的是，各种善观念必须回应从纯粹实践理性产生的某些先在的限制。

3.在前面对正当优先性的解释中，我假设，幸福（被具体规定为可允许目的的实现）对康德的确是一个善，是他认可的两种主要价值之一。另一种价值是善良意志的绝对价值和德性的培养。在这样说时，我头脑中想的是他观点的许多方面：因而对他来说，正是我们作为自然秩序中理性而合理的人的人性之一部分，我们才具有寻求自己幸福的倾向，并且（离开特定的情境）就没有责任去这样做。

禁欲主义不是他学说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有责任为我们自己放弃许多东西，以便我们能够享受生活（MdS 6：452）。再说一次，他通常把幸福与理性的联系在一起，并与假言命令下的推理联系在一起。他一方面区分了善与恶（KP 5：58—62），另一方面又区分了我们的福与祸，从未怀疑后者的价值（当它重视道德律的限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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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思虑了人之价值（他们的道德价值）与他们的（心理）状态的价值（见他对斯多葛派的困境的评论［KP5：60］）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他有关不同价值的例子包括两种类型的善（KP5：60及其后）。所以虽然幸福（包含一套有序的可允许目的的计划之实现）可以说不是一个道德价值，但它仍然是一个价值。在合理地有利的条件下，一个（部分地）实现的目的王国将是一个幸福的共同体（随着人类社会的延续），因为其成员承认促进相互（可允许的）目的的责任。幸福（与德性成适当的比例）是至善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至善观念在康德实践信念学说中推演核心的角色）。

最后，我要指出康德的一个重要的陈述（KP5：61）：由于我们拥有从属于自然秩序的需要，我们的理性就有一项不可推卸的使命（Auftrag）或任务，这就是谋取我们带有感性性质的兴趣利益，并且为了我们今生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也包括来生的幸福）来决定我们的实践行为准则。因此我认为，我们所做的解释是真正遵循康德思想的主线的。

但是，还有一些评论属于质疑幸福价值的我们可称为康德的摩尼教派特征的东西；例如，在GrⅡ：48（428）的评语：彻底摆脱所有的偏好必定是每个合理的存在者的普遍意愿（还可见KP5：118）。我暂时先把康德思想的这个深陷烦恼的方面搁置一边。我们在讨论宗教
 的道德心理学时将重新回到此议题。

§6 关于真正的人之需要的一个注解

1.在我们考察过的六个善观念中，在真正的人之需要以外的其他观念，都可以相当直接而清楚地在康德的文本中找到，假如说不是明确地肯定的话。真正的人之需要这一观念的难处在于，虽然文本中出现过这个短语，但问题在于，这个观念的阐述却并未出现——也就是行为主体在步骤（4）将如何评价不同的调整过的社会这个问题。康德并没有以我们思考这个观念的方式来讨论它，所以我们看起来并未得到什么指导。

如果这还不算太坏，那还可看这样一个事实：“人的需要”这个短评的含义不是很准确，不能从康德使用它的很少几个地方来获得准确信息。鉴于这一切，我有点犹豫地提出真正的人之需要的观念，并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其他方式也许更可取。

2.我们有什么线索可用来指导我们具体规定这个有问题的观念呢？一条线索显然如下所述：我们在康德（二）第2节曾设定，康德首先关注的是理想上理性而合理的人间行为主体。他首先想弄清楚实践理性对行为主体提出了什么要求，像我们一样，这些行为主体是自然秩序中有限的存在者。人也激活了纯粹实践理性和经验实践理性；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实践理性的力量，他们的人性得到了界定。请记住，实施自杀，假如任何人想这么做的话，都会动摇这个世界的道德基础，因而只有出于最强烈的理由才是可允许的，决不能出于只与我们的幸福相关的理由。

另一条线索看起来也同样清楚。这就是康德认为，执行定言命令程序的行为主体首先关心的是该主体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应当肯定地说那些执行该程序的人是自私的，即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财富和力量，他们自己的声望和福祉），并且把别人只视为影响到他们自己利益的人。当然，所有属于他们作为行为主体的利益看起来都是自我的利益。但这最后的自我利他主义的。在一个自我身上的利益（ interests in a self）与一个自我的利益（ interests of a self），是很不相同的两类事情，绝不应该混淆。

3.我们可以采取下一个步骤并且说，某些需要是特别根本性的。例如，康德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不正义的状态。每个人都没有安全和法律秩序，即使不存在实际的敌意，也会造成战争状态（MdS 6：350）。我们的首要责任是离开自然状态，跟他人一起加入一个由法律管理的市民社会。当然，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作为定言命令程序的一个先决条件，正如任何一个这样的责任必定会随后而来一样，但是，这确实表明，康德觉得，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总是需要安全和秩序，并因而需要那些保障这一点的基本社会条件。这些需求要求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社会条件。

另一种基本的需要是发展并锻炼我们的合理性能力所必需的需要，也就是形成、修改并理性地促进有秩序的目的之计划的能力，这些目的具体规定了那些康德认为是我们的幸福的东西。我暂时并不把这些目的本身看做是基本的；而是说，作为基本需求的是在提出这些目的并为它们排序时发展和锻炼合理性能力本身的需要。无论一个行为主体的幸福观念会是什么，重要的是在所有常规情况下，发展并保持合理性的能力。

4.因此我们得出了两个基本需要：对社会中的安全和秩序的需要，这就要求消除战争状态；对发展和锻炼我们的合理性能力所必需的那些条件的需要，为的是增进我们的幸福。我断定，这两个需要足以否定任何一个麻木不仁的行为准则，而认可一个相互支援的行为准则。注意我们没有依赖于任何一个人特定的幸福观念（由于上面§2.3所讨论的理由），我们也没有提及我们的能力是理性的或提及我们的道德感。至于它们或其他事情是否能够依赖，我在此搁置一边不论。我的目的只是显示真正的人的需要观念如何能够仅靠依赖真正基本的（甚至是普遍的）人的需要来完成，这些人被理解为在自然秩序中有限的合理的行为主体。这里，各个合理的行为主体及其需要这一观念扮演了指导性的角色。

康德的观点在这一点之外要求多少，我在此把它当做一个开放的问题留给大家。我只尝试着表明，鉴于他观点的结构以及他在各种场合所说的，我们对如何着手进行有了许多线索。
 
[6]






 [1]
 请记住，我们以自然法的公设阐述了这些公式，并把道德律、定言命令与定言命令程序作为三个不同事物区分了开来。我们指出，定言命令程序把定言命令的普遍律公设当做严格方法的基础（《原理》Ⅱ：75［436—437］），以对我们最有用的方式表现了这一命令。


 [2]
 康德在KP5：4页及以后、125页及以后、141—146、142页注释以及第143页注释中指涉了“理性的需要”理念。还可见“思想的导向”8：136—142，还可见《康德政治著作选》（Political Writings
 ，trans.H.B.Nisbet，Cam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240—245。我们将在后面再回到此议题。


 [3]
 这里存在许多种可能性，如西季威克把道德价值解释成由对某些性格特质的赞扬或谴责的做法的边际效用所规定的（Methods of Ethics
 ，Bk ⅡI，Ch.12）。


 [4]
 还可见“Theory and Practice”，Pt.I，8：284及其后（Nesbit：69及其后）。


 [5]
 还可见康德在这个问题上对伽夫（Garve）的回答，“Theory and Practice，Pt I”，8：278—284（Nisbet：64—68）。


 [6]
 对这个普遍问题进行的两个富于启发意义的讨论可见于：Paul Dietrichson，“Kant’s Criteria of universalizability”，载Kant：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ed.R.P.Wolff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9），尤其是pp.189—199；Barbara Herman，“Mutual Aid and Respect for Persons”，Ethics
 （1984），pp.577—620（重印于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ement
 ，pp.45—72），后者对于真正的人之的需要作了有价值的讨论（尤其参见p.55及其后）。我的很简略的说明最接近她的观点。


康德（六）：道德建构主义

§1 合理直觉主义：最后考察

1.在前面几个讲座中，我们已经对比了康德道德学说与被解读为合理直觉主义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至善论。我今天开始先提及上一次的这个对比。这样做是因为如我以前提到的，未得到足够理解的是，康德会坚决否定（或者我认为的）作为一种他律形式的合理直觉主义，就像他会坚决否定休谟的心理学自然主义一样。

上一次我曾说过，对未能理解这个有关康德观点的事实的解释，部分地可从康德自己的阐述中找到依据：他从未清楚描述合理直觉主义并表明他为什么认为它是他律的。他可能缺乏一个关于它的清晰观念。是不是这回事，最充分的讨论是针对至善论的那些讨论（GrⅡ：81—82［441—444］；以及KP5：41），而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讨论确实是陈述他否定直觉主义的深层理由。

一个重要的弱点在于，康德假定只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或者是道德律建立在一个赋予他的对象之上，在此情况下，这取决于我们的敏感性和我们预期实现该目标得到的快乐；或者是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律从其自身决定（建构）其自身的对象。这是康德所设想的仅有的两个选项，这一点可从下面这段话中看到，这是康德的几段话中的一段（KP5：62）：

或者是：一个理性原则被思考为不涉及欲望力的可能对象的前提下已经成为意志的决定性依据……于是，该原则是一个先天的实践法则，纯粹理性被设想为其本身就是实践的；……或者是：欲望力的决定性依据先于意志的准则，而这个决定性依据以快乐或不快乐的对象为先决条件，因而某种让人愉快或痛苦的东西……［从而］决定那些只与我们的偏好相关的善的行为。

这里所缺乏的是这样的认知：直觉主义以为，价值秩序的知识可以激起道德情感和采取相应行动的欲望。这里思想对象与情感的关系看起来相当类似于康德在分析论ⅡI（KP5：72—81）中所说的道德律的知识产生了道德羞耻感和自我谴责。当然，其差别在于，实践理性的原则是我们自己理性的原则，我们赋予自己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的原则。但是与直觉主义进行对比的全部力量并未使出来。

2.也许有人会发问：即使康德没有表达他对直觉主义更深的反对，但如下情况为什么仍然不明朗：对康德而言，这是一个他律的形式吗？

一个理由可能是，在克拉克和莱布尼茨的合理直觉主义当中，基本的道德概念是不可分析的，因而是在观念上独立于自然概念的。有人也许认为，这赋予实践理性某种自主性。另一个理由是，那些由合理直觉把握的第一原则被视为一个先天综合原则，因而是独立于任何特定的自然秩序的。它促使人们以为这些原则不可能是他律的。毕竟，它们是先天综合原则，只能由理性来把握，而且它们是独立于并先于任何自然秩序的。所有这些听起来难道不很像康德的思想吗？

即使如此，在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中，足以成为他律的是，第一原则是建立在各个对象的关系基础上的，这些关系的性质不受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具有实践理性的能力）有关自己的观念的影响或决定的，也不受我们关于道德原则在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公共角色的观念所影响和决定的。康德的自主观念要求的是，不存先在于或独立于那些决定程序的形式的观念的道德秩序，该程序形式具体规定了正义责任和德性责任的内容。他律的实现，不仅是在这些第一原则由我们特殊的心理机制来强化的时候，一种在休谟那里把我们与其他合理的人相区别的心理学，而且是在第一原则受到一个由合理直观把握的道德价值秩序所强化的时候，如在克拉克的事物的适应性或莱布尼茨的完善的等级体系中那样。

§2 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

1.从一个普遍命题开始，我将试图对它作阐明。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赋予正义和德性的责任以内容的特殊定言命令被认为是由一个建构的程序（定言命令程序）所具体规定的，它的形式和结构反映了我们的实践理性的两种能力，以及我们作为自由而平等的道德的人的地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康德把这个关于人既是理性而合理的，又是自由而平等的观念视为暗含在我们的日常道德意识中的，即理性的事实。

一个康德式的学说也许会主张（如康德的确主张的），第一原则得以具体规定或建构起来的程序是先天综合的程序。然而，必须恰如其分地理解这个思想，我将在§4回到此论题。但现在这只意味着建构主义程序的形式和结构被视为实践理性（既是纯粹的也是经验的）的所有要求的一个程序表述。我觉得，康德的意向正是：定言命令程序表达所有这样的要求，只要这是可以做到的。在描述他的建构主义的特征时，我假定它是这样做的，但它是否真的这样做，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了。

2.康德学说的特征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人之观念在规定他的道德观点的内容上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与此对比，合理直觉主义只要求一个建立在人作为认知者的理念基础上的罕见观念。这是因为，第一原则的内容是已经给定的，因而人们只需能够知道这些原则是什么，并且被这种知识所触动。合理直觉主义的一个基本心理学假设是，人能够认知第一原则，而且对这些原则作为先在的道德价值秩序的认知激起了因其自身的缘故而根据它们去行动的欲望。道德动机是通过援引那些具有特别类型的因果起源（即对第一原则的理性把握）的欲望来界定的。

这个关于人的罕见观念与这个心理学的假定一起，体现了西季威克、摩尔和罗斯的道德心理学的特征。当然，直觉主义不是被迫成为这样一个罕见的观念的。这里的关键点是，由于第一原则的内容是已经给定的，那就没有必要有一个更加精致的道德心理学，或是一个更丰富的人的观念，一种要求具体规定建构主义道德观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的观念。

§3 建构主义程序

1.通过与合理直觉主义的比较来解释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就说这么多。让我们转到对他观点的建构主义特征更详细的说明。尽管康德的建构主义属于道德哲学，但这与他在数学哲学中的建构主义也有某些关联。的确，他对算术和几何学的先天综合性质的说明当然是这些观念的历史来源之一。
 
[1]



有一个相似点是基本的：在两者当中，该理念都要阐述一个程序性表达，在其中只要可能，所有正确推理（道德的或数学的推理）的相关标准都展现了出来，并供人们考察。
 
[2]

 这个观念是，假如判断得自正确地运用正确的程序，并且仅仅依靠真的前提，那么，这些判断是有效的和完全的。在康德对道德推理的说明中，程序表达是由定言命令程序给出的，该程序加入了纯粹实践理性施予我们的理性准则的诸要求。在算术中，该程序表达了自然数是如何从一个单位的基本概念产生的，每个数接续其前面的数。不同的数由它们在由此产生的序列中的位置而相互区别开来。该程序显示出这样一些作为有关数的事实基础的基本属性，因而正确地从该程序推导出的关于数的陈述是正确的。

在康德对牛顿力学基础的说明中还存在一些重要的建构主义因素。
 
[3]

 建构主义之根深植于康德的超验唯心论之中，但我将不对这些类比作进一步的思考。

2.我们的目的是了解康德道德学说具有的这样一些特征，相当自然地诱导我们认为它是建构主义的，并且了解这是如何与理性至上性和统一的主题、与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相关联的。为此目的，让我们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在道德建构主义中，被建构起来的是什么呢？答案：该学说的内容。
 
[4]

 依康德的观点，这意味着通过了定言命令程序检验的所有特殊的定言命令（在步骤（2）的普遍戒律）被视为是由一个建构的程序构筑起来的，该程序是由受到各种合理限制的合理的行为主体实施的。这些行为主体是合理的，乃是因为他们接受该程序的合理限制，受经验实践理性或那些属于假言命令的合理慎思的原则所指导。

第二个问题是：定言命令程序本身是被建构起来的吗？不。它不是。它是被铺设出来的。康德觉得，我们的日常的人的理解是隐含地意识到了实践理性（既是纯粹的也是经验的）要求；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他的理性事实学说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看康德在提出他的各种例子时，理性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并且我们试图以程序的形式列出他看起来所依赖的所有条件。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实践理性的所有相关的标准全部纳入该程序，以致通过正确运用该程序所产生的那些判断本身是正确的（鉴于关于社会的必要的真实信念）。这些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符合实践理性（既是纯粹的也是经验的）的所有要求。

第三，正如我刚刚说过的，关于定言命令程序的形式和结构反映了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自由的道德人格的说法更准确的含义是什么？这里的理念是，并非每个事物都能被建构起来。每一种建构都有个基础，某些看起来是它由以出发的质料。尽管如前面指出的，定言命令程序不是被建构起来而是被铺设的，但它确实有一个基础：作为理性而合理的自由平等的人之观念，一个在程序中得到反映的观念。

我们通过指出人们作为行为主体必须具备哪些力量和能力、哪些种类的信仰和需要等等，来辨别他们是如何反映在该程序中的，这些人被视为隐含地受该程序所指引，并受到感动去遵从它所认可的特殊的定言命令。我们将此程序视为铺设出来的东西来考察，并思考康德对它的运用，由此来仔细阐述他关于人的观念必须是什么样的。这个观念，加上关于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之观念，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王国的立法的成员，构成了康德建构主义的基础。

所以，我们不说关于人和社会的观念是被建构起来的。这可以意指什么，是不清楚的。我们也不说它们是铺设出来。而是说，这些观念是从我们的道德体验和反思中引出的，是从我们能够实施定言命令程序所蕴涵的东西，从它应用于我们向上的道德律而行动当中引出的。

3.为了表明：我们是理性而合理的这一点反映在以下的事实中，即定言命令程序包含两种推理形式。据说我们在步骤（1）是合理的，而且确实在所有步骤中都是合理的，因为行为主体在该程序限制之内的慎思总是属于合理的范畴。据说我们也是理性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被理性的事实所感动，那也不会接受康德称为对照程序要求来检验我们的行为准则的纯粹实践的兴趣，当一个行为准则受到否定时，我们也不会有兴趣去改变我们的意图并检验我们所否定的行为准则是不是可以接受的。行为主体在程序的诸步骤之内并受制于它的理性限制的慎思反映了我们的合理性；我们作为人关注这些限制，并且有兴趣以符合该程序要求的方式来行动，这样的动机也反映了我们之合乎理性。

作为理性而合理的自由平等的人之观念是建构的基础：除非这个观念及其蕴涵的道德人格力量（我们的人性）以某种方式在人的身上激发了生命活力，道德律在世界上就会是无根基的。这里请回忆一下康德的思想：自杀是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了道德性的存在（MdS6：422页及其后）。

这里请注意（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定言命令程序显示了理性而合理的实践理性原则，而且它的形式和结构也得自人的观念，得自康德称为在一个目的王国的系统的整套目的范围内的道德戒律的公共角色的观念。正是实践理性的诸原则与这些原则的结合规定了该程序的形式和结构。实践理性的原则，如加诸实施定言命令程序的行为主体的诸条件所显示的，是理性的，又如其推理方式所显示的，是合理的，是这些原则选择了道德戒律。

§4 一个观察和反对意见

1.对建构主义的观察关涉道德价值秩序与隐含于我们的实践理性中的观念之间的优先性排序关系。与合理直觉主义形成对照，建构主义把表达道德价值秩序的实体原则视为由这样一个程序建构起来的，该程序的形式和结构出自隐含于我们实践推理之中的观念和原则。正如已阐明的，实践理性与社会及人的观念的统一是完全的、独立的。从道德的目的来看，这种统一不需要什么根基，实践理性原则不依赖于任何先于它的东西。

陈述优先性排序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是说这关涉解释的秩序。
 
[5]

 合理直觉主义说：程序之所以正确乃是因为正确地遵循它通常会得出正确的（独立赋予的）结果。建构主义说：结果之所以正确乃是因为它出自正确遵循的那个正确的理性而合理的程序。
 
[6]

 这两种观点都把我们通过适当的反思得出的当作基本的标准。我们对道德或政治的推理的正确观点所作的判断看起来取决于充分的考虑和判断之后最健全的东西。
 
[7]

 陈述道德建构主义与直觉主义之间对比的这两种方式都是正当的，并且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可以说，第一种方式更加生动，而第二种方式更清晰、更严格。

2.对建构主义的反对意见是这样的：我们适当的反思所思考的东西是优先于并独立于实践理性的和人及社会的观念的。
 
[8]

 我们毕竟根据其理念、程序和原则是否与我们充分考虑之后形成的坚定信念相一致来修改我们的建构主义程序的阐述。但是，这些信念无论是一般的还是比较特殊的，都是直觉，这些反对意见显然还会继续！那么，为什么建构主义不只是一种直觉主义的形式呢？

在作回答时，建构主义和直觉主义必须依靠恰当的反思。否则，建构主义不能检验它的正确程序的阐述。与直观主义的比较在于解释的秩序：在于我们是否说该判断是正确的乃是因为它遵循了一个通常独立给出正确结果的程序；或者在于我们是否说（如在建构主义中那样）该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它是我们从反思中得出的东西，乃是正确地遵循并且只运用真实的前提的实践理性之正确程序。

至于我们如何找到正确的程序，建构主义说：通过反思，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它还说，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对其自身都不是透明的。我们有可能错误地描述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会错误地描述任何一个其他事物一样。这也许诱使我们以为存在某个我们试图描述的先于或独立于理性的道德秩序。建构主义的确不否认它也许看起来是如此，但它却说，我们的确运用我们的理性来描述理性本身。这是一场斗争，其理解经充分思考得出的东西的任务会无限地持续下去。

况且，实践理性原则和我们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即目的王国）在实践理性中得以统一。这些观念并不是单独站立并从而构成了基本的道德真理。我们以各样方式对实践理性观念和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之阐述取决于各种各样的信念。建构主义说，一当做到了恰当的反思，并且理顺了我们关于社会、人和世界的原则和理想，连同其他的信念，那我们的道德观念将有某种确定的结构，在此结构中，实践理性原则的各个要求（如一个适当的程序所表达的那样）在决定其内容方面扮演了某个角色。

至于我们对实践理性普遍的和高层次的信念是不是直观（如有人说的那样），自然可以这样来称呼它们。但是，如我已说过的，建构主义把这些所谓的直观不是看做对一个独立的道德价值秩序的坚定信念，而是看做对实践理性本身、对理性原则及其理念的坚定信念。

§5 客观性的两个观念

1.重要的是看到：合理直觉主义与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之间的对比不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对比。两种观点都有一个关于客观性的观念，但各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客观性。

在合理直觉主义那里，一个正确的道德判断或原则是对一个先在的、独立的道德价值秩序为真的原则。这个秩序既先于合理性和理性的标准，也先于作为道德共同体自主而负责的、自由而平等的成员的人之恰当的观念。的确，正是这个秩序设置了这些理性而合理的标准是什么，以及自主性和责任是如何构想的。

与此对照，在康德学说中，如我们已解释的，一个正确的道德判断是符合所有相关的合理性和理性标准的判断，其全部力量是由它们纳入定言命令程序的方式来表达的。康德认为，这个程序是恰当地把我们的实践理性（既是纯粹的也是经验的）所有要求全部结合进一个统一的实践推理计划中。这是理性统一的一个方面。该程序的形式是先天的，植根于我们的纯粹实践理性之中，因而对我们在实践上是必要的。因此，由这些原则和戒律支持的判断将被任何一个足够理性而合理的（并且是资讯充分的）人认可为正确的。这就是康德说这些判断是普遍可沟通时所意指的东西。

2.现在，一个客观性观念包含了对我们有关判断以及客观性如何产生之说明的共识。康德用我们共享一个共同的实践理性来解释这种共识。这个理念若要成功，我们就必须像康德那样假设，只要定言命令程序是被明智而符合良知地应用的，并以大致相同的信念和资讯为背景，则无论是谁应用该程序，都会作出大致相同的判断。理性而合理的人必须认可或多或少是相同的理由，并给予它们或多或少同样的重视。的确，对于判断的观念来说，即便是为了应用，与只是表达我们的心理状态的观念相反，我们必须有能力达成判断上的共识，当然不能在一切时间，但应当在大部分时间里，根据被视为公认的实践理性的标准来达成共识。

而且（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当我们无法达成共识时，我们就必须能解释我们为何失败。我们必须能够指出诸如当前问题所面临的困难这样的事情：例如，考察并评估所有可用的证据的困难，或者在问题对立各方的竞争性理由之间保持精致的平衡。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预期理性的人也会互有差别。异见也会因为相关的一人或多人缺少合理性、理性或良知而产生。但是，我们如果这样讲，就必须仔细考虑到，对这种缺少合理性或良知情况的检验并不只是分歧本身的事实，更不要说其他人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事实了。我们必须拥有对思考这些未能达成共识的原因起作用的特殊情境下可指认的独立依据。

3.我认为，康德的客观性观念属于客观性的如下一般特征：如果在实践理性能力上足够明智和有良知的理性而合理的人最终将认可一些道德信念，而所有相关的人都知道相关事实并足够充分地做了相关的考量，那么，这些道德信念就是客观的。因此，说一个道德信念是客观的，就是说存在使所有理性的人都确信它是有效的或正确的充足的理由。肯定一个道德判断，就意味着存在这样一些理由，而且该判断可在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共同体中得到证成。

况且，通常足够的是：并不要求这种信念的正确性对我们如何知道其正确做出经验的解释。一般说来，这个解释是琐碎的：我们知道它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正确地应用了实践理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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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康德的建构主义把他对客观性的说明与其他人的区别了开来。但他的观点并不因此而较少客观。

4.最后，为防止误解，是一个有关建构主义的进一步观点。没有哪种观点包括康德的观点会认为与道德推理相关的事实是建构的，更不要说有关人与社会的观念等的理性观念是建构的。

这样解释：我们能够区分两种与道德推理相关的事实，一种是在给出一个行为或制度的对或错、公正或不公正的理由时所诉诸的事实；另一种是关于什么是不公正的，或德性的性质，或道德学说本身的性质的事实。说明第一种情况：为了论证奴隶制是不公正的，我们要诉诸的事实是，它允许某些人可以残酷地处置和虐待另一些人。说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直接诉诸这样的事实，骗人的许诺是不公正的，或是对他人的需要麻木不仁是缺少德性的。最后，一个关于康德道德律本身的事实是，它在正义的责任与德性的责任之间做了区别。

至于第一类相关的事实，一个建构主义的程序是设置来制定这样一些原则和标准，它们规定哪些关于行为、体制、人和社会的事实一般来说是与道德慎思相关的。就奴隶制是不公正的这个断言来说，与此相关的事实不在于它何时在历史上产生，或者它是不是经济上有效率的，而在于它允许一些人残酷地处置和虐待另一些人。这是关于奴隶制的一个事实。

而且，建构事实的观念看起来并不自洽，尽管产生确认哪些事实可充当理由的原则和戒律的建构主义程序的理念是相当清楚的。回忆一下定言命令程序是如何接受某些行为准则，否定另一些行为准则的。建构主义的理念是，除却理性的建构主义观念，事实就只是事实。所需要的是一个推理的框架，在此框架内，从恰当的观点来确定哪些事实是相关的，并决定它们作为理由的权重。如此理解之后，一个建构主义的道德学说就不与我们关于真理和事实问题的常识观念相冲突了。

至于第二种相关事实（那些关于道德学说本身的事实），我们说，这些事实不是被建构的，而是关于建构之可能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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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康德从定言命令程序所表达的基本理性理念来精心论述他的学说时，下述说法是一种建构的可能性，隐含于一套实践推理的观念和原则中，这些原则是建构的基础，即奴隶制是不公正的，在正义责任和德性责任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区别。我们会把这些视为类似于如下的方式，即质数的无限性（在建构主义算术中）被视为一种建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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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类比并没有让我们接受一个建构主义的数学观：我们只是运用它来阐明道德和政治的建构主义之意义。为此缘由就足以理解这个类比；而数学中的建构主义真理是另外一个问题。

§6 定言命令：以何种方式是先天综合的？

1.为完成对建构主义的论述，我思考康德把定言命令描述为先天综合实践的命题时意指什么（GrⅡ：28［420］）。这样描述将澄清的意思为，道德律从其自身建构自己的先天对象。我们在§1中看到，合理直觉主义也把第一道德原则视为先天综合命题。当然，康德意指某些相当不同的事情，但它什么呢？你也许会问：我们为何不更早一点澄清这一点呢？这毕竟在康德学说中处于核心地位。答案是，最好让建构主义的背景安置其位。

先说定言命令在康德最普遍的意义上是先天的，也就是建基于（纯粹）理性原则上的知识。但是，人们难道不会发现并不存在先天的知识吗？康德说不会：“这样的危险并不存在。这就好比以理性来证明并不存在理性这样的事情……借助于理性的知识与先天知识是一回事。”

那么，定言命令程序是先天的，假设它正确地阐述了定言命令的各种要求——道德律（理性的理念）借助于这些要求运用于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在自然秩序中心怀各种需要的有限的人。

我在此指出，先天理念在实践理性情况下比它在理论理性情况下要简单得多。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我们必须把两种先天性区别开来，一种是与知性及其范畴相联系的先天性，另一种是与理性和理性的诸理念相联系的先天性。知性和理性（Verstand and Vernunft）在整个知识结构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理性的范畴和理念有自身独特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掌握。还有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先天直观。与此对比，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只存在先天实践理性本身。

2.现在，对康德来说，存在先天知识的两个标识：必然性和普遍性；这两个标识既适用于实践知识，也适用于理论知识。

（a）这里的必然性指实践的必然性：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原则所要求的。因此，定言命令（经定言命令程序）所要求的任何东西都是对我们在实践上必然的。

（b）至于普遍性，这意味着相关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理性而合理的人，此乃依据其作为这样的人之本性，并独立于任何使一个理性而合理的人区分于任何另一个人的偏好和情境的具体条件。康德在《原理》（前言7—9段［389—390］）认为：“‘汝不应说谎’这条戒律并不只适用于人，而让其他合理存在者无义务遵守之——类似地也适合其他真正的道德律；这里因而必须不是从人的本性中，也不是从人所生活的世界的环境中，而只完全先天地从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求义务的根据。”

至此，所有这一切都相当直白清晰了。定言命令是先天的，其根基在纯粹实践理性；它对所有理性而合理的人来说既是实践上必然的，也是他们普遍持有的；当所有这些人像我们一样是怀有各种需要的有限之人并从而受制于特殊的定言命令时，这些定言命令也同样适用。

如我们此前做过的，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定言命令与假言命令。它们有两点差别：

第一个差别是，康德把假言命令视为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它依经验的而不是纯粹的实践理性而成立。对康德来说，我们如欲达到某个目的，也会欲求（最有效的）手段，这就是成为理性的条件之一部分。对他而言，在理解假言命令如何能决定我们的意志上，不存在什么困难（GrⅡ：24［417］）。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第二个差别是，特殊的假言命令是有条件的：它们依我们特殊的需要和偏好而决定是否适用于我们。

3.如我们可从这两个差别中预期的，理解定言命令如何决定意志上的困难关涉我们如何将它理解为先天综合的和实践的命题。问题在于，相较于假言命题，它们是无条件的，这既是指它们禁止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所采用的手段（这些手段受正义责任的限制），也是指它们要求我们至少给予某些程度重视的义务目的（这些目的是德性责任所具体规定的）。回想一下，说特殊定言命令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兴趋利益和偏好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它们都适用于我们。但若果真如此，那它们能决定我们的意志这一点是如何可能的？它们能在我们人格上具有什么可能的立足点呢？

如康德顺便提到的，这里有一个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天综合命题的问题之间的类比。因为在这部著作中，康德不以为在理解经验的概念之应用于对象上有什么困难。它们是从与经验吻合的那些概念的例子中抽象出来的，因而我们确信了它们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我们确信那些概念能运用于经验对象。毕竟，基本概念是从这些曾应用于经验的例子中抽象出来的。但是，像因果概念这样的知性范畴是先天的，不是从经验的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因此我们如何能够确信它们能应用于对象呢？于是便产生了超验演绎的问题。

4.那么，我们将如何理解定言命令是先天综合的呢？我们已经指出了就这个命令从纯粹实践理性产生这一点而言是先天的这一普遍意义。但还有一个它作为先天的特殊的意义：它阐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要求，因而就经验的实践理性而言也是先天的。

所产生的想法是：正如知性范畴为对象经验的可能性规定了先天条件一样，定言命令及其导出的特殊定言命令把一些先天的限制加入经验实践理性可允许的操作中（因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必须是定言命令程序可以接受的）。这些限制是先天综合的，因为：（Ⅰ）它们被无条件地置于理性而合理的人身上；（Ⅱ）它们被置于那些未从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人身上。

所以，它们都是综合的（如在［Ⅰ］那里），而不是分析的（如在［Ⅱ］那里）。

这事实上正是康德在GrⅡ：28注（420）中所说的：“不预设从某个偏好得出的条件，我把一个行为与意志先天地、必然地联系起来……这里我们有了一个实践的命题，其中一个行为的意志不是从另一个预设的意志中分析地推导出来的……而是相反，直接与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之概念相联系，作为不是蕴涵在这个概念中的某个事物。”

我通过省略括号里的内容而简化了这个脚注。我们可以把这个脚注简化地表述如下：在不预设以自然欲望所要求的任何特殊目的的前提下，定言命令程序把一个行为与一个理性而合理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命题，在其中，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从其他已预设的特殊目的中分析地推导出的，如在假言命令的案例中那样。另一方面，这个行为也不是从理性而合理的人的概念分析地推导出的，仍如在假言命令的案例中那样。而是说，一个人在某个特殊情况下应该做的事情是直接从定言命令程序得出的，而不必借助于特殊自然欲望的目的这个中介。

5.虽然这个方案准确地描述了定言命令程序是如何运作的，但仍有几个问题有待解决。

（a）第一，特殊的定言命令（特殊的正义责任和德性责任）是先天的吗？不，它们不是：在通过定言命令程序得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依赖一些自然律并运用各种关于我们社会的经验知识。当然，它们与假言命令相比是无条件的。因此，特殊的定言命令不是先天的这一说法并不构成对康德观点的反对意见（密尔错误地认为它是；见《功利主义》第5章第22段）。先天综合的事情是道德律以及应用于我们时作为其程序表达的定言命令程序。

（b）第二，假设如下说法遭致了反对，即特殊定言命令实际上是假言的和有条件的，因为用以推导它们的定言命令程序依赖于在步骤（4）中的真正的人之需要观念（或其他类似的观念）。

为回答这个疑问，如下评论就足够了（如我们在康德［五］中说过的）：关于这些需要的观念是为了确定道德律的内容而引入的一个特殊的善观念；引入它是为了满足纯粹实践理性的需要。这些考量把真正的人之需要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并且促使我们在步骤（1）提出的（合理的）行为准则（假言命令）的特殊偏好和要求区别了开来。这个回答可以通过下述联系而得到加强，这就是把这些真正的人之需要与我们作为在自然秩序中离不开社会的合理的人的需要相联系，从而也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秩序所要求的、实现我们的合理性所必需的诸条件相联系。我在上一讲结尾的第6节已经提出了这个答案。

（c）第三，定言命令程序考虑到每个人按照特殊的定言命令而行动的结果了吗？是，当然是的：我们从在步骤（4）得到的各个调整过的社会之间的比较中看到了这一点。一个全然不考虑结果的道德观念（如有时把康德的观点说成如此）将只是疯话。问题总是它何以会如此。

6.结论：我在前面曾说过，纯粹实践理性从其自身建构了先天对象，也就是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的共同体的目的王国，当其所有成员都按道德律行动时，这个共同体将存在于自然秩序之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其自身”这个短语是一种夸张；这个比喻有些不合常规。为了纠正这一点，我们说，由定言命令的三个公式表达的纯粹实践理性，以步骤（1）通过合理的行为准则向它展示的质料（物质）来建构其对象。

此外，我们可以说，程序是一个选择机制：它接受某些行为准则（作为普遍化的戒律）并否定另一些行为准则，所依据的是看它们是否满足它接纳的实践理性的标准。像一个数学函数一样，定言命令程序应用于某个事物（如把一个函数应用于某个数），以得出另一个事物（一个对应的数），但准确地说，却不能从其自身产生它的对象。

最后，在康德（四）的结尾，我们引述过《实践理性批判》（KP5：43）的那个重要段落，康德在其中说：道德律赋予感性世界以一个可理解的世界形式，其方式是借助于它认为有效的整套戒律来具体规定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公共秩序。这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公共秩序是一个由道德律决定的意志之先天必然的对象。在《实践理性批判》（KP5：44）中，还有在康德（四）中引用过的另一个重要段落：

通过理性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所有行为准则所服从的一条法则，好像是通过我们的意志必定产生的一个自然秩序。因此，这个法则必须是一个超感性的自然的理念，一个不是通过自由来经验地赋予其可能性的自然；我们至少是在实践的语境中赋予这个自然以客观实在性，因为我们把它视为我们作为纯粹合理的存在者的意志之对象。

因此，在意志所服从的
 一个自然系统的规律与服从意志的
 一个自然系统（就意志与其自由行动的关系而言）之间的差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形下，对象必须是那些决定了意志的观念的原因，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志是对象的原因。因此，在后者，对象的因果性只能在纯粹的理性能力中找到其决定性的根据，因而也可以将此称为纯粹实践理性。

我们不是像康德在此所做的那样只是说“意志是对象的原因”，而是可以这样论述：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我们的意志，通过定言命令程序建构其自身的先天对象，该对象是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公共道德秩序。因此，对于一个目的王国的成员来说，他们的社会作为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对象，不是决定他们意志的他们的社会观念的原因。而是在建构自身先天对象的过程中，他们的纯粹实践理性是自由的，正如理性是自由的一样。它拥有理性的自由。




 [1]
 特别有价值的有：Charles Parsons，“Kant’s Philosophy of Arithmetic”（1969），重印于Mathema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以及他的论文“Mathematics，Foundations of”，载《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Paul Edwards，8 Vol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以及Michael Friedman，“Kant’s Theory of Geometry”，载Philosophical Review 94
 ，No.4（1985年10月），pp.455—506。


 [2]
 因为该程序被认为是尽可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标准，据信是具体规定了理想数学家的理想，或是正确地理解并运用定言命令程序的理性而合理的人之理想，或是目的王国，由这样一些理想的人的组成的共同体的理想。我们必须说“尽可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标准”，因为没有一个对这些标准的规定可以是终极的：对它们的任何一种推演总要经受批判地反思的检验。


 [3]
 关于这点，参见Michael Friedman，“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ewtonlan Science”，载Kant’s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ed.R.E.Butts （Dordrecht：Reidel，1986），pp.25—60。


 [4]
 应当注意的是，这个内容是绝不能完全地得到规定的。道德律是一个理性理念，由于理性理念绝不可能完全地实现，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内容也不能。这总是一个近似性的问题，并且总难避免差错和修正。


 [5]
 托马斯·内格尔向我提出了这种解释方式。


 [6]
 为表明如此阐述的对比，见Christine Korsgaard的如下陈述：“这里我想强调的观点是，康德的进路使我们摆脱了通过评估被选择事物的明显的本体论的任务来评价选择上的合理性：我们不必特别指出理性的目的。相反，正是推理进入了选择自身（充分证成的程序），决定了选择的合理性，从而确保了对象之善。因此，合理地选择目的这个善是实践理性而不是本体论的要求的问题。”引自“Two Distinctions of Goodness”，载Philosophical Review
 （April 1983）；重印于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剑桥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7]
 这意味着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我们在任何一个给定时刻拥有的有关权利或正义的观念是否适用于我们的最好标准，是看它是不是在适当的反思之后我们最可接受的。


 [8]
 我感谢Gregory Kavka和David Estlund就此所进行的讨论。


 [9]
 然而，正如文本中提到的，我们也许会为未达成共识寻求一个经验的解释，这个解释也许指出像先入之见和偏见之类的心理因素，或指出各种环境的因素。对失败的解释通常指出干扰我们做出理性而客观的判断能力的那些事情。


 [10]
 这里所说的可能性是本节前面一部分讨论过的规定了符合客观性检验要求的那些道德或政治观念的事实。正是这样一个观念让我们关注。


 [11]
 就建构的可能性理念而言，参见帕森斯在他的论文《数学的基础》（Parsons，“Mathematics，Foundation of”，p.204及其后）中对于建构主义的探讨。他说：“建构主义数学会这样来运作，似乎数学的存在和数学的真理的最终裁决者是建构的可能性”，这里的相关可能性是一个适当地理想化了的程序之若干可能性。在文本中关于质数的无限性的评论所依赖的事实是，关于其无限性的建构主义证据是可以被赋予的。


康德（七）：理性事实

§1 导言

1.今天我讨论理性事实，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该观念最早出现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而集中于该观念是研究这部著作的一条途径。

我先来陈述这个理性事实学说所提出的问题。回想一下《原理》的头两章，康德说这只是分析的：第一章从我们关于性格的道德价值的常识概念推导出一个有关道德律（在康德［一］作了概述）的论证，第二章阐述了定言命令的三个公式。但在第二章的结尾（GrⅡ：90［444—445］），康德说：

任何一个……把道德当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不真的虚幻观念的人，必须承认我们所提出的道德原则。本章……像第一章一样，只是分析的。为了证明道德不只是头脑的幻想（如果定言命令以及跟它一起的意志自主是真实的，并且作为一种先天原则是绝对必要的，就可得出这个结论），我们需要对纯粹实践理性可能的综合运用。对这样一种运用，我们若不在它之前对这种理性做一个批判，就不能冒险为之，而这个批判的特征就其足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而言，我们必须在最后一章予以勾画。

这里涉及的是康德的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概念要具有客观实在性（也就是可运用于某个某物并在此意义上是真实的），则有一个表明它是自洽和理解的分析还是不够的。就他在《原理》前两章所做的所有工作来说，道德律也许还只是个“虚幻观念”。康德想表明的是道德律的确适用于某个事物，尤其是适用于我们；因为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能完全从这个道德律而不只是依据它来行动。

2.我从康德（二）回顾了我们说过的对定言命令的任何说明都必须满足的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内容条件：定言命令必须不只是形式的，而且必须具备足够的结构来规定道德慎思的各种要求，以表明足够多的行为准则适合于或不适合成为普遍律令。否则，道德律将是空洞的、无内容的。

第二，自由条件：定言命令必须把道德律表述为自主原则，以便从我们对此律令作为我们（作为理性的人）的最高权威的意识来看，我们能认识到我们可以出于作为一个理性原则的自主原则来行动。

对这两个条件的解释如下。《实践理性批判》的目的是表明存在纯粹的实践理性，并且实际上表明它存在于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中，或者存在于康德所谓的“理性事实”中。换言之，《实践理性批判》的目的在于表明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可以直接地决定我们的意志（KP5：15）。但是，纯粹理性如果只是形式的并且缺乏内容，那么，它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将是空洞的；我们做过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满足它。因而这是第一个（内容）条件。

第二个条件的理由是：只有当道德律是在康德意义上的自主原则时，这个律令以及我们根据它来行动的能力才能向我们展现我们的自由，也就是显示我们对于自然秩序的独立性（消极自由），以及我们根据具有明确内容的纯粹实践理性原则来行动的能力（积极自由）。因而这是第二个（自由）条件。

3.但是直白地说，由于道德律就是一个理性观念，则光靠前两个条件对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道德律是我们的权威，而且我们出于这个律令而不只是依照它来行动是可能的。因而存在如下两个进一步的条件：

第三，理性事实条件：我们关于道德律对于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的我们作为至上权威的意识必须在我们的日常道德思想、情感和判断中发现；道德律本身必须至少被普通人的理性隐含地认识到。

第四，动机条件：我们对于道德律作为我们的至上权威的意识必须如此深地植根于作为理性而合理的我们的人身中，以致当这个律令本身被充分地认识和理解时，能够成为我们出自它而行动的充分的动机，无论我们的自然欲望是什么。

康德主张，假如这四个条件得到了满足，那就存在纯粹实践理性了。这些条件既是必要又是充分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坚持认为它们的确得到了满足，因而存在纯粹实践理性，我们也就脱离了一个实践的观点。

§2 理性事实第一段

1.一共有6个关于理性事实的段落（我将这样称呼它们）。为了阐释的目的，让我们把它们设想为延伸了不少段落，即便提及理性事实的可能只有一次。提到理性事实一次或数次的共有8处（KP5：6，31，42，43，47，55，91，105），但其中的几处是出现在一个段落里的。或者以“das Faktum der Vernunft”这整个短语形式出现，或者简单地以“ein Faktum”出现；在后一种情况中，上下文清楚地显示所提及的是理性事实或一个与该事实相关的事实。6个关于理性事实的段落是：

（a）序言第3—6页：最初8段只在第6段出现“ein Faktum”短语。

（b）在分析论第1章第28—33页：开始于第§§5—6有关问题Ⅰ和问题Ⅱ的陈述，持续到关于定理Ⅳ的陈述的结尾，但不包括其评论部分。有三个关于理性事实的明确提法，都在第§7。

（c）在分析论I：41—48第一个附录里：除最后一段以外的整个附录。可以分为三部分：第1—3段，第4—7段，第8—15段。

（d）在分析论I：55页及其后的第二个附录里。

（e）在“阐释”节91—93：第4—6段。

（f）在“阐释”节103—106：第1段。

2.我从第一段落开始，它开启了序言，而且正如我在每种情况下做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注解一些较重要的观点。该段落介绍了这部著作的主要论题。要理解第一句话的意义，请回顾一下在《原理》中康德说过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唯一基础是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正如纯粹思辨理性批判是自然形而上学的唯一基础一样。

为什么本批判不叫做纯粹实践理性批判
 ，而只是简单地叫实践理性批判
 ，尽管它与思辨理性批判的对称关系看起来要求它用实践理性批判的标题，这个理由将在本著作行文中充分地显示出来。其任务只是表明，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的
 ，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它批判地考察了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
 。如果它成功地完成了此任务，那就不需要考察纯粹能力本身
 ，以发现它是否像思辨理性一样，如所设想的那样过分超越
 了自身。因为如果纯粹理性实际上是实践的，那它将显示其现实性，以及它的概念在行动中［in der Tat］的现实性，而一切证明其不可能性的反驳都将是徒劳的。（KP5：3）（着重号
 系康德所加）

为了理解康德不加“纯粹”一词的书名的意涵，可区别一下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里的评论中隐含的关于批判的两种含义（《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BxxxⅡ—xxxvⅡ）。在第一种含义中，批判意指对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和原则系统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做总体的说明。其目的在于设置理性的总构成。

在第二种含义中，批判意指对理性的批评，因为尽管下述说法是康德的理性统一性观念的组成部分，即理性诸概念及与之相关的原则之整体都有正确而有效的用法，因而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理性构成中占有一个合适的位置（KPB670及其后），但也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自然的辩证法，我们的人类理性受它所误导，它的概念和原则也被虚妄地运用了。

正如康德试图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超验辨证论”中表明的，这个辩证法以纯粹思辨理性而带深刻的欺骗性。因此，这部著作标题的部分意思是告知我们，它试图揭示纯粹思辨理性的自然辩证法以及它的概念和原则在思辨形而上学中的不恰当运用的欺骗力量。

3.《实践理性批判》的开头段落提示了康德的观点：并不需要在理性批判的意义上对纯粹实践理性进行批判。其任务是表明存在纯粹实践理性，它在我们的道德思想、情感和行为中表现出其现实性。从导言（KP5：15）我们知道，对康德来说，是否存在纯粹实践理性乃取决于纯粹理性本身是否足以决定我们的意志，从而取决于我们的意志是不是自由的。理性事实的意义在于，纯粹实践理性在此事实中，并在此事实所揭示的东西即我们的自由中展现其现实性。一旦我们认识到理性事实及其意义，质疑纯粹实践理性之可能性的所有争论就都变成徒劳的。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学说或科学理论都不能置它于险境。我们也许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能够自由，但是，我们从实践理性的观点来看是自由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康德说（KP5：6）：“实践理性本身并未与思辨理性共谋，便为因果范畴的超感性对象即自由提供了现实性，这［自由］是一个实践概念，其本身只受制于实践的应用；但是，在思辨批判那里只能被思考［为可能的］东西，现在被事实所认肯［durch ein Falktum Bestätigt］。”

4.由于“纯粹的”这个词并未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标题中采用，“批判”一词就不具有应用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那个批判的含义。它意指对既是纯粹的也是经验的实践理性作为一个整体构成的思考，以及对纯粹的和经验的实践理性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实践理性体系的方式的思考。因此，康德在导言中说（KP5：16）：“纯粹［实践］理性虽然曾经表明它是存在的，但已经无需批判的考察了：正是纯粹理性本身包含了批判地考察其整个应用的标准。”现在，如果纯粹实践理性不需要批判，那就只能是经验实践理性需要批判。这个理性从我们的自然倾向和欲望着手，并试图将它们组织成一个有序的需求体系，以便借助于一个理性计划实现我们的最大幸福。康德同样说道：

实践理性批判……有义务防止以经验为条件的理性被认定为意志决定的唯一基础。纯粹［实践］理性的应用（如果表明存在这样一个理性的话）本身就是内在的；相反，被认为是至上的以经验为条件的理性应用是超验的，在超越自身领域很远的各种要求和戒律中显现自身。这恰好是与纯粹理性在其思辨应用中的情形相对立的。

假如康德想强调作为批判的批判的意义，那他会把他的著作冠以《经验实践理性批判》的标题。而实际采用的标题是恰当的：它告诉我们这部著作考虑的是作为整体的理性实践能力。

§3 第二段：分析论第1章§§5—8

1.我用这一段来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事实是理性事实？由于康德并未前后一致地予以规定，该这个问题造成了一些困难。他关于理性事实所说的话概括如下：（1）它是我们对道德律的意识（KP5：31）；（2）它是道德律本身（KP5：31，47，91）；（3）它是对意志自由的意识（KP5：42）；（4）它是道德原则中的自主性（KP5：55）；（5）它是由道德律自身不可避免的意志决定（KP5：55）；（6）它是以无条件的因果性为前提的行动的实际情况（KP5：104）。

我认为，第五个特征对我们的问题来说是不重要的，因而将其忽略；而第（6）点的表述看起来相当不同，当读完整个段落以后可知，它实际上很像第（1）点，所以我把它归入（1）。这样就剩下了（1）— （4）。

2.现在，（1）— （4）并不像它们显示得的那样不同；事实上，它们是紧密联系的。为了对康德的观点作前后一致的解读，我将使用（1）。为了解释其理由，请考虑§7，KP31：

可以把对这个基本律令的意识称为一个理性事实，因为人们并不能通过微妙的论证从已有的理性材料中得出这种意识，比如对自由的意识（因为这不是事先给定的），而且因为它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强加于我们，该命题并非建立在纯粹的或经验的直观基础上，尽管假如意志自由是事先设定的，那它会是分析的，但是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肯定的概念，一个明智的直观，因而我们就不能设定它。然而，为了避免有关这个作为给予的律令的任何误解，我们必须认真关注：它［道德律］不是经验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它［通过这个事实］而宣布自己是原生的律令（ Sic volvo，sic iubeo）。
 
[1]



这个关键的段落始于对理性事实的第一个规定，结束于对它的第二个规定。尽管存在此歧义，我仍遵循第一个特征概括。让我们说：

理性事实是这样的事实，我们作为理性存在者，意识到道德律是我们的至上权威和调整律令，并且在我们的日常道德思想和判断中，我们认识到了它自身。

我认为，我们能够通过运用这个公式来对理性事实做一个连贯的说明。为了理解这一点，请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道德律作为一个理性观念只是一个观念，其本身也许会像不朽观念和上帝观念一样缺少客观现实性，因而不适用于任何事情。所以，道德律自身不能成为理性事实。这排除了（2）。

第二，理性事实不可能是对自由的（直接）意识，因为康德超验唯心论的一个特征是，我们没有对自由的明智的直观。这就排除了（3）。

第三，理性事实不能是道德原则中的自主性，因为无论自主性意指道德原则本身（道德律）（2），还是指自由（3），我们一旦排除了（2）和（3），就排除了（4）。

我得出的结论，理性事实是（1）：我们对道德律当作我们的至上权威和调整律令的意识。

3.几点心得。第一，理性事实的学说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康德的问题：我们关于道德律的知识是植根于我们对此律令的道德意识，还是植根于对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我们的自由的意识。康德主张，我们的道德律知识是不能建立在我们对自己自由的意识的基础上的。因为这会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对自由的明智直观，但我们的直观（我们对特定对象和过程的体验）总是受制于感受性的条件。知识的秩序则是另一条路径：理性事实，我们对作为至上权威的道德律的共同意识，是我们的道德知识和我们作为自由人的观念必须由以出发的一个基本事实（KP5：4脚注）。

而且康德还说，我们对于道德律作为我们至上权威的意识不是一个经验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要理解这一点的意义，以及它赋予理性事实的核心角色，请考虑他在序言中关于自由概念所说的话（KP5：3及其后）：

自由概念就其现实性由实践理性［理性事实］的一条明白无误的律令所表明的来说，是纯粹［实践］理性、甚至是思辨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心石。所有其他概念（上帝概念和不朽概念）作为单纯的观念，得不到思辨理性任何东西的支撑，如今则附着于自由概念，跟它一起并通过它而获得了作为客观现实性的存在。这就是说，它们的可能性通过真的存在自由这一事实得以显示出来，因为这［真的存在自由］是通过道德律显示出来的。

直白地说，理性事实学说不仅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而且对他作为整体的超验唯心论都是核心的学说。自由概念具有客观现实性，作为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体系的拱心石，这取决于理性事实。

§4 第三段：分析论第1章附录§§8—15

1.在这个段落里康德说，可以在无演绎即不证明其客观和普遍有效性的条件下给出道德律；它取决于理性事实。他进而说到，道德律不需要论成的依据；对于认识到并且承认该律令作为至上权威的人（即理性事实所适用的人）来说，该律令证明的不仅是自由的可能性，而且是其实在性。因此，该道德律赋予了自由概念以客观的虽然只是实践的现实性，从而回应了纯粹思辨理性的需要，该理性必须设定与自身相一致的自由之可能性。如康德所说，道德律之做到这一点是该律令足够充分的认证，或者说是可信的。这种可信性取代了所有通过理论理性（无论是思辨的还是经验的）来证明它的徒劳努力（KP5：46页及其后）。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从《原理》的一个根本性改变。那么，这个改变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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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标志着康德认识到他批判哲学中四个理性形式的每一个在他所说的理性统一体中占有不同的地位，扮演不同的角色。他把理性设想为各个原则自我满足的统一体，每个成员在其中都为每个其他成员而存在，所有成员都为每个成员而存在（KP BxxⅡi；KP5：119页及其后）。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理性的一种形式的认证在于解释其在我称为作为整体的理性构成中的位置和角色。对康德来说，不存在证成理性本身的问题。理性必须从其自身的资源来回答关于它自己的所有问题（KP B504—512），而且它必须包含对理性的每一种用法的任何批判的考察（KP5：16）：理性构成必须是自证其信的。

一旦我们把一种理性形式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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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为解释其在理性构成中的角色，那么，由于理性形式具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就应该期待它们的认证也是不同的。每一个都以不同的方式嵌入理性的构成，可解释它们在该构成中角色的比较特殊的考量也将是不同的。道德律将不具有跟范畴同样类型的认证，这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超验演绎论中赋予它们的那种特殊类型的论证。这个演绎论试图表明这些范围被预设在我们对空间和时间对象的经验中，以理性的观念调整知性用法的方式与它们对功能的用法的调整性质形成了对照。

2.纯粹思辨理性也具有康德称为演绎的东西（KR B698），也就是对作为超验演绎的观念和原则的客观有效性的证成（或认证）（B679）。但是，道德律作为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观念，具有与纯粹思辨理性不同的认证。对康德来说，与知性和经验实践理性相对立的纯粹理性，是一种导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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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理性在这两个领域的运作是类似的，但它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不同地发挥其导向作用。

在每一个领域，理性通过其规范性提供导向：它确立目标，并将这些目标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以便指引或引导一个功能的运用：在理论领域的功能是知性，在实践领域的功能是选择的力量。在理论领域，纯粹理性是调节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其观念和原则的角色是规定一个最高的可能的系统统一体的理念，并指导我们把这个必要的统一体引入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和我们作为整体的世界观中。以这种方式，理性的运作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经验真理的标准（ B679）。没有纯粹理性，各种关于世界的一般观念（宗教和神话、科学和宇宙论）都将是不可能的。清楚阐述它们的理性观念和原则也不会存在，因为它们的源泉是理性。在调整知性和统一经验知识方面的思辨理性的角色认证了它的观念和原则。

与此对照，在实践领域，纯粹理性既不是构成性的，也不是调整性的，而是指导性的：也就是它直接指导意志（作为选择的能力）。在这个领域，经验的实践理性是调整性的；因为通过假言命令的原则，经验的实践理性把属于较低级欲望功能的各种欲望和倾向组织成一个合理的幸福观念（KP5：120）。与此对比，选择的能力直接受纯粹理性的道德律观念所指导，理性通过该道德律为此能力建构它的先天对象，目的王国的理想（系统关联中的所有目的、作为自在目的的人以及每个人所追求的［可允许的］目的组成的一个整体）（GrⅡ：62［433］）。

§5 康德为什么可能为道德律而放弃了演绎？

1.现在我考虑康德为什么可能为道德律而放弃了从理论理性给出一个论证的努力，其途径是考察这样一个论证有可能采取的几个形式。

在1770年代，康德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亨利希把这些努力划分为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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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组中，康德试图表明，理性的理论运用当应用于我们的行动欲望和目的的整体时，如何在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身上不仅导致对道德判断富有特征的认可，而且产生出于该判断而行动的刺激力。在第二组中，康德试图从他认为的道德哲学的必要前提推导出道德判断的实质要素，可以把这个前提看作对于单独运用理论理性所必要的，即自由概念。

对于每一组来说，亨利希都描绘了几个例子。我撇开这些细节不谈。重要的观点是，康德试图把道德律的根基仅建立于理论理性和合理性概念之中。他试图从合理的导出理性的。他从一个自觉的合理的（与理性的相对）行为主体的观念开始，该主体拥有理论理性的所有能力，并仅受自然需要和欲望所触动。这些论证见证了康德许多年来为寻找如何从理论理性推导出道德律的努力。

2.对道德律的另一种论证，一种类似于康德为范畴做出的论证，或许是这样的：我们试图表明道德律以十分相像于范畴之预设于我们对空间和时间中的对象的感性经验中的方式，预设在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因此，我们也许论辩说，其他的道德观念都不能具体规定责任和义务的概念，或者说，这些概念需要具有罪感和耻感、懊悔和义愤等特别的道德情感。现在，一个道德观念包含了这些概念的必要背景，这肯定是个理性的要求。但是，这个论证所争取的东西太多了：否认康德的道德观念以外的其他道德观念也足可以支持这个背景，这看起来是难以置信的。两个社会的道德观念有可能很不相同，即使这两个社会的人民都能拥有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

这种论证中的一个基本谬误是，它设定了概念与直觉之间的区别，但在道德意识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理论理性关注对象的知识，感性经验提供其质料基础。实践知识关注的是提供对象产生的理性而合理的根据。完全的善是被建构的对象之实现：作为道德律直接决定的意志之必要对象的目的王国。道德意识根本就不是对象的感性经验。在康德的建构主义中，这种论证没有立足之处。

3.思考进一步的论证。有人或许会说：由于范畴的演绎表明，这些范畴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可适用性是被预先设定在我们有关对象的统一的公共经验中的，对道德律的一个类似的论证或可表明，该律令为拥有相冲突的目的和利益的多样化的人群的一个统一的公共行为秩序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基础。其主张是，没有道德律，我们便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中，如弗朗西斯一世公约所例示的那样（KP5：28）。这将允许我们说，道德律是一个社会任何统一的公共秩序的构成要素。

我认为，这条路径同样注定行不通。再说一遍，一个道德观念具体规定一个统一的、共享的公共行为秩序，这样的要求是完全理性的。明显的困难是，功利主义、至善论、直觉主义以及其他道德学说也能够具体规定这样一个秩序。如我们已看到的，道德律对于经验实践理性来说是先天的。它作为一个理性的观念也是先天的，但在任何一个统一的公共行为秩序必须依赖于它这深层的意义上，它就不是先天的。

我觉得，康德并未论证道德律在此深层的意义上是先天的。他实际上主张的观点是，道德律是我们在不落入他律的前提下构建统一的公共行为秩序的唯一方式。他运用隐含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建构主义观念中的自主理念来排斥其他道德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把至善论和直觉主义当作是他律的，并且会认为功利主义也与此类似（假如他以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它的方式来讨论的话）。他的诉求总是把道德律当做自由建构理性的一个原则。

§6 道德律拥有何种认证？

1.最后，让我们回到有关理性事实的第三段这部分（KP5：46），在此段落中，康德解释了道德律为什么没有演绎的理由。他在这里强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差别。理论理性关注在我们的感性经验中赋予我们的关于对象的知识，而实践理性关注我们按照对象的观念来产生这些对象的能力。对象被理解为行为的目的；在康德看来，所有行为在此意义上都有一个对象。第一，出自纯粹实践理性的行为包括产生这样一个对象，其观念是根据纯粹实践理性的观念和原则来规定的，第二，受实现该观念的纯粹理性的兴趣（以恰当的方式）所触动。因为正是根据我们的理性，我们才能是充分自由的，所以，只有那些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行为才是充分自由的。我下次将回到这个论题。

现在，从我们已经说过的来看，道德律的认证可能显得很成问题。这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提出理性事实的学说提供了舞台。因为他认为道德律不能从理论理性的概念加上合理的行为主体概念推导出来；它也不是预告设定在我们的道德经验中，或者对于具体规定一个统一的公共行为秩序是必要的。它也不能从自由理念中推导出来，因为关于自由的理智直观不可得。而且，道德律对于一种拥有其自身材料的功能也不是调节性的。这种认证适用于思辨理性，在实践领域，适用于实践理性，后者调节较低层的欲望功能。康德现在主张，还有一条用以认证道德律的途径：“道德律可以说是作为纯粹理性的一个绝对确定的事实而给出的，我们对此事实具有先天的意识，即便是断定不能举出可严格遵守此道德律的例子来，［而］道德律的客观现实性无需通过……运用理论理性（无论是思辨的还是经验支持的）来得到证明。然而，它由自身得到了坚定的确认。”他还说：“但是，与这种徒劳地寻求道德原则之演绎的做法相反，一种完全不同和未预见到的情形出现了：该道德律自身充当了一个难以捉摸的能力之演绎的原则，而这种能力是经验所无法证明的，但思辨理性必须设定它至少是可能的（为的是不与其自身相矛盾……）：这就是自由之能力，本身不需要任何证成依据的道德律表明这种自由能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那些承认该律令对自己有约束力的存在者当中是现实的。”

2.结论：康德认为理性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认证。知性的范畴和原则（通过超验演绎）表明是预设于我们有关空间和时间中的对象的经验中的，纯粹思辨理性是通过它的下述角色而得到认证的，这个角色就是把知性的经验知识组合成一个系统的统一体，从而提供一个充分的经验真理的标准。经验实践理性在我们低级的欲望能力将其倾向和愿望组合成一种合理的幸福观方面具有类似的角色。正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认证看起来是最难捉摸的：我们渴望像康德许多年里做的那样，从某个坚实的基础推导出它的律令，这个基础无论是在理论理性当中还是在经验中，或是在一个统一的公共行为秩序的必要条件中，如果这一切都不是，那就从自由理念本身来推导，如康德在《原理》第三篇仍希望做的那样。

但是，这些认证道德律的途径没有一条可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获得。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承认这一点，并接受如下观点：纯粹实践理性以（经由定言命令）道德律作为其第一原则，是由理性事实并进而由该事实的认证方式而得到认证的，该事实在那些承认道德律具有约束力的人当中认证了自由的客观现实性，尽管总是（这一点需要强调）只从实践的观点来认证的。以同样的方式，道德律认证了上帝和不朽的观念。因此，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道德律跟自由一起构成了整个纯粹理性体系的拱心石（KP5：3）。纯粹实践理性最终是通过设定它对思辨理性的至上性，通过将之整合于并进而完善于理性构成中成为各个原则的统一整体而得到认证的：这使得理性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自我认证（KP5：119页及其后）。

因此我觉得，到写作《实践理性批判》时，康德形成了不只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实践理性观，而且对它如何能够得到认证做出了一种融贯论的说明。这是他的理性事实学说的意义，也是他放弃迄今对所谓的道德律演绎的徒劳探求的意义所在。如前面所显示的（见脚注3），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观点（如我已说明的）看起来是向某种直觉主义或是独断论倒退了一步。但是我认为，一种关于实践理性的建构主义和融贯论的学说并不是软弱无力的，我也相信它是康德留给道德哲学传统的遗产之一部分。然而，你应该知道，对他思想的这种解释并不是广泛接受的。你必须小心看待它。

§7 关于理性事实的第五和第六段

1.我们已看到，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目的是表明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的，而且它显现于我们的道德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显现于理性事实中。我们陈述了康德认为足以确认纯粹实践理性存在的四个条件，我们也考虑了关于理性事实的前三段。现在考虑第五和第六段，它们都在“说明”中。这些段落也表明第三个条件得到了满足：我们对道德律作为具至上权威的意识可在我们的日常道德经验中发现，并且被普通的人之理性隐含地承认。

在第五段（KP5：91）中，康德写道：

关于理论［领域］，纯粹合理的先天知识的能力可以由来自科学的实例而轻易地、显见地得到证明……但是，纯粹理性仅出于自身就是实践的，无需掺杂任何经验的决定依据——人们必须通过以下方式从理性最普通的实践运用来表明这一点，即显示这样的证据：最高的实践原则乃是被每一个自然的人之理性认可为其意志的最高律令，即完全先天的、不依赖于任何感性材料的律令的原则。

这一段继续论述道：“有必要首先确立并证成它［道德律］，其途径是在判断这个共同理性时，在科学能够掌握它并运用它之前证明它的起源，而这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当作先于所有关于其可能性的争论和可以从它得出的所有结果的一个事实来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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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尽管这里把理性事实说成是道德律，但康德是不严格地说的（如第一段引文所显示的）。他的观点是，科学，即道德形而上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道德律认作一个事实，因为它是在理性事实中得到承认的原则。他继续说：“对这种情形可以容易地从刚刚说过的东西来作解释：正因为纯粹实践理性必须从基本原则开始，而这些原则作为原始材料从而必须被当做整个科学的基础，而不是当作从它发出的东西。因此之故，对道德原则作为纯粹理性原则的证成，就可以通过只诉诸常识的判断以充分的确定性来完成。”

2.在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理性事实的段落中，康德以一种他在别处不用的间接方式指出了这个事实。然而我认为，他的含义与所提议的解释是一致的。康德在此关心的是从我们可能的自由向我们实际的自由之转变，以及《纯粹理性批判》的“能够成为”（ can be）（即用来解决第三个二律背反的自由之可能性）是否能转变成“是”（is）。他断言这是能够做到的，因为（KP5：104）“它曾是这样一个问题，人们能否在一个实际的情形中，并且可以说是依据一个事实，来证明某些行为预设了……一种理智的、在感性上无条件的因果性，而不管它们现在是实际的，还只是受命的，也就是在客观性上和实践上是必然的”。康德后来继续说，存在这样一个原则，它表达了这个因果性的特征，并且（KP5：105页及其后）“这个原则……无需探求和发明，它长期以来一直在所有人的理性之中，渗入他们的存在中。它就是道德的原则”。

3.因此，对康德来说，道德律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道德判断和情感中，甚至在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性格中发现。但是，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思想中体验道德律呢？早些时候在关于理性事实的第二段中，康德提出的问题是：“道德律的意识如何可能？”并且回答道（KP5：30）：“我们能够以我们了解纯粹理论原则的同样方式了解到纯粹实践律令，其方式是关注理性用以向我们规定这些原则的必然性，并关注从这些原则中消除理性所指向的所有经验的条件。纯粹意志的意识从纯粹实践律令中产生，而纯粹知性的意识则从纯粹理论原则中产生。”

在同一个段落的后面，康德说，假如道德律以及与之一起的“实践理性……不把这个概念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不会胆敢把自由引入科学。这里回忆一下康德在KP5：31中谈到在道德律的意识中，它如何“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将其自身不是以纯粹或经验的观赏为基础而强加于我们”。道德律几乎是不自愿地从我们纯粹实践理性中产生。早些时候康德说（KP5：27）：“最普通的理解也能在无指导的情况下区分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产生一个适合普遍立法的准则的形式，另一种是不产生该准则的形式。”

在KP5：29，在讨论我们的道德律知识是先于还是后于我们的自由知识的问题时，康德说：“正是……我们一当为意志建构准则就立即意识到的道德律，首先呈现给了我们。”

在KP5：27，他以虚假存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在这样一个案例中，我们立刻认识到，当我们的行为准则被当作普遍律令时会摧毁其自身。正如他所说（GrI：20［403—404］），普通的人之理性并不抽象地以其普遍的形式来设想道德律；相反，我们的理性持有此道德律乃是“在其眼前并且的确将其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我们自发地获得了一种按照纯粹实践理性的要求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

4.在上面引自KP5：30的那段话中，康德所说的我们能够了解到纯粹实践律令，“其方式是关注理性用以向我们规定这些原则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能通过诉诸纯粹理性本身来解释这个必然性（这里是与理论必然性相对立的实践的必然性）。因为这种理性形式规定了此必然性；它不能解释自身。如康德所说：“一旦我们达到基本的力量或能力，人的洞见就走到尽头了。”（KP5：46页及其后）

我觉得，如果我们认为康德是在对实践的必然性做解释，那我们就误解了他。事实是，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只是把实践理性的构成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并对我们的道德经验中碰到的基本理性力量的作用作了说明。这是道德律承认的唯一的一种演绎（在广义的认证意义上，见上面§4）。对理性构成的解释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因为它处在一个超越我们的未知领域，而是因为理性无法由任何其他东西来判断或解释。尽管展现其构成的准确观点肯定需要大量的反思，而且反思本身是持续的、绝不能停滞的，但这个构成最终必须被视为自我认证的。

§8 结论

由于我们今天提出了不少观点，我应该强调主要的观点实质上是两点。

第一个观点是，理性事实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存在，为它在事实和行为中的显现设置了第三个条件（四个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对道德律的意识可以（经由定言命令）在我们的日常道德思想、情感和判断中发现；该律令被普通的人之理性承认为权威，至少是隐含地承认的（§§2—3，7）。

第二个观点是，理性事实的学说标志着康德的观点以及他如何理解纯粹实践理性上的根本性改变。在§§4—6，我们考察了他的如下观念：每一种理性的认证都不同于其他理性，每一种理性形式的恰当认证在于表明它在作为整体的理性构成中的作用和地位。这种构成是自我认证的，因为理性对自身既不是晦暗不明的，也不是透明的，并且理性经过恰当的反思能够回答关于自身的所有问题。




 [1]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这是我的意志，这是我的命令”。


 [2]
 关于这个改变的意义，我同意Karl Ameriks在Kant’s Theory of Mi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中的许多有价值的讨论（第6章）。他讨论了Beck，Paton和Henrich的观点，他们试图保留康德学说的连贯性，并质疑了这种改变的根本性质。


 [3]
 重要的是记住康德使用“演绎”（deduction）这个术语的歧义性。他有时（如在关于理性事实的第三个段落里）使用它意指用以确立超验演绎论中诸范畴的普遍有效性的专门论证；另外一些时间它只是意指足以用来证明我们有时对已拥有的某个事物的用法，或为反驳对其的挑战所作的考量。对康德从他时代的法律术语中采纳的这个广泛的意义，而我则用“认证”（authenticate）一词。关于这一点，参见Dieter Henrich，“Kant’s Notion of a Deduction”，in Kant’sTranscenderntal Deductions
 ，ed.Eckart Forster （Stan
 ford：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9—46。


 [4]
 关于这个观点和我对康德的理性角色观念的一般说明，我若干年来从Susan Neiman那里得到很大收益。见她的著作The Unity of Reason：Rereading Ka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5]
 Henrich在Nachlass中对这些论证做了研究。他指出，当康德谈论道德律的“这种徒劳地寻求演绎”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失败。见“Der Begriff der sittlichen Einsicht und Kant’s Lehr vom Faktum der Vernunft”，in Die Gegenwart der Griechen im Neueren Denken
 ，ed.Dieter Henrich et al.（Tübingen：Mohr-Siebeck，1960），pp.239—247。我从此文中获益良多。


 [6]
 康德后来补充了一点：“如果对一个原本诚实的人……我们展现道德律，他由此而认识到撒谎者之毫无价值，他的实践理性立即就放弃了这种优势，与在他身上保持对他自己人格尊敬的东西相结合……而这种优势在从理性的每个颗粒那里分离和清洗出来以后……就很容易被每个人所衡量。”（KP5：92页及其后）这整个段落在它如何把我们的道德情感与对日常道德经验中道德律的认知相联系问题上，富有教益。


康德（八）：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

§1 对建构主义和恰当反思的结论性评语

1.我暂停一下，来看看我们讲到哪里了。在康德头四讲中，我们考察了道德律，或者说是首先通过定言命令，然后借助定言命令程序考察了该道德律是如何应用于我们的，在我们的例子中，该程序是对道德律的要求最有用的公式。康德第5—7讲试图提出康德希望通过他对定言命令及其若干公式的说明来理解的更深的哲学问题。

我们考量了六个关于善的系列观念，以及该系列观念的发展如何澄清了正当优先性在他学说中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们考察了作为一种形式的道德建构主义的康德学说，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无可怀疑地归功于他，因为学说史表明此前无人阐述过。在上一讲中，我提出他的建构主义学说也是融贯论的，因为它对四种理性如何融贯整合成一个统一的、自我认证的理性构成作了说明。我还指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康德的观点是融贯论的，这就是他（比如）在关于理性事实的第五和第六段中坚持认为，我们对于道德律作为我们至上权威的认知显现于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当中。

2.正如我已经概括的特征那样，关于康德建构主义，产生了许多问题。为便于澄清，我指出其中的一项。它就是：如何把如下两者协调起来，一个是有关必须通过批判的反思来检验任何建构主义的理念，一个是康德在讨论方法悖论的段落中表达的观点：善与恶的概念一定不允许在道德律而只能是在它之后并通过它而得以确定（KP5：62页及其后）。困难在于，康德似乎在批判的反思之前就知道一个建构主义学说必须显出什么样子，但这看起来让以良好的信念进行这样的反思变得不可能了。

在回答这个相当让人担忧的难题时，我们把建构主义解释为这样一种观点，即经过恰当的批判性反思后提出的最健全的道德学说的结构和内容会显得什么样子。我们说，它将以一种解释过的方式包含这样的建构主义程序，它加入了实践理性的所有要求，以致该学说的内容（它的主要原则、德性和理想）得以建构。因此，充分的反思的意思并不是指最终完美无缺的反思，而且指有可能由一代代传承的思想传统实现的日增的批判性反思，以致在更充分的反思之后，越来越显出该道德观会是建构主义的。

3.这里，应该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形成的学说；二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和反思而达成该学说的阐述的过程。由于这个被阐述的学说要接受我们慎思的道德判断的检验，我们预期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冲突，以致必须放弃冲突中的一个或另一个道德判断。至此，建构主义被用作只采纳那些与其相融贯的那些类型的变化。例如，它必须竭力提出在建构中运用的理性观念所得到的错误解释：并未涵括正确地描述所有恰当的真实的人之需要，错误地表述了道德戒律的公开性要求，或者忽略了合乎理性观念中的互惠性和公正性理念的某些方面。

当然，建构主义也许提出明显的慎思判断是错误的：但如果是这样，那它必须表明错误是什么、处于何处。它不能只因为建构的分量较重就放弃一个慎思的判断：必须首先指认出错误。像任何其他观点一样，建构主义也可能是错误的。正如康德所说，它必须通过表明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的来证明它自己。如我们在上一讲中看到的，这样做意味着表明道德律显现于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中（此乃第三个条件），而且，这样做要求如我们刚刚描述过的批判的反思。

我这样来总结上面这些评论：在表述康德的道德哲学时，我降低了先天性和形式的东西的作用，并且指出了一些人把对定言命令的平淡解读看做是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乃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不予重视的因素并不处于康德学说的核心部分。强调这些因素容易导致空洞无聊的俗套，无人能接受它，而我们又错误地把它与康德的名字联系起来。事实是，如我在上一讲已考察过，康德学说的核心在于他自由建构理性的观点以及与此一起的融贯观念。它还在于他的一些进一步的观念，比如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观念，以及作为理性信念之辩护的哲学观念。现在是转向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尽管会是过于简略的讨论。它们将是本讲和此下两讲的主要话题。

§2 两个观点

1.康德自始至终关注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形式的人之理性。这样我们也许认为这两个关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的观点是清楚地表达了两个不同形式的自我意识之形式和结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的自我意识作为一个探究和考察自然与社会的主体（我们的自我意识拥有理论理性）；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的自我意识作为一个慎思的和行动的主体（我们的自我意识拥有实践理性）。《纯粹理性批判》考察了理论观点的形式和结构，《实践理性批判》则考察了实践观点的形式和结构。

这两个观点在某些方面类似，在某些方面不同。它们是类似的，乃是因为如理性的统一所要求的，每个观点都是同一个理性的形式。在这两个观点中，理性受其最大的系统的统一体理念所指导，在一种情况下是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之最大的统一体理念所指导，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受我们（既是集体的也是个人的）目的系统中最大的统一体理念所指导。这两个观点必定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因为一个观点是关注给定对象的知识的理论理性的观点，而另一个观点是关注对象之产生的实践理性的观点。

然而，尽管这两个观点是不同的，但实践的观点取决于理论的观点，因为它把理论理性所已经确立的知识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之故，实践理性预设了理论理性：后者为理性的慎思提供了所需要的背景。这在定言命令程序的各个步骤所依赖的信息中表现了出来。

2.这些一般性评论可以通过提出我们可在每个观点中区分出五个要素而变得更加具体。一个要素是我们从该观点提出的那一类问题；另一个要素是触动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那一类兴趣。从实践的观点看，我们询问：我们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做什么，或者比较一般地说，我们询问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要么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我们询问我们应该依照对象的观念产生出什么样的对象，以便以最大可能的系统的统一体达致一个目的的整体。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是我们对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以及履行我们正义和德性责任的纯粹实践兴趣。理论理性也有它自身的兴趣，不仅是对我们知识最大可能的系统统一体的积极兴趣，而且是对防止思辨的愚行和盲信破坏理性的运作的消极兴趣（KP5：121）。

第三个要素显而易见，只需要提及即可，这就是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在每个情况下都运用某一套理性观念、原则和戒律，如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设置的那样。

最后，一个观点涉及第四和第五个要素：其一是我们在设定这个观点时必须对我们自己和世界采取的一些明确的态度；其二是需要支持和维护这些态度的某些信念。因此，在实践观点的情况下，我们将在自由的理念下行动（§5）。在这样做时，我们将不试图似乎从理论的观点来预见我们的行为，而是必须把我们的理性视为绝对自发的，不取决于在它之外的任何东西。而且，我们必须坚信，我们能够按照已在慎思过程中确立的最佳的理性来行动。与这些问题相联系的（如我们在康德［十］中将考虑的）是被康德认作理性信念的各种态度和基本原则的复合体。

3.最后，在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对此我不拟在此概括其特征。可是，值得重复的是，尽管实践观点预设理论观点所确立的知识为前提，但实践观点在理性构成中是首要的。理性的这两种形式均受其兴趣所驱使，而作为人性本身兴趣的实践观点的兴趣则是首要的。

再说一遍，应用于人及其行为的这两个观点均指适用于同一个事物：从两个不同观点看的同一个人和同一个行为（KP5：97）。这些都不是有关不同世界的观点，也不是从不同的世界看的观点：它们是提出关于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问题的观点。一类（大致）包含了事实的问题；另一类包含了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出自不同的兴趣，并且由源自理性两种形式的不同理性原则回答的。它们的不同答案并不是径直相矛盾的，但我在此把这些复杂问题搁置一边。

因此，我要这样来思考康德学说，即它不是一个有关两个世界（一个现象世界和一个可由理智理解的世界）的观点，而是一个持有两种观点的学说，这两种观点对应于不同的兴趣所驱使、由不同的观念和原则所回答的不同的问题。至于这些观点如何相互关联，我们最后通过考察它们的结构和内容，通过了解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科学中利用它们而获知。对此并无秘密：我们必须观察。

§3 康德对莱布尼茨自由观的批驳

1.我们现在还未准备好讨论有关论纯粹实践理性存在的最后一个条件——该条件陈述我们对道德律的意识是如此深地植根于我们，以致该律令能成为一个充分的动机，无论我们的自然欲望是什么。在讨论这个条件之前，我们首先总结一下康德的自由观，并更牢固地把握他在《宗教》第1章表述的道德心理学。在那里阐述的道德心理学是他所有论述中最充分的；对他观点的任何说明都必须将此包含在内。因此，我们开始一次相当长的绕行：今天我从他的自由观开始；下一讲我们将考察他的道德心理学。
 
[1]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我说的许多内容将是不清晰的。但是，作为开始，让我们来询问：康德在其自由观中反对的人是谁？这往往有助于考虑正在反对的是谁的论述，理由是什么；这样做就澄清了问题，并可以显示一个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的各个条件。沿着这个思路，我假定康德所反对的是莱布尼茨的论述，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论的决定论；因此他会反对休谟在《人性论》Ⅱ：Ⅱi：1—2对自由的说明。康德在深受莱布尼茨影响的早年也曾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相容的（Nova Dilucidatio ［1755］I：400—410）。

2.那么，康德所反对的莱布尼茨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康德对莱布尼茨的自由观提出了四点反对意见。

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反对意见是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至善论导出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康德来说，这是他律的一个形式，与自由的建构实践理性观念不相容。康德作为自主律令的道德律的观念不应被认为对于道德价值观的先天的、先在的秩序是真的。而是说，理性的至上性意味着在我们必须进一步试图解释的意义上，道德律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的律令。

康德下一步会反对的莱布尼茨的观点涉及前定论。康德在“说明”（KP5：94及其后）中强调了这一点。康德所说的前定论意指如下。因果律支配一个系统在时间进程中各个状态的一个序列的产生，在时间tn的每个状态是在时间tn-1
 的该状态的结果。给定一个系统的整个状态，因果律唯一地决定其下一个状态。因此，当下时间的状态tp
 ，必定由过去时间to
 中的某个状态所事先决定，下一个状态tp+1
 ，也必定类似地如此前定。但是，由于我们不能控制过去，我们也就不能在现在是自由的：我们的将来是已经被设定了的。因此对康德来说，前定论意味着真正有效决定的原因只是初始状态（假如存在这样的状态的话）以及决定该系统的因果律。如果不存在初始状态，则所有状态都是同等地事先决定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自由的决定。

3.如我们已看到的，莱布尼茨是一位和谐论者：他主张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相容的。他会像他回应斯宾诺莎那样回答康德，真正重要的是哪些类型的原因起决定作用。自由不要求决定性的根据缺席，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是否受根据最大的明显之善做出的一些价值判断所指导，这是在这些价值判断本身表达了我们在莱布尼茨意义上的自由慎思的理性时做出的判断（见莱布尼茨［二］：§4）。鉴于这一切，他认为，我们的确是自由的，我们的行动是完全自愿、自发的，当然，随着我们的知识和智慧的增长和我们的自由较少不完美地反映上帝的自由，我们的自由会变得更大。

康德认为，对前定论的这种回答并未切中他的反对意见。这一点直截了当地表现在他在“说明”（KP5：96及其后）中关于比较的、心理的自由所说的话中。他说，认为只要前定论成立，那些类型的原因就可以造成任何差别的想法是“一种可悲的遁词”。在提到莱布尼茨时，康德称精神的机械人（automaton spirituale）“处在并不比一个转叉狗的自由更好的……底层”，与此相对的是物质的机械人（automaton materiale），他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正如莱布尼茨所理解的，（精神实体的）自由精神之自发性是不够的。回想一下，决定了他们心理状态之序列的原则和律令是他们完整的概念（被视为可能的个体）之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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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预先决定了该序列。康德同意，莱布尼茨的自由精神在下述意义上具有自发性，即他们的心理状态是由把他们作为自由精神来构建的积极力量所决定的，因而不是由外部的影响力来决定的。然而，他们缺乏康德所坚持认为并称为绝对自发性的东西。

关于此自发性，参见《宗教》6：49注（45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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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在此说，把自由和内在的自我满足的依据相调和并不困难。他说，问题

在于理解前定论（按此理论，自愿的行动作为事件在先在时间中已经有其决定性的依据）……如何能够与自由（按照自由论，行动及其对立面都必须限于行动发生时主体的力量范围之内）相一致。……自由不在于行动的偶然性（它不由任何依据所决定），也就是说，不在于非决定论……而在于绝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只受前定论所危害，在前定论中，决定性的依据是在先在的时间
 中，［因此］……该行动现在不在我的
 力量范围内，而在自然的手中。（着重号
 系康德所加）

在这里康德肯定了自由与决定性的依据相容，甚至需要决定性的依据，即他称为“内在的自我满足的依据”的东西。自由不是偶然性，也不缺少决定论。问题在于避免前定论；看起来，这只有通过绝对的自发性才能做到。然而，什么是绝对的自发性呢？我们能形成一个关于它的什么观念呢？这把我们带到康德观点的核心。

§4 绝对自发性

1.我提议我们把绝对自发性视为纯粹理性的自发性，因此，在道德领域的自由之情境中，它就是我们纯粹实践理性的绝对自发性。由于绝对自发性排除了前定论却有其自身内在的、充足的依据（《宗教》6：49及其后。［45注］），所以，正是纯粹理性的自发性总是根据其自身的原则并且在其自身运用的过程中衡量并评估诸理由。

康德认为，至于衡量或恰当地评估诸理由，这个自发性不受其自身此前的决定（本身）所限制或因果性的影响。纯粹理性是有关其自身构成和指导其行动的原则和指针的最高上诉法庭。这样一来，它在重新考虑它先前的决定时总是自由的：没有一种情况是永远关闭的。在其自由中，理性在运作过程中做出自己的判断，总是根据情况的优点来发现这些判断：根据的是以理性的原则和当时理性对其自身构成和原则的观点来评估的证据和依据。

2.对于如何设想绝对自我性，这个提议在许多方面无疑是含混不清的。但我认为，它不是无可救药地含混不清的。无论如何，这个观念触动了康德的，或者是我这样认为的。所以，如果我们询问什么样的绝对自发性观念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我们能够形成关于它的什么观念），那么我提议，我们以康德会用来描述它的方式来对待纯粹理性的自由。因此，我们一方面从理论领域来考察纯粹理性，因为理性把知性所提供的（低层次的）经验知识组织成具有最高可能性的科学理论的系统统一体；另一方面，我们把实践领域视为纯粹理性为其自身构建道德律的先天对象，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之理想。

在康德看来，不存在意志自由的单独的问题，似乎被称作“意志”的东西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对他来说，只存在既是理论理性也是实践理性的理性之自由的问题。实践的是有可能通过自由、通过纯粹理性的绝对自发性而实现的东西；甚至纯粹理性也是实践的。要理解他，我们就必须努力构建关于这个纯粹理性自发性的观念，无论它有可能多么地不恰当。他曾持有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方式思考来接近它。高级科学（对康德来说，这就是物理学和天文学［牛顿力学］）和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之道德理想，每个都同样是理性的绝对自发性之杰作。我们应该考察他认为理性是如何实际地运作的。

3.对此，莱布尼茨无疑会回应说，他也承认绝对的自发性。对于他的情况，他或许会说，（如他所描述的）自由的精神借助充分的慎思的理性，按照最大的明显的善的原则（莱布尼茨［二］：§4）来做出决定。这为何不也是一个绝对自发性的观念呢？至此，我们知道康德回应中的两点。

首先，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莱布尼茨［二］：§4：2—4），虽然作为精神我们追求最大的明显的善，但是，我们对此善的想法却受我们的感觉和倾向的影响，就像这些感觉和倾向受到我们的欲望和反感所影响一样；但是，我们的欲望和反感反映了我们的本性所表达的宇宙之无限复杂性。因此，我们的决定受宇宙其他部分影响我们的方式所影响，亦即不是清晰无误的知识，而是混乱的感觉和倾向，其原因我们不得理解，也永远不能理解，此乃由于世界的无限复杂性所致。

康德也许会说，我们的实践推理因而永远不可能是清澈透明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纯粹理性自由所要求的那样把握我们的推理的完全的、精确的基础。他同意，知道我们的真实动机是困难的，而出于自我考察的目的，我们应该研究它们（Gr2：1—3［406—408］）；但是，这不同于下述情况，即鉴于世界的无限复杂性，把握实际决定我们思想过程的我们的推理、原则和能力的完全基础，是不可能的。对康德来说，纯粹理性的自由（绝对的自发性）要求，理性至少在恰当的进程中、在其自身面前至少是清澈透明的。虽然其自身不是清澈透明的，但也不是晦暗不明的；通过适当的反思，单靠其自身就有能力规定其本身构成的理念和原则。

第二，康德会对莱布尼茨说：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根据最大明显的善做决定的原则并不是纯粹实践的（自由构建的）理性原则。莱布尼茨也不持有一个理性的自由所需要的纯粹意志原则的观念（康德［一］：§3）。除了在他讨论心灵能够用来使一个欲望压倒另一个欲望的各种各样手段时（莱布尼茨（二）：§4）以外，他能这样写，慎思一旦开始，“当时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事物都在平衡中占有分量，对决定结果的方向有影响，几乎跟在力学中一样”（New Essays Ⅱ：xxi）。

至少由于这两个理由，康德认为莱布尼茨缺少一个纯粹绝对自发性的观念。

§5 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

1.以上即有关康德如何反对莱布尼茨自由观以及他把自由观念作为绝对自发性来介绍的内容。我现在转而考察这个自发性观念如何进入把道德律当作自由律的理解之中。但在这样做之前，我再度提及康德用以处理自由意志问题的独特方式。这个问题经常被人视为只是一个形而上学和心智哲学的问题：它询问自由意志是否在无涉于任何特定的道德观的前提下与因果决定论相容，如果不是，那道德责任的结果是什么。然而，从我们刚刚了解的观点来看，康德的路径相当不同。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对康德来说，自由问题取决于被接受为有效的道德观念的特殊性质，因而这个问题无法仅在形而上学和心智哲学范围内得到解决。

第二，应用于我们（无论多间接）的道德律是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而且其本身是一个自主原则；鉴于理性的统一，纯粹实践理性也完全拥有绝对自发性，并且像纯粹理论理性一样完全地自由。

第三，作为一个结果，不存在有关意志自由的单独的问题，而只是一个问题：理性之自由。理论理性的自由和实践理性的自由共沉浮。

这最后一点值得做些评论。关于所谓的意志之自由，与康德的解释相对立的康德式的解释的两个特征是：第一，它否认存在有关意志之自由的任何特别的问题，将此问题看作只是同一个有关理性本身自由的主要问题的一部分。第二，它坚持认为，纯粹实践理性完全像理论理性一样是自由的；没有必要宣称它是更自由的（更自由意指什么呢？），成为自由的，肯定就是让人们承担责任所需要的。至于说理性自由本身，走近它的地点一般是在心智哲学的领域。从康德式的观点看，这已经不再是道德哲学的问题，尽管很像道德哲学的问题。

2.上面第三点是理性平等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不比另一方优越。康德在辨证论重要的§VⅡ的结尾提到过这种平等，他在那里评论道：在两大批判书中所看到的理性的构成把这两种理性置于平等的根基上（KP5：141）。纯粹思辨理性限于寻求经验对象的知性知识中最高的系统的统一；纯粹实践理性被理性事实延伸到自由、上帝和不朽的观念，虽然总是从实践观点看的。理性的两个形式在理性的同一个构成中扮演了重要的、互补的角色。

我在此将不对康德的进路之独有的特征做进一步的评论。我们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澄清纯粹理性的绝对自发性理念，并试图找到它在我们日常思想和判断中显现的场合。我们还必须提醒自己使得康德把道德律视为自由律的各种特征，以及它们如何与绝对自发性理念相关联。

3.理性的绝对自发性的重要特征是其为自身设置目的的能力。纯粹理性是一种导向（康德（七）：§4），而理性通过成为规范而提供了导向：它设置目的，并将这些目的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以便指导一种能力的运用，这就是在理论领域的理解和在实践领域做选择的能力。关于理论理性，康德说，它有“知性及其有效的运用作为其唯一的对象。正像知性通过概念把对象的多样性统一起来那样，理性通过观念把概念的多样性统一起来，把某个集体的统一当作知性活动的目标”（KP B672）。

与此对比，知性是不自由的。尽管它的活动不受自然律所支配，因而不受休谟所设想的心理联想规律的支配，尽管它把自身的概念（范畴）运用于感性经验，但它的运作不受它赋予自身的目的所指导，而受思辨理性赋予它的目的所指导。在这个意义上，知性的确是自发的，但不是半自动和无思想的。由于缺少为自己设置目的的能力，它只是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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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在来考察纯粹实践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段落（KR B576）中，康德对它作了评论，他在那里讨论作为表达一个可能的行动的“应当”，而该行动的依据肯定是一个实践理性的概念，即“理性并不……遵循以现象呈现其自身的事物之秩序，而是以完全的自发性、根据［纯粹理性］的观念为自身构建了它自己的一个秩序，它使经验条件与该秩序相适合，并按照该秩序来宣称行动是［实践上］必要的”。

我们已经知道康德所想的东西，即纯粹实践理性根据理性的观念把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理想（作为其先天对象）构建为一个其自身的秩序。目的王国的这些特别的要素将适合经验的条件，即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

与纯粹实践理性相比，经验实践理性不是自由的。虽然它包含了合理慎思的原则，但这些原则把全部倾向当做是被给予的，并试图这样来安排我们的活动计划，即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满足我们的要求和需要。这种安排具体规定了幸福观念。某些倾向也许完全被压制或根除；但如果是这样，那也是为了生活过程中福祉更大的净收益。经验实践理性不具备用以判断特殊倾向的独立的立场。它负责受假言命令的原则指导并受纯粹实践理性限制的倾向之满足。

因此，纯粹理性的每一种形式根据其自身的理性观念为自己设置目的的能力，是纯粹理性绝对（或完美）自发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缺少这种自发性，便把知性与理论理性、经验实践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区别了开来。

§6 自由的观念

1.我现在努力确定绝对自发性观念在何处自由的观念相关联，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观念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为了这个目的，我回顾一下康德使用的三个自由观念：在自由观念下行动的观念、实践自由的观念和超验自由的观念。然后我再努力把它们与绝对自发性观念相关联。

但是，首先我应该说，康德的自由观是一个纠结的、复杂的话题，我不准备仔细考察这些自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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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能够允许我们的时间，我挑取了他的著作中找到的三个自由观念，然后总结一下有可能把它们视为如何相互适合和补充的。结果是一个我认为对他的学说做出合释的唯一可能的观点。我的讨论不过是一个概述，把许多问题搁置一边。

2.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观念是在自由观念下行动的观念。康德主张，当我们进行纯粹实践推理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在自由观念下这样做的（GrⅡI：4［447—448］）。

现在我断言，每个除非在自由观念之下否则就不能行动的存在者（从实践的观点看）的确是自由的：这也就是说，对他来说，所有与自由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律令都是有效的，这正如可以在对理论哲学有效的基础上宣布他的意志是自由的一样。……我们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理性，它在有关它的判断上是受外部有意识地指导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主体就不会把他判断力的决定交给自己的理性，而是交给冲动。理性必须把自己视为不受外在影响的其自身原则的创造者。因此，作为实践理性，或者作为一个合理的存在者的意志，它必须视自身是自由的。

这里，我认为康德意指几件事情。其一，我们必须在下述坚定信念下进行我们的慎思，即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我们取得的结论，只有根据我们所考察并放在我们面前评估的证据和理由才得以（或至少是能够）达成。

他还意指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能够在道德律或无论什么实践理性的标准的指导下恰当地评估这些理由，我们能接受我们判定是受最佳理由支持的任何结论，并根据它而行动。我们在慎思时，决不能相信我们的理性能力是由我们理性以外的任何事物决定的，或者允许跟我们的考量相关的理由和证据以外的任何事物影响我们。否则我们就抛弃了理性。

这样，我解读康德是说，当我们从实践理性的观点进行慎思时，我们必须，而且通常也的确是把我们的理性视为如他理解的那样具有绝对自发性。因此，自由观念下的行动就成了实践观点的特征。我要说，正如早些时候描述的（§4），这个观点是绝对自发性观念显现之处。

3.总结：在此观念下的行动意味着以良善的信念进行慎思。它不仅是按照实践理性所规定的标准理性而合理地慎思，而且是以下述坚定的信念慎思，即我们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之能力一旦通过慎思而得知或获得肯定，就是完全自我决定的，并且为我们应该做和将做什么指出了路径。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推理和我们将得出的结论无论是什么而不是别的东西，都能够并且确实决定我们的行为。

好好关注一下康德的评论：“每个除了在自由观念下便不能行动的存在者只凭借此（从实践观点看）便是真正自由的。”康德在KP5：57做出一个类似的陈述：“本身无需任何证成的道德律证明的不只是自由的可能性，而且是它真的属于那些承认这条律令对他们自身有约束力的存在者。”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行（KP5：48），如他在第一个陈述中所做的，他澄清他所说的内容仅仅从实践的观点看能够成立。我们将在后面康德（十）考察这个附加条款的意义。但我们的确知道一件事情，即从实践的观点来看，纯粹理性的自由律对我们是有效的，恰如出于对理论理性是有效的理由，可以说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理论理性不能为我们提供可增加其对我们的有效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它也不能把这些律令从我们身上去除。坚持这最后一个主张，属于作为辩护的哲学。

4.至于实践的自由，经验事实是：我们能够并且经常根据纯粹实践原则进行慎思，并依此来行动；因而是在自由观念下行动；而且，我们得出的结论确实决定了我们做什么。日常经验表明，实践理性如康德所说，是自然中起作用的原因之一（KPB374，829—831）。

与此对比，我们对超验自由的信念是坚定地确信，我们的决定作为起作用的原因事实上不仍然“还是自然”（KR831）。我将此看做是意指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乃出自纯粹实践理性的绝对自发性，而不是由理性之外的遥远而未知的自然原因所决定。该信念的另一部分是坚定地确信，我们由纯粹实践理性所告知的决定创造了一系列新现象，自然秩序中的一个新的开端。

这个信念与关于上帝和不朽的假设一起，便是一个有关合理信仰的假设，尽管与上两个假设不同。这些假设对于保障道德律对象即至善的真正可能性是必要的；它们为了道德律的缘故而得到了肯定。自由的假设是更为根本的：它是我们的理性独立于自然秩序并从而独立于纯粹理性的自发性的先决条件（KP5：132）。这样，它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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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三个自由观念以这种方式相互关联。基本的观念是在自由观念下活动的观念。它包含康德认为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在进行慎思时必须采取的对待自己和我们的理性力量的一套基本态度。实践自由和超验自由融入该基本观念，因为它们是支持它的深一层的观念。例如，对实践自由的信念使我们确信我们的慎思不是没有道理的，并确定我们将做什么。我们对超验自由的信念（康德说它是超验的思想，见KP5：135）支持我们在把我们的理性视为具有绝对自发性时对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在自由观念下行动是另外两个自由观念的背景。

5.现在，也许有人会反驳康德的观点说，我们或许表明对我们理性的外部决定的信念，至少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所有思想都是以某种方式由神经生物学、量子化学的原理所决定的，或者说，我们的慎思是由一个主计算器程序所指令的。但是，只要我们只是说说，而不是以一种改变我们实践推理的方式按照它来行动，则此观点就缺少实践的效果。它也许让我们对作为整体的世界的态度富有色彩；我们以下述方式表达一种悲观情结，即把人们称为只是黏合着的化学品的迷幻的结合，或者偶尔称为有血肉的计算器零件的方便用户的设置。但是，如莱布尼茨有关相信上帝的预知所坚持的那样，所有这些都不会改变实践问题产生时我们如何对待理性，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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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没有讨论这个反对意见。他也许会说，即使这种抽象的、无害的（对实践的目的而言）观点从长远看会损伤我们对道德律的忠诚，如我们在后面（康德讲座十）关于合理的信念所讨论的那样。他觉得，我们对超验自由的信念对于我们在整个生活过程中坚持我们对道德律的忠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信念取决于我们的道德倾向，是坚持该倾向所需要的。作为辩护的哲学以及它所支持的合理信念的一个作用就是加强这种对我们作为在它下面的自由人的忠诚和信念。

§7 结论

让我们回顾一下表明道德律是自由律的该律令的五个特征。

1.它是这样一个至上的原则，当我们作为合理而理性的人在自由观念下行动时，这个原则就从实践的观点支配慎思的理性。

2.与消极自由相关联，它表明我们独立于自然秩序，而这是经验的实践理性所做不到的。

3.与积极自由相关联，它展示了作为绝对自发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能力，从而展示了它为自身设置目的并提供其自身在世界上的导向的能力。为了成为充分自由的，纯粹理性必须做的事情要多于只是如正义的责任所规定的那样把手段限于自然欲望的目的之范围内。它也能为自身设置目的：德性责任的义务性目的。

4.正是自由建构的理性原则以完美的自发性，按照其自身的观念为它自己规定了它自己的先验对象———个可能目的王国之理想。5.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它在整个理性的构成中具有至上性（实践的东西之至上性，实践的观点的一个方面，将在康德［十］中讨论），而在这样做时，它反映了纯粹理性在实施的过程中决定其自身构成的绝对自发性。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提纲挈领的陈述，旨在提醒我们记住已经讨论过的东西。上面1—5点所指的所有事情都以一定的方式做了考量。我们需要把它们看做是在赋予纯粹理性的绝对自发性观念以意义时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下一讲里，我们将讨论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第四个条件。在此之后，我们将讨论最后一个话题，即理性的统一。




 [1]
 康德对自由更持久的讨论如下述，尽管自始至终都有关于自由的重要陈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与第三个自主相关的（ B560—586）以及后面的“准则”（B828—832）；《实践理性批判》的“说明”（KP5：93—103）；《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I；《道德形而上学》导言（MdS6：213—214；221；225—227）；《只在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第一卷“引论”（§53）。我大部分时间将集中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ⅡI：4（447—448）（康德在此陈述了在自由理念下行动的重要观点）、“说明”和《宗教》第一卷。


 [2]
 这里的观点是，这些原则和律令的概念及其所引导的积极力量已经包含在关于一个可能的个体的完整的个体概念中了，如其存在于神圣的智慧中那样。这些原则和力量只是在创造的过程中变成现实的。因此莱布尼茨说：“假如这个世界是唯一可能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包含了作为各种可能性的运动的身体之个别概念，也会包含我们的运动法则……但也只是作为可能性。……任何一个世界的每个可能的个体在他的概念中都会包括他的世界之规律。”Leibnitz
 -Amauld Correcpondence
 （《莱布尼茨-阿莫尔德通信录》），p.43。


 [3]
 括号里的注释指的是Greence and Hudson版本。


 [4]
 作为自由的理性与仅仅作为自发的知性之间的这种比较，得到了Neiman的强调。


 [5]
 一个很有益和学术性的讨论是Henry Allison的讨论，见其Kant’s Theory of Freedo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llen Wood，“Kant’s Compatibilism”，见由他主编的文集Self and Nature in Kant’s Philosoph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73—101，文章列举了与康德的观点相关的一些大难题，即使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


 [6]
 我们将在康德（十）看到，这样理解的自由的假设属于合理信念的两种形式，也就是既属于与作为道德世俗对象的目的王国相关联的合理信念，也属于与宗教中的至善相关联的合理信念。因此，合理信念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可以在政治著作中找到，第二种形式可以在哲学著作中，特别是三大批判中找到。


 [7]
 回忆一下他在《形而上学谈话》§30.2中所写的内容（Ariew and Garber：61）。


康德（九）：《宗教》第一卷的道德心理学

§1 三个禀赋

1.现在我们准备好讨论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如果要存在纯粹实践理性，该条件就必须得到满足。回忆一下，这个条件要求我们的道德律意识必须如此深地植根于我们自身，以便该律令凭其自身就能对我们构成决定我们行为的动机，无论我们的自然欲望是什么。

我将这样来进行讨论。我从考察《宗教》第1卷里发现的康德道德心理学开始。我认为，这个道德心理学是奥古斯丁式的：它得到了比《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心理学更加显明的阐述，如§4所讨论的，后者偶尔背离某些摩尼教的特征。我聚集于《宗教》，乃是因为它的奥古斯丁派的观点符合理性事实学说的要求，而摩尼教派的特征则没有满足。一旦评论了这些论题，我在§5中考察康德为何认为道德律靠其本身就能成为一个充分的动机。

2.我对《宗教》一书道德心理学主要观点的说明只涵盖了这部绝妙著作的一个片段。我们必须简略；我的评论只是为了服务我们有限的目的，甚至这种服务也做得不够。我径直从康德对善的三个原初禀赋的叙述开始（第1卷§I），这三个禀赋与我们选择的自由能力一起，构成了人的本性。这些禀赋如下（rel I：6：26及其后，［21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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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当我们被视为活的存在者时，我们身上的动物性禀赋。康德说，可以把这个禀赋的特征概括为身体的和“纯机械的”自爱，他对此意指它不需要运用理性，通常受本能、受后天获得的倾向和习惯所导引。在此禀赋之下有自我保存、接续后代、照料孩子的本能，以及与他人交往即社会冲动的本能。

（b）当我们被视为不光是活的存在者而且是理性的存在者时，我们身上的人性禀赋（注意到康德在此用“人性”一词所指与在其他地方的不同，这里不是指我们身上微型机勃勃的道德人格力量［康德（三）：§4］）。这一禀赋属于自爱的一般话题，而这种自爱是身体的，但同时把我们自己的幸福在与他人幸福的关系中进行对比和判断。

从这种自爱产生了从别人的眼光来看待价值（ Wert）的欲望，从此欲望又来产生了追求平等的欲望，其本身表现在我们要求他人不谋求对我们的优越性，也表现在我们渴望他人也能够这样要求。这个过程依其本性而发展，以致最终产生了身份和地位的竞争，产生了虚伪和敌对，以及文化中其他的恶，比如忌妒和羡慕、忘恩负义和居心不良。康德把这些恶视为随文化的历史发展而经这种禀赋转移到善。我觉得，康德这里的意思是说，鉴于进行对比和判断的自爱所产生的社会环境，这些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里我们看到了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Second Discourse）和《爱弥儿》的影响。

（c）当我们被视为不光是合理的存在者而且是有担当的或负责任的存在者时，我们身上的人格禀赋。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禀赋具有两个方面。

首先，存在那种理解并（通过定言命令程序）智慧地运用作为一个纯粹实践理性观念的道德律的能力。

其次，存在那种把这个律令本身当作选择的自由力量的充足动机予以尊重的能力。

这里的第二个方面康德称为“道德情操”，他谨慎地强调，道德情操（敏感性）是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导言、§§XⅡ—XVI ［MdS6：398—411］）。对道德情操的这种能力并不本身便决定我们的选择力量；而是说，没有它，就没有让这种力量把道德律当作至高无上的规定并且其本身就是一个充足的动机之可能性。它若不在场，道德律对我们就会只是一个智性的对象，就像数学公式一样，它只是通过另外两个禀赋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在谈到道德情操时，康德说，把任何其他的东西移植到它上面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说，恶产生于其他禀赋的扭曲，而这种道德情操本身是不可腐蚀的，并且表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只要人性（在康德的通常意义上）没有在我们身上灭绝（MdS6：400）。

3.我使用了“合理的”（rational）而不是“理性的”（reasonable）来翻译康德描述第二个禀赋时用的Vernünftigg。这一点得到了《宗教》第1卷6：26（21）中一个重要脚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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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人性的禀赋，如康德在此对此术语的用法那样，只包含合理的，而不包含理性的。属于该禀赋的刺激源自欲望的对象，并且排除道德情操。我认为，康德意指道德律的观念不会在这样的个人中产生；如果向他们呈现了该观念，那他们会冷漠以对，或者看作一个奇特的东西。正如我们在讨论理性事实时所看到的，并不存在从合理的向理性的转变的逻辑路径。我们有受纯粹实践理性触动的敏感性，而这个敏感性就是道德情操，但是它本身是独特的。

这种解读得到康德有关这些禀赋的下述说法所支持：“第一个禀赋不要求理性，第二个禀赋以实践理性为基础，但却是听从于其他的刺激的理性，而只有第三个禀赋才植根于其本身就是实践的理性之中。”（《宗教》第1卷6：28［23］）他在有关奥古斯丁式的道德心理学的一个明确陈述中继续强调，所有这些禀赋不仅在不与道德律冲突的意义上是善的，而且它们是朝向善的禀赋。况且，它们是原初的，因为它们包含人性之可能性，我们不能从自己身上排除掉它们，没有它们，我们作为人类存在者就不能生存。

§2 自由的选择能力

1.下面，让我们转向自由的选择能力（freie willkür）及其与三个禀赋的关系。康德把这种能力介绍为按照道德律行动的能力；它甚至在我们未运用它时也能够存在。消极自由是我们的意志并不必然按照任何感性决定的根据而行动（MdS6：226），这意味着（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可以选定一个决定性的根据去行动但并不必定是如此。康德说，积极意义上的自由是“纯粹理性成为自在地实践的能力”（MdS6：213及其后）。因此，一当我们拥有遵循道德律（无论我们是否这样做）的能力，我们就是在实践上自由的，并且正当地为我们的行为在道德上承担责任。他的观点是说，除非是年纪幼小、精神失常或极度悲伤（这本身是一种精神失常），我们总拥有自主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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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宗教》中奥古斯丁式的道德心理学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我们可能犯的各种道德过错，从心理脆弱和心地不纯等较小的过失，到邪恶和悖理等最坏的极端，必定皆非产生于我们身体和社会的欲望，而只产生于我们对自己自由的选择能力之行使（Rel I 6：29—32［23—27］）。而且我们对这种能力的行使完全负有责任。他坚持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XIV卷第3章第11—14段）中提出的关于道德之恶起源的观点。他说（Rel I 6：23及其后［19］及其后）：“意志之自由具有完全独特的性质，因为只有当个人把一个刺激接纳入他的行为准则
 （使之成为一个他将按此来行动的普遍规则）时，该刺激才能决定一个行动的意志；唯有这样，一个刺激（无论它是什么）才能与意志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共存。但是，在理性的判断中，道德律本身就是一个刺激，并且无论谁造成了这个刺激，他的行为准则都是道德上善的。”

这三个禀赋，无论它们会怎样影响我们，都不能决定我们的意志，除非由我们自由的选择能力把它们纳入我们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康德的选择性意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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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道德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它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必须把这三个禀赋中的每一个都视为既成的（我们不能改变或根除它们），但我们能够并且必须给它们排序：也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选择能力来决定这些禀赋在我们的最高规范原则中将具有的优先性排序和分量，如在我们的慎思和行动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我们拥有道德上的善还是恶，取决于这种排序。

2.现在，我们自由的选择能力只存在某些选项可供利用。禀赋的数量、它们能被排序的方式限制了我们在接纳一个基本禀性时的自由选择能力。如果我们的人之本性只有一种禀赋，那就完全没有选择；如果所有禀赋都不存在，则我们的本性会是空的，自由的选择能力也就没有什么内容去进行操作（Rel I 6：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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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有对我们选择能力的一个特别的限制，即我们不能否定人格禀赋。这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即我们不能免除道德律，正如有人说撒旦已经做过的那样（Rel I 6：36［31］）。康德说：“［道德］律令……根据［我们的］道德禀赋将其自身不可抗拒地强加于我们；假如没有起相反作用的其他刺激，［我们］会把该律令纳入［我们］至上的行为准则中，作为［我们的］意志［自由的选择能力］充分的决定性根据。”这是一个重要的评语。康德说的是，如果所有禀赋都排在同一边，则人格的禀赋会总被我们接纳为至高无上的，并且具有无条件的优先性。这个结果是由我们作为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有人也许会认为，由于我们知道禀赋是相互冲突的，我们本性的这个特征就是不重要的。然而，它带来了人格禀赋的独特性，也就是，它是适合担当至上规范角色的唯一
 禀赋。而且，由于我们不能否认道德律，我们就不能出于其自身的缘故而选择作恶并违反该律令而行动（RelI 6：35［30］）。可以说，我们不能通过把恶采纳为我们的善来颠倒人格禀赋。人的反常行为的界限在于改变诸禀赋中的道德秩序；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在自己的慎思中对以人性禀赋和兽性禀赋为基础的理由给予不恰当的评估。我们忽视了道德律，并且无视良知的呼唤。但是，只要道德人格的力量活在我们身上，良知就决不可能被迫沉默。它们对于认同原则来说是我们人格中固定不变的基础：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认同于人格禀赋及其道德律。

3.我们还必须考虑《宗教》中的道德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指康德的如下观点，原初禀赋的这些基本特征确立了道德的优先性排序（sittliche Ordnung）。这个排序把人格禀赋置于无条件优先的地位，其他禀赋则居于无条件从属的位置。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力也许不遵守这个道德秩序，但是它的自由，依康德对它的定义，就在于它这样做的能力。

让我们总结一下康德认为是为拥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个人规定恰当排序的那些禀赋的特征。我们已经指出了两个特征。

第一点是，人格禀赋是无条件地善的，而且是不会腐蚀的，我认为康德这里的意思是，没有一种恶能够转嫁到它上面（而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则能够），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力不能逆转它。

第二点是，通过把道德律作为一个方面接纳入自身，人格禀赋是唯一适合列入无条件优先性的禀赋。它包含了能够成为最高规范性的实践原则。

注意在每一种情况下，比较是在人格禀赋与其他两个禀赋之间进行的。比如，康德不说只有道德律而不是其他某个道德原则（例如完善的原则）适合成为最高规范的原则。这样讲会跟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相悖（在康德［七］§5.3），认为只有道德律能具体规定一个统一的、共享的公共秩序的想法是错误的。

4.人格禀赋还有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康德在排除了关于人的恶和悖理行为的某些解释时提到了这个特征。他说（Rel I 6：35［30］）：

这个恶的基础也不能……置于在道德上立法的理性（人格禀赋）的腐败之上——似乎理性可以毁灭属于其自身的律令本身的权威或否定由此产生的义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把一个人设想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同时又排除了适合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律令（该道德律令），那就相当于设想一个没有任何规律（无论它是什么）的起作用的原因……这是自相矛盾。

这段话的第一句话与上面指出的两个特征相关联。为了理解第二句话，请回忆一下康德认为的：

（a）当我们进行纯粹实践的推理并照此而行动时，我们必须总是在自由观念下行动，并把我们自己设想为自由的，虽然当然只是从实践的观点看的（GrⅡI：4［47—448］；KP5：47）。在这样做时，我们并没有把自己视为免除了适合于作为自由的我们的理性之原则。

（b）道德律是唯一一个向我们揭示我们不仅自己独立于自然秩序、而且独立于一个优先的和特定的价值秩序的律令。

所以，从我们把道德律纳入我们的行为准则并依照它来行动的能力来看，道德律是唯一向我们充分展现我们的自由和自主的原则。我们也许会认为康德说的是，我们禀赋的排序把人格禀赋置于无条件优先的位置，这是唯一适合我们作为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的排序方法。正是这个原则充分表达了我们作为自主人的本性。

5.与禀赋排序相关的我们的道德心理学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这种心理学为建立在这种排序法基础上的理想的人格观念提供了永久的认同基础。康德认为这种心理学是属于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的；它规定了我们本性的特质，而我们却不能改变它。我们决不能全然压制自己作为履行恰当的禀赋排序所表达的我们人格观念的类型的人所接纳的纯粹实践的兴趣。

我们对这个理想的认同在我们出错时的道德情感当中展现了出来；康德把这些情感描述为主要不是作为义务感和内疚感，而是作为（道德的）羞耻感和自责感。他的学说不是一种制定让我们服从的原则之合法权威的学说，而是一种在一个由实践理性的公共原则所排序的平等的人组成的道德共同体中有关相互关系和自我尊重的学说。

最后，我们禀赋的道德秩序并不反映我们通过合理的直觉所知道的一种先在的价值秩序，一种脱离我们的关于自我的观念的秩序，而我们是被赋予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能力、道德情操和自由的选择能力的人。毋宁说，这个道德秩序植根于我们人的禀赋及其特征，以及将这些禀赋结合成恰当的排序的可能性。康德的《宗教》第1卷中的道德心理学与他的建构主义道德观念相伴随，并回答了其实质性的要求。

§3 恶的起源的合理表达

1.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采纳的禀赋排序事实上是对一个道德品格的采纳。但是，我们必须细心注意如何理解这一点。康德有时把这种接纳视为我们为何必须描述我们的品质产生的方式：我们要把它看做我们已经做出的并且属于我们自由选择能力范围内的某个事情（RelI6：39—44［34—38］）。这意味着我们将不把我们的基本品质当做在时间中被决定了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将不把它视为一个社会的人造品，心理学法则所决定的东西，或者是偶发事件的产物，如此等等。鉴于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力和理性的绝对自发性，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将把我们的品质、我们禀赋的排序看做是取决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将不把我们的品质视为时间过程中的因果条件所决定的这一想法呢？我提出，这只是我们在自由观念下行动时对待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态度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自由观念下进行慎思时，我们的禀赋排序表现于我们认作理由的东西中，表现于我们对这些理由的衡量当中。我们的基本品质（康德称之为我们的智性品质）反映在我们的道德思想中。现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自由观念下行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理性视为自由的，并受其原则所指导。这对于我们当作理由及其相对权重来说也同样适用。

康德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基本品质视为一个社会的人造品，或视为心理学规律和意外的偶然事件之结果，那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理性视为自由的；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来看待自己并且其理由系统是相互冲突的两个人，也许只能这样相互说道：“我们分别于不同的环境，我们的基本品质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那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说了。”康德反对的正是这种思想。我们的理由图式也许不同于他人的，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并不可承担责任的那些力量视为导致了它们成为这样的原因。如果说我们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自然或社会，或被外在于我们的理性和意志的任何东西所构建成的，那就是在逃避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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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Rel I6：41［36］）：

在探讨恶劣行为的合理的起源时，每一个这样的行为都必须被视为个体从无知状态直接堕入其中的……无论当时的情境和纠缠的事项是什么，他都应该避免做出此行为；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原因能让他不再是一个自由行动的存在者。……可是，这等于是说人不必纠缠于逃避寻求对［他自由行动的］结果是不是自由的确认，因为在自由的……行动（这是其原因）中存在使他承担责任的充足根据。

2.康德把我们的智性（基本的）品质与我们的经验品质做了区分。他认为后者在经验中显示了理性的因果性，这样我们对智性品质的选择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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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在我们对各种不同的理由的权衡中，并表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因而我们对基本品质的选择应该表明它自身遵从了实践的自由（KR B829—831）：我们的实践理性的自由决定是本性上起作用的原因。

现在，从实践理性的观点看，不存在关于我们的智性品质的身体上的解释（KP 5：99）；之所以如此，乃出自我们对超验自由的信念。而且，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实际的道德思想和行为方可知道我们的智性品质（KR B578及其后）。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大致纲要式地区分出我们自己的与他人的经验品质。以这种知识武装起来之后，我们就能总体上预见或估计他人在特殊情境下将做什么。（康德说，我们要是能够完美无缺地理解该品质——实际上我们不能做到——那我们就能准确地预见我们在任何特定条件下的行为。）如能这样预见，康德说我们的行动就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并且受制于自然规律。

但是所有这些意味着，鉴于人们的信念、兴趣和环境的知识，加上他们对给予不同种类的理由的权衡的知识（他们的经验品质），我们能说出他们将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但从实践观点来看，当我们做出相互间的决定或向他人咨询时，我们把这些经验品质视为表达了纯粹理性的慎思的结果。这些慎思是理性的绝对自发性的结果；它们表达我们的智性品质，被认为并不带有物理的或其他的解释。

3.当康德在《宗教》第1卷6：39及其后（43及其后）中谈到不是在时间中而只是在理性表达中寻求恶的起源时，我认为他大致意指下述内容。就我们根本的（智性）品质产生于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力而言，我们要把它视为我们唯一的责任。这样做是我们有关自身的观感之一部分，我们在自由的观念下行动，同时（如应当的那样）由对超验的自由的信念相伴随。我们的品质如何可能是恶的（违反了禀赋的道德秩序）的确是不可理解的（Rel I 6：43及其后［38及其后］）：由于我们的本性是善的，从它那里产生出来的就不该是恶而是善，但是，长期历史经验让我们确信相反的情况。而这种品质的选定并不具有我们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必须相信的物理的或其他的因果解释，以便肯定我们理性的绝对自发性。因此，在该观点是适当时寻求这样一种解释，就与把我们自己当作自由和有责任的人相矛盾，的确也是一种逃避的邀约。

然后，我要尽可能地理解康德所说的理性不受制于时间的形式（KRB579及其后），也不受制于时间的条件（KP5：97—100），并且不寻求品质在时间中的最初起源（Rel I 6：43及其后［39及其后］），以及与此相类似，理性描述我们在自由观念下行动时如何看待自身，始终肯定我们的超验自由。我认为，他是在描述我们将采取和培养的信念和态度，以便从实践的观点来行动。换句话说，他把我们自我意识的特征概括为拥有纯粹实践理性。

然而，我应该说，这个解释并未得到普遍接受：作为恒久的、无时间性的智性品质的观念，更经常地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解释。我认为，这样做并不是文本所要求的，并且不符合《纯粹理性批判》辨证论的结论，也不符合康德多次重复的有关他关于自由所说的话应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请参考《实践理性批判》辨证论中重要的第Ⅶ—Ⅷ节。）因此，把康德关于理性不受制于时间形式但却影响世界事件进程的说法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学说，这是为他的文本所不接受的。或者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它也给康德的观点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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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继续：在一个（大致）实现了的目的王国中，所有人都把自己和他人看做是自由的，也就是在自由观念下行动的。他们还假设，表现在他们公共思想和行动中的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品质，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的智性品质，每个人都为此而承担责任。如果我们进而假设这个目的王国的成员在他们面前表达清晰，实事求是地说话，以致他们知道他们由以行动的理由，并且相互告知对方这些理由是恰当的，那么，从实践的观点内部来看，他们在自由观念下行动时，就没有根据去探究他们相互告知的理由：每个人都把这些理由当作他们为何做他们实际做的事情的真实理由。例如，这些理由不是被视为只是合理化的东西。仅当未能做到表达清晰或实事求是，或者是自由观念下行动的另一种缺失（被假设所排除）时，才有这样做的原因。在一个（大致）实现了的目的王国里，自由的公共理由（人们以良好的信念自由地相互表达）被认为是真实的理由，并且是这样被接受的。

这个目的王国 （其中每个人都被公开承认是在自由观念下行动的）的观念是在康德学说中规定了依赖于观念的欲望的有关人的观念的组成部分。我将在下面§5回到此话题。

§4 摩尼教派道德心理学

1.在讨论我称为摩尼教派道德心理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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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假设康德曾持有这样一个观点或者他自己曾清楚地阐述过它。我将此视为他这样的倾向，即说出某些事情并且以这样的态度和语调来表达，即一旦我们确定了它们，就提出了某种道德心理学。讨论它的理由是，它引出了康德的思想在《宗教》中的发展，或者至少是更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一旦他着手以某些篇幅来思考宗教。于是，他一当这样做了，以他虔信派的背景来看，他的道德心理学就必定是奥古斯丁式的，而不是摩尼教派的。尽管常常显出摩尼教派倾向的态度和语调，但明确的学说是奥古斯丁式的。

摩尼教派道德心理学的基本观念是，我们有两个自我：一个是我们作为属于智性世界的智慧者所拥有的善的自我；另一个是我们作为属于感性世界的自然的存在者所拥有的恶的自我。在谈到顽固不化的罪人时，康德说（GrⅡI：19［454—455］）：

当他转变到智性世界的立场时，他相信自己是这个更好的人。他是受自由观念所驳倒而不情愿地这样做的——也就是不取决于感性世界中的原因之决定；从这个立场，他意识到自己拥有善良意志，通过他自己的承认，该善良意志为他作为感性世界的一员而具有的恶的意志制定了律令——他甚至在违反该律令时也意识到它的权威。因此，对作为智性世界成员的人来说，道德上的“我应当”（I ought）就是“我愿意”（I will）。

善的自我只有一个禀赋，用《宗教》的语言说，也就是按照道德律来行动的禀赋。这就是为什么对善良的自我来说“我应当”就是“我愿意”。我们未能按照作为自主原则的该律令来行动的唯一理由是，我们背负着自然的欲望和偏好，因而如康德所说，每个理性的人必定希望完全不受它们控制（GrⅡ：48［428］）。它们是我们的理性所鄙视的，这个理性能够以对自身尊严的意识实现对它们的控制（GrⅡ：9［410—411］）。的确，作为智性世界的成员，我们完全不把自己的自然欲望归咎于我们的合适的自我，因为它们看起来只是由身处自然秩序中的有限存在者的我们的需要在我们身上引起的刺激和诱惑（GrⅢ：26［457—458］）。

与此类似，恶的或自然的自我也只有一个禀赋，至少就它是完全合理的而言：追求快乐或合理自爱的禀赋。这个禀赋以某些方式与《宗教》中的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相类似，尽管对这些禀赋的说明不是一样的。受我们自然欲望和幸福原则所触动，我们必定总是把道德律的禁令体验为一种挫败，一个为我们想要的东西设置障碍的外在因素。因此，恶的或自然的自我缺少道德情操；对此有可能出错的只是恐惧和敌意，或为了安全的缘故而对准自我的被压制的愤怒（KP5：72— 76）。最后，恶的自我也是一个受驱使的自我，因为自然欲望的满足是及物的，并且在满足后留下了比此前更多的空虚：偏好，即便当它们是像同情一样本性善良的偏好，也是盲目的、奴性的（KP5：117及其后）。

2.摩尼教派道德心理学为康德的道德学说展现了重大的困难：它不仅使康德陷入一种与其宗教思想的主旨相冲突的严重的异端邪说，而且它似乎挫败了任何一种我们在采取实践的观点时在自由观念下的行动可以接受的有关责任的令人满意的说明。摩尼教派缺少自由选择能力的观念，因而不能提供这样一种说明。因为作为智性世界的成员，我们将仍然认为自己不具备选择能力，只有按照道德律行动（我们没有其他的禀赋），而作为自然世界的成员，我们将仍然认为自己不具备选择能力，只有追求我们自己的幸福。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从实践观点来看待自己，那么，当有些人的行为比其他人好得多时，把我们自己都同样地视为承担责任的人，就会显得不可能了。我们将缺少要那些做不到的人承担责任的合适理由。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说，尽管我们作为智性世界的成员按照道德律行动的禀赋是一以贯之的、纯粹的，但是，从我们在自然世界处境的观点来看，我们的自然欲望和偏好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强度和方向。我们也许会说，我们的实际行为是由这些欲望所产生的力量的平衡来设定的，这些欲望的强度和方向取决于环境。那些做正当事情的人是这样的人，他们按道德律行动的禀赋未被其自然欲望的方向和力量所压倒；那些做恶事的人则遭受相反的命运。我们就得出了熟知的摩尼教观点的道德宿命论，而这是康德肯定必须避免的。

3.这种奥古斯丁式的道德心理学克服了上述缺陷，其方式是赋予自我以自由选择的能力，以及让人满意的责任的说明所需要的足够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有善的自我与恶的自我的二元并立（两个自我每一个都只有一个禀赋，其中一个自我的禀赋要为与另一个自我的禀赋发生冲突承担责任），而是拥有三个禀赋的一个自我，这三个禀赋都是向善的禀赋。而且，这些禀赋具有一个适合能从纯粹实践理性来行动的自由的人的恰当的道德秩序。因此，道德上恶的起源不在拥有自然欲望的恶的自我，而仅在自由选择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改变这些禀赋的道德秩序，并确定我们在决定做什么时认为是恰当的理由。

至于如何理解这些道德心理学，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从实践观点设想我们的道德本性，从而当我们在自由观念下行动时我们如何思考自己的一些方式。它们本身不是对人的心理学的经验说明，也不受制于通常的经验真理标准。它们是概括纯粹实践理性反思的自我意识特征的不同方式；它们本身体现了有关人的不同的理想观念。

因此，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按照奥古斯丁式观点，我们在自由观念下行动时，不能把我们的基本品质（决定不同理由权衡的排序）看做一个社会的人造品，或者看做只是心理学规律和偶然事件的产物。我们的理由图式会不同于他人的，但我们必须把自己而不是我们不可负责的外部力量看做是造成它们成为这样的原因。否则，我们会放弃自由的理由。这里涉及的显然是一种关于人的理想，而不是一种心理学理论。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理想之合乎理性不受制于一些标准，或不能得到检验。因为它可能与我们在恰当反思基础上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不相容，因而被否定。鉴于我们实际的真实情况，它也许被证明是愚蠢的，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然而，这将不由先在的判断所决定，而取决于我们能否真的在恰当思考基础上接受这个关于人的理想，以及我们能否肯定按照它来生活。康德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对他来说，纯粹理性的理想能够真实地显现自身。

§5 道德动机在我们人身的基础

1.现在我们可以考虑存在纯粹实践理性的第四个条件。这样，我们最终几乎接近终点了。我觉得康德的观念如下：仅当我们按照道德秩序来安排我们的禀赋时，我们才依据从我们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的观点看适合我们的唯一原则来行动。康德的基本道德观念是一种包含了把每个人都当做自由而相等的人的贵族制观念。这不是一个根据自然或社会阶级的贵族制，也不是根据智力、美或非凡成就的贵族制。这也不是（像有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的）根据道德品质或道德价值的贵族制。

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基于所有人的贵族制。它涵盖了所有理性而合理的人，其理性的诸能力规定了我们的地位，这些理性能力被认为是属于生活的所有方面的人，无人享有理性能力上的特权。的确，这些能力把我们的特征概括为一个自然的类（人性的种类），同时也是怀有道德感、属于自然秩序的赋予人的肉体以生机的智性，但也不仅出自于此的人。

在《纯粹理性批判》“规则”的结尾（KR B879），康德回答了下述反对意见，即在付出理性批判的巨大劳动之后，实践信仰的两件事（对上帝和不朽的信仰）并未确立多少。通常的知性无需哲学的帮助也肯定能做到这一点！在回应中，康德说：

你真的要求一种关注所有人的知识模式应当超越通常的知性，而且应当仅由哲学家来向你揭示它吗？准确地说，你批评的东西是对［我说过的话］正确性的最好的肯定。因为我们由此而揭示了在起初不能预见到的事情，即在无差别地关涉所有人的事情中，自然并没有犯将她的天赋片面分配的过错，而且就人的本性的实质目的而言，最高的哲学也不能比在自然授予甚至是最普通的知性的那种指导之下所可能做到的推进得更远

2.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居住在一个被认为是在本体论上与自然的秩序相分离的不同的国度里。它实际意指我们能够以理论和实践理性的能力为基础并在其支配下思想、感知和行动。它还意味着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按照纯粹实践理性的原则去生活，并且遵从那个植根于我们的禀赋并适合我们本性的道德秩序。目的王国中的人们向自己并且相互展示他们作为自由人可以说是居于自然秩序之上的光荣地位，这是指这样的意义，即他们在追求获得他们理性道德律的授权和召唤的个人和社会的理想时能够独立于该秩序而行动。

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所依据的律令并不蕴含对于自然界的排斥。相反，它是这样一个律令，当每个人都遵守时，赋予自然界以智性世界的形式（KP5：43及其后），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自然欲望和喜好（可允许的目的）留有广阔的空间，以致一个实现了的目的王国不仅是一个道德的世界，而且在合理地有利条件下是一个幸福的世界（KRB373）。

康德的基本信念是，一旦我们充分理解这个道德观念，并在我们的思想中仔细把握它，一旦我们充分理解自己作为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成员，并且拥有这个关于自身的观念，我们就不能不被深深地触动去认同于这个理想，并按照这个观念去行动。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事实，它植根于如《宗教》所描绘的我们的本性之中，这是一个哲学使得我们理解的事实。康德最热情洋溢和备受高扬的段落是这样一些段落，他在其中描述了我们对道德律的清晰把握对我们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如何表明我们对自然的独立性。

一旦哲学表明对道德理想的理解导致对它的认同并按照它来行动，我们就看到纯粹实践理性存在的最后一个条件（d）得到了满足：无论我们的自然欲望是什么，道德律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充足的动机。这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KP5：30中描述的两个例子的要点：第一个例子提出自然欲望不能压倒对生命的爱；第二个例子指出，按照道德律行动的取决于观念的欲望能够做到这一点。康德认为，他已经表明所有四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因而的确存在纯粹的实践理性。一当他在《宗教》中论述了一种更适当的道德心理学，《实践理性批判》的这个观点就得到了强化。因此，我们对理性事实的这个学说的说明至此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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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借用了这两种心理学的名称。在皈依基督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是一名摩尼教信徒，他的许多著作包含对该教派信条的说明。他本人的观点是基督教正统派的代表：康德的奥古斯丁式道德心理学是他比较正统的学说。我不说康德的观点是正统的。


康德（十）：理性的统一

§1 实践的观点

1.在这个关于康德的最后一讲，我要考虑理性的统一、两种形式中的理性信念（reasonable faith）的观念（过一会解释）及其与作为辩护的哲学之间的关系。我首先指出，存在理性的三种统一：第一种是在理论领域，是经验真理的一个充分的标准所需要的关于对象的系统知识最大可能的统一（KRB679）；第二种是在实践领域，是目的王国里目的的最大可能的系统统一（Gr Ⅱ：62页及其后［433页及其后］）。第三种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在一个统一的理性构成中的统一，实践理性在其中是至高无上的，因为理性的每一个兴趣终究是实践的（KP5：119页及其后）。

接近理性统一的一种方式是考察康德理性信念的观念以及表达此观念的各种假设（他这样称呼它们）。康德关于这些假定所说的话提出了有关理性统一的一些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实践理性（和实践的观点）究竟如何在理性的构成中与理论理性（和理论的观点）相关联？第二，实践理性以何种方式在此构成中居于至上地位？这些都是困难的话题，我只能提出一个可能的路径的纲要。

2.在着手进行之前，我强调我上一讲提过的一个观点。回忆一下康德经常说的我们的知识是通过理性信念的假设（自由、上帝和不朽）而扩展的，但他总要加上一句，它只是从实践的观点来扩展。下面出自KP 5：133页及其后的一段话是个例子：

我们的知识……实际上得到了扩展？……它是实践理性（这对于思辨理性只是超验的
 ）所固有的
 吗？确实是，但只是从实践的观点来看
 的。因为，我们并不由此知道我们灵魂的性质，不知道智性世界的性质，也不知道至高无上的存在者的性质，这是就它们自身是什么而言的。我们只是把它们的观念作为我们意志的对象、并且仅仅借助于道德律而结合在了至善
 的实践
 概念中。……但是，自由何以是可能的，以及我们如何在理论上并且积极地构想这种因果性，这些都还有待发现。得到理解的只是，这样一种因果性是出于其自身的缘故通过道德律的方式设定的。……其他观念的情形也是一样。

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相信我们的超验自由（我们的理性是绝对自发的，自由的决定开始了一系列新的事件）时，当我们相信上帝和不朽时，我们并不把这些信念当做表达了知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在最小程度上扩展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论上的理解，就像在科学中所研究的那样（KP 5：133，134及及其后，137）。因此，好比说，对上帝的理性信念在物理学中不起作用，而物理—目的论证明的上帝（KP 5：138—141；KU：§85）在实践的信仰中不起作用。然而，任何论证都不能让我们放弃这样的确切信念：自由、上帝和不朽的观念是真概念（Wahre Begriffe）。

从实践的观点看，我们知识的这种扩展所需要的是一个先天的目的，也就是道德律作为其先天对象而给定的一个对象（KP5：134）。我将区分这样两个对象：一个是目的王国，如可以在《原理》和政治论文中找到的；另一个是至善，如可以在三大《批判》中找到的。我认为，康德在这两种情况中的观点的性质和可信度是相当不同的，我将给它们以不同的名称：支持我们致力于一个目的王国的信仰的理性信念，以及支持我们努力争取至善的信仰的理性信念（Vernunftglaube）。我从第一个信念开始。

§2 作为道德律对象的目的王国

1.我在康德（五）中说，目的王国的观念（如在《原理》中看到的）和至善观念（如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看到的）是康德观点中具有不同意涵的截然不同的概念。在那一讲中我没有考虑它们如何不同，但为了讨论实践的观点和理性信念的假设，我们必须现在来做这件事。

在我们对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说明中，可能的目的王国的理想是作为道德律的先天建构的对象展现出来的。这个理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试图在自然世界里，至少是在合理地有利的条件下实现这个王国，是合乎理性的。在这样做时，我们并不是无视实际上可能的东西的受欺骗的幻想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目的王国是自然的善，是在自然秩序中可能的善（尽管绝不是完全可实现的）。

2.下面的这些段落支持这一解释。首先，出自《纯粹理性批判》（KR B836）：“我把这个世界称为道德的世界
 ，这是就其可以符合所有的道德律而言的……而不考虑……道德性所遇到的特殊的困难（人性的弱点或缺陷），这个世界迄今被认为是一个唯一的智性世界。以此来看……它只是一个理念，尽管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理念，它确实能够（正如它应当）对感性世界有影响力，并且只要有可能，便让这个世界与该理念相一致。”

康德还说（KRB837及其后）：“在一个智性世界即道德世界里（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概念中不考虑所有道德上的障碍［如欲望］），这样一个体系……本身就会是普遍幸福的原因，因为在这样的原则［道德律］指导下理性存在者本身会是他们自己持续的福祉和他人福祉的创造者。但是，这样一个自我回报的道德体系只是一个理念，它的实现取决于每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条件。”

在《原理》Ⅱ：78（438—439）中说：“合理的存在者的世界是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是可能的，就是说，通过作为其成员的所有人制定他们自己的律令。……一个目的王国将通过行为准则而实际地存在，定言命令将这些行为规则规定为所有合理的存在者的规则，假如这些行为规则都得到普遍遵守的话。”

注意，道德世界是一个（其善的方面）可以在自然的社会中、在现世实现的世界。它是人们在其中通过按照正义责任和德性责任而行动，从而实现其相互间幸福的社会。这就是所有人在我们的世界里，在合理地有利的条件下坚定地持守道德律的结果。这是自我回报的道德的理念。

3.最后，回忆一下在讲座康德（四）和康德（六）的结尾引用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两段话。在KP5：43，康德说，道德律在不干扰自然机理的前提下赋予自然秩序（感性世界）以智性世界的形式。合理的存在者的感性本性是他们生存于自然律之下；同样的人的超感性本性是他们生存于道德律之下，而这些道德律是独立于自然的，属于纯粹理性的自主性。在KP6：44，康德区分了两类自然体系的律令，一类是其意志受制于自然体系的律令，另一类是自然体系受制于意志的律令。后者是这样一个自然体系，人们在其中已经相当一部分地实现了目的王国：在这样一个王国里，自然的客体不是道德律的原因，人们根据这些道德律建构了一个目的王国的理想，作为他们的公共意志的共同的首要的对象。当受理性指导时，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他们赋予自然以智性世界的形式。

我重温这些段落，是为了支持把目的王国的理想解释成道德律建构起来的对象。主要观点是，当所有人（如他们能够和应当的）都按照符合定言命令程序之条件的全部戒律去行动时，目的王国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在自然秩序中实现。一个道德的世界，智性的世界，是由理性而合理的人组成的世界，这些人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里在自由的观念下如他们应当的那样行动。造成一个智性世界的不是我们居住于在本体论上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不是在空间和时间上不同的世界，而是在此地和此时的我们所有人在自由的观念下按照道德律来行动。这个目的王国是一个世俗的理想。

在一些政治论文中，康德的目的王国的理念赋有了更具体的内容，至少在我们能够做出（如我将做的那样）如下假设时是如此，这个假设即康德所希望的一个由宪政和代议制民主国家联合成为各个族群的邦联，以维持他们之间的永久和平的世界，可以把这个愿望看做是对这样一个王国的更大的体制结构的说明。我将在下面回到这个话题，但在做此事之前，让我们先考虑另一个先天的对象，即至善。

§3 作为道德律对象的至善

1.现在，在一个目的王国里，道德价值和幸福会不会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取决于道德律所命令的是什么。一个目的王国会是一个幸福的世界，像诸多社会的世界那样；正如康德所说，这是一个自我回报的道德的世界。这说得通，因为我们的责任可以排列在两个标题之下：第一，加强我们的道德品质、发展并好好运用我们的自然天赋的责任（道德和天赋完善的责任）；第二，促进他人幸福的责任。

然而，我不认为道德律的内容（如定言命令程序所规定的）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即在目的王国里，人们这样来行动以使得快乐与德性严格地成比例。让人吃惊的是康德从未试图说明这一点；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辨证论”里，他只是将此视为理所当然。我暂时不谈他为何这样做，以及明显地放弃了我所说的他的道德建构主义。我们应当先考察康德“辨证论”中的至善理念。

2.这个理念看起来是通过我们道德集中关注康德学说的两个基本价值而达成的：一是完全的善良意志，二是作为组成合理的体系的可允许的欲望之实现的快乐。因此，至善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每个人既有一个完全善良的意志，又是充分快乐的。每个人最大限度地拥有这两个基本价值。道德价值与快乐之间成比例是一个直接的结果，因为一旦每个人追求这两个基本价值的能力得到了规定，它就接踵而至了。现在，康德肯定认为寻求道德价值的能力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他的道德观的中心议题，它也必须是至善的一个要素，而无论追求快乐的能力是什么。让我们把这个至善观念指称为充分的至善。这种指称的必要性在于，康德还使用了这个至善观念的一个变体，而这两者是不同的。

这个变体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社会的至善。按顺序考虑在一个社会中的诸成员，并为每个成员指定一个实现了的道德价值的恰当估量。这样，该特定社会的至善是由一个快乐程度的序列给定的。每一个程度都与相对应的成员指定的道德价值估量相匹配。在此观念中，成比例原则仍未具体规定，因为我们还没有说如何决定快乐的估量。此外，任何一个这样的原则都必须在康德框架内得到证成。

暂时不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来看有了这个变体，在一些特定的社会中，有多少可能的道德价值程度的序列，就有多少不同的至善。由于作为理性的人，我们具有自由的选择能力，我们世界中特定的至善就仍然有待决定，除非我们同意奥利根（Origen），相信上帝将以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却与我们的自由兼容的方式肯定，在适当的时候每个人都达致一个完全善良的意志。否则，一个世界的至善就取决于自由的人们实际上做什么，取决于他们实际达到的道德价值的程度。

3.我觉得，这些评论的相关性在于，刚刚提到的两个至善观念（完全的至善和一个特定社会的至善）与康德对道德律的论述相冲突。康德甚至不试图表明这些至善观念如何从道德律得出，从而这两个观念中的任何一个如何能成为纯粹意志的先天对象。这种忽略在关于特定社会的至善问题上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在这里，成比例原则看起来类似于神意的奖赏和惩罚的观念，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他虔信派神学的领域。

这意味着康德心中所想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有关至善基础的观念。我认为，“辨证论”第5节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因为正是在这里，他解释了德性与幸福之间成比例的依据。康德说（KP5：130及其后）：

如果我们探究上帝创世的最终目的
 ，那我们不该列举世界上合理存在者的幸福
 ，而必须列举至善
 ：至善为合理存在者之幸福的愿望添加了另一个条件，亦即应得幸福的条件，就是这些存在者的道德
 ；因为这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标准，他们据此标准能够希望借明智的
 创造者之手享有幸福。因为既然智慧
 ……意味着对至善的知识
 ，并且实际上是意志对至善的适合性
 ，人们就不能把仅仅建立在仁慈基础上的目的归因于一个至上的独立的智慧。因为除了可以符合与作为最高的原初善的上帝意志之神圣性
 相和谐的限制条件以外，我们不能设想（有关合理存在者的幸福）这种［至上的］仁慈的行动。

这段话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至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第二，幸福与德性成比例的要求对于创造那个完全与作为最高的善源泉的上帝意志之神圣性相和谐的至善是必要的。

4.在本节的前面部分，康德说了如下的话（KP5：128页及其后）：“完全符合道德律的品质之价值是无限的，因为根据一个聪明而全能的幸福分配者［Austeiler］的判断，一切可能的幸福除了合理的存在者不能适合其责任以外，别无任何其他的限制。”这段话引入了第三个观念：上帝把最大的幸福分配给世上的人们，只受他们的德行所限制。这个观念与前面碰到的第四个观念相关联，即一个不偏不倚的理性建议该德性与幸福相伴。他说（KP5：110），对于至善来说，“幸福也是需要的，并且的确不是仅从把自己当做目的的人有偏见的眼光来看，而且甚至从把世上的人们都无偏见地视为目的本身的不偏不倚的理性的判断来看，也是需要的。因为对幸福的需要，加上幸福的应得，同时又不是幸福的分享，不可能与一个全能的存在者完全的意志相符”。

现在，我们理解为什么幸福在至善中必须与德性成比例。由于这个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它就必须包含与人的德性所允许的同样多的幸福，因为上帝是善的；但它必须不包含更多的善，因为上帝是神圣的，任何更大的幸福都不会与上帝意志的神圣性相和谐。我们可以说，受制于德行作为作为一个限制，上帝作为分配者把幸福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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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样的理解，至善便是上帝的最大的荣耀，因为（KP5：131）“让上帝获得荣耀的莫过于……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东西，即尊重上帝的命令，遵从上帝的律令施加于我们的神圣责任，而加于此上的是［尊重并服从］以相应的幸福置于这个绝妙的秩序之巅的上帝光荣的计划”。

5.这个至善观念带来的问题是，不偏不倚的理性的观念对于康德的建构主义是不相干的。而且，至善是与作为道德律建构起来的对象目的王国的观念不相容的：它不能成为那个被建构起来的对象，因为在定言命令程序中不存在能够产生要求我们使幸福与德性成比例的戒律的东西。我在此只是陈述，不做论证。当然，该程序如果适当的话，将授权各种处分和惩罚，让我们假设这些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必要的。但是，试图与德性成比例地分配幸福，对我们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首先，如康德所认识到的，判断他人的整个道德品质或者尝试评估其价值，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事务。而且，他也认识到（GrⅡ：1—3［406—408］），鉴于我们动机巨大的模糊性，一个以此知识为预设前提并且推出使幸福与德性成比例的普遍戒律的在步骤（1）的行为准则，不会是合理的（因而也甚至不能着手进行定言命令程序，更不要说接受它了）：它的合理性需要比我们能够预期的更多的知识。只有上帝才能知道这些事情，正如康德在他关于上帝存在是至善的可能性的一个必要条件的论证中所意指的那样（KP5：124及其后）。还可回忆一下他在所那里说的，我们无法做出完全公正的有关优劣的判断，因为我们不能如道一个人的经验品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影响的结果（KRB579注）。所以，让幸福与德性成比例，当把它通过定言命令和为我们对它做解释的定言命令程序应用于我们时，就不能成为道德律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这些理由，我在表述康德学说时使用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在自然世界实现的可能的目的王国的世俗理想。我把至善观念视为康德哲学神学中的莱布尼茨式的元素（如他承认的［KRB840］），为了与他的道德哲学相一致，他从未重新阐述过他的这个哲学神学。我之所以称它是莱布尼茨式的，是因为它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即如果上帝创世的对象不是最完美的或者不是如康德所界定的至善，那么上帝就会是不完满地行动的。任何其他对象都会与上帝的善良或上帝的神圣不相容。至善是两种道德圆满所认可的完美无缺的最大对象。

§4 关于理性信念的假设

1.我已经总结了关于道德律的先天对象的两个观念，因为康德没有公开评论两者之间的差别。但是，我们运用什么观念是头等重要的，因为关于理性信念（Vernunftglaube）的假设（内容）取决于这个对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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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辨证论中，有三个这样的假设：对自由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对不朽的信仰。康德认为它们是与纯粹实践理性原则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理论观点（KP5：120）。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乃是因为这些假设只是断言道德律的对象是在世界上可能的。当我们从实践的观点来行动时，我们必须肯定这些信念；因为在康德看来，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就不能合理地进行实践推理或者在我们完整的生命过程中保持我们对道德律的忠诚。其理由在于，这样做预设了下述前提，即我们相信能够实现它的先天对象，并在这个世界上实际地得到它的可能性条件。在关于宗教的演讲中，康德说（Gesammelte Schriften
 28：1072）：“没有了上帝，那我必定要么是恶徒，要么是幻想家。”他的意思是说，除非我相信上帝（上帝的存在是至善的必要条件），否则，要么我必须把道德律当作完全无法实现的东西抛弃掉，我在此情况下就成了恶徒；要么我无论如何都坚持遵从该律令，我在此情况下就成了乌托邦的幻想家。由于理性排除了这两者
 ，我就必须相信上帝。我肯定这些信念对于把握住摆在我们
 面前的律令的对象，当做我们专心奉献的可能对象是必要的。因此，KRB856说：“由于这个道德戒律是……我的行为准则（规定了它应当是这样的理由），我就不可避免地相信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有来生，并且我确信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这个信念，因为我的道德原则本身会由此而被推翻，而且我不能在我自己眼中不感到厌恶的前提下否定它们。”

2.现在，如果道德律的对象确实是至善，那么，关于上帝存在的假设就具有了某些可信性，无论它可能产生其他什么困难（关于不朽的假设是更成问题的，我在此将它放到一边）。康德的观点是，除了作为一个全知全能、在道德上完美的世界创造者的杰作之外，我们的人之理性不能设想能够导致德性和幸福成比例的其他方式。因为正是唯有上帝能彻底看透我们的心和头脑，并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幸福。

康德并没有宣称不存在使这个比例关系成为可能的其他方式；很可能会有其他的途径。但是，为了保持我们对道德律的忠贞，我们需要形成这样的观念：我们能够理解至善是如何可能的。至此，只要（正如总是如此的）理论理性针对它没有什么异议可说，我们的人之理性的需要就能决定此情况（KP5：135及其后，144及其后）。

当道德律的对象是一个可能的目的王国的世俗理想时，有关上帝和不朽的假设的基础就薄弱得多了。然而，超验自由的假设的依据仍然一如从前。我们在前面看到（在康德（八）§6.4），这个假设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不同于对上帝和不朽的信念，当道德律的对象是至善并且确保我们能够满足该律令的要求时，关于上帝和不朽的这些信念确保了道德律对象的可能性。

但是，对自由的信念是更加根本性的：它是对自由、对理性自身的绝对自发性的信念。它是有关理性按照只有它才能认同并证实的其自身的原则运作的信念，而且理性这样做是独立于任何心理学法则的，比如休谟的联想法则，也确实独立于所有种类的外部自然原因。正如在三大批判中证明的，这是对理性绝对自发性的信念，是对其自身进行批判并具体规定其自身构成的权利和能力的信念。

§5 理性信念的内容

1.虽然康德理性信念的假设有这样一些困难，我认为理性信念观念本身的意义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已经看到，他认为，除非我们坚定地相信道德律的对象在事实上是可能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对道德律的忠诚，或者自己投身于它的先天对象即（视情况而定的）目的王国或至善的提升。康德关于不朽的假设所说的话一般可以成立（KP 5：122及其后）：“如果缺少这一点，则或者是道德律从其神圣性相当程度地降格，被人们所滥用……或者是人们将他们的使命和期望紧紧绑在不可企及的目标上，希望获得意志完全的神圣性，从而使他们自己陷入神智学的美梦……无论是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适时地遵从……严格的、不变的理性命令（这不是理想而是真实的）的不停顿的努力，就只会受到阻碍。”

但是，一旦我们把一个目的王国当做道德律的对象，实践信念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当然包括对我们的超验自由的信念，但是，它在此之外还要求什么呢？

2.我提出，尽管它不需要关于上帝和不朽的假设，但它确实需要关于我们的本性和社会的一些信念。肯定我们的自由并承认所有人依据其理性能力拥有的自由，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可以以为，仅当自然秩序和社会必然性不是不友好地对待理想时，一个目的王国在世界上才是可能的。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必须包含这样一些力量和倾向，即在更长的时期内，它们会带来或至少是支持这样的一个王国，并且教化人类增进这个目的。

例如，我们必须相信，人类历史的进程是进步地改善着的，而不是日益变得更糟糕，或者说它不是永远在从坏到好和从好到坏的波动中的。因为在此情况下，我们将把人类历史的景观视为一个激起我们物种厌恶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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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驱使我们竞争和对立，甚至看起来是不休止的战争和征服的我们社会的不和气之中，我们也许不会非理性地希望看到一个强迫人类的自然计划（假如它是把人类从这样的毁灭中解救出来的话）组成一个由宪政民主国家组成的邦联，它然后将确保永久的和平，并鼓励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通过这条漫长的道路，我们也许会合理地相信一个目的王国将出现于世界。的确，这个信念本身可以增进这个快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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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如康德在《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回答门德尔松时所说的（Reiss 88及其后）：

因此，也许可以允许我提出如下假设，由于人类在文化事务上（在维持其自然目的上）不断地进步，它与其生存的道德目的的关系上也从事其进步的改善。这个进步也许有时会被中断，但它决不会停止。我不需要证明这个假设；这取决于其对手去做。……我把我的论证建立在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影响后人的与生俱来的责任之基础上，即它将取得不断的进步（我因而必须假定这个进步是可能的）……历史很可能提出对我的希望无穷无尽的疑问，如果能够证实这些疑问，那它们也许会劝说我停止一项显然是无意义的任务。但是只要这些疑问不具备确定的力量，我就不能用我的责任……来换取一个权宜之计的规则，它说的是我不应该尝试实行不了的事。……这个不确定性不能贬损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或者贬低出于实践的目的而假设人类进步是可能的这一判断的必要性。

3.现在，实践信念的内容大大地改变了。它锁定在自然（如我们理性地相信的）对于目的王国并非不友好，而是有助于它。但是，理性信念的观念及其与作为辩护的哲学之间的联系则仍然得到了保留。我们现在可以说（如康德说过的），目的王国的政治组织将是一个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和平的国际社会（或邦联），每一个人群组成一个带有某种宪政代议制政体的国家。我们假设这些政体或者是自由的宪政国家，或者是社会民主的国家；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是其中哪一种则无关宏旨。
 
[5]

 因此让我们说，当目的王国是道德律的对象时，理性的政治信念是这样的信念，即由各个人群组成的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是可能的，并受到自然中各种力量的青睐。放弃这个信念，就是放弃了和平和民主，而且，只要我们肯定了道德律和人的自由，我们就决不能放弃。康德说（KRB373及其后）：

这个完美无缺的国家也许永远不会产生；但这仍然不影响该观念的正当性，
 
[6]

 为了让人类的这个法律机构不断接近它最大可能的完善，它将此最大值当作一个原型提出来。因为，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会是什么，以及在此观念与其实现之间有可能还会留下多大的差距，还是些无人能够或应当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取决于自由；超过任何一个和每一个特殊规定的限制，正属于自由的力量。

现在，康德强调，理性信念的假设乃是出于道德律的缘故而得到肯定的，即为了维持我们按照道德律来行动的能力，并使之得到保障和持续（KP5：133，137，138）。但是，假设人们说，当目的王国是先天对象时，我们仍然需要相信上帝和不朽，以维护我们对道德律的忠心。没有这些宗教信仰，我们也许会失去关于公正和善良的人不会被逼到墙根所有的希望，并觉得最终是缺德和邪恶之人将主导世界。我们陷入了犬儒主义和绝望，放弃了和平和民主的价值，因为也许有人会说，相信在道德价值和幸福之间将存在某种相称关系（如果不是精确的成比例的话），这是理性的需要。

的确，有人可以这样认为，并且让我们假定这经常是真的。让我们承认，维持我们的宗教信仰会更好，因为这样我们就能保持自己对正义和德性的忠心。但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宗教信仰将不会是康德意义上的假设，因为对他而言，假设具体规定了对于我们设想一个道德律的先天对象何以可能的问题是必要的那些条件；当该对象是目的王国时，对此就不需要宗教信仰了。康德的理性信念比我们只是维护自己的道德正直所必要的信念包含更多的内容。

§6 理性的统一

1.最后让我们转到理性的统一。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理论观点与实践观点之间的关系，在理性的构成内部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性所宣称的主张如何？几点简明的评论。

首先，如前面提到的，现象世界与智性世界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世界与属于这些世界的不同种类的事物之间的本体论上的区别。而是不同的观点、它们的不同形式和结构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的共同要素（比如对象和表象的概念）是如何相关联的，还有表现了并具体规定了这些观点的目的的理性之特别兴趣之间的区别。通过参考这些观点的要素及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区别得到了解释。

2.一个进一步的评论：尽管康德说这两个观点是关于同一个世界的观点，但我们对于这当中的含义仍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里的观点不是一个视角。它可以说不是从它周围空间的某个位置看的一个客体的观点，考虑到该空间的透视规律，以致包含在从同一个空间的不同位置看的不同视角中的信息得以集合到一起，以得出该客体的属性。

然而，我们现在不能做的正是把两个观点集合成为对世界的一个统一的理论说明。在这一点上，康德打破了西方长期的形而上学和神学传统。当康德说（比如）关于自由的假设是从实践的观点得到肯定时，他意指它在高级科学的统一理论中不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假设没有一个在最低限度上扩展了我们的理论理解（KP5：133，134及其后，137）。对上帝的理性信念在物理学中不起作用，而物理学的上帝、物理—目的论的证明（KP5：138—141；KU§85）也不起作用。

3.但是，如果这两个观点不是作为有关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视角而相互关联的，那它们是如何相关的？我认为，答案取决于康德如何理解理性的统一：他主张，关于理性的两种形式的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关于纯粹理性的兴趣观，理性的统一是通过这样一种构成来实现的，该构成在实际上将这些兴趣利益作了排序，并且为每一个保障有其合法的主张。关键的观念是，没有一种理性形式的合法兴趣利益可以为另一种理性形式的兴趣利益而牺牲；理性的所有兴趣利益，在得到恰当的指认后，都能够并且完全地得到保障。康德写道（KP5：119及其后）：“对于每一种心智的能力，都可以找到一个兴趣利益，也就是包含了这样一些条件的一个原则，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提升它的存在。理性作为各种原则的能力，决定了所有心智的能力包括其自身的兴趣利益。对其思辨的运用之兴趣在于关于对象直至最高先天原则的知识；对其实践的运用之兴趣在于意志在最终和完美的目的方面的决定。”

因此，尽管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具有不同的兴趣利益，但理性的统一充分地证实了它们的恰当主张，以致它们在未出现理性的一种构成内部的平衡、妥协或损失的前提下得到了满足。一旦揭露出自相矛盾之处，实践理性通过假设占据的空间，可以说就被理论理性本身所否定了。

4.例示：按照康德的观点，理论理性若主张否认所有不能借助经验中明显的例子来确立的信念，即使它们对理性的实践运用的完整性是必要的，并且并不与理论理性的兴趣利益有丝毫的矛盾，那也是不合法的（KP5：A120及其后）。理论理性有两个合法的兴趣利益：一是积极的兴趣，即把它所提供的低层次的经验知识理解并统一成为最高的可能的系统统一，对此进行的调整；二是消极的兴趣，即限制思辨的愚蠢想法。只要实践信念的假设并不妨碍这些兴趣，理论理性就没有反对的根据。

另一方面，只为偏好服务的经验实践理性要成为假设的基础，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在此情况下，穆罕默德的天堂和神智学家的想象会强迫其巨兽对付理性，导致理性的破坏（KP5：120及其后）。但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假设取决于纯粹理性本身建构起来的先天对象，而且针对这些假设，理论理性无话可说，因为这些假设占据了理性所退出的空间。

因此，理性的统一不是由与同一个世界的透视关系所排序的理性的两种形式的观点所确立的，而是通过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合法主张的和谐的、完全的满足来确立的，而这些主张是由这两种观点的形式和结构来清楚地表述的。理性通过对自身的批判来呈现其自身的统一：批判的目的恰恰在于确立这种统一。

5.许多人将发现这个观点不能令人满意。它可以显得给出的只是实用的调整秩序，几乎是一个司法的判决，好像理性的统一是由理性法庭（最高的批判法庭）通过安排理性本身相互争执的兴趣利益之间的和谐关系而确立的。这样说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不存在相冲突的兴趣利益之间的平衡，理性的所有合法主张都完全得到了满足。当然，许多人将会期望以世界本身的结构为模式的统一，一种让理性去发现的已经给出的统一。这不是康德所提出的那种统一。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打破了迄止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和神学的传统。

康德把哲学视为辩护，不是莱布尼茨的传统意义上的护教学，而是对我们有关理性的信念的辩护，对我们有关维护理性的合理信念的辩护。尽管我们不能对自由的可能性提供理论的证明，但它足够向我们保证，不存在这样一种关于其不可能性的证明；理性事实因而允许我们去假设它（KP5：94）。如果理论和实践理性的合法主张在同一个理性构成中和谐一致，如果该构成容许为数学和科学，为道德和实践信念并为我们作为理性而合理的人的其他基本兴趣利益留有恰当的空间，那对康德来说，理性批判的目的就实现了。

重要的是看到，康德没有为（两种形式中的任一种）理性信念之信仰从经验和科学真理的标准看是真的这一断言提供论证；以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案例为目的而提供证据，并不是他的意图。相反，他表述了表明我们为何有资格肯定这些信念以及我们这样做何以不违背理论理性的合法主张的各种思考，尽管经验主义和纯粹理性的教条的自负肯定是卑微的，两者必须让位于谦虚和宽容的智性德性。
 
[7]

 我们对这些信念的肯定出自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对道德律的忠心，并且回应了我们的实践理性的需要。康德的学说是对理性信念的辩护，而且更普遍地看，是对他视为人性的基本兴趣利益的东西的辩护。




 [1]
 我不说康德有意识地以这种方式得出至善的观念，即使这在所引用的段落中看起来是明显的。他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他会看到，这与下述事实相悖，即道德律起初是被给出的，关于上帝的假设是需要的，以便保证其先天对象的可能性，在道德律是先于并且独立于上帝的观念而被给出的，并且不能从这个观念推导出来。


 [2]
 对实践信念的主要讨论有：《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的规则，B824—856；《实践理性批判》，辨证论，§§3—9；《判断力批判》，§§75—78，84—91；《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Was Heisst：Sich im Denken Orientieren?
 ）（1786）；《论官能的冲突》（1798），第1篇和附录。还可见1775年4月致Lavater的两封信，载Zwig， Philosophical Correspondence
 ，pp.79—83。


 [3]
 “Theory and Practice”，载Kant’s Political Writings，ed.Hans Reiss，trans.H.B.Nisbet，a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88。


 [4]
 在这一段中，我以最简明的方式描述了理性信念的观念，它出现于康德的政治论文“The Idea of a Universal History”（1784），“Theory and Practice”（1793），以及“Perpetual Peace”（1795）中。见Hans Reiss，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


 [5]
 康德反对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的观念，认为它会或者导致全球的暴政，或者随着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的各个部分为取得政治自主而斗争，从而导致内战。见Reiss，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pp.90，113，170。


 [6]
 这个观念是关于一个依照法律允许的最大可能的人的自由的宪法之观念，由此而使得每个人的自由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相容。康德在此还加上一句，即他不谈最大幸福，“因为这将随之而来”（KRB373）。


 [7]
 例如见“辨证论”第2卷第2章第3节（KR B490—504）。


黑格尔（一）：法哲学

§1 导言

1.我先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是如何进行的。对于每一位著作家（休谟、莱布尼茨和康德），我试图指出他们道德哲学当中独特的东西，他们为何受到激励而写作我们读到的那些文本，以及他们希望实现什么。这些文本告知我们许多东西，了解这些著作，在我们面前显示了十分不同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思想之可能性。我们研习它们，并不是希望发现那些以它们呈现于我们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问题直接有用的哲学论证、某些分析的理念。不，我们研究休谟、莱布尼茨和康德，乃是因为他们表达了深刻的、独特的哲学学说。

2.在讨论黑格尔（1770—1831）时，我也大多怀着与此同样的目的。
 
[1]

 我集中于黑格尔所增加的内容，以及他的贡献的特别之处。明乎此，我以很简明的方式探讨他的《法哲学》（1821）（以下简称PR）。这部著作包含了他的道德哲学和他有关伦理生活的独特的体制性理念（Sittlichkeit），并且解释这与他有关人的观点是如何联系的，这些人植根于他们所生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并且受其所规约。这些都属于黑格尔对道德哲学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我对于他的形而上学几乎不置一言。我觉得，他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大部分都是可以自我支撑的。不可否认，大部分都遗漏了；在《法哲学》和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的一些地方，形而上学走到了前台。黑格尔对世界进程，对历史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变的终极解释，可以在他所谓的精神或心智（Geist）中找到。作为一名真正的形而上学家，他相信实在是完全可知的
 （这是绝对唯心主义的论题），因此，它必须回应一个合理的、自洽的范畴体系的理念和观点。在《科学逻辑》（1812—1816）中，这个体系一步步地展现出来。我把这些基本的事情搁置一边。

我把黑格尔解释为一位温和进步的、改革取向的自由派，
 
[2]

 我把他的自由主义看做是《自由之自由主义》中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范例。
 
[3]

 其他的范例有康德，以及不太明显的密尔（《正义论》也是一种自由之自由主义，并且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将探讨黑格尔所思考的自由概念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通过政治和社会的机制在社会的世界里现实化的。基于此，黑格尔否定了康德对超验自由的说明，以及与此相关的康德对伦理的理解，以及对道德哲学的角色的理解。我们将看到，正如黑格尔所理解的，道德哲学的许多传统的目标需要置于政治哲学的目的之下。

今天，我特别关注的是解释黑格尔说“自由意志是作为自由意志而自我意愿的意志”究竟是指什么意思。这把《法哲学》§10和§27结合了起来，但我希望不会歪曲其原义。黑格尔说这个自由意志在现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机制中具体化和显现，这究竟意指什么呢？无需准确地知道如何和为什么，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对于自由意志的这个说明将会很不同于我们前面刚探讨过的康德的说明。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他对道德和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2 作为和解的哲学

1.我先注解一下黑格尔有关作为和解的哲学的观点。
 
[4]

 要了解这个观点的含义，先考察其序言的第5段（Allen Wood版本的Nisbet译文的第5段）：“关于正当、伦理和国家的真理如同它在公法、在公共道德和宗教中所公开展示和颁布的那样古老。既然思维并不满足于以这种近似的方式拥有真理，那这个真理还能要求什么更多的东西呢？它需要的是这样得到理解，以使得本身已经是合理的内容从自由思想中获得理性的形式，从而显得是从自由思想中得到证成的。因为这样的思想并不止于既成的东西……而是从其自身开始，从而要求理解其自身在其内心深处的存在中与真理是统一的。”

“和解”这个词（德语Versöhnung）在这里是合适的，因为黑格尔认为，对于自由这一表述最恰当的体制方案已经存在。它站在我们的眼前。哲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想中把握这个方案。黑格尔认为，我们一旦做到这一点，就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和解了。而实现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和解，并不意味着顺从它。和解而不是顺从（Entsagung）。这并不是说，现实的社会生活世界是许多不愉快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是说，和解意味着我们把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看作是在实现我们本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中的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作为自由人的我们的尊严之基础。这将“从而显得是从自由思想中得到证成的”。

2.因此，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政治哲学的角色是在思想中把握社会生活世界，并在一种我们能够认为是合理的形式中表述出来。黑格尔这里表述“合理的”一词用的是Vernünftig。正如我在讨论康德时所说的，这在德国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术语。绝不应当将其错误地理解为工具的、手段—目的的或经济的合理性。英语词“reasonable”经常是更好的表述。我们在反思时，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世界理解为表达了我们的自由并且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之，我们就实现了与它的和解。这种角色中的哲学不只是一种学术训练。它告诉我们有关我们自己的事情；它向我们展示我们自己的意志自由——我们通过机制而不是其他方式来拥有它。这种理解又使得一种生活形式成真。所作的解释是，一种生活形式只有在成为自我意识时，才完全地变成真实的或现实的（Wirklig）。精神（Geist）只有在人的思想和自我意识中才能充分地实现自身。因此，在其政治和社会机制中表达人们的自由的现代国家形式，只有在其公民们理解他们如何以及为何在其中是自由的时候，才是充分现实的。政治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他们理解这一点。它要关注的不是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应然的世界（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就是如此），而是一个在他们眼前的、实现了他们自由的世界。

这里，黑格尔是在最深层次上批评康德的自由观念。他觉得康德的观点是，我们的自由把我们提升到高于我们人性（我们的偏好和需要）的所有偶然性，并且高于我们社会及其历史的所有偶然性，因此，我们有可能一当充分地下决心时，就总是根据道德律来行动，并且实现善良的意志，虽然是逐渐地实现的。这种所谓的超验的自由意味着所有人都有一种平等的机会实现一个良善道德品质（善良意志）的人之理想，无论其在世上较为具体的运气如何。我们也许会说，康德觉得上帝安排了所有事情，这样我们就都平等地拥有为我们自己的幸福而努力的力量（或能力）。黑格尔会否定人的自由可以离开恰当的社会框架而充分地得到实现。只是在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其机制的结构保证了我们的自由）里，我们才能过上完全合理的和良善的生活。尽管没有一个社会生活世界能够保证我们的幸福，但是，只有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才能实现完全的幸福。因此，黑格尔认可毕泰戈拉的劝导：“当一位父亲向他询问在伦理事情上教育其子的最佳方法时，毕泰戈拉式的回答是，‘使他成为一个拥有良法的国家的公民’。”（PR§153）

3.这把我们带到了黑格尔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对康德的批判。黑格尔想避免应然（Sollen）伦理，从而改变了伦理学的关注点——这是它应当尝试去做的。基本的转变可以在伦理生活（Sittlichkeit）的观念中看出。这是伦理学的场所，即使得自由得以可能的合理的（Vernünftig）政治和社会机制：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整体。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伦理学试图为日常生活特定情境中的人们提供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是通过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程序以检验他们（真诚的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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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准则的形式给出的。运用定言命令程序为个人提供了具体的、明确的答案。与此对照，黑格尔要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世界的机制和习俗当中发现自己的指南，而这些机制和习俗在我们由以成长并相应地形成思维和行动的习惯时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康德会批评这种观点是与他的自主理想不相容的。照黑格尔对此的看法，康德并没有提供真正的自主。为此，我们必定属于一个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个人通过反思能够接受它并且与它和解，以满足其基本的需求。黑格尔想表明，人们在习惯和习俗的基础上展开行动（假定他们经过反思是合理的）时，能够并且也的确是自由地行动的。现代世界（相对于古代或中世纪）满足这个条件，在这个世界，社会机制必须促进主体性、个体性和特殊性，或者如黑格尔所指的实体性（涵盖了前三者）。

黑格尔的自由观是，只有实体才能是完全自由的，而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是一个实体。而且，个人只有在变成自我反思的、认可一个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如黑格尔所说）的偶然事件时，才能取得他们可以获得的最充分的自由。“偶然事件”这个术语说的是，在黑格尔看来，个人自身不能成为实体，他们自己不能是自由的。更准确地说，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实体（或一个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的偶然事件，正是通过这个实体，他们才实现了其真正的自由。不要被黑格尔所采用的实体—偶然事件的术语所激怒，尽管这并不是完全无瑕疵的，并且有可能遭致错误的解释。关键是强调，只有通过个人的自我反思，只有当他们与他们（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相和解，他们将其看成是合理的并且相应地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生活世界本身才会实现其充分的实体性。因此，如果说合理的社会机制对于自由、对于个人的真正自主是必要的背景，那么，个人的反思、判断和合理的行为对于实现其社会生活世界的实体性和自由则是必要的。

因而对黑格尔来说，与康德形成对比，将伦理解释成伦理生活（Sittlichkeit）的目的，不是告知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我们知道），而是与我们真实的社会生活世界和解，并且劝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反思固定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生活世界里。因为，当我们沉思一个理想的社会生活世界时，我们很可能会唠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世界的缺点，然后再批判和谴责它。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洞察现实社会生活世界是合理的真实性质来与它和解；为了获得这样的洞见，我们需要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哲学的说明，最终是对于这个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哲学观念，包括一种历史的哲学。

4.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分为几种类型，某些类型比其他类型更具根本性。我们在考察了两个较深层次的批判之后，也应当关注某些并不太根本但却比较为人熟知的批判。记住那些较深层次的批判，我们就能较好地理解其他的批判。最熟知的批评是黑格尔宣称，康德的形式道德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空洞的（PR§135）。

黑格尔并不认为康德的道德学说全然没有内容。自然，定言命令程序排除了某些事情；黑格尔对此并无争议。他觉得，这个程序并不给我们提供康德所宣称的它具有的全部内容。而且，它给予我们的不是我们能够恰如其分地说是知道的道德结论：我们并不通过定言命令来获得道德知识。我们只通过黑格尔所称的伦理世界（Sittlichkeit）来获得道德知识。

况且，从定言命令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如康德看起来所宣称的那样，对于所有情形都是确定的、有效的。原因在于，为了首先达成这些结论，我们必须设定某些偶然的情境，将某些背景条件视为既定的。因此，一般而言，接受哪些行为准则，否定哪些准则，将取决于这些因素。康德宣称从道德律得出的具体的义务（如康德所认可它们的以一般方式声明的那样）多少是黑格尔可以接受的。这就是说，他一般并不争议康德表示从道德律得出的义务组合。但是，黑格尔认为，只是因为康德在背景中预设了一个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他才达致这些内容；通过预设这一背景，康德回避了主要的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有关如何对一个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进行哲学概括的问题。

在第二个层次上，黑格尔批评康德意图提供给我们的那类指导并不充分。理由在于，它并不满足我们的基本伦理需要，而这些是需要与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认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其机制何时是合理的，其要点是什么。

5.黑格尔觉得康德受到一种彻底的纯粹性的愿望所驱使，即受从道德律自身而不是从其他任何东西出发去行动的愿望所驱使。他认为，处在康德有关审慎与道德的区分以及对善良意志的至上性的说明的背后的，正是这一点。他想，在康德学说中，我们被认为看待我们自己作为道德行动者的方式既是狭隘的，也是疏离的。

（a）它是狭隘的，因为第一，它并不考虑我们设想自己作为我们社会生活世界或我们特定社群的成员的那些特性。它是狭隘的，因为第二，在激励的层次上，它限制太多与善良的道德品质相容的那些动机。

（b）它是疏离的，因为康德的学所要求的那种形式的道德生活排除了如此多日常生活中的欲求和热望，让我们以太大距离远离它们，以致让我们疏离日常的事务。有人也许会说，黑格尔否定了康德关于审慎与道德的区别：他要允许日常生活的目标（爱与友谊、家庭与团体以及其他目标，从正常动机出发以其自身方式追求的一切）与伦理生活，与他所说的Sittlichkeit完全相容。

6.黑格尔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绝不是完美无缺的世界。的确，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有其导致人们很大不快和痛苦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讨论了离婚、贫困和战争及其他问题。因此，黑格尔写道（序言第14段）：“把理性视为当下十字路中的玫瑰，从而愉悦在当下——这种合理的洞见是与现实的和解，哲学将这种和解赋予那些接受了理解的内在召唤的人。”

所以，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和解，不是要认为每件事都如人意，每个人都幸福无忧。合理的社会生活世界不是乌托邦。如此想法是天真和愚蠢的：不存在这样的世界，也不可能有。偶然和意外事件、不幸和厄运是这个世界的必要元素，社会机制无论如何合理地设计，都不能根除它们。但是，合理的社会秩序能够保障自由，并且使得公民们有可能实现其自由。他们的自由能够得到保障，对黑格尔来说，自由是最大的善。幸福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虽然自由可以促进幸福，只要我们幸运并且明智地生活，就能让我们得到幸福。

在这方面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区别在于，黑格尔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们现在是客观地自由的，他们的自由通过其政治和社会机制而得到保障。但是，他们在主观上是疏离的。他们并不倾向于认为，他们眼前的社会生活世界是家园。他们并不这样来理解，他们也不觉得在这个世界里如同归家（bei Sich），他们既不接受也不肯定它。与此对比，马克思认为，他们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是疏离的。对他来说，克服主观和客观的异化，有待于未来革命后的共产主义社会。

§3 自由意志

1.回想一下，我们要理解黑格尔说“自由意志是作为自由意志而自我意愿的意志”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关注导言的§§5—30。这一部分很难理解，但这是黑格尔出发之处，他也认为是他论述的起点。但这并不是我们关注它的唯一理由。我们若要理解伦理生活（Sittlichkeit）在总体上的重要性，市民社会的角色以及和解事业的正当性，就有必要理解黑格尔这里所表达的意思。

考虑一下意志概念，也就是能够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行动的概念，这目的是我们当作自己的东西而认同或接受的。我们会期待这个概念具有哪些元素或者（如黑格尔有时说的）瞬间呢？我把§§5—7作为一个单元来考量。

（a）黑格尔在§5中从完全非决定性的元素开始。这是我们在消除了任何时刻我们意识中存在的限制和内容之后所剩余的东西。假设这些限制和内容是依据本性或你的欲望和冲动而呈现在你当中的。现在，设想你并不具有任何这样的欲望和冲动。黑格尔在1824—1825年的诸讲演中说：“个人能够从每项内容中抽象出来，使他自己不受此内容所限制，无论我能让我的表征成为什么样子，我都能使自己成为完全空无的……他［个人］能够解脱友谊、爱的所有束缚，无论这些束缚可能是什么”（见Wood，p.398nn）。这是意志之纯粹思考其自身：“Das rein Denken seiner selbst.”在§5的评论中，黑格尔像康德一样强调，思想和意志不是两件分开的事情，而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b）在§6，黑格尔表明，在意志中，自我从这种纯粹的不确定性转到确定性的位置：它赋予自身以内容和对象。通过这种对某个确定性事物的定位，自我在原则上步入确定的存在。它解决了不确定性的问题，并且成为某个寻求其内容并获得其对象的特别的东西。

（c）在§7中，意志概念据信是前两个因素的结合。意志的内容和对象被反馈到其自身，并以这种方式进入普遍性。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个体性。

结合在一起，§§5—7总结了意志从其纯粹非确定性来决定自身的能力之特性，自身把这些目的当成自己的事情，或者说认同于其所采纳的那些目标。在这样做时，意志（或者自我，如果你愿意的话）知道（回想一下它既是思维也是意愿，§5），它原本可以采纳其他的目的或目标，它必须采纳某些目标，而且它必须认同于它所采纳的目标。它原本可以采纳其他的目标，这是因为它从纯粹的非决定性出发；它必须采纳某些目标，否则它就一直是空洞的，决不会进入存在并实现自身；它如果真的要行动，就必须认同于它所采纳的目标，或者作为自己的目标来接受。

2.至此，我们必须讨论哪些内容对于自由意志概念是合适的。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并不只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意志之概念。自由意志也不是只接纳它偶然具有的欲望和冲动的意志。黑格尔在这方面接受了康德的观点。因此，并不令人惊奇的是，自由意志概念是意愿对于自由意志是合适的那些东西的意志之概念。因而作为自由意志，该意志必须是自我决定的，而不是由外在于它的事物所决定的。这使得黑格尔在§10中说（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的），“直到其自身成为其对象时，该意志才成为对它来说是存在于其自身中的东西”。他此后又在§27中说，“自由精神［见§21］的……绝对的决定是将其自由成为其对象——既在它成为精神自身的合理系统的意义上，又在该系统成为直接实际的意义上，使之变成客观的［§26］。这使得该精神对其自身来说，作为理念，成为意志在其自身中的东西。意志理念的绝对概念一般来说是意愿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
 ［der freie Wille，der den freien Willen will］。”然后在§23的前面部分说：“只有在这种自由中，意志才是与其自身一起的［bei sich］，因为它只参照自身而不是他者，这样一来，依赖于非自身的他者的每种关系就被消除了。——它是真的
 ，或者毋宁说它自身就是真理
 ，因为其决定性在于是其定在［Dasein］——即作为与其自身对立的某物——在其概念中所是的；也就是纯粹的概念，意志的纯粹概念对于其目的和现实性来说，拥有关于其自身的直观。”

不错，但你会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开始先说下面的话。第一，当自由意志意欲一个它能够在其中自由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时，它就是作为自由意志而意愿。但是，这还不够。在下述两种情况下它也是作为自由意志而意愿，即第二，当它意欲这些体制的目的（它把这些目的当成自己的目的）时，以及第三，当它从而意欲这样一个体制系统的时候，它在此系统中被这些体制的各种安排的公共特性教育成
 接受其自身作为自由意志的概念，而这些特性显示出自由意志（或自由）的概念。这里，请注意教育（Bildung）的意义。

我们总是需要记住，黑格尔不是在谈具体的个人意愿，不是关于你的、我的意愿。他谈论的是自由意志的概念。这个概念是Geist（精神）的一个方面，并且在人类全部历史中实现，它在历史中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采取了更加适合表达意志之自由的形式。对黑格尔来说，一种法权体系是自由变成现实的领域。他在§29中说：“权利
 一般是任何定在［Dasein］，它是自由意志
 之存在
 。因此，法权一般而言是作为理念的自由。”（德文原文：“Dies，dass ein Dasein überhaupt Dasein des freien Willens，ist das Recht.”）

以此为基础，让我们说，为了证成一个法权系统（一种政治和社会体制包括权利体系的系统），有必要表明它是表达意志的自由性质所需要的。因此，在§30中说：“权利是某种完全神圣的东西，此乃出于简单的理由，即它是绝对概念的定在［Dasein］，是自我意识的自由之存在。”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宣称，他所描述的体制系统是（在精神历史发展的当下时期）最适合于自由的表达和实现的系统。有鉴于此，这些体制能够为自由意志提供证成。这就是黑格尔关于一个体制系统的证成或合法性的概念。

3.这仍然有点不清楚，但事情在变得明晰起来。对于黑格尔将自由意志概念与政治和社会体制相关联时意指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避免错误的思维。首先我引用§156Z：“伦理并不像善那样抽象，而是相当具体的。精神有其现实性，个人是它的偶发事件。因此，在伦理领域总是只有两种可能的观点：要么从实体性出发的观点，要么原子式地进行并从个体性向上运动的观点。这后一种观点排除了精神，因为只导向一个总和，而精神不是某个个体的东西，而是个体与普遍的统一。”

这里的要点是：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我们不必从已经欲求自己的自由，或者已经确实理解自由之意蕴的特定的个人出发。情况并不是人们已经欲求（举另外一个例子）快乐或是某些具体的自然旨趣的满足，或者他们已经欲求财富和对他人的权力。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一个人也许可以琢磨出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系统应当是什么，假定这些欲望和目标是恰当的。看起来很容易假设我们了解（比如）脱离任何社会体制系统而欲求快乐或财富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只是问什么系统会是最好的工具，是实现这些目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采取黑格尔的说法，即按照自由意志自身作为自由意志而意愿的概念，事情就不同了。在理解伦理生活时，我们必须从历史上形成的体制系统自身出发，从我们亲眼所见的实体性的伦理生活出发。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黑格尔否定了体制系统只是通向伦理生活的手段的观念。他认为，这些体制（用如今经常使用的话说）构成了伦理生活。然而，这里的“构成”力量是什么呢？卢梭和密尔认为，自由的体制为其自身的缘故就是善的，而不只是通向快乐或福利的手段。我觉得康德相信，正当原则构成了人权的安排方案：每个人的自由可以与每个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自由体系。这些原则的证成在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中有其基础，并且完全独立于快乐原则（“理论与实践”79f.）。但是我认为，以此方式进一步讨论黑格尔的意涵不会有成果。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文本的意涵。

§4 私有产权

1.我在前面引用过黑格尔所说，自由意志概念的任何一种体制性的体现就是法权之所在。我觉得，这种说法的弱点可以通过考察黑格尔如何描述这些体制的细节而表现出来。我们将只有时间来考察财产权的案例。但在转向财产权之前，先就§§34—40中关于抽象权利的说明说几句。首先说一个相当容易理解的重要之点。回想一下，需要根据一个法权体系把有其自身的对象的自由意志概念具体化的情况来证成该法权体系。这意味着不是依据一个法权体系之满足人民的需要或欲望或者满足其福利的情况来证成该体系。因此，在此案例中，功利主义的辩护是不合适的。正如黑格尔在§37中所说：“在形式权利中，……这不是我的优势或福利的特定利益的问题，也不大可能是我的意志由以决定的特定立场即我的洞见和意图的问题。”

因此，私有产权需要立足于自由之考量，因为自由是我们的尊严和权利的基础。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效仿康德，在康德看来，下述表述是真确的：道德律是自由律，我们有能力依据此道德律来行动，这是我们尊严的基础，并使我们成为目的国的成员。

2.黑格尔说，由于拥有人性，我意识到作为这一个人的自己（§35）。当然，我也被冲动和欲望所激励，并且受我周围环境所限制；但是我作为一个人，是完全自我相关的，因而我知道自己拥有非决定的和自由的意志。因为我可以假设自己不具有激励我的特定的欲望和冲动，我能够设想在另外环境中的自我。

现在，如黑格尔在§36中所说，人性包含了追求权利的能力，构成了抽象和形式权利的概念和基础。他然后说，“权利的命令是：‘作为一个人并且把他人当作人来尊重
 。’”

但是，具体的欲望和需求呈现于我们之中时，其本身不是这种人性的一部分——不是其追求权利的能力的一部分，当然也不是其拥有自由意志的能力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与权利的解释和证成无关。人性之基本权利并不取决于我们具体的欲望和需求是什么。在§38中，黑格尔说：“由于其抽象性的同样理由，这种权利的必要性限于负面——不侵犯人性以及由人性所确保的东西。因而，只存在权利之禁止
 。”

3.至于私有产权的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其权利体系如何与下述两句的合取相一致？这两句就是：“作为一个人并且把他人当作人来尊重；不侵害人性以及人性所导出的东西。”各种财产权（拥有它、使用它甚至滥用它；排除他人拥有它和出售它）究竟如何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并且体现自由意志的概念？我们可以指出私有产权的三个显出对人的尊重的特征。

（a）我们在讨论自由意志概念时看到，意志以及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解决其非确定性，并且进入外部领域。黑格尔在§41重复了这一点。现在，外在于心智的是事物：事物不是自由之物，也不是个人的，它是无权利的（§42）。而在抽象权利的体系中，个人有权将其意志置于外部世界的每件事物，并且使之成为他自己的东西。事物自身之中并没有目的，而从其所有者的意志中获得其地位和用途。

这是人对所有“事物”拥有的那种绝对的占有权。

黑格尔在此的思维看起来是这样的：当一个（法律和体制的）法权体系赋予所有人以拥有所有作为事物的事物（它们不具有人性），并且仅根据人性而不依赖于人的需求和欲望而赋予时，该体系就表达了自由意志、自由人的尊严以及他们对所有事物的优越性等概念。

（b）黑格尔认为的表现出对人尊重的私有产权体系的第二个特征是，作为拥有者的人可以对他们的财产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当然其前提是，它与尊重他人作为人的权利这一点并不冲突。我们具有波动的、变化着的欲望和需求，这有可能影响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财产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比如把它卖掉。然而，我们的财产权并不以我们的欲望和需求为基础，而是以我们作为人的身份为基础的。这一点从§45中可清楚地看出来：“我出于自然需求、冲动和随意的意志而将某物变成我自己的，这是具体的占有的利益。但是，我作为自由意志在我占有的东西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并且仅以这种方式而成为实际的意志，这种环境构成了占有关系中真正的和正当的因素，即财产权
 的确定。”从下述评语也可以看得出来：“与需求相关（如果将这些看做是首要的话），拥有财产权看起来是一种［满足需求的］手段；但真正的想法是，从自由的观点来看，财产权作为自由的首要存在
 ［Dasein］，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目的。”

因此，我有占有财产的权利，这是一种自由意志；我的需求和我欲望的满足与此无关。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观点是，财产系统被证明是自由最恰当的体现。作为表达自由的体系本身是实质性的目的。

（c）第三个特征是，由于人们都是个人，其财产作为私有产权成了他们的客体（§46）。他们的身体也与此类似。如果我的身体是我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的工具，那我必须占有它。我成了我身体中我自身的客体。但是，从他者的观点看，我在事实上是我身体中一个自由的存在，我对它的占有是直接的、理所当然的。因此，我的身体是我自由的首要体现。我们都必须有身体；正是通过不同的身体我们才相互区别开来。完全不允许拥有一个身体，那就是被杀死了。与此多少相类似，完全不允许拥有任何财产（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护卫者那样），那就是遭受对人性的权利之侵犯。当然，这样的侵犯不像完全剥夺身体那样严重，但这仍然是以他人的类似权利所不允许的方式对行使人性的严重限制。

因此，我们通过表明对他人身体整体性的尊重，通过遵守不损伤、不伤害以及当然还有不奴役（这会取消他人运用自己身体的方向）的信条，来显示对人的尊重。类似地，我们通过尊重他人拥有的财产（无论是什么）来显示对人的尊重。关于人们应当拥有多少以及关于财产权平等的问题，则不在此范围内，也不是抽象权利的问题（§49）。

4.至此我只是按我的理解以对我更明晰的语言解说了黑格尔的观点。我希望我已经足够清楚地表达了，并且没有扭曲他的观点。关键之点在于，黑格尔的推论看起来是严格地从一个财产体系（或法权体系）若要表达自由就必须要求的东西出发的，或者更充分地说，如果它要表达作为自由意志而意愿从而将其自身作为其对象的自由意志概念。这个自由意志的概念正是人格和人性概念的基础。我将不考察黑格尔是否作出了严格意义上的论证，或者他是否甚至试图这样做。考察这些会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将作几点一般的评论。首先，注意黑格尔将任何有关私有产权的诉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整体）放置一边。他并不诉求财产权在长时期里对社会可取的结果。他也不诉求人们会从其财产中得到什么。在这方面，他像他之前的康德一样，激烈地反对有关法权体系的功利主义或福利主义的解释和证成。正如我在下面将进一步解释的，这是自由问题上的自由主义之特征。

不太明显的是，黑格尔并不诉诸人们对私有产权的心理需求，似乎除非允许私有产权，他们就不能成长为自由的公民。他肯定将在某个时候要求说明这种需求，但他并不首先诉诸它。在关于抽象权利的这一节中，对私有产权的推论转到了表明它是自由最恰当的表述。正是在此我们看到了黑格尔学说的特殊的性质。我将不提供其他的例子，但在全部论述中都看到同样的类型。我已经讨论了自由意志和私有产权的概念，因为其相对的简单性使得一个人可以用例子显示主要之点。

§5 市民社会

1.回想一下，伦理生活的三个主要体制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家庭是其自然或直接阶段的伦理生活。在正常过程中，其实质的统一让位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个人在仅为抽象或形式的普遍性当中的联合体。然后，市民社会再被国家及其构成性权力带回到实质的普遍性。确实，公民社会并不直接从家庭产生。这里事情的顺序只是在黑格尔更广的意义上才是观念的、历史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法权体系（比如财产权）并不需要市民社会；相反，正是在市民社会的机制（比如自由市场）中并且通过它们，对于财产权中的意志自由的意识才有可能。

市民社会由三部分构成：

（a）需求系统（Bedürfnisse）。这是个人相互交换其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其需求和欲望的经济，这些产品和服务随着经济的进步而采取新的形式并随之发展。实现交换是为了决定需求是如何得到满足的。劳动的分工发展了；个人和家庭意识到他们是相互依赖的。阶层或阶级（Stände）形成了：农业阶级、商人阶级以及一个“普遍的”公务员阶级。由此，我们产生了现代经济。

（b）维护正义（Rechtsflege）。抽象权利在确定的、颁布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中得到了阐述。这个公共领域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构建法律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损伤和伤害。这是新的部分。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被这样来对待，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PR§209）。自给自足的个人的结合组织成一个需求的系统，通过一个正义系统为个人和财产提供保障，用黑格尔的话说，产生了“形式的普遍性”。

（c）警察（Polizei）和社团（Korporation）。Polizei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tiea，其含义要比我们“police”这个词广得多。在黑格尔的时代，它不仅包括强制执法，还包括稳定必需品的价格，控制产品质量，医院、街灯和许多其他事情的安排。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他被贫困人口的增长和愤愤不平的乌合之众（Pöbel）所困扰，但他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答案。

黑格尔的社团不是工会，因为它在雇员之外还包括雇主。它还涵盖宗教团体、学术团体和市镇会。社团的作用是协调需求体系（经济）的竞争性个人主义，为城镇市民提供作为国家公民的生活。然后再把市民社会带回实质的普遍性，带回由国家及其构成的权力奉献给它的一种公共生活。（这里我用黑格尔在§157中的语言）

2.黑格尔认为他对市民社会的说明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一点将他与其他著作家区别了开来。他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对于现代国家是新颖的，并且成为现代性本身的特征。他的观点是独特的，因为他把此前被当作国家要素的许多方面都视为市民社会的实际要素。比如考察一下上面对司法、警察和社团的讨论。政治的
 国家与市民社会区分了开来，而两者一起构成了广义的国家（§267）。

与古代希腊社会进行比较，也许会有帮助。黑格尔有关古希腊社会的观念是，它只有两种伦理形式：家庭和国家（或城邦）。它没有市民社会。虽然在《法哲学》中，在概念的辩证演进过程中，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前出现，但在历史上，市民社会则出现在首批形式的国家之后。由于古希腊缺少市民社会，其成员不具有自身作为拥有特殊而独立的利益（他们视这些利益为自己的并欲追求之）的人的观念。黑格尔认为，其结果是，他们不加反思地认同于其家庭或城邦。这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特定家庭和一个特定国家的成员，他们追求这些社会形式的利益，并不受考虑更加普遍的利益的意识之踌躇所困扰。这种不加反思的生活形式不可避免地变得不稳定，并在反思的思想出现之后归于衰落。

像许多同时代的德国人一样，黑格尔也受到古典希腊文化很大的吸引，他也深刻地思考其消亡的原因。这导致他提出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即反思的伦理生活形式如何可能是稳定的？自然，我们可以用作为自由意志而意愿的自由意志来更精细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我不这样做。这里的问题是，市民社会及其体制在使得反思的社会生活得以稳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3.让我们考虑这如何与两个体制互动。一个体制是黑格尔读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由市场体制；另一个体制是宗教自由。

黑格尔描述市场中的人们追求其自身利益，并且相互用做实现其自身目的的手段。所有这些听起来相当耳熟。但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是具体的人（持有特殊目的的、作为需求和无常欲望混合体的人），而另一个原则是普遍性的形式。他说：

特殊的目的采取了普遍性的形式，通过自发地满足他人的福利而得到满足。由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条件相联系，（市民社会的）整体是中介的领域，所有个人的特性、所有自然倾向和所有出生和运气的偶然因素都在其中得到了释放，所有激情的波涛在这里荡漾，从而只受闪耀其上的理性所支配。特别是受普遍性所限制，理性是每个具体的［人］促进其福利的唯一标准。（§182 Zusatz）

这里“闪耀其上”和支配激情波涛的理性是什么呢？它就是经济学供应和需求的规律，以及所有可以由（比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1776年）中解说的导致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东西。这是普遍性的形式，适合于追求自身各自利益和特殊目的的具体的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反思其相互关系，市民社会的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在将他们引回国家自身的普遍目的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市民社会的其他体制特别是社团也是重要的，我将在后面提到它们起作用的方式。）

4.黑格尔说，现代国家的强项在于它吸引（§185R）“真正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仅仅立足于这样的统一，即允许理性［Vernunft］中的对立发展其全部强势
 ，并且克服了这种对立，以便在其中保存自身，在其自身中完全得到满足
 ”。或者如黑格尔后来所说（§260）：“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巨大的力量和深度，因为它允许主体性的原则在个人特殊性的自我满足的极端
 中获得实现，同时又将其引回实质性的统一
 ，从而在主体性自身的原则中保留这种统一。”

作为解说这些思想的一部分内容，§270附录是对宗教的长篇复杂的评论，对此我不能在这里开始总结。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市民社会的主体性和特殊性原则的一个方面是追求人在个人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利益，那么，其另一个方面就是宗教自由，并且是所有宗教的自由。在宗教自由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市民社会的体制使得反思的社会生活的一种稳定的形式得以实现的第二条途径。

§270的评论的结尾部分说：

国家若要将定在［Dasein］实现为精神之自知的
 伦理现实性，其形式就必须与权威和信仰的形式区别开来。但是，这种区别仅当教会自身内部分化时才会出现。仅当那时，［当它站立］在特殊的
 教会之上时，国家才能将思想的普遍性
 作为其形式的原则，并使之得以存在［Existenz］；但为了理解这一点，人们就必须不仅知道普遍性本身
 是什么，而且知道其存在
 是什么。因此，如果教会分化了，那对于国家就远远不是一种不幸，正是只要通过这种分化本身
 ，国家就能够实现其作为自我意识的合理性和伦理生活的命运［Bestimmung］。相应地，这种分化是教会能够发生的、就自由和合理性所及对于思想而言最幸运的事情。

这是作为和解的哲学的一个范例。因为16和17世纪关于宽容的早期争论表明，当时让大多数人接受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基督教世界的分化在他们看来是彻头彻尾的灾难。他们将宽容当作国家政策来接受，只是因为他们害怕无休止的宗教战争会毁灭了他们的社会。而黑格尔则说，现在，几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一旦看到宽容以及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现代自由（对作为自由意志而意愿的自由意志之自由）是必要的，我们就能与它和解：我们接受它。

这一评语也包含了黑格尔所称的理性的狡黠（die List der Vernunft）的一个范例。
 
[6]

 吊诡的是，马丁·路德，一个最不宽容的人，却成了现代自由的推动者。这是黑格尔强调的历史的一个方面——对于历史的大事件产生巨大影响的伟人通常都不理解他们所做事情的真正意义。看起来似乎他们是被天意的安排所利用，这些安排随着时间而展示，并且植入事件系列的流动中。

我已经尝试表明，在黑格尔有关现代国家体制的说明中，他是如何意在分清他们的特质是怎样表达并构成了自由的不同方面，以及文本的复杂特性如何能经常被赋予了相当清晰的含义。不幸的是，我并未做足够多的事情来防备对黑格尔观点的误解并强调他认为自己是在描述现代国家的体制（只要它们是合理的［vernünftig］）。他并不企图为这些制度安排的所有现有方面作辩护，他自然虑及丑恶的、腐败的国家，虑及人的不幸和痛苦，更不要说战争造成的可怕牺牲，离婚的痛苦，以及从贫穷的悲痛和愤慨中产生的道德之恶。这后面的恶折磨着黑格尔所谓的“der Pöbel”（乌合之众），现代社会的下层阶级（由财富和地位的层次而不是由社会等级来界定），他认为对此没有解决办法。
 
[7]

 我接受他认作提出了他认为是确实构成现代自由的理想型的体制系统这一说法。这是真实自由的政治和社会世界，但不是愉快和幸福的世界。实现后者，皆取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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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译者：H.B.Nisbet，编者Allen Wo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Science of Logic
 （1812—1816），译者：A.V—— Miller （London：Unwin，1969）；Hegel’s Political Writings
 ，译者：T.M.Knox，由Z.A.Pelczynski 写的导读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以下的二手文献也很有价值：Michael Inwood，A Hegel Dictionary
 （Oxford：Blackwell，1992）；Frederick Beis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ge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Allen Wood，Hegel
 ’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Michael Hardiman，Hegel
 ’s Social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Shlomo Avineri，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2]
 黑格尔虽然不是激进派，但他总是把法国革命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的历史事件。一名学生在1826年报道称，他如果不喝上一杯去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这一年就没有完。见Wood，对于Nisbet译文的一个脚注，p.397。


 [3]
 我这里指的是，第一原则是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其他可能提起的原则具有优先性。


 [4]
 Michael Hardimon，Hegel
 ’s Philosophy：The Project of Reconcili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95。我从此书中学到许多，并且吸取于此。


 [5]
 这里，我们当然必须在康德的假言命令所给定的意义上而不是黑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合理性。


 [6]
 在有关世界史的几个演讲中，黑格尔说：“并不是普遍理念进入对立、冲突和危险；而是它停留在背景中，不受触动，不受伤害，并将激情的特殊利益推到前台去战斗，任其衰退。正是我们可以称为理性的狡黠让激情为它服务。”见Lectures on World History
 ，H.B.Nisbet译，Duncan Forbes写序（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89。正是在这些演讲中，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观点特别突出。见Allen Wood在Hegel
 ’s Ethical Thought
 ，chap.13中的讨论，它讨论的是伦理的局限性，以黑格尔的非道德主义作结束。


 [7]
 见Wood，Hegel
 ’s Ethical Thought
 ，pp.247—255。


黑格尔（二）：伦理生活与自由主义

§1 伦理生活：责任的阐明

1.上次我说过，黑格尔是一位温和进步的、改革取向的自由派，他的自由主义是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
 之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范例。我强调两个观念：作为和解的哲学和伦理生活（Sittlichkeit）作为伦理处所的作用：使得自由得以实现的合理的社会体制之整体。今天，在简要地回顾黑格尔对意志自由和我们作为自由人的责任的性质的阐述之后，我们将探讨伦理生活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国家。正是在这里，我们最清晰地看到黑格尔自由主义的要素和目的。我们还将考察黑格尔显得脱离传统自由主义的两个领域：他关于战争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的学说，以及他作为自由主义批评者的遗产。

2.我先从回顾上次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开始。这是我曾指称为主要论题的观点：自身作为自由意志而意愿的自由意志。我曾提出，这个晦暗的说法意指下面四件事情。

第一，自由意志意欲这样一个政治和社会体制系统，在其中自由意志能够是自由的。这里的体制被理解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诸生活形式。

第二，该自由意志意欲这个政治和社会体制系统的目标，并把这些目标视为它自己的。

第三，该自由意志被这个体制系统的各种公共特征教育成接受其自身作为自由意志的概念。

第四，如此教育出自由意志的这各种各样的公共特征本身是充分表达了自由意志概念的特征。

我们需要所有这四个条件。每一个都是重要的，而对第四个条件的严格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表达作为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概念的一个体制意味着什么，我通过长篇讨论自由意志概念本身，然后考察私有产权如何被视为表达了它的自由而对此作了解释。我们还必须区分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所理解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系统，可以由某些原则和信条通过其各种各样的权力和机构来描述的抽象结构；另一方面是由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赋予了活力的有生命的生活形式。这里要理解的，正是这种有生命的生活形式。

3.对伦理生活的一般描述由我们前面重温的主要论题来做出。这是一个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系统，表达了自由的概念，并使之在世界中得以实现。黑格尔说（§142），“伦理生活相应地是这样的自由概念，它成了现存的世界和自我意识的本性
 ”。

这个体制系统在《法哲学》第三部分得到了描述，而且相当复杂；黑格尔的所有读者会遇到一些他们不能理解的段落，即便其主要句子是相当清楚的。这种描述从§142延续到§320，以国家对其他国家和国际领域的主权作结。我注意到康德的社会契约论是介于黑格尔在§156 Zusatt（增补）中提出的两个理论，介于他自己的理论与霍布斯的所谓个人主义的原子主义之间的第三个选项。我们将回到这一点。

4.第一，我提出与康德对责任理解的一个重要对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把正义的责任和德性的责任看作是由道德律所赋予的，我们通过定言命令和运用道德律的程序来了解道德律。正义的责任限制了我们能够采用的用以实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德性的责任具体规定了我们必须给予某种重视的义务的目的。黑格尔的观点则相当不同。在康德的意义上，黑格尔完全没有责任学说。他对生活伦理（Sittlichkeit）的阐述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形式。黑格尔说，这些形式对于主体不是异在的，而是“主体对这些形式就其本质而言带有精神的见证，它在其自我意识中拥有其本质，并在其要素中生存于……一种关系中，这种关系是直接的，甚至比信仰或真理［的关系］更容易认同”（§147）。他继续说道：“因此，关于责任的伦理理论……存在于这种伦理必然性圆圈的系统发展之中，这是这里第三部分下面涉及的内容……这里的表述与一种责任理论
 ［即康德的理论］的形式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下述说明只表明伦理的决定性是必然的关系，它并不附加于每一种情况，‘这种决定因而是人们的责任’。”

各种责任蕴涵在体制背景的说明中，因而没有必要作这样的附加。对黑格尔来说，责任看起来仅对不确定的主体性或对自然意志（由我们的自然欲望支配的意志）是一种限制。因此，对作为自由意志而意愿的自由意志而言，伦理生活的体制将其本质表达为这样一个意志，并在其责任中揭示个人的解放（Befreiung）（§149）。

（a）我们发现从只是依赖自然冲动中解放出来，或者从我们必须踌躇的有关一般应该是或可能是的道德反思中体验到的沮丧或压抑（Gedrückheit）中解放出来；以及

（b）我们发现从不确定的主体性和未能达成一种客观的决定性而仍然停留在缺少现实性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与此形成对比，在我们由伦理生活的诸形式所赋予的责任中，我们作为个人获得了我们实质性的自由。

5.因此，在合理的、有活力的伦理生活中，容易说出我们比较具体的责任是什么，以及我们若要有德性就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做的只是遵循在我们的情境中公认的、明确的信条：问我们自己，我们（比如）作为丈夫或妻子、老师或学生以及其他人的责任是什么（§150）。所以，德性是正直的品行（Rechtschaffenheit）；是拥有伦理生活的形式或我们的情境及其责任有可能要求于我们的一般品德。正直品行的各个方面可以称为德性。在发达的伦理秩序中，伦理关系的恰当体系在生活形式中得到了发展，德性在这个词的合适意义上（§150R）“只在极不寻常情况下或上述关系发生冲突时，才有其地位和现实性”。

在这样一个秩序下，我们一旦产生有关其体制的意识，就能够解决由此产生的义务的冲突，尽管有些问题也许没有明晰的答案。（考虑一下索福克勒斯戏剧中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之间的冲突。）而且，发达的伦理秩序也许大部分时间里努力避免冲突，这样，冲突就将是例外。黑格尔认为，现代生活几乎没有给德性的英雄主义留下余地或有什么需要。这是现代生活的优点之一，我们自由的一个方面。

我已经提到黑格尔对道德责任的阐述（§§147—150，207），以及如何首先以伦理生活的形式来表达这些责任，以便表明他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基本作用的强调。对作为生活形式的这些体制的说明必须首先给出。这种方式与康德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康德的方法是从道德律开始。我们还需要考察黑格尔所说，当由伦理生活规定我们的责任作为自由的表达时，如此理解的这些责任是他所谓我们自由、我们解放的一个方面。作为个人，我们知道自己在社会生活世界中的位置；通过良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成为好的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等等，我们得到了满足，并赢得了幸福。在伦理生活的生活形式中，并不存在责任与幸福或责任与偏好之间的冲突。康德的部分失误在于认为两者间可能有冲突。

§2 伦理生活：国家

1.我已经说过，黑格尔置身于自由派的传统中，并表达了可称为自由之自由主义的东西。在黑格尔对该观点的演绎中，自由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系统，它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并使之得以实现。然而，直到最近，黑格尔的政治学说仍然在相当程度上被错误地解释。在长时期里，《法哲学》被解读为试图为1820年或后来的普鲁士国家提供辩护；甚至将黑格尔与德意志帝国主义和纳粹联系在一起。但总是有一些作者（“黑格尔中心”）坚持认为，黑格尔是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和现代宪政国家的辩护者。在过去差不多50年里，这成了关于黑格尔的英语文献中的普遍看法。

在哈尔登堡总理的改革行政之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1815年许诺为他的国家颁布一个成文宪法，但在1819年，保守派在政治上的胜利确保这个许诺不会兑现。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哈尔登堡和进步的内务大臣威廉·冯·洪堡起草了一个两院制的、包含各阶层议会的宪法方案，该方案与黑格尔的类似。在当时现存的法律之下，只有世袭的贵族能够担任军官和服务于公务员的高层，这些公务员任职于政府（黑格尔称之为政治国家［§257］）。而在黑格尔的fernünftig（合理的）国家中，所有公民都有资格担任军官和公务员（PR§271注2；§277注1；§291注1）。黑格尔的国家不是类似于1820年的普鲁士，而是类似于改革派若取得对保守派的胜利时会出现的普鲁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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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始自宪法的黑格尔的国家之主要因素如下述。国家不是像市民社会的商业交易那样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它不是由原始契约建立的，也不是可以用它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与其公民之间假想的原始契约来对它进行判定的（PR§§75，258）。国家不是用来满足所谓原子式个人已有的先在需求和欲望的机构，这些个人被刻画为与其在一个基本体制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相脱节的。使得我们成为充分发展的个人的，正是成为合理国家中的公民：“人的合理命运是在国家中生活。”（PR§75A）国家使得一个人成为公民（citoyen），而不是市民（Bürger）。

国家的宪法有三种要素或权力。

（a）君主提供个人要素。公职是世袭的，黑格尔认为这避免了任性，克服了任何从选举中可能产生的契约成分。尽管君主在任命行政官员、在像宣布战争等行动方面有最终决定权，但君主总是受专家咨询所指导。“客观的部分只属于法律，君主方面只是将主观的‘我的意愿’设置为法律。”（PR§280A）这就产生了立宪君主制。

（b）行政或政府权力是具体的
 要素，因为它将具体置于普遍之下（《法哲学》§287）。它将法律和君主的决定运用于具体的情况。这是由公务员、司法、警察以及其他许多构成的。所有这些职位都向有才能的（男性）公民开放，这是黑格尔所支持的改革之一。

（c）下一个要素是立法，这是普遍的要素（PR§§289—320）。国家的这一部分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但不包括农民或工人，或是那些时候的妇女，她们的场所是在家里（PR§166）。而且，公民们被代表时不是作为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作为各阶层的成员。黑格尔列举了三个阶层：（Ⅰ）世袭的土地贵族，他们作为个人在上院有席位；（Ⅱ）工商阶级；以及（Ⅲ）普遍的公务员阶级（在普鲁士，他们还包括教师和大学教授）。第二类两个阶层的代表被选为他们所属的各自社团的成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黑格尔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调控自由市场，使之服务于普遍目标。

3.我以《法哲学》§260（“宪法法”的第一节）一段相当长的引文开始，然后对此作评论：

［a］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但是，具体自由要求人的个体性［Einzelheit］及其特殊利益应当达到其充分的发展
 ，并为其自身（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赢得对他们权利的承认
 。

［b］他们也应当一方面将自己的意志融入普遍的利益，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情愿地承认这种普遍利益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实质性的精神
 ，并作为他们的终极目标
 来积极地追求
 。

［c］这样做的结果是，普遍性并未达到其有效性或在无此利益时得以完成，或获得特殊性的知识和意愿，个人活着并不是作为私人，仅仅为了这些特殊的利益而不同时将他们的意志导向普遍的目的［in und für das Allgemeine wollen］，并在自觉地意识到这个目的时而行动。

［d］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巨大的力量和深度，因为它让主体性原则在个人特殊性的自满自足的极端
 中得以实现，同时又将其带回实质性的统一
 ，从而将这种统一保留在主体性自身的原则之中。

如果我们理解这一重要的段落，那我们应当能够理解其他部分。我将其分成几个部分，并分别给予评论。

（a）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基本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构架，它与家庭和市民社会一起，使得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们实现其自由。（把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政府及其官僚］与“外部国家”［该体制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是有益的）这就是黑格尔在说国家是具体
 自由的现实性时所意指的东西。它是具体自由，乃是因为它使得个人实现其特殊的
 利益，因为这些利益在家庭和市民社会所规定的、由法治所保护的权利和责任的限度以内形成。

（b）除非我们理解黑格尔的术语，否则下面的部分就是相当神秘的。将自己的意志融入普遍的利益是什么意思呢？它意指在一个人作为公民而不是市民的能力范围内，他理解社会不只是由特殊利益的满足所整合，而是由一种合理秩序的意识整合在一起的，而且社会是由（比如说）关于正义的共同善的观念所调控的，这种观念认识到社会所有部分的要求之价值，将人的生活提到高于工作日的市民之世界的水平的，是认识到所有公民参与并维护现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整个系统的普遍利益，现代国家使他们的自由有可能实现。公民们自觉地和情愿地把这种普遍（集体的）利益当作他们自己的利益，赋予其最高的优先性。他们准备将它当作终极目标而为之行动。这是和解事业的目标。

（c）对黑格尔来说，这种普遍利益如无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兴趣、知识和接受，就既不能获得其效用，也不能得以实现。他们并不只是作为只沉迷于、关心自身特殊利益的私人而活着。因为在同时，公民们还关心普遍目的（由一种共同善的正义观念所指引的），他们作为公民而被引导到这个目的（“in und für das Allgemeine wollen”），并在充分意识到这个目的的前提下行动。

（d）黑格尔认为，现代宪法允许公民社会拥有充分自由的事实给予国家巨大的力量，只要公民们的普遍（集体）利益得到承认，并被他们赋予政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是哈尔登堡意义上的一场革命，“一场导向人类高贵的革命，不是通过自下而上或来自外部的暴力冲动，而是通过政府的智慧。……君主政府中的民主原则——这在我看来是时代精神追求的恰当形式”。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哈尔登堡以这种经济自由和社会解放意指职位向所有有才能的人开放，对于犹太人的宽容和公民自由，以及观点和教育的自由。而黑格尔不同于哈尔登堡之处在于允许公民有更多的空间参与代议制机构，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4.黑格尔所偏好的选举方案不是我们会预期的。他认为，当人们被他们所属的阶层、社团和协会所代表，而这些成员在市民社会中拥有共同的职业和任务时，人们对政治生活持有更合理、更有见识的兴趣。而在自由的制度安排中，每个公民都有一张选票，公民们的利益会趋于缩小，并集中于私人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是对他们自己、对政治社会中社群的联系都是损失。因此，黑格尔否认以下述理由为基础的“一人一票”的理念，这就是它代表了这样一个民主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每个人作为一个原子的单元，拥有平等地参与政治审议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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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形成对比，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中阐述的，在秩序良好的合理社会中，个人首先属于其阶层、社团和协会。因为这些社会形式代表了其成员在黑格尔视为一种公正的协商等级制（该书对此作了描述）中的合理利益，某些人将参与协商过程中从政治上代表这些利益的行动，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作为阶层和社团的成员而不是作为个人。

我们必须把黑格尔的选举方案理解为怀有这样的目的，即把竞争性市场与工商阶级对政治过程的期望相调和，并且确保获得会服务于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福利的公共政策。他认为有必要将经济置于公共调控和支持的制度安排之下，并且建立起鼓励非竞争价值观的途径。否则，现代工业经济对于政治和市民生活是一种威胁和侵蚀。他的三个阶层的宪政方案无疑给我们留下了奇妙和落伍的印象，对我们的教益甚少。但是，现代宪政社会是不是更好呢？显然它并不包括美国，在美国，“特殊利益”购买立法是家常便饭。

5.在§§315—318中，黑格尔讨论了公共舆论的作用。他早期政治著作中的观点要比《法哲学》中更乐观，但他从未放弃这样的观念，即必须听取公共舆论，在等级会议中，政府应当拥有一个可靠的多数支持。黑格尔写作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党形成并成为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之前。对他来说，政党是等级会议中表达各种利益的特定的政治人物团体。

公共舆论具有两个重要的作用。其一是使选举人的抱怨引起政府的注意，从而让政府更充分地理解人民心中所想，以及他们比较急迫的需要和困难。公共舆论的另一个作用是把政府的问题和看法带给公民，这样公民们就可以对政府的决定和政策所依据的内容有一个政治的意识和知识。这种给予—接受过程发生于等级会议的辩论之中。

黑格尔把发生于等级会议中的讨论视为慎议的：也就是说，各方所提出的理由被视为论辩。必须定期出现于等级会议的政府大臣们以及所选出的成员，据信在对合理的考量作出回应时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这就要求代表们是自由的行动者，而不是代言人，等级会议也应当公开举行。

如果等级会议公开举行其会议，他们就向广大公众展示了其对公民杰出的教育价值，正是从这一点人民首先了解他们利益的真正性质。……只有在这样的会议中，这些德性、能力和技能得到了发展，这些必须充当［他人的］模范。当然，这些会议对于大臣们来说是恼人的，他们若要对付这里对他们的批评，就必须自身由智慧和雄辩武装起来。然而，就国家的一般利益相关而言，这样的公开性是最重要的教育方式。在具备这种公开性的国度，与等级会议不开会或者会议不公开举行的国度相比，人们对于国家的态度要真实生动得多。（PR§315A）

这强烈地陈述了政治生活在形成生动而有知的公众舆论方面的教育作用，公众舆论留给自己的是真理和谬误的混合。

§3 伦理生活：战争与和平

1.我说过，黑格尔应当被认为属于自由派传统。但是，在他的学说中有一些因素，对此提出了疑问。其中之一是他关于战争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的学说。自孟德斯鸠以来，自由传统中的作者们经常主张，宪政民主与商业贸易相结合，可导致国家间的和平。康德的《永久和平论》（1795）表明了这种方式。但是，黑格尔否定了这种观念。

黑格尔所谓“军事等级”（PR§327）的作用是在战争中针对其他国家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其特征德性是勇敢，一种形式的德性，因为这是从具体的目标、快乐和生活得出的最高的抽象。这种德性表达的事实是，军队如果出于保卫国家的需要，必须准备牺牲自己。黑格尔接受了基督教的观念，即一个国家只有出于自卫的目的才能从事战争；他否定出于征服和荣耀目的的战争（PR§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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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战争的行动，他说，战争不得发动来针对外国的平民或机构，也不得以更难以实现正义与和平的方式来从事战争。他说（PR§338）：“相应地，战争应导致维护和平的可能性的国际法（Völkerrecht）的确立——以致（例如）使节应当得到尊重，不得针对国内的机构和私人及家庭生活的和平，或者针对私人个人而发动战争。”

这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关于战争的辩护在于国家所维护和得以实现的现代自由制度的自我保卫的观点，并无差别。

2.在《法哲学》§324中，黑格尔也许看起来否认了自由社会的战争权，此乃鉴于他如下的说法，“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个人的实质责任（维护他们实质的个体性的责任），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以及他们的观点等所有自然落入生活领域的东西受到威胁或牺牲的时候。当国家要求这种牺牲时，如果把它简单地与市民社会相等同，如果把它的终极目标视为只是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那会是极大的错误”（论国家的社会契约观点，见§258，包括Zusätze和附录）。

我在此把黑格尔解释为不是否认自由社会为了自卫而从事战争的权利，而是说，当它这样做时，不能合理地把该政治社会的终极目的视为作为市民社会的个人的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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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他所说，这会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很有限的自由社会的观念会认为它只关涉财产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活比较物质性的特性。这种有限的观念对于包含了教会、大学、艺术的精神活动、宗教和哲学的自由社会是不合适的。黑格尔还强烈地表述并充分肯定了良心的宽容和自由，这超越了他时代的观点（§270）。

当一个自由社会从事一场自卫的战争时，它必定是为了保卫和维护其公民的自由和它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战。只有在那时，它才是按照作为自由的自由主义而行动，并且为了正当的理由而从事战争的。的确，一个自由社会不能正当地要求其公民为了获得经济财富或取得自然资源而战，更不要说赢得权力和帝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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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通过招募或诸如此类的做法来提升军事力量而侵犯公民自由，只能当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即对于捍卫宪政民主制度和市民社会的诸多宗教和非宗教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是必要的时候，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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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这样的方式，自由的政治体制实施了将市民社会带回普遍性的工作。这就不再存在与自由主义和只出于自卫而从事战争的权利之间的冲突。

3.现在我们的确面对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差别。这个差别事关两个传统的主权权力以及黑格尔为什么肯定它们。一个权力是国家在理性地（不是必然合理地）追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克劳塞维茨以其他方式追求政治）时从事战争的权利。另一个权力是国家的内部自主：国家对其本身公认的领土内的人口（包括少数族群）、资源和土地的充分控制力。黑格尔认为这些权利是被设想为一个实质性个体的国家的重要方面，因为他认为国家作为精神实体，需要其他国家的承认，正如个人需要他人的承认一样（PR§331）。这种他国的承认是一个国家作为精神实体成为并且维系为国家的过程之一部分。

这里，关于自由的自由派观念将在两个方面与黑格尔的观点相冲突。第一，为了确立支配国际法的正当和正义的合理标准，自由的观念将否认国家具有两种传统的主权权力：为追求其自身国家利益而发动战争的权力，以及内部自主的权力。允许第一种权力，会承担使战争永恒化的危险。允许第二种权力会威胁基本的人权。国家没有随意虐待自己的人民或少数族群而不受惩罚的权力；严重的情况可能为某种类型的制裁甚至干涉提供正当理由。

关于自由的自由派学说与黑格尔的观点相冲突的第二个方面乃在于，不接受他关于国家作为精神实体需要其他国家作为这样的实体而予以承认的观念。但是，我将不讨论国家作为实体的观念，只是说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并不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国家。一个国家只是生活于一个既成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框架内，并通过其自由的宪政政府的机构来作出政治决定的人民。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国家是由其政治体制组织起来，并通过该体制而行动的公民整体，全部选举人的总和。

黑格尔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的基础是，他把这些关系视为仅由条约来奠定，不存在优势的权力强制这些关系（PR§§333—334）。这些条约打着偶然性的烙印，并且当一个国家想做时随时可能被推翻，如果需要时以战争来解决争端。黑格尔的vernünftig［合理的］国家只出于自卫而从事战争，那就需要它自己的军事等级在它受到攻击时来捍卫它。对黑格尔来说，战争乃是国家间关系的这种必然无政府主义
 性质之结果。与此对照，由康德的“永久和平”所例示的自由派的观点，则将战争的原因植根于国家的内部
 性质，而主要不是其相互关系的无政府主义性质。追溯到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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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传统提出民主和平
 的观念，主张在由自由的宪政政府组织起来的、从事贸易的民主的、商业的人民之间，和平将占主导地位。他们之间是和平的，因为他们没有理由相互攻击。作为宪政国家，他们坚持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他们不寻求强制其他国家转而信仰他们的主导宗教，如果他们有此宗教的话。工业和商业满足他们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像黑格尔的国家一样，他们只出于自卫的目的而从事战争。

§4 第三种选项

1.在Zusatz§156中，黑格尔说：“在伦理领域只有两种可能的观点：要么是从实体性出发，要么是原子式地行进，在个体性的基础上向上运动。后一种观点排除了精神，因为它只导致一种汇合，而精神不是个体的，而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我提出，还存在第三种选项。黑格尔的观点是反对从作为原子的单个个体出发并且以他们作为基础的向上运动。那么，国家及其机构并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它们是作为工具而服务于个人的。黑格尔要我们把国家看成是具体的整体——清晰地分为具体群体的一个整体。国家的成员也是这些群体的成员；我们与国家打交道时，其成员被认为是带有如此的特性。我所思考的第三种选项可在卢梭和康德那里找到。我在前面说过一些与康德合理的信仰相联系的一些关于康德政治观点的话。因此，我在此简略地考虑之。

2.康德的政治思想当中包含了下述主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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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公共理性之重要的政治作用；

社会契约或原初契约的观念；

作为国家的共同立法成员的公民之观念；

否定幸福原则作为基本的公法标准；

宗教自由以及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权利，免受国家干涉，只要我们尊重他人的权利。

至于康德的实践的期望，即他合理信仰的内容，他期待着人类将被组织成为各个社会的联合体的那一天，每一个社会有它自己的代议宪政政权。每个政权会是一个诸多人民首先为了防止战争而联合在一起的邦联的成员。此期望的基础是康德这样的信念，即一个世界国家将要么是无灵魂的专制主义，要么是被不同的地区试图赢得自主的内战所分裂，以及康德的进一步信念：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他认为，一个全部由宪政政权构成的人民组成的社会，在文化和艺术上将是和平和进步的。（《永久和平》，AK.VⅡI：367）。

3.将康德的观点视为第三种选项的关键在于他对社会契约或原初契约的解释。这一观念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a）第一个特征是社会契约的特殊性质。所有契约都包括通过共同努力或限制（比如当我同意不阻止你追求你的目的时，对应地，你同意不阻止我追求我的目标）来追求一个目的的协议。这里我并不共享这些目标。然而，社会契约是许多个人（所有公民）为了他们都持有的一个共同目标的联盟（《理论与实践》，AK.VⅡI：289）。而这个目标并不只是他们所共享的目标，而且是他们应当共享的目标。这是因为康德认为，我们必须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放弃自然状态，并与我们的行动可能影响的每一个他者联合，以便一起致力于一个可能强加于我们的公法体系（Metaphysik Der Sitten
 ，I：§44）。因此，国家是在公共正当性原则下人民的联盟（§45）。

（b）社会契约的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它是一个理性的观念（《理论与实践》，8：297）。康德由此意指的一件事是，我们不是要到过去当中寻求这样的契约，或者担忧究竟是否存在过一个契约，或其条款是什么。这些探究都不是问题所在，因为这个契约观念是个理性的观念，这样它就是非历史的。当我们把社会契约理解为宪政和基本法律的最高标准时，我们就以正确的方式理解它了。作为最高标准，它要求每一个立法者以这样的方式确定法律，即法律可以经由整个人民的联合意志而产生，以便得到总意志下的每个主体的同意。康德说：“这是任何公法与正当性相一致的试金石。……如果一个公法是这样构建的，即全体人民并无可能认同于它，……那它就是不正义的。”（同上）在另一处，他说：“若全体人民不能决定其自身，则立法者也不能为人民作出决定。”（Mds 6：327—328）

4.作为这一原则应用的一个例子，康德说，法律不能把某类人定为有特权和世袭的一类（《理论与实践》，8：297），也不能宣布某个宗教为具有足够制裁力量的国家宗教（Mds 6：327—328）。“谁都不能决定在其有关信仰的洞见上决不作出深入的进步（启蒙），因而决不改革教会，因为这将与其自身人格的人性相对立，因而也与人民的最高权力相对立。”任何这样的法律都会是无效的，因为它将由于阻碍我们后代作出宗教理解上的深入进步而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社会契约的两个显著特征意味着该契约规定了政治事务上的最高原则，遵守这个原则是履行每个人作为合理的、理性的个人在加入与其他每个人的社会联合时所持有的第一项义务，在此社会联合中，所有公民的权利由正当原则所保障。每个人都有此义务。因此，在根据社会契约加入社会时，我们每个人实现同一个目的，即我们所共享，也应当共享的一个目的。因而有了该契约的第一个特征。该契约的第二个特征——它作为基本法的最高标准——来自理性而合理的人们能够当作对基本法的检验而同意的东西。这些康德政治学说的内容已经足以表明这是第三种选项。它这不同于从独立于所有社会联系的作为原子的单个个人出发，然后将他们构建为一个基础。它也不采用国家作为精神实体、个人仅为国家实体性的偶然因素的观念；国家是个人能够按照每个人可视为合理和公平的原则来追求其目的的活动舞台。

§5 黑格尔作为自由主义批评者的遗产

1.某些作者认为，黑格尔对于今日重要的遗产包括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黑格尔关键的认知的确是重要的；不太明确的是，自由主义，特别是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却不能承认并说明这些认知。

有时候，人们在说到自由社会时，认为它没有普遍的、集体的目标，而只存在的是为黑格尔视为公民社会的个人成员具体的私人的目标服务。这方面熟悉的例子可以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看到。在他的自然状态中，所有人都有其关于自身幸福或自身安全的私人的或个人的目标。这些目标当然不是共享的；它们也许属于同一个种类
 ，但它们不是同一个目标
 。霍布斯用以确立主权的社会契约并不包含共享的目标，更不要说每个人应该共享的目标了，除非他们是理性的（与合理的相对）。而且，国家机构只在它们是实现每个个人独特幸福或安全的手段的意义上，才是共同的目标。这些机构并不具体规定这样一种公共政治生活的形式，它将被其公民们视为本身是正当或公正的，并且从中被其行动的正义感所感动。《利维坦》的社会是一种私人的社会
 。黑格尔在谈到霍布斯的路径时称：“它排除了心智，因为这只会导致并列平行。”并不存在真正的统一，因为同一个目标并不是公众所共享的。这是原子式个人主义的一种意涵。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批评对于康德并不真确。他假设所有公民都把社会契约理解为一种理性的理想，他们以其义务性的共同目标在政治上建立了一种社会联盟。按照他的学说，公民们持有为其他公民，同时也为他们自身保障基本的宪法权利和自由的同样的目标
 。而且，这个共同的目标的特点是正当和公正的合理的原则；这是一种合理的、公平的政治生活形式。当然，正是为了公民的善，才尊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而尊重这些权利正是公民们作为他们共和体制的共同目标而相互应当给予的东西。这对于任何一种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都是适用的，无论是康德或密尔，还是《正义论》的自由主义。说在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中，国家没有公共持有的共同目标，而是完全根据其公民们的私人目标和欲望来论证其正当性的，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传统至少从宗教改革开始，并且赋予某些基本的自由以特别的优先性：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人格的自由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免于被奴役和做奴隶的自由——这里仅举几个基本的例子。政治自由主义也是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而且，它确保所有公民有足够的适合所有目的的手段（基本益品），以便他们能够明智地行使他们的自由。当然，他们的幸福并未得到保证，因为这是公民们自己的事情。（古典）功利主义（边沁、詹姆斯·密尔和西季维克）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其首要原则是所有个人加在一起的最大幸福。如果说它与自由派的自由相合，那它是关于幸福
 的自由主义；而如果它不与这些自由相合，那它就完全不是自由主义。由于其基本理想是最大化幸福的理想，那么，这样做会否保障基本自由，就是偶然的事情。

2.对自由主义的第二个批评是它未能看到（黑格尔自然看到了）人们在其政治和社会机制中深厚的社会根基。在这方面我们的确从他那里学到了东西，这是他的伟大贡献之一。但是，我不认为一种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在此有什么过错。《正义论》在把社会的基本结构看做是正义的首要
 对象时，它在这方面就遵循了黑格尔的思路。人们从植根于社会开始，他们所选择的正义的首要原则将应用于基本结构。人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相互契合；每一个都需要另一个，没有一个概念能够独自支撑。

如果宪政民主体制中的公民相互承认都是自由而平等的，那基本体制就必须教育他们接受其自身的这种观念，并且公开地表现出并鼓励政治正义的这种理想。这一教育任务是政治观念的角色之一部分。在此角色中，这样的观念是公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的首要原则体现在基本结构的体制中，并且诉诸这些体制的解释。熟悉并参与这个公共文化，是公民们自己学习这种观念的一种方式，如果只让他们自己反思，那他们很可能不会形成，更不要说接受并希望实现这一观念了。

进而考虑社会生活的各种偶然情况如何影响人们终极目的和目标的内容，以及他们追求这些目标的热情和信心。我们按照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来评估我们生活的前景，我们依据我们能够现实地预期的途径和机会形成我们的目的和目标。我们是对自己的未来怀抱希望和乐观，还是听天由命、缺少热情，这取决于跟我们的社会地位相关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光承认，而且或多或少有效地用来调整背景正义制度的关于正义的公共原则。因此，一个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不只是满足特定欲求和抱负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激发起未来进一步的欲求和抱负的制度安排。这是通过它鼓励不仅是当下的，而且是全部生活时期的预期和抱负来实现的。

而且，各种自然禀赋（比如天生的智力和自然能力）并不是拥有恒久能力的天然资产。它们只是潜力，并不能离开社会条件而结出硕果；它们在实现的时候，只能在许多形式中采取一种或数种可能的形式。教育和训练出来的能力总是在有可能实现的许多能力当中的一个选择，而且是一个小的选择。在影响这些能力实现的因素中，有鼓励和支持的社会态度，以及与它们早期的规约和运用相关的机制。不仅是我们关于自己的观念、我们的目的和抱负，而且我们实现了的能力和才能，都反映我们个人的历史、机遇和社会地位，以及好运气和坏运气的影响。正如合理的自由主义充分认识到的那样，这些类型的理由表明我们在社会中的根基。

3.对自由主义的第三个批评是，它不能说明这样的机制和社会实践的内在价值。正如黑格尔所看到的，这些社会形式的状况必须超越个人的目的和欲望的实现，即便这些目的是社会性的：它们是公民、公职人员和政治人物的目标，都致力于维护其民主体制；它们是作曲家、表演者和指挥家的目标，都致力于贯彻音乐的传统；以及诸如此类无穷多的其他例子。但是，这样一些目标的实现，虽然自然满足了怀有各种目的的个人的愿望，但并不是个人诸如此类的私人的善；那是被认为可以与恰当的社会关系相分离的善。

那么，说黑格尔主张集体的善具有不可化简为个人善的价值，这是什么意思呢？黑格尔据信认为使得国家合乎理性的，并且使得自身即是一个目的的东西，正是对其实现了个人的主观自由和私人善的制度的系统的认同。

这里关键在于个人的善、个人的私人善和特定的个人的私人善意指什么。这些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吗？让我们说，它们不是同样的东西，其区别如下。

首先，个人的善至少部分地包含个人各种最终目标的实现，这里特别包括上面界定的他们的社会和公共的目标，以及这些抱负的满足。

其次，我们说个人的私人善是他们各种非公共的最终目标的实现，这里把他们作为家庭成员，作为丈夫和妻子、儿子和女儿的目标视为非公共的。我们把家庭和其他一些机制当作非公共的，这并不是说它们就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最后，特定的个人的私人善是纯粹个人主义地考量或单个地考量的个人的善：比如，考量一个人的全部幸福，也许但并不必然地从享乐主义来考量。

假定自由传统能够并且确实也允许所有这些类型 （特别是第一种类型）的个人善，那么，迄今在它与黑格尔的观点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冲突。作为自由体制的一种设计，自由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服务于所有这些类型的最终目标的实现；这是使得国家成为理性的、其本身就是目的的东西。

黑格尔并不否认下述说法是同义反复，即集体目标也有其价值乃是因为它们对于个人有价值。因此，如果我们把集体的益品看做是普遍让个人受益的像体制性事务的事情（比如自由制度本身的设计），那么，也就不再存在与自由传统间的冲突。因为自由主义认识到，鉴于其最终目标，作为公民和政治人物的个人也许会致力于为制度本身的缘故而确立一个自由体制的设计。这样做成就了他们对于公共正义的热望，他们奉献于民主的理想。黑格尔肯定没有说自由传统不承认这样的热望。他们在实现这个热望上的成功解决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们的善（从社会和制度上界定的善）的问题。

4.黑格尔宣称，对于个人具有最大价值、最完全地实现了自由的东西，是对普遍或集体目标的追求，而不是对他们自己私人的特定目标的追求。但是，自由传统并不一般地否定这一点。它所否定的是人们的最大善在政治中的一般实现，像古代希腊城邦中的公共生活那样。相反，自由主义强调其他伟大的集体价值，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价值，或私人和个人生活的价值，情感、友谊和爱的价值。

5.我认为，我们仍然必须深入黑格尔观点的根基，因为所谓的与自由主义的冲突看起来至此并不存在。我们详述了的批评意见是建立在对自由主义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实际上的拙劣模仿之上的。

黑格尔观点的根基可在他关于历史、绝对精神（Geist）和理性在哲学反思中的观念中找到。黑格尔经常根据历史大人物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体制结构的进步发展的贡献来描述其伟大的程度。在时间进程中历史人物的行为非故意地实现了社会的伟大转变，哲学在事实发生后回溯时，从理性的精巧来理解这种转变。大人物寻求他们自身的狭隘目标，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促成了绝对精神的实现。黑格尔经常以一种只能让我们觉得是麻木不仁和无关痛痒的方式来谈论个人的命运和受难。他们是如此地物质化，以致在历史的进程中变得精疲力竭；他们的到来和逝去就如同体制和文化的稍纵即逝的、可替代的部件。然而，社会构架仍然是，并表现出绝对精神在它从实体转向一个展示其全部潜力、充分意识到其自身的主体的目标上所取得的成就。这最后一点具有更高的甚至是宗教的重要性，而不只是人间的重要性。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让我们这样来说明此事。存在三种观点。存在人类的观点，上帝的观点和绝对精神的观点。绝对精神的观点之观念是同时作为人的和神的观点之观念，正如绝对精神是作为上帝和人类的传统概念的中介和调和而引入的。绝对精神不是残酷无情的，当然也不是恶意的。在绝对精神从实体向主体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受苦、逝去，在最后一天也不会复活。但重要的是社会体制成为实现个人善的构架。只有这样，绝对精神才在合理的、理性的社会机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只有这样，个人才能成为（宗教和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文化的承载者，在人对此的意识中，绝对精神自身实现了它的自我意识。对黑格尔来说，仅就人能够从事并认识宗教、艺术和哲学而言，绝对精神在宗教、艺术和哲学中实现了其最高的自我意识。人们在较高文化中的集体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在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和完全的显现。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生活在绝对精神目的的服务之中——在某些重要的意义上，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目的。从绝对精神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生和文化更高的价值，而不是从人的观点来看的价值和益品。这些看法显见于黑格尔有关战争和历史发展的评论中。

但什么是绝对精神的观点呢？它不是基督教独有的超验的上帝的观点。因为黑格尔虽然自己属于路德宗，但他整个哲学神学的观点是否认上帝彻底的他者特性的观念。而认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是人在时间中的集体自我意识，以文化特别是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人生的不同的形式表达的自我意识。现在，当哲学完成了绝对知识的实现时，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在哲学中出现了。因此，绝对精神的观点必定是哲学在其最高和最后发展阶段中实现的绝对知识的观点。从这一观点来看，回溯历史和文化的整个进程，哲学一定能够看到，该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最高的善，为了这个善的实现，个人受苦和牺牲，国家产生和消逝——都为了他们所未知的理由，除非他们把握在艺术和宗教中预示了的哲学真理自身。个人和人群的善的确是良善的，但不是最高的善：这样的最高的善，为了它的缘故，存在我们所看到的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的世界，它使得这个世界对其自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绝对精神的观点中表达什么样的哲学观，以便它在回溯最后和最高阶段时把历史的整个进程视为善的呢？我假设对此不可能有答案，除非绝对精神视为善的，可以说是既成事实的答案。但我认为，这不可能真的是黑格尔的答案，因为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世界是完全可理解的，该观点作为唯心主义的基本论题。因此，当绝对精神把这个世界视为善的时，它乃出于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个理由是，黑格尔证实了亚里士多德为最高的善所设定的精确的标准：它是完全的，只为其自身的缘故才是可取的，自我满足的，这样就不可能有附加的善来使它变得更好。
 
[9]

 这个完全的或完美的善不能通过任何个人、群体或国家来实现，但能够通过绝对精神（同时是人的和神的）在世界史的整个进程中来实现。

这个善植根于事物和人群的潜能之中。善是通过这些潜能在各种各样行为中的充分表现来实现的。因此，当绝对精神的潜能完成了其在世界上的充分表达，绝对精神在哲学中回溯时，把自我意识带给这些潜能，并从哲学的观点看待历史的进程本身是善的。

历史进程之善作为一个整体是完全的，因为绝对精神的所有潜能得到了实现，它们表达了对整体的合理的、理性的观点，黑格尔在阐述逻辑学时表述了这个哲学观的概要。潜能的实现为其自身的缘故就是可取的，历史的进程作为一个整体是自足的，也不存在附加的善可以使它更好：每一个潜能都得到了表达，每一件合理的、理性的和好的事情都做到了。最终，真与善和睦相处。




 [1]
 关于那些年里普鲁士宪政的故事，见James Sheehan， German History，1770—1866
 （Clarendon Press，1989）。哈尔登堡1807年的一个备忘录显示这些德国改革家的希望的情况。哈尔登堡把改革的目的界定为“一场积极意义上的革命，一场导向人类高贵的革命，不是通过自下而上或来自外部的暴力冲动，而是通过政府的智慧。……君主政府中的民主原则——这在我看来是时代精神追求的恰当形式”。Sheehan评论道，哈尔登堡的“民主”指的是经济自由和社会解放，职务向所有有才能的人开放，宗教宽容和犹太人的公民自由，观点和教育的自由。至于公民参与民主机构并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看起来并不关心，或者对于代议机构并无把握。自由意味着个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中的自由，而公共事务和对外政策则由公民们可能归属的国家及其行政机构来承担（p.305）。


 [2]
 《法哲学》（1821），§308。黑格尔反对自由倾向的国王在1815—1816年所提出的符腾堡宪法中的直接普选观念的主要观点，部分可在1817年文章的下述段落找到，“符腾堡王国的等级会议的程序，1815—1816”：“选举人看起来与市民社会秩序和国家组织并无契合或关联。公民们作为孤立的原子来到此舞台，而选举议会则作为无秩序无组织的集合体出现；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消散为一群。这是一种形式，社群在其中决不应当显得在从事任何事业；这是社群最无价值、最与其作为精神秩序的概念相矛盾的一种形式。年龄和财产是只影响个人自身的一些特性，通常并不构成他在市民社会秩序中的价值。他被他的同伴公民所承认的、仅在他职位的权力、他的地位、他在工艺的技能中拥有的价值，相应地使他有资格被描述为工艺大师”（Hegel’s Political Writings
 ，译者T.M.Knox，由Z.A.Pelczynski 写的导读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262））。


 [3]
 在§326中，黑格尔不认同针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他说：“如果整个国家如此成为武装的力量，并且强制脱离其内部生活而在一个对外的前线行动，国防的战争就变成了征服的战争。”


 [4]
 关于自由主义的这个观点乃出自黑格尔把它看作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观念之上的。见PR，§§258，281。


 [5]
 当然，一些所谓的自由社会有时候也这样做，但这只表明它们在战争中是不正义的。


 [6]
 见A Theory of Justice
 ，pp.380f。


 [7]
 见《论法的精神》（1748），第20卷，第1、2章。


 [8]
 康德的政治思想要素可在一系列政治论文中找到：《普遍史》（1784）、《什么是启蒙？》（1784）、《永久和平》（1795）和《学院之争》（1798）。


 [9]
 这一表述我取自Gisela Striker，“Ataraxia：Happiness as Tranquillity”，Monist
 （1990），p.98。


附录 课程提纲：道德哲学问题

在哈佛大学的课程介绍中，本课程被描述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研究，并关注休谟和莱布尼茨，如果时间允许，还要加上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下面所提议的讲解论题的提纲反映了所描述的内容，当然它比介绍中建议的给予了休谟以更多的关注。当情况允许时，讨论一下不同的道德哲学观点，并讨论其问题看起来何以产生，乃取决于作者的不同观点，以及鉴于他们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他们认为需要哲学反思的东西。虽然阅读历史上的重要著作只是道德哲学的一条进路，但我们希望发挥它的某些优点。


A.休谟


1.《人性论》：自然、理性和激情的信仰主义

2.他对慎思和理性的作用的论述

3.他对正义作为人造德性以及对同情的作用的论述

4.他对唯理论的批评：Clarke 和Cudworth

5.他对道德判断的论述：明智的观察者


B.康德：道德律


6.原理：导论及第一部分的论证

7.范畴命令：第一（自然律）公式

8.第二（把人当作目的本身）公式

9.第三（普遍立法）公式：公式间的关系

10.目的王国、自然的秩序及其他困难


C.莱布尼茨


11.形而上学至善论及其真理论

12.作为自由和理性实体的精神

13.《神正论》与意志自由观念


D.康德：理性事实


14.正当的优先性与善观念序列

15.道德建构主义以及合理的与理性的

16.理性事实：文本与解释


E.康德：作为论辩的哲学


17.作为自由律的道德律

18.道德宗教心理学I与自由意志

19.实践的观点与理性的统一


F.黑格尔


20.他对康德的正式批评：内容与严重程度

21.他的伦理生活与自由的观念

22.他对康德自由主义的隐含批评：内容


G.文本


Hume：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P.H.Hidditch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Kant：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H.D.Paton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4）；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ans.L.W.Beck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56）；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trans.T.M.Greene and H.H.Hudson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0）；Doctrines of Virtue
 ，trans.M.Gregor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4）

Leibniz：Philosophical Essays
 ，ed.and trans.Roger Ariew and Caniel Garger （Indianapolis：Hackett，1989）

另外推荐：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s
 ，trans.H.B.Nisbet，ed.A.W.W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阅读：

Hume：Lectures 1—2：Treatise Ⅱ，Ⅱi，§§3—10；cf.§§1—2.Lecture 3：ibid.，ⅡI，Ⅱ，§§1—6；Ⅱ，i，§9.Lecture 4：ibid.，ⅡI，i，§§1—2.Lecture 5：ⅡI，Ⅱi，§§1—6

Kant：Lecture 6：Groundwork
 （Gr），Preface and Part I.Lectures 7—9：ibid.，Part Ⅱ；以及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KP）Analytic：Chs.I，AK.18—41，以及Ⅱ，67—71 （The Typic）.Lecture 10：Gr Ⅱ，Ak.438ff.；KP
 Analytic：Ch.I，AK.43f

Leibniz：Lecture 11：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Garber JHJ8 and JHJ4，6，7，9，12.Lecture 12：Garber JHJ11，15，25.Lecture 13：Garber JHJ20，28，29

Kant：Lecture 14：KP Analytic：Ch.Ⅱ，AK.57—67.Lecture 15：KP Analytic：Ch.ⅡI，AK.71—89；以及Doctrine of Method：AK.150—163.Lecture 16：文本待定。Lecture 17：KP Analytic：Elucidation：AK.89—106；还可见KP B560—586.Lecture 18：Religion （Rel），BK.I，and KP Dialectic：Chs I asnd Ⅱ and §1：AK.106—114.Lecture 19：KP Dialectic：§§2—9：AK.114—149

Hegel：Lecture 20：抽象权利与道德，§§1—141.Lecture 21：伦理生活：家庭与市民社会，§§142—256.Lecture 22：国家与世界史，§§257—360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讲课大多包括考察文本，并试图呈现文本所表达的学说的雄辩有力的却是合理而准确的解释。比如，我不会在表达了休谟的观点后，再用今天的观点来批评它，表明他本可以做得好得多。当然，当有时间和涉及根本性问题时，会做出一些批判性的评论，但我们应当感兴趣于把休谟（和其他人）理解为有时似乎判断有误。人们可以对任何值得仔细研究和反思的作者这样说，我们正在读的这些作者当然属于此类。

将有课程考试、每周阅读段落和2500—3000字的书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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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ori先验、先天，115—121；principles原则，146；synthetic a priori knowledge先天综合知识，150；objects of the moral law given a priori先天给定的道德律对象，219—220；categorical imperative范畴命令、绝对命令，247—252

Action （Hume）行动（休谟），见Motives动机；Passions情感；Practical reason实践理性：休谟的正式观点；Reason （Hume）理性（休谟）

Action （Kant）行动（康德），152—154。还可见CI—procedure；Motives；Practical reason；Reason （Kant）

Adam亚当，117

Adams，Robert，亚当斯，123

Aesthetics美学，89，111

Alienation，Kantian morality as异化，康德主义道德，335—336

Allison，Henry，177n，285n

Ameriks，Karl，262n

Apology，申辩，见philosophy as defense 作为辩护的哲学

Aquinas，Thomas （Saint），阿奎那，（圣）托马斯7，12，106

Aristides （the Just）阿里斯蒂德斯（正义之士）39，40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1，4，47，52，160，371

Arnauld，Antoine，阿诺尔德，安托万，117

Augustine （Saint），（圣）奥古斯丁，294，303n

Autonomy：self-conception of an agent，自主：行动者的自我观念148；和foundation of morality道德基础，153，195，226—230，278；formulation of categorical imperative，203—216。还可见Choice；Freedom；Heteronomy；Spontaneity

Axelrod，Robert，63n

Beattie，James贝蒂，22，144

Beck，Lewis White，262n

Belief，信仰23，42，49—50；mistaken belief and rationality信仰与合理性错置，33—34

Benevolence：as a calm passion仁慈：作为平静的情感，27，32；as natural virtue作为自然德行，54—55；in Butler，65—66；in Clarke，75；rational benevolence理性仁慈，189.还可见Duty：of mutual aid

Bentham，Jeremy边沁，97，366

Bismarck，Otto yon俾斯麦，5

Bouvet，Father Joachim，126n

Bradley，F.H.布拉德雷，21，113n

Brutus，90

Bumyeat，M.F.伯恩耶，22

Butler，Joseph （Bishop）巴特勒，8n，Ⅱ，32，65—66，72n

Caesar，Julius恺撒，90，116，118，120，124

Calvin，John加尔文，5，7

Carnap，Rudolph卡尔纳普，22

Carriero，John，122n

Categorical imperative定言命令，147，160；first formulation （law of nature formulation），162—180，214；contradiction in conception test，169—171；contradiction in the will test，169，172—176；information limits 175—176；second formulation （humanity as ends formulation）181—199；equivalence of formulations181—183，200—201；third formulation （autonomy），200—216；synthetic a priori，247—252；Hegel’s criticisms，334—336。还可见CI-procedure；Fact of reason

Categories （the）范畴，262，265，267

Causation因果，82，95

Character性格、禀性，30，43，50，54n，55，93；moral worth of道德价值，155—156；intelligible and empirical可理解的和经验的，299—301

Charles Ⅱ查尔斯二世，52

Choice （free power of choice）选择（选择的自由力量），294—296，298，305

CI-procedure，定言命令程序，152，I62—176，182—t83，204，206，218—225，239—241；content condition内容条件，163，254；fact of reason condition，理性条件事实，163，255；freedom condition自由条件，163，254；publicity公开性，171，176，204，208；perpetuity恒久性，171—172；motivation condition动机条件，255；Hegel’s criticism of，黑格尔的批判，333—336.还可见Practical reason

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344—348

Clarke，Samuel克拉克，8n，11，69，70—78，80—82，90，100，110，163，207，211，230，236，237

Clausewitz，Carl von克劳塞维茨，360

Coherentism自洽论，267—268，273

Compatibilism：Leibniz融贯论：莱布尼茨，131—140；Kant康德，278—280

Conscience良知，65—66，164

Constructivism建构主义，165，207，217，236—252，273—275；与Cl-procedure，239—241，244；与 objectivity客观性，244—247；与facts事实，245—247

Contract契约，353，363—365

Convention约定，57—65，98

Cooperation合作，63

Coordination协调，61—62

Copernicus，Nicolaus哥白尼，6，Ⅸ

Crusius，Christian August，8n，Ⅱ

Cudworth，Ralph柯特沃斯，70，72，73，207

Culture文化，158，188，209

Custom习俗，23，38，40—41，47n，77，97

Deliberation：Hume’s conception of慎思：休谟的观念，36—42；Leibniz’s conception of莱布尼茨的观念，135—140。还可见Practical reason

Descartes，René笛卡尔，72，115，124，126，126n

Desire：principle-dependent欲望：基于原则，37，43，45—48，80，150；conception-dependent基于观念，47n，148—152，158，213—214，308，object-dependent desires基于对象的欲望，151—152。还可见Inclination；Passions

Dietrichson，Paul，167n，234nDignity尊严，202，209—211Disposition禀性，30，54Duty职责，54，152—153，177，224，350—352；of mutual aid互助，172—175；of justice正义，185—187，190—191，208，227；of virtue德性，185—187，192，208—209，237；of moral perfection道德完善，210

Education教育，338，350，366—367

Einstein，Albert爱因斯坦，17

Empirical practical reason经验的实践理性，见Hypothetical imperative；Practical reason

End-in-itself目的自身，196—198，208—212

Ends目的，159；final ends终极目的，32；in maxims最大化，168；objective目标，194—195；permissible可允许的，222，227；collective集体的，369。还可见Needs；Realm of ends

Equality平等，65；principle of equity （Hume）平等原则（休谟），75—76；equal capacity for moral worth道德价值的平等能力（也叫aristocracy of all所有人的贵族制），210—211，213，306—308，313；equality of property （Hegel）财产平等（黑格尔），343

Equality of reason理性的平等，见 Reason，unity of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Estlund，David，242n

Evil恶，297—303

Fact of reason理性事实，147，253—272

Fairness公平，47

Faith信仰，107，109，114；practical faith实践信仰，16，147，288—289，306；reasonable faith理性的信仰，309—310，319—322，363

Finnis，John，75n

Fitness，relations of适合性，关系的，70—73，75，79，81—82

Fogelin，Francois福格林，22

Fourier series傅里叶级数，130

Frederick the Great弗雷德里克大帝，193

Freedom：free creation of earth by God自由：上帝自由创造大地，114：Leibniz’s conception of莱布尼茨的观念，123—140；与principle of justice正义原则，185；与final ends终极目的，194；rational beings’ conception of合理存在者的观念，202，259—261，302，319；objective reality of/experience of moral law客观实在/道德律的体验，266—268，270—272；Kant’s criticism of Leibniz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评，277—290；of reason理性的，283—285；ideas of理念，285—290；realm of ends目的国，302，319；与postulates of the highest good至善原则，317—319；Hegel’s criticism of Kant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332—333；Hegel’s notion of the free will黑格尔的自由意志概念，336—340；embodiment of体现，342。还可见Autonomy；Choice；Compatibilism；Liberalism of freedom；Spontaneity

Frege，Gottlob弗雷格，69n，218，219

Freud.Sigmund弗洛伊德，40，i00

Friedman，Michael弗里德曼，238n，239n

Friedrich，Wilhelm Ⅲ弗里德里希三世，353

Galileo伽利略，Ⅱ

Garve，Christian，232n

Gauss，Carl Ffiedrich高斯，17

Geis精神，338，369—371。还可见History

General appetite to good/aversion to evil趋利避害的普遍倾向，17，35，43，45，48，91

God：role in natural law theory上帝：自然法理论中的作用，56；role in C1arke’s moral theory在克拉克道德理论中的作用，71—72，74，76—77，207；role in Leibniz’s philosophy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作用，106—112，114—140；as idea of reason作为理性的观念，219；Kant’s criticism of role in perfectionism康德对在至善论中的作用的批评，228；与the highest good至善，314—317；与Geist精神，370—371

Gödel，Kurt哥德尔，218

Good善，53—54n；highest good至善，108，150，I57—161，310，313，371；complete good完全的善，157，225—226。还可见General apptite to good；Greatest apparent good；Happiness；Will

Goods益品，54，57，59，154

Good will善良意志。见Will；Moral worth

Grace优雅、恩典，108

Greatest apparent good （Leibniz），125，128—129，133。还可见Practical reason

Green，Thomas Hill格林，21

Grodus.Hugo格劳秀斯，7，8n，56，65，70，75n

Hamann，Johann Georg，144

Happiness：goodness of （vs.the good will）快乐：善（与善良意志相对），154—157；duty to advance others’促进他人快乐的义务，192，194，209；role in conceptions of the good （highest good）在善（至善）观念中的作用，220—222，232，315—316；propensity to seek（寻求快乐的倾向），231；与reconciliation和解，352。还可见Needs

Hardenberg，Karl August von哈尔登堡，352，353n，356

Hardiman，Michael，149n

Hegel，Gottfried Wilhelm Friedrich黑格尔，5，8n，209，329—371

Henrich，Dieter亨利希，262n，264，264n

Henry VⅢ亨利三世，6

Herder，Johann Gottfried赫德，145

Herman，Barbara，165n，167n，177n，234n

Heteronomy他律，108，204，226—230，278。还可见Autonomy

History：progress in历史：进步中的，319—320，370—371；与cunning of reason，348

Hobbes，Thomas霍布斯，8n，72，100，350，365

Homer荷马，3

Human needs人的需要。见Needs

Humanity人性，I87—190，192，194。还可见Categorical imperative：second formulation

Humboldt，Wilhelm von洪堡，353

Hume，David休谟，8n，11—14，21—102，I07，110，143—146，150，155，156，178，211，227，230，235，237，278，284，319，329

Hutcheson，Francis哈奇森，8n，11，72，73，96，99，100，211，230

Huyghens，Chfistiaan惠更斯，Ⅱ

Hypothetical imperative假言命令，164—165，168，220，226—227，248—249

Idea of reason理性理念，201，208—212，260，298，363

Idealism唯心主义、理念主义，330

Ideas理念，25，39

Identity over time时间认同，45，47n，87，91

Imagination想象，39—40，92，97—98，155

Immortality不朽，219，317—318

Impressions印象，25

Inclination：Hume’s conception of倾向：休谟的观念，38；existence of a greatest （Leibniz）最大的存在（莱布尼茨），136—137；role in practical reason （Kant）在实践理性中的作用（康德），147，150，164；as opposed to the good will与善良意志相对，154，156，158；与motives动机，177—180；inclination to duty （to the moral law）倾向于责任，178—180，189，196，207，223—224，277

Institutions体制，53n，59，344，355；rational合理的，332—336，338—340。还可见Civil society；State

Intention意向。见Legislative intention Maxim

Intemalism内部主义，34

Intuitionism （rational）直觉主义（合理的）；Hume’s criticism of rationalism 休谟对唯理论的批评，28—29，78—83；Clarke’s conception of克拉克的观念，69，72—73；similarity of Leibniz and Clarke on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相似点，110；Kant’s opposition to Leibniz康德反对莱布尼茨，229—230，235—238；objection to constructivism反对建构主义，241—243。还可见Constructivism

Judas Iscariot叛徒犹大，Ⅱ4，302n

Judgment判断，50，75—76，93—98

Judicious spectator明智的观察者，67，83—84，88—98

Justice正义，39，47，51—61，63—68，98，227，344，355—366。还可见Duty：of justice

Kant，Immanuel康德，8n，22，14—16，69，76，83，105—108，110，131，139，140，143—325，329，330，332—335，337，338，340，343，350—352，359，361—366

Kavka，Gregory，242n

Kemp-Smith，Norman肯普·史密斯，22，87，301n

Kepler，Johannesga开普勒，6

Kingdom of ends目的国。见Realm of ends

Korsgaard，Christine，48n，242n

La Rouchefoucauld拉罗什富科，100

Law法律，70，355—356，364；natural law自然法，56，57，75n，98n；practical law实践法，168。还可见Moral law

Legislative intention立法意图，169—172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莱布尼茨，6，8n，11，12，16，76，105—140，163，207，217，227，229，230，235—237，277—279，281，282，289，302n，324，329

Lewis，David刘易斯，63n

Liberalism of freedom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330，349，366；Kant’s conception of，康德的观念 362—365；Hegel’s criticism of黑格尔的批评，365—371

Locke，John洛克，7，8n，56，65，70，75n；Leibniz on莱布尼茨论，136，137—138

Logic逻辑，218—219

Luther，Martin马丁·路德，5，7，348

Mackie，J.L.麦基，54n，95

Malebranche，Nicolas马勒布朗士，70

Mandeville，Bernard de曼德维尔，100

Manichean （and Augustinian）moral psychology摩尼教的（和奥古斯丁派的）道德心理学，232，291，303—306

Marx，Karl马克思，100，336

Maxim公理、格言，152，165—176；of ends目的的，191—192；of common interest共同利益的，174。还可见Categorical imperative；Hypothetical imperative

Mendelssohn，Moses门德尔松，320

Mill，J.S.密尔，113n，250，330，340，366

Mill，James詹姆斯·密尔，366

Molina，Luis de莫利纳，7，8n

Monads，117—118，121—122，124—125

Montaigne，Michel de蒙台涅，1，145

Montesquieu，Baron de孟德斯鸠，70，358，361

Moore，G.E.摩尔，77，238

Moral law：Leibniz道德律：莱布尼茨，108；as supreme principle of morality （Kant）作为最高道德原则（康德），146—147，15I—153，158—163；as law of freedom作为自由律，163，168—71，182—183，289—290；as an idea of reason作为理性观念，200—216；与conception of the good与善观念，224—225；与the fact of reason理性事实，259—273；deduction of moral law道德律的推演，264—266。还可见Fact of reason；Idea of reason；Law

Moral sense道德感，14，71—73，164，178，188—189，196，292—293

Moral worth道德价值，53n，153—155，177—180，223，232；与the highest good至善，313—315。还可见Equality：equal capacity for moral worth；Good；Will

Motives动机，53n，55，67—68，135—136，148—149，177—180，186—187；motive of happiness快乐动机，155。还可见 Inclination

Mozart，Wolfgang Amadeus莫扎特，113

Nagel，Thomas内格尔，242n

Naturalism （fideism of nature，psycholog
 ical naturalism）自然主义（自然信仰主义、心理自然主义），13，14，51—56，58，69，85，95—97，100

Nature自然，112—113

Needs：true human needs需求：真实的人之需求，173—176，22l，232—234；与objective ends客观目的，194；与interests利益，343，346

Neiman，Susan，263n，284n

Newton，Sir Isaac牛顿，6，11，17，52

Nietzsche，Friedrich尼采，100

Ockham，William of奥康的威廉，7

O’Neill （Nell），Onora奥尼尔，167n

Origen奥利根，314

Pareto，Vilfredo帕累托，100

Parsons，Charles帕森斯，238n，247n

Passions （Hume）情感（休谟），26—27，29—40；direct，indirect，and original直接的、间接的和原初的，26—27，91；calm/violent平静的/猛烈的，26—27，30—31，37，40—41，43，48；strong/weak强烈的/微弱的，26—27；influence on action对行为的影响，28—34，89；mistaken错误的，29；mistaken for reason理性的错置，30，42—43；possibility of change/emendation变化/校正的可能性，31，40—42；present and future当下的与未来的，34，41—45；conflict between之间的冲突，38，89。还可见 Desire；Inclination

Paton，H.J.佩顿，146，175n，20l，203，262n

Paul （Saint）圣保罗，117，118

perfection：metaphysical形而上学的至善，108—115，121，140；Kant’s critique of康德的批评，227—230

Personality （Hegel）个体性（黑格尔），340—343

Philosophy as defense：Leibniz作为辩护的哲学：莱布尼茨，106—108，122；Kant康德，287，289，309，321，324—325。还可见 Geist；Reconciliation

Plato柏拉图，1，4，342

Pleasure/pain快乐/痛苦，25—26，32，39，44

Pluralism多元论，110—111

Pogge，Thomas涛慕格，167n

Practical reason：Hume’s official view of，实践理性：休谟的正式观点31—35，36—45；与rational principles合理性原则，45—50，76；whether Hume has a conception of休谟是否持此观念，96—98；Clarke’s conception of克拉克的观念，69—78；与principle of greatest apparent good （Leibniz）最大显明善原则（莱布尼茨），1—5，128—129，133—137；Leibniz’s conception of莱布尼茨的观念，138—140；Kant’s conception of康德的观念，146—147，162，165—170，189，201—206，217—219，254—255，268—272；empirical （Kant）经验的（康德），165—169，176，220，230—231，233，239，249，258，261— 266，284—285，289，324。还可见 Categorical imperative；Fact of reason；General appetite to good；Hypothetical imperative；Maxim

Pragmatic law实用法。见Rule

Praise / blame赞扬/责备，83，90。还可见 Judicious spectator

Predicate-in-subject theory，114—123

Predispositions，of animality，humanity，and personality动物性、人性与个体的禀赋，291—298，304—305。还可见Self-conception

Price （market price，fancy price）价格（市场价格、想象的价格），209

Price，Richard普赖斯，8n，11，77

Pride / humility骄傲/谦卑，26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充足理由原则，119—123

Prisoners’ dilemma囚徒悖论，62—63，66

Promising承诺，57，60—61，170—171，190—191

Property财产权，56—58，64—65，98n，340—344

Psychology心理学，24，73，166；principles of （Hume）原则（休谟），37—38，48—49，88，97；Kant’s moral psychology康德的道德心理学，291—308。还可见Practical reason

Publicity公开性，171，208。还可见 CI procedure：publicity

Pufendorf，Samuel Freiherr von普芬道夫，7，8n，56，65，70，75n

Quine，W.V.O.奎因，85

Rational agent/rational being合理的行动者，46—48，77，151，158，187—190，266；ideal rational agent理想的合理行动者，151n，152，159，165—168，174—175，194，212—213

Realm of ends目的国，160，203—2n，251—252，309—313，320—322

Reason，unity of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equality of reason）理性，实践与理论的统一（理性的平等），15—16，146，162，239，275—276，283，309，322—325

Reason （Hume）：capacities and limitations of理性（休谟）：能力与局限，24，28—29；rationality/rational conduct合理性/合理的行为，24，33—34；reasoning from cause to effect （means—ends reasoning）从原因到结果的推论（手段—目的推论），28—29，31—32，46，49；demonstrative truths证明的真理，28—29，73—74，81；as motive of action作为行为动机，28—29，33—34；opposition to passion与情感对立，29；strict and calm严格的与安静的，30

Reason （Kant）：supremacy of理性（康德）：至上性，146，205—207，226，239；critique of批判，147，256—258；purpose of目的，157—159。还可见 Fact of reason；Practical reason；Rational agent；Theoretical reason

Reasonable：beliefs理性的：信念，45，49；principles原则，46—47，47n，71；与categorical imperative/ moral law定言命令/道德律，151，163，167，169，183—184，190—191，195，206—207，223，229，236—237，239—241，364；as opposed to rational与合理的相对，164—165，223，230—231，2.40—241，264，293，331—332，360；beings / agents存在者/行动者，164—166，169，188，194，214，221，233，936—237，255，297—298，304；与realm of ends目的国，176，205，208—209，212；reasonable nature as end-in-itself作为目的自身的理性，196—199；与 autonomy/freedom自主/自由，203，254，298，304，314；与the complete good完全的善，225；与 constructivism建构主义，242—246；与a priori knowledge先天知识，248—250；与fact of reason理性事实，260

Reasonable faith理性的信仰。见Faith

Reasonable social world理性的生活世界。见Institutions；Reconciliation；Sittlichkeit

Reasons （for action）理由（行动的），135—136，166—169。还可见Practical reason；Reasonable

Reciprocity互惠性，60，75—76

Reconciliation （philosophy as）和解（作为和解的哲学），331—336，347—348，355；与happiness快乐，342

Reid，Thomas里德，8n，11，22

Reimann，G.F.B.，17

Religion，freedom of宗教自由，347—348

Respect尊重，153，184，189，201，206—207，298；与property （respect for persons）财产权（对人的尊重），341—342.还可见 Categorical imperative：second formulation；End-in-itself；Moral law；Realm of ends

Rhetoric修辞，40

Right正当、权利，53—54n，67，72，75n，156，158，338— 339，349—350；priority of right正当优先性，219，227，230

Ross，W.D.罗斯，77，238

Rousseau，Jean-Jacques卢梭，160，204，292，340，362

Rule规则，54，60—61，64。还可见 Convention；Law

Satan，295

Scanlon，T.M.斯坎伦，161n，I92n

Schiller，Johann Friedrich von席勒，180

Schlick，Moritz石里克，22

Schneewind，J.B.，10n

Scotus，Duns司各悦，7

Self-conception：Kant自我观念：康德，16，148；Hume休谟，86— 87；与predispositions倾向性，291—298；与self-knowledge自我知识，202；与supremacy of reason理性的至上性，205—207；与moral psychology道德心理学，304—305；与personality （Hegel）个体性（黑格尔），340—343。还可见 Character；Predisposition；Rational agent

Self-interest / self—love / egoism自利/自爱/利己主义，32，55，59，66—67，99，292

Shaftesbury，Earl of沙夫茨伯里，8n，11

Sheehan，James，353n

Sidgwick，Henry西季威克，1，2，4，46，77，97，175，176，223，238，366

Sittlichkeit伦理生活，330，333—336

Skepticism：and Hume怀疑论：与休谟，22—24；epistemological认识论的，22—23；pyrrhonism皮浪主义，23；conceptual概念的，23；moral道德的，149。还可见 Philosophy as defense

Sleigh，Robert施莱，133

Smith，Adam亚当·斯密，8n，2，52，84，346

Smith，Ozzie史密斯，112

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363—366

Socrates苏格拉底，1，3

Sophocles （Antigone）索福克勒斯（安蒂冈尼），352

Spinoza，Baruch de斯宾诺莎，11，12，106，11S，124—127，131，134，279

Spirits精神，124—130

Spontaneity自发性，280—290，301

Standpoints：two观点：二，275—277，322—325；as practical point of view作为实践的观点，309—310

State of nature自然状态，57—58，233—234

State国家，352—358；powers of sovereignty主权权力，360—361

Striker，Gisela，371

Sturm，John Christopher，126

Suarez，Francisco，7，8n，75n

Sugden，Robert，63n

Suicide自杀，192，24x

Sulzer，J.G.舒尔策，144，202

Sympathy同情，59，67，84—88，90—94，99—102，224

Talents才能，154，228，367；positions open to （meritocracy）职位向才能开放（能人统治），354—356

Teleology目的论，Kant’s view distinguished fom与此区别的康德观点，211，222，231

Themistocles特米斯托克利斯，39

Theoretical reason理论理性，74—75，82，146—148，263—266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超验演绎，262—263，267

Truth：Leibniz’s account of真理：莱布尼茨的阐述，114—122；与contingency 偶然性，119—121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222

Utility，principle of功利原则，97

Value，of the good will善良意志的价值，154—156，209，210——211，224

Vasquez，Gabriel，75n

Verdi，Guiseppe威尔第，113

Virtue德行、德性，66，109，154—156，178；artificial （Hume）人为的（休谟），51—55，57—58，66；natural （Hume）自然的（休谟），51—55；duties of （Kant）的责任（康德），185—187，192，208—209，237；与Hegel黑格尔，352

Volition，principle of选择的原则，152—153，177。还可见Action；Maxim；Practical reason；Will

Voting选举，356

Walpole，Sir Robert，151n

War战争，358—362

Will：good意志：善良的，148—161，177—180，206，223— 224；elective，151—152，178—179；Hegel’s conception of黑格尔的观念，330—331，336—341，349—350。还可见 Categorical imperative：contradiction in the will test

Will，free意志：自由的。见Choice；Freedom；Spontan
 eity

Williams，Bernard威廉斯，34n，48n

Wolff，Christian沃尔夫，8n，105，140，152，179

Wolff，R.P.沃尔夫，144n

Wollaston，William华勒斯坦，79

Wood，Allen艾伦·伍德，285n，301n，330n，348n

Wren，Christopher雷恩，52

Xerxes薛西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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